
书书书

ＭＥＧＡ研究再出发
———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

【编者按】：马克思恩格斯的传世文献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直接现实。编校可靠而全面的经典文献，

本身就是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工作。ＭＥＧＡ的工作自梁赞诺夫以来既是马克思主义史的一
部分，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殊力量，ＭＥＧＡ２尤其日益显示出这方面的影响和潜力。更深入地
检视、开发、运用ＭＥＧＡ２，补偏救弊，张皇幽眇，推陈出新，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正是新时代的
学术召唤。本组专题论文，以由张一兵教授领衔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团队的有关新成果为

主，围绕ＭＥＧＡ２，就编辑原则的历史与问题、新刊布文献对既有理解的推进等方面展示新的思考和探
索，寄望于做学术增量，对相关的基础经典文本研究从而对理论研究再做贡献。时逢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
年，这一组稿，也是对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一个学术纪念。

面对 ＭＥＧＡ２：马克思哲学研究“再归基”

张一兵

【摘要】在对ＭＥＧＡ２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思想史研究的初衷，以独立
的、批判性的姿态面对ＭＥＧＡ２。对ＭＥＧＡ２提供的大量新文献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发掘马克思思想发展中
一些重要而又不为人知的学术线索，充实和更新我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史理解。回到 ＭＥＧＡ２的原文语境，将
使我们重新发现许多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构境中至关重要的概念，从而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体系。这

是对“回到马克思”的一次再归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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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一兵，山东茌平人，哲学博士，（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主任。

上世纪９０年代末，我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以下简称“ＭＥＧＡ２”）提供的新材
料，第一次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语境出发，探求马克思哲学话语的深层转换过程，出版了《回到

马克思》，致力于冲破前苏东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的束缚，形成当代中国人对马克思的独立的、原创性

的理解。令人欣喜的是，二十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文本基础进行反思，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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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形成高度的自觉与共识。在此期间，ＭＥＧＡ２的新材料、新进展也得到普遍关注，出现不少相关的译介
和研究成果。这些年来，我们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团队不懈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译

介、概念辨析、文本解读、思想史重建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特别是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６年，
我们两次与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在信息交流、成果译介、人才培养

以及文献建设等方面，正在开展进一步的合作。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和推动了中国学界马克思

哲学研究的学术化与国际化进程。

在与国际同行的交流过程中，我们逐渐确认了自己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

的优势所在，更加坚定了前进的方向，这就是基于 ＭＥＧＡ２提供的新文献、新材料，立足原文语境，推动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再归基”。然而，ＭＥＧＡ２作为考证版全集，本来应为严肃的马克思主
义学术研究提供广受重视的坚实的文献基础，却在国内外学界遭遇令人遗憾的两极分化的情况：一些学

者围绕ＭＥＧＡ２本身做了大量的介绍性、考据性的工作，却有意无意地用所谓“马克思学”取代了马克思
主义，甚至试图用文献学的新成果“解构”马克思主义，这种倾向甚至成为阿卡德米版 ＭＥＧＡ２① 编者的
工作原则；另一方面，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固守自己熟悉的语境，大大低估了 ＭＥＧＡ２对于马克思
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他们的研究中看不到新的文献基础，也很难看到文献支撑下的新的理

论突破。在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道路上，如何利用好 ＭＥＧＡ２的资源，将文献与思想史研究紧密结合起
来，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众所周知，苏东事变之后，新组建的阿卡德米版 ＭＥＧＡ２的编辑出版工作屡遭波折，而近年来又出
现了一些新的状况。首先是出版规模的一再“缩水”。新成立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将 ＭＥＧＡ２

的规模由原计划的１６２卷缩减到１１４卷。２０１６年底，这一出版计划再次缩减到７９卷：在ＭＥＧＡ２的四个
部分中，除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已于２０１２年出齐之外，第三部分“通信”中尚未出版的全部内
容、第四部分“摘录、笔记和批注”中尚未出版的大量卷次，未来均不再以书籍形式出版，而是改成“以数

字化形式”在网站上发表。这样，有待出版的便只剩下第一部分“著作、文章和草稿”中的１０卷、第四部
分中的５卷。其次，ＭＥＧＡ２的出版速度明显放缓。以广受关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即第一部分第５卷
为例，该卷在已有大量前期准备的情况下，原本计划２０１５年出版，却一拖再拖，直到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才出
版。而且，２００９年之后，ＭＥＧＡ２第一部分总共只出版了第５卷和第７卷。这表明阿卡德米版ＭＥＧＡ２编
辑团队遭遇了严重的后继乏人的局面，这是令人非常担忧的。如果阿卡德米版 ＭＥＧＡ２编者为了标榜
“中立性”，继续刻意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拉开距离，将自己局限在文献考证的小圈子里，拒绝来自世界范

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界的关注与支持，那么，由梁赞诺夫所开创的这一伟大文献编辑事业恐怕前景

难料。但无论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ＭＥＧＡ２仍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最重要的基础性文献资
源。

为了扭转学界面对ＭＥＧＡ２时存在的不良倾向，必须有效利用 ＭＥＧＡ２所提供的材料，更进一步地
“回到”马克思的原初文本与思想语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中争取新的实质性突破，逐步建

构起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界独立面对、言说马克思的哲学话语体系。这项意义深远的重大学

术工程，需要我们几代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青年学者们的积极参与。

其一，在我们基于ＭＥＧＡ２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思想史研究
的初衷，以独立的、批判性的姿态面对ＭＥＧＡ２。这也是我多次强调过的观点。也就是说，要用一种基于
文献而又超越文献的文本学研究方式，透视 ＭＥＧＡ２背后的东西，继而得出自己的学术理解，而不能跟
在ＭＥＧＡ２不同历史时期的编辑者们后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要正确地看待ＭＥＧＡ２、用好ＭＥＧＡ２，首
先就要对苏东剧变以来阿卡德米版ＭＥＧＡ２所标榜的“学术性”、“中立性”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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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对于ＭＥＧＡ１，我们可以按照出版机构的不同，将１９９０年之前出版的ＭＥＧＡ２称作“狄茨版 ＭＥＧＡ２”（由东德马列主义文献权威性
出版社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出版），而将在这之后的称之为“阿卡德米版ＭＥＧＡ２”（由德国专业性学术出版社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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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文本学研究，当然要以可靠的文献为基础，但不意味着固守文献细节、隔绝对思想史背景和理论传

统的理解。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刻意回避甚至扭曲既往研究的成果、刻意将马克思的思想形象碎片

化，并不是“去意识形态化”，而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强制。现在大家对于 ＭＥＧＡ编辑的历史已经比较
熟悉了，但往往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这种种历史波折背后，潜藏着研究立场与编辑原则的嬗变。因此，

今天我们利用ＭＥＧＡ２开展研究，必须对其编辑原则和编辑实践中潜藏的问题加以深入辨析。在此基
础上，我们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必须明白，ＭＥＧＡ２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但这绝不意味着对于它所作出的编
辑安排和理论判断，我们必须无反思地认同。几十年来，ＭＥＧＡ２的出版过程总是伴随学术界对相关文
本的热烈争论，虽然有时针对的是编辑方案，但究其实质，总还是要回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乃

至其思想发展历程的不同学术理解。无论是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方案的争论，还是关于《资本

论》相关手稿性质与结构的研讨，皆是如此。这说明一切基于 ＭＥＧＡ２的思想史研究，都内在包含着对
ＭＥＧＡ２相关内容的再检视、再判断，而且往往会得出与 ＭＥＧＡ２编者不尽相同的结论，这是很正常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无凭无据地随意推翻ＭＥＧＡ２提供的文献实证细节，而是要在文本和思想的内在
逻辑上多下功夫，以扎实的文本学解读，彰显研究者的自主性空间，对 ＭＥＧＡ２编辑方案进行必要的理
论争执，这也是推动当前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的必要工作。另外，在缺乏对 ＭＥＧＡ２内容的深入分析的
情况下，一些国内外的学者以为，ＭＥＧＡ２中大量新细节的呈现，会冲击马克思作为经典思想家的整体形
象。这种观点也是值得甄别和推敲的。如果说 ＭＥＧＡ２会冲破传统教科书中那个自足性、原理式的理
论体系，彰显马克思思想历程的历史性、丰富性和开放性，那当然如此。但是，绝不可能因为 ＭＥＧＡ２提
供了一些新的文献细节、理论线索，就消解了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原创性、系统性和经典性。在此方面，任

何别有用心的“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尝试都不可能成功，这是由马克思思想本身的质性与重量所决定的

事情。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逻辑是否会被 ＭＥＧＡ２所动摇和消解的担忧
也是多虑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大家对 ＭＥＧＡ２的研究太多、太细，而恰恰是真正基于
ＭＥＧＡ２开展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还远远不足、甚至流于表面。

其二，应该对ＭＥＧＡ２提供的大量新文献给予更多的重视，发掘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一些重要而又不
为人知的学术线索，充实和更新我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史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面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

少意义重大的文本在其生前并未出版，而一经出版便引发了思想界的极大震荡，例如《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二十年前我在写作《回到马克思》的过程中，

ＭＥＧＡ２出版的马克思的若干手稿、摘录笔记和书信，也为我深入经济学语境，寻找马克思哲学转变的支
援性背景提供了重要启示。尽管ＭＥＧＡ２的出版并不顺利，但目前已经出版的卷次中有许多值得关注
的资料，迟迟未能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比如，关于马克思柏林大学时期的哲学思想背景，过去我们只

是关注其博士论文、译为中文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但这一笔记主要写于１８３９年，它并非博
士论文的直接准备性笔记。此后，在１８４０－１８４１年间，马克思进一步扩展了哲学研究的范围，留下了关
于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休谟、斯宾诺莎等人的摘录笔记，这就是ＭＥＧＡ２所出版的《柏林笔记》。马克
思毕业后，从柏林去了波恩，在鲍威尔等人影响下，于１８４２年４－５月间留下了一批艺术史和宗教史笔
记，即《波恩笔记》。这些内容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无疑是具有补白意义的。

再比如，２０１５年，ＭＥＧＡ２第四部分第五卷出版，其中就包含了马克思的四本“曼彻斯特笔记”，其中的很
多内容直接体现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也意味着，马克思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研究经济学、
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思想背景第一次得以完整地呈现。如果不了解此时马克思进行第二次

经济学研究的特定语境，我们也就无法阐明拜比吉和乌尔等人对现代生产技术的思考、英国政治经济学

早期和晚期的理论、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等线索对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建构所起到的促进与

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通过马克思的笔记、手稿，回溯当时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重要文本

和范畴，例如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中提出的“物质生产”概念、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

提出的“生产力”概念等，重建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脉络的理解。另外，马克思一生还留下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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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学、化学、地质学等学科的自然科学笔记，对这些笔记的研究，也会为我们思考马克思哲学的方法

论性质提供新的线索。

其三，回到ＭＥＧＡ２的原文语境，将使我们重新发现许多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构境中至关重要的概
念，从而重构马克思哲学的话语体系。近年来围绕马克思的“事物化（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物化（Ｖｅｒ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等概念的研究，实质上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在《回到马克思》第三版中，我已经初步使用
学术文本词频统计的方法，清晰地呈现了１８４５年马克思第二次思想转变过程中，原本在其思想中占据
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话语的关键词“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异化）”、“Ｅｎｔｕｓｓｅｒｕｎｇ（外化）”和“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ｗｅｓｅｎ（类
本质）”的骤然缺失，与此同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主导话语关键词群的“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ａｆｔ／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ａｆｔ
（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生产关系）”和“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ｗｅｉｓｅ（生产方式）”则高频突现，从而直
观地说明，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核心概念构成的历史唯物主

义才真正成为全新的权力话语，由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新世界观才真正得以确立。当然，这还只是初

步记录了文献统计的部分结果，在我的计划中，我们还将梳理一批被传统教科书体系所忽视的、对马克

思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概念，基于 ＭＥＧＡ２的原文语境，逐一进行更为深入的质性分析。比如，在
黑格尔和赫斯等人的哲学文本中反复提及的“Ｄａｓｅｉｎ（定在）”（后来海德格尔哲学中著名的“此在”也是
这个词），它也是马克思哲学文本中的一个高频词，过去和“Ｓｅｉｎ”一起被译为“存在”。在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的思想构境中，它特指“一定的（ｂｅｓｔｉｍｍｔ）”社会历史情境下、由人的历史性物质生产活动所构
建起来的特定存在，马克思称之为“社会定在（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Ｄａｓｅｉｎ）”。这种社会历史构境中的“定
在（Ｄａｓｅｉｎ）”，既不同于一般性的“存在（Ｓｅｉｎ）”，也不同于实存性的“生存（Ｅｘｉｓｔｅｎｚ）”，对这一概念的准
确理解，不仅关乎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背景，更关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历史性”特质，关乎历史唯

物主义对“物”的革命性理解。再比如，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中，通过“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关联／关
联与境）”、“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联系）”、“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关系）”、“Ｂａｎｄ（纽带）”等一系列概念，构建了一个十分精
细而复杂的关系性的社会历史构境，其中每一个概念都包含特定的逻辑层次和关系内涵，然而，这些内

容在我们过去的汉译研究中同样是无法被觉察和开启的领域。在这方面，ＭＥＧＡ２提供了宝贵的、最全
面的一手文献资源，而它至今仍是一座罕有问津的“学术富矿”。

从目前的情况看，ＭＥＧＡ２的陆续出版不可能提供一个颠覆性的马克思的思想形象，过去我们在马
克思思想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都将在基于ＭＥＧＡ２的新一轮研究中，得
到进一步的校准和确证，并在原文语境和当代语境的交织碰撞中焕发新生。我希望能够基于 ＭＥＧＡ２

的丰富内容，通过理论线索的重新构境和原初概念的思想考古，在当代思想境遇中，努力开辟一条中国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新“归基”之路，使得我们的研究能够凭借更加深厚坚实的思想史基础，构建

出更加深邃有力的批判性的思想空间，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有深度、更有自信。

在我们第一组关于ＭＥＧＡ研究的笔谈中，首先讨论了三个不同时期 ＭＥＧＡ版的编辑原则，从中既
能看到创始人梁赞诺夫所确立的“忠实原文的写作情况”，“收录全部著作、文章和手稿”这两个最重要

的基本原则，也可以看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苏东马列研究院所确定狄茨版 ＭＥＧＡ２的马克思主义编辑原
则，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阿卡德米版 ＭＥＧＡ２所谓去意识形态化编辑方针的虚假性。其次，我们也选
择了法国ＭＥＧＡ研究情况的综述、国外马克思自然科学札记研究和 ＭＥＧＡ版经济学研究情况的概要。
笔谈的直接目的是想通过廓清理论地平，提供一个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 ＭＥＧＡ研究向前走的理论站
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希望只会出现在我们不懈的学术努力之中。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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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 －马克思的自然科学札记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德国 ＭＥＧＡ２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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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的是纯粹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忽略了马克思对自然哲学的深厚兴趣。

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合作中，恩格斯一直被视为是主导自然科学研究的一方，他的自然辩证法

被指责为歪曲了马克思原初的辩证法思想。但近二十年来，随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简称

ＭＥＧＡ２）新文献的出版，马克思在生态学、矿物学、植物学、化学、地质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摘
录和笔记得到披露。学界研究的重点开始从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争论，逐渐转移到马克思与自然科学之

间的关系。本文旨在介绍当代德国依据ＭＥＧＡ２在马克思关注自然科学问题上开展的最新研究。
【关键词】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自然科学；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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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辩证法是否适用于自然的问题是马克思学界热烈争论的一个主题。一些作者宣称马克

思主义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是由恩格斯构建起来的。根据这个观点，马克思不像恩格斯那样关心控制

宇宙的超历史规律，而是关心社会的特殊规律。可以说，这个反恩格斯阵营主要倾向于在马克思和恩

格斯之间划清界限，指责恩格斯通过一些可能最终导向过时的唯心主义的还原主义、科学主义和实证

主义来歪曲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原始思想。

令人瞩目的是，在德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ＭＥＧＡ研究中，这个争论开始从一个纯粹的马克思－恩
格斯问题转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研究问题。德国的新趋势可以按如下论证来阐述：如果可以表

明马克思在进行一个包罗万象的、包括各种各样的自然与社会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时，在把握自然与社

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关系时，与恩格斯把辩证法定义为 “普遍的相互联系的科学”是完全一致

的①，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那个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这个方面的老问题算是解决了②。这个论证

转换发生在 ＭＥＧＡ版本的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ＭＥＧＡ２Ｉ／２６（１９８５）发行之后的五年中，此时
ＭＥＧＡ的编辑人员安纳里斯·格瑞斯 （ＡｎｎｅｌｉｅｓｅＧｒｉｅｓｅ）、彼得·耶克尔 （ＰｅｔｅｒＪｃｋｅｌ）、格德·帕维
里希 （ＧｅｒｄＰａｗｅｌｚｉｇ）、彼得·克鲁格 （ＰｅｔｅｒＫｒüｇｅｒ）等人，开始准备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自然
科学，包括地质学、农学、化学、农业化学、土壤科学、物理学、技术学、矿物学、气象学、植物学

的札记。ＭＥＧＡ在这些方面最近的编辑成果是ＭＥＧＡ２ＩＶ／３１（１９９９）卷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从１８７７年
中到１８８３年初的自然科学札记，以及ＭＥＧＡ２ＩＶ／２６（２０１１）卷出版的马克思从１８７８年３月到９月所

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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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ｘｕ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ｉｎ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１２（１９９０），Ｓ．６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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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有关地质学、矿物学和农业化学的摘录和笔记。就此而言，对 ＭＥＧＡ第四部分迄今已经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科学札记做一个概观综述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总结了德国１９９０－２０１６年间对ＭＥＧＡ第四部分出版的马克思自然科学札记内容的研究。这
个领域的研究的一般趋向是紧紧围绕三个问题：１．马克思的自然科学札记的内容和背景是什么？２．
马克思为什么对自然科学感兴趣到如此程度？３．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强烈兴趣是否意味着从黑格尔
唯心主义到实证科学实在论的反思辨转向？

一、马克思与自然科学

马克思很早就对自然科学感兴趣。例如，马克思早在１８３０年代末期和１８４０年代前期对天文学和
物理学就有兴趣①。有证据表明马克思在１８４０和１８５０年代研究过开普勒、莱布尼茨、牛顿和黑格尔
的理论。在阅读牛顿的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马克思写下过 “老牛顿说的很好”、“老牛顿真

了不起”等批注②。１８４２年的一份报刊文章表明，马克思熟悉莱布尼茨 －牛顿争论③。在 《德意志意

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牛顿 “完成了力学”④。在１８５３年的专栏中，马克思提到 “对立面的联系规

律 （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ｃｏｎｔａｃｔ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ｓ）”，这与 “开普勒定律”和 “牛顿的伟大发现”有关⑤。在 《资本

论》出版的两年前，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自己 “又 ‘逮了个机会’‘拾起了’一点天文学”，这次马克

思关注的焦点是 “拉普拉斯的星系形成理论，及其如何解释不同天体绕自轴旋转”。马克思提到拉普

拉斯的理论已被美国天文学家丹尼尔·柯克伍德 （ＤａｎｉｅｌＫｉｒｋｗｏｏｄ）向前发展了，后者 “发现了有关

星体旋转的不同之处的规律”⑥。马克思总是很享受他在闲暇时间对天文学和数学的研究⑦。

相较于天文学和物理学，马克思对土壤科学、农学和化学有着更有意识、更专注的兴趣。两位杰

出的ＭＥＧＡ编辑格瑞斯与帕维里希提出，马克思早在１８５０年代就利用自然科学的资源来解决其社会
理论面临的一些复杂问题。比如，伦敦笔记的证据表明，马克思在应对人口和地租理论时摘录了国民

经济学、农学、社会统计、食物生产、农业化学、生理学、地质学和土壤科学，主要是李比希和约翰

斯顿 （ＪａｍｅｓＦ．Ｗ．Ｊｏｈｎｓｔｏｎ）的文献⑧。在１８５１年 《伦敦笔记》对约翰斯顿的 《农业化学与地质学

讲演录》的摘录中，马克思注意到地球表面的不同圈层通常具有相同的相互联系，使我们能够探测

到它们的确切年龄。约翰斯顿就此使用了 “地质构造”一词，而马克思正是从这一段摘录的⑨。马克

思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到１８５２年３月间第一次使用了 “社会构造”（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这个词瑏瑠。在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Ｍａｒｘ，“Ｈｅｆｔｅｚｕｒｅｐｉｋｕｒｅｉ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ＦüｎｆｔｅｓＨｅｆｔ”，ｉｎＭＥＧＡ２，Ｂｄ．ＩＶ／１．１．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１９７６，Ｓ．１１１－１１２．
ＢｒｕｎｏＫａｉｓｅｒ／ＩｎｇｅＷｅｒｃｈａｎ，ＥｘＬｉｂｒｉｓ．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ｕｎ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ｕｎｄＶｅｒｚｅｉｃｈｎｉｓｅｉｎｅｒ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１９６７，Ｓ．
１２７．
Ｍａｒｘ，“ＤｅｒｌｅｉｔｅｎｄｅＡｒｔｉｋｅｌｉｎＮｒ．１７９ｄｅｒ‘Ｋｌｎｉｓｃｈ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ｉ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ＥＧＡ），Ｂｄ．Ｉ／１．１．
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１９７５，Ｓ．１７８．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ｉ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ＥＧＡ１），Ｂｄ．Ｉ／５．ＧｌａｓｈüｔｔｅｎｉｍＴａｕｎｕｓ：Ｄｅｔｌｅｖ
Ａｕｖ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７０，Ｓ．４９．
Ｍａｒｘ，“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ｉ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ＥＧＡ２），Ｂｄ．Ｉ／１２．１．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１９８４，
Ｓ．１４７．
Ｍａｒｘ，“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Ｅｎｇｅｌｓ，１９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６５”，ｉ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Ｅｎｇ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Ｂｄ．４２，Ｍｏｓｃｏ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８７，Ｓ．５２９－５３０．
Ｍａｒｘ，“ＭａｒｘａｎＥｎｇｅｌｓ，１１．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５８”，ｉｎＭＥＧＡ２，Ｂｄ．ＩＩＩ／９．１．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２００３，Ｓ．１８；Ｍａｒｘ，“ＭａｒｘａｎＥｎｇｅｌｓ，２３．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６０”，ｉｎＭＥＧＡ２，Ｂｄ．ＩＩＩ／１１．１．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２００５，Ｓ．２２９；Ｍａｒｘ，“ＭａｒｘａｎＥｎｇｅｌｓ，６．Ｊｕｌｉ１８６３”，ｉｎＭＥＷ，Ｂｄ．３０，
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１９７４，Ｓ．３６２．
ＡｎｎｅｌｉｅｓｅＧｒｉｅｓｅ／ＧｅｒｄＰａｗｅｌｚｉｇ，“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ｕｎｄｄｉｅ‘ｗｉｄｅｒｓｉｎｎｉｇｅｕｎｄｗｉｄｅｒ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ｖｏｎｅｉｎｅｍＧｅｇｅｎｓａｔｚ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ＭｅｎｓｃｈｕｎｄＮａｔｕｒ”，ｉｎ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ＮｅｕｅＦｏｌｇｅ１９９１，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９９１，Ｓ．５．
Ｍａｒｘ，“ＥｘｚｅｒｐｔｅｕｎｄＮｏｔｉｚｅｎＪｕｌｉｂｉ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５１”，ｉｎＭＥＧＡ２，Ｂｄ．ＩＶ／９，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１９９１，Ｓ．２８８，２９２．
Ｍａｒｘ，“Ｄｅｒ１８．Ｂｒｕｍａｉｒｅｄｅｓ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ｉｎＭＥＧＡ２，Ｂｄ．Ｉ／１１，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１９８５，Ｓ．９７．



卡尔－马克思的自然科学札记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关注到地质构造和社会构造的相似之处①。格瑞斯断定，这些
资料证明马克思的社会构造概念起源于他对地质学的研究②。据此，她反对汉斯·彼得·加耶克

（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Ｊａｅｃｋ）的老观点：地质学概念在厘清社会问题方面 “仅仅具有类推功能”。在加耶克看

来，马克思的概念的真正起源是威尔海姆·舒尔茨 （ＷｉｌｈｅｌｍＳｃｈｕｌｚ）的 《生产的运动》，更不用说

黑格尔也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塑形 （Ｆｏｒｍｉｅｒｕｎｇ）③。
格瑞斯和帕维里希认为，马克思在１８４０－１８６０年间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可以说是哲学性的，或者

高度理论性的。马克思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兴趣具有哲学的或政治的性质，因为它在１９世纪资产阶级
科学家的主流自然观和历史观中引起了明显的断裂。马克思利用的农业和化学文献具有附带的或次级

的性质，但是农业、化学、土壤科学、食品科学、地理学、植物学和生理学自身变成了１８７０年代而
非之前的研究领域④。

根据耶克尔和穆勒 （Ｍｕｅｌｌｅｒ）的看法，马克思１８７０和１８８０年代的自然科学札记记录了他对世
界史、私有财产在不同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的深入研究⑤。事实上，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间写作 《大纲》时，表明他会 “以更深、更具体的方式”回到并探讨这些主题⑥。“史

前史、农艺学、俄罗斯与美国土地所有权关系、地质学等学科已经被梳理到了一种迄今为止从未设想

过的程度，以便于写成 《资本论》第三卷地租那一部分。”⑦ 马克思在研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

斯的人口理论时非常关注李比希的农业化学⑧。恩格斯在１８５８年致马克思的信中曾经谈及 “有机化

学的巨大发展”，并暗示它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知识论的相关性⑨。在１８６６年的信中，马克
思强调其化学研究和地租问题的内在关系瑏瑠。在 《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发现的质与

量的辩证关系及其在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当中的相关性。在其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比较了政治经

济学和物理学化学的方法瑏瑡。马克思在１８６７年阅读了霍夫曼的 《现代化学导论》 （１８６６）及罗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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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ｎｒｙＥｎｆｉｅｌｄＲｏｓｃｏｅ）与肖莱马合著的 《化学简要教程》，并通读该书１８６９年３月的第二版①。马克
思在１８６７年摘录兰克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Ｒａｎｋｅ）、施来登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ＪａｃｏｂＳｃｈｌｅｉｄｅｎ）等的植物、动物和人类
生理学著作，在１８７８－１８７９年间摘录了农业化学、矿物学和地质学的著作。马克思在１８７６－１８７８年
间做了热力学理论方面的笔记，在１８７８－１８８３年间做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电学及其技术应用方
面的笔记②。

马克思在１８７０年代加强了他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此时正是自然科学开始作
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越来越具有重要作用的时代。地质学、矿物学、农业科

学、化学和物理学开始为探测、分类、培养和处理原材料，为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运输和转换，为土壤

质量和耕地肥力的提高，为有色材料、药品和肥料的生产做出贡献③。这一发现在恩格斯后来写给伯

恩斯坦的信中得到确认：“蒸汽机教会我们如何把热量转化为机械运动，但电力的开发打开了所有形

式的能量———热量、机械运动、电力、磁力、光———的相互转换及其工业应用之门 ［．．．］德普勒兹
的最新发现，也就是说超高压电流可以通过简单的电报线输送到迄今想象不到的距离，并在目的地得

到回收利用而发生相对来说很少量的能量损失 ［．．．］这个发现释放了产品工业几乎所有的本地限
制，使利用哪怕是最遥远的水力资源成为可能 ［．．．］最终会不可能避免地证明它将是消除城市与农
村的对立的有力杠杆 ［．．．］生产力因此会日益迅速地发展到超出资产阶级的控制范围。”④

对迈耶尔 （ＬｏｔｈａｒＭｅｙｅｒ）、肖莱马和罗斯科的化学研究的摘录表明，马克思加深了自己的研究，
达到知晓基本化学元素的合成与分解规律及其原子分子结构和成分的程度。但恰恰不是马克思而是恩

格斯在 《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书中扛起这个重任，试图把这些不同的研究领域理顺，整合为

一个统一的理论性哲学框架，虽然他并未完成这一工作⑤。

至于农业化学和地租理论的关系，福尔格拉夫评论到：我们应该记住，恩格斯在１８９２年描述了
马克思早在１８６０年代对自然科学的关注，而当代的地租概念及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含义已经发生改变。
在 《１８６３－１８６７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把农业从最不发达的社会部门

的经验活动转换成了有意识的、农艺学的科学应用”⑥。《资本论》第一卷这样解释技术和自然科学的

作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是由工人的平均技术、科学的发展水平及其技术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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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产力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和能力范围、自然关系以及其他因素决定的。”① 我们

也应该记得，地租是剩余价值生产的第一种历史形式，为了提升农业而利用科学知识会直接涉及到不

同的租，而非地租②。

二、政治和哲学背景下的自然科学

耶克尔认为，恩格斯构建哲学基础，并发展出一个理论化的、跨学科的思路的动机之一是政治。

１８７０年代之后，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新近发展及其与社会科学的互动有日益增长的兴趣，其证据就在
社会民主派出版机构的众多出版物上面，比如 《人民历书》（１８７４－１８７９）、《前进·德国社会民主党
中央机关报》（１８７６－１８７８）、《柏林人民报》等。茨兹出版社已经发行了一系列大众科学读物，包括
爱德华·爱微林 （ＥｄｗａｒｄＡｖｅｌｉｎｇ）的 《达尔文理论》、奥斯沃德·科尔勒 （ＯｓｗａｌｄＫｈｌｅｒ）的 《世

界的创造与毁灭》、阿诺尔德·杜贝尔 －伯特 （ＡｒｎｏｌｄＤｏｄｅｌＰｏｒｔ）的 《摩西或达尔文？》、鲁道夫·

波梅里 （ＲｕｄｏｌｐｈＢｏｍｍｅｌｉ）的 《地球史》③。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对自然科学与哲学很感兴趣的最佳例

证当然是恩格斯的 《反杜林论》。在 《反杜林论》第三版的评论文章中，伯恩施坦写道：杜林对马克

思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及其新康德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很多领导人中间很有影响力，他们中的大部

分人 “开始通过杜林的眼镜来评判马克思，使之依从于杜林的功劳”④。狄慈根 （ＪｏｓｅｆＤｉｅｔｚｇｅｎ）也
写过这样的话：那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的挑战是抓住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以及 “辩证哲

学”⑤。在其撰写的恩格斯传记中，卡尔·考茨基认为恩格斯的 《反杜林论》连同马克思的 《资本

论》，是 “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著作”⑥；伯恩施坦也称之为 “解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思

想的一流教科书，它无所不包的描述带有全部值得注意的科学领域的例子，第一次可被所有人理

解”⑦。

与此相反，桑德库尔勒在恩格斯 《反杜林论》及 《自然辩证法》的哲学事业和马克思的自然科

学研究之间画出分隔线，其证据是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决裂及其余生向实证－经验科
学的转换。这一转换伴随着马克思后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⑧。桑德库尔勒相信，这可在马克思对黑格

尔及青年黑格尔派政治经济学路径的一系列负面评价中显现出来，比如马克思反对拉萨尔 “试图用

黑格尔的方式来呈现政治经济学”⑨。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自己的 “辩证方法”看作是黑格尔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Ｍａｒｘ，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６７，ｉ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ＥＧＡ），
Ｂｄ．ＩＩ／５．１．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１９８３，Ｓ．２１．
ＣａｒｌＥｒｉｃｈＶｏｌｌｇｒａｆ，“ＭａｒｘａｕｆｄｅｒＦｌｕｃｈｔｖｏｒｄｅｍ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ＮｅｕｅＦｏｌｇｅ１９９４，Ｂｅｒｌｉ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１９９４，Ｓ．８９
－９１．
ＰｅｔｅｒＪｃｋｅｌ，“ＷａｒｕｍｓｔｕｄｉｅｒｔｅＭａｒｘｉｎｄｅｎｓｉｅｂｚｉｇｅｒｕｎｄｆｒüｈｅｒａｃｈｔｚｉｇｅｒＪａｈｒｅｎ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ｎ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１３
（１９９１），Ｓ．２９４－２９５．
Ｅｄｕａｒｄ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ＺｕｒｄｒｉｔｔｅｎＡｕｆｌａｇｅｖｏｎＦｒ．Ｅｎｇｅｌｓ’‘ＨｅｒｒｎＥｕｇｅｎＤüｈｒｉｎｇｓＵｍｗｌｚｕｎｇ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ｉｎ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１８９４－
１８９５，Ｂｄ．１，Ｎｒ．４，Ｓ．１０５．
ＪｏｓｅｐｈＤｉｅｔｚｇｅｎ，“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Ｉ”，ｉｎ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Ｌｅｉｐｚｉｇ），９．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８７６；ＰｅｔｅｒＪｃｋｅｌ，“ＷａｒｕｍｓｔｕｄｉｅｒｔｅＭａｒｘ
ｉｎｄｅｎｓｉｅｂｚｉｇｅｒｕｎｄｆｒüｈｅｒａｃｈｔｚｉｇｅｒＪａｈｒｅｎ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ｎ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１３（１９９１），Ｓ．２９６．
ＫａｒｌＫａｕｔｓｋｙ，“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ｉｎＶｏｒｗｆｒｔｓ（Ｂｅｒｌｉｎ），８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９５．
Ｅｄｕａｒｄ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ＺｕｒｄｒｉｔｔｅｎＡｕｆｌａｇｅｖｏｎＦｒ．Ｅｎｇｅｌｓ’‘ＨｅｒｒｎＥｕｇｅｎＤüｈｒｉｎｇｓＵｍｗｌｚｕｎｇ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ｉｎ，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１８９４
－１８９５，Ｂｄ．１，Ｎｒ．５，Ｓ．１４３．
ＨａｎｓＪｒｇＳａｎｄｋüｈｌｅｒ，“Ｅｍｐｉｒｉｅｖｓ．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Ｈｅｇｅｌｖｓ．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ｅｎｉｍＡｎｓｃｈｌｕβａｎＡｎｎｅｌｉｅｓｅＧｒｉｅｓ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ａｋｔｉｏｎｅｎ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ｕｎｄ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ａｃｏｎｕｎｄＥｒｎｓｔＣａｓｓｉｒｅｒ，
（Ｈｒｓｇ．）ＨａｎｓＪｒｇＳａｎｄｋüｈｌｅｒ，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ＰｅｔｅｒＬａｎｇ，１９９５，Ｓ．２８９；ＨａｎｓＪｒｇＳａｎｄｋüｈｌ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Ｗｅｌｔｂｉｌｄａｌ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ｉｅｒｔ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ｅｔｙｐｕｓ‘Ｍａｒｘ’ｕｎｄｄｉｅ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ｄｅｒ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ｍＭａｒｘｓｃｈｅｎＷｅｒｋ”，ｉｎ
ＡＧ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ｕｎｄ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ｂｅｉＭａｒｘｕ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Ｈｅｕｔｅ３，（Ｈｒｓｇ．）ＩＭＳＦ，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ＩＭＳＦ，１９９１，Ｓ．１３，２２，４４
Ｍａｒｘ，“ＢｒｉｅｆａｎＥｎｇｅｌｓ，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５８”，ｉｎ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Ｗｅｒｋｅ（ＭＥＷ），Ｂｄ，２９，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１９７８，Ｓ．２７５．



《现代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辩证法的 “直接对立面”，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回到了有关本质的实在本体论，其对商品实体的分析及

其对亚里士多德的一系列引用也可以清楚表明这点。然而，这一转换的性质是模糊的，因为马克思相

当吃力地试图在分析研究的经验方法和表述经济范畴的辩证方法的冲突关系中取得平衡①。马克思在

１８５８年说过：“如果有时间可能做这项工作的话，我会非常愿意写上２到３个印张来为普通读者解释
一下黑格尔发现并神秘化了的 （辩证）方法的合理方面。”② 在写给拉萨尔的另一封信中，马克思重

复了同样的想法：“诚然，黑格尔辩证法是哲学的终极言说，因此更需要剥去黑格尔为它赋予的神秘

光环。”③ 当然，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中感觉离自然科学更近，把商品形式与生物学的 “细胞形式”

相比，将商品形式分析比作 “显微解剖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该被理解为物理学家的分析：“物理

学家要么在物理现象最典型的、最能避免干扰因素的形式下观察之，要么可能的话就在现象的正常发

生条件下做实验。”④

桑德库尔勒强调，下面这句话让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相信，马克思新的理想中的哲学家是亚里士

多德而非黑格尔：“我们回到那个伟大的、第一个分析了诸多形式———不管是思想与社会的形式，还

是自然与其他形式，包括价值形式———的思想家。我说的是亚里士多德。”⑤ 桑德库尔勒也批判了加

克尔和克鲁格，因为后者宣称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利用服务于经验性地支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

他认为这并不能解释其原因，只是指明了马克思广泛研究自然科学的不同例证。对他来说，马克思对

自然科学抱有强烈兴趣的原因是他相信新的科学理念是由自然科学来呈现的，马克思仅仅是依循了这

个趋势。换句话说，马克思放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接受了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⑥。

格瑞斯提出了对桑德库尔勒的反对意见，因为马克思是通过黑格尔的 《哲学史讲演录》而接触

亚里士多德的，并接受了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解及其在现代经验主义面前为亚里士多德哲学

做的辩护⑦。他断言，相信亚里士多德对马克思的重要性仅具有纯哲学性质，是幼稚的。马克思恩格

斯所知道的很多自然科学家都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强烈影响。赫尔曼·柯普 （ＨｅｒｍａｎｎＫｏｐｐ）的 《化

学的进展》和 《化学史》、李比希的 《化学通信》、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ｌｂｅｒｔ
Ｌａｎｇｅ）的 《唯物主义史》，迈耶尔的 《现代化学理论》、罗斯科和肖莱马的化学教科书，显示出亚里

士多德对现代自然科学的重要影响。无论怎样，格瑞斯不认为晚期马克思放弃黑格尔而接受亚里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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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的自然科学札记

德的证据是显而易见的①。

格瑞斯还指出，马克思晚期对自然科学哲学的一些研究完全被桑德库尔勒忽视了，其中两个名字

是值得注意的：迈耶尔和恩斯特·马赫。迈耶尔的 《现代化学理论》（１８７２年第二版）是１９世纪后
半叶标准的化学教科书。ＭＥＧＡ２的 ＩＶ／３１卷记录了马克思对这本书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也是登记在
马克思阅读书库中的化学书籍之一②。马克思对这些书籍的初步摘录的一个标题是 “论原子理论”③。

格瑞斯观察到，马克思趋向于对准迈耶尔有关原子核分子结构的分析 （该领域紧密联系于物理学），

这表明马克思对马赫的理论物理学也有兴趣。马克思阅读书库中登记在册的另一本书是马赫的 《能

量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１８７２）④，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大量的评论，在马克思的创作中至少被提到
两次：在１８７５年的摘录笔记和 １８７７年的书目中。１８７５的摘录笔记也记录到马克思是通过普莱尔
（Ｐｒｅｙｅｒ）的 《生命研究》（１８７３）来研究马赫的，前者发现能量守恒定律和朱利叶斯·罗伯特·冯
·梅耶尔 （ＪｕｌｉｕｓＲｏｂｅｒｔｖｏｎＭａｙｅｒ）与赫尔曼·赫姆霍兹 （Ｈｅｒｍａｎｎ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的理论哲学新发现之
间存在一些相互关系。从１８７５年末到１８７６年初，马克思对阿道夫·菲克 （ＡｄｏｌｆＦｉｃｋ）的 《相互关

联之中的自然力量》（１８６９）做了摘录，注意到那里有一些关于热力学和原子理论的根本思想。在看
了杜·博伊斯·雷蒙的 （ＤｕＢｏｉｓＲｅｙｍｏｎｄ）《新近自然科学中的莱布尼兹思想》（１８７１）之后，马克
思回到原来的主题，进一步阅读了莱布尼茨和笛卡尔的原著。马赫和所有相关物理学文献对马克思的

哲学重要性或许就表现在，马赫为那么一种紧密联系于当代物理学的机械理论的机械世界观做了辩

护。笛卡尔、莱布尼兹和康德的形而上学体系被１９世纪的物理学家复活了，进一步暴露出黑格尔及
其追随者的缺点⑤。恩格斯对物理学的广泛研究是众所周知的，但在恩格斯加给 《资本论》第二卷的

一个脚注中，我们发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物理学的理解还有一个相同之处：恩格斯在这里解释马克思

采用 “潜在资本”和 “虚拟资本”概念的背景时指出，“‘潜在资本’概念借自于物理学中的潜在热

量概念，现在已经基本上被能量转换理论所取代了。因而马克思在第三部分 （后期版本）使用了另

一个借自于 ‘势能’的、类似于达朗贝尔的虚拟速度的 ‘虚拟资本’概念 （Ｆ．Ｅ）”⑥。

三、马克思的生态学

就像帕维里希、斋藤幸平 （ＫｏｈｅｉＳａｉｔｏ）和福尔格拉夫的著作所显示的那样，马克思对农学的大
量引用及其对自然科学的摘录在学界引起一个新的对马克思的生态学解读。马克思 《资本论》中的

新陈代谢 （Ｓｔｏｆｆｗｅｃｈｓｅｌ）断裂概念是有关争论的核心，焦点是研究这个概念的意义、背景及其来源。
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劳动是……人与自然的过程，是一个人通过其自身活动调节、

管理与控制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的过程。人与作为自然力的自然物质相遇，调动起属于自身的自然力

量，以便能够同化利用自然物质……通过这个活动，人对外部自然发生作用，并改变之，且在这个过

程中同时改变他自己的自然状况。”⑦ 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二版中加了如下一段话：“资本主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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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把人口聚集到了大城市中心，造成了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优势。这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方面，

它浓缩了社会的历史运动力量，另一方面它打乱了人与大地之间的新陈代谢 （Ｓｔｏｆｆｗｅｃｈｓｅｌ），也就是
阻止了人以衣食等形式消耗掉的构成元素回到土壤，因此它阻碍了永恒的自然基础为保持土壤的持久

肥力而运转……但是，通过打碎围绕这个新陈代谢的环境，它迫使人们把系统修复当作社会生产的调

节规律，并以适于人类的全面发展的方式进行生产。”①

帕维里希把 “新陈代谢”概念的起源追溯到马克思所知道的４位重要自然科学家：摩尔斯克特
（ＪａｃｏｂＭｏｌｅｓｃｈｏｔｔ）、丹尼尔斯 （Ｒｏｌａ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ｓ）、李比希和约翰斯顿②。第一线索是在恩格斯写于
１８７６年的 《〈反杜林论〉笔记》中发现的：“新陈代谢是最重要的生命现象，这在过去２０年间已经
被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肯定过无数次了，在这里又被赞扬为生命的定义。”③ 这意味着恩格斯

指向了一场可能在１８５６年变得重要的争论。这一假设可以从马克思１８５６年６月２１日写给夫人燕妮
的一封信中得到证实，信中马克思提到 “摩尔斯克特的新陈代谢”概念④。摩尔斯克特使新陈代谢概

念得到通俗化，因此成为该领域几个开拓者之一，其书 《生命圈：对李比希 〈化学通信〉的哲学回

答》第一版发行于１８５２年，第二版发行于１８５５年。马克思的信件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的家庭书
库中有这本书，即便该书没有在ＭＥＧＡ的书目列表或其他地方登记过。帕维里希注意到一个他所谓
的 “奇怪的矛盾”：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的最终版本中将其前述表达改成 “３０年以来”，而 ＭＥＧＡ
编辑并没有对此做出说明⑤。这可能表明恩格斯说的是卡尔·福格特 （ＣａｒｌＶｏｇｔ）１８４７年出版的 《生

理学通信》。该书提出有关新陈代谢的系统解释，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在１８４０和１８５０年代阅读过它，
也不确定马克思是否通过福格特之书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帕维里希认为，更可能的是恩格斯想到马

克思恩格斯１８４０年代的好朋友和共产主义同路人丹尼尔斯，后者写了一部 《微观世界：生理人类学

手稿》，并在１８５１年间询问过马克思的意见⑥。１８５１年夏天，马克思开始研究并摘录李比希和约翰斯
顿，他们正是由于详细解释新陈代谢而成名，后者还因其关于变形的自然科学概念而为人熟知，被马

克思在 《资本论》中多次引用⑦。

对马克思从１８５０年代早期的初次经济学阅读到１８６７年出版 《资本论》的成长之路，斋藤提供了

一个更详细的描述，并批评了帕维里希。帕维里希认定：虽然可以推测马克思在１８５１年初熟悉了新
陈代谢这个概念，但他或恩格斯在１８５６年之前并未在其著作或信件中使用这个词。斋藤认为这是错
误的，因为马克思在其１８５１年的论文 《反映》和 《伦敦笔记》中多次说到新陈代谢⑧。斋藤注意到

丹尼尔斯与马克思的信件交流，而且更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１８５１年４月初的一次信件交流中对
丹尼尔斯的批判。马克思对恩格斯说道：“附上丹尼尔斯的信。对于他的 《生理学》我写了很长。他

写给我的信包含了一点东西，也还是我写给他的信的映照。”⑨ 恩格斯回复道：“这位朋友强调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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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物之间起调节作用的 ‘概念’，这是可以解释的；而你根本就无法说服他，如果他写的生理学并

不是生理学。在最终解释中，他可以总是争论说，每当一个实际事件影响人类，它就在人们心中形成

一些概念，进而人们对这一事实的反应是这个概念引起的后果。”①

斋藤也批评施密特的一个看法：摩尔斯克特是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的最初来源②。对于斋藤来

说，摩尔斯克特的新陈代谢概念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内容，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太抽象而无法利用的资

源。另一方面，被施密特忽视的李比希为马克思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可能性③。这在马克思１８６０年代
的著作中显而易见。比如，马克思对恩格斯写道，在展开他对资本主义地租的批判时，“我不得不耕

读一番德国的新农业化学，尤其是李比希和舒本涅的书，他们在这方面比所有经济学家加在一起都更

重要”④。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说：“李比希的不朽贡献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发展出了现代

农业的否定也即破坏性的一面。”⑤

福尔格拉夫以类似的方式强调了李比希对马克思写作 《资本论》的重要性。经过详细审查，福

尔格拉夫指出，马克思对李比希的后期阅读以及李比希对马克思的后续影响可以清楚地在 《资本论》

第三卷地租章的第一手稿中发现⑥。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引入了在 “社会和自然的新陈代谢的相互关

系”中 “不可修复的断裂 （ｕｎｈｅｉｌｂａｒｅｒＲｉβ）”概念。“结果是土壤的生命力被浪费了，而且商业带来
的浪费远远超出了一个国家的界限 （ＪｕｓｔｕｓｖｏｎＬｉｅｂｉｇ）。”⑦ 一年之后 （１８６６／１８６７），马克思意识到这
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决定不再把它放在准备好 《资本论》第三卷之后，而是开始在第一卷中创作这

一部分⑧。

ＭＥＧＡ第四部分的摘要记录表明，马克思在１８５１年阅读李比希的 《农业化学》，但在 《资本论》

第三卷第一手稿出版之前，马克思对李比希清晰而系统的研究并没有呈现出来。这表明马克思在第一

次阅读李比希时并没有发展出对生态危机的批判解读。马克思早期研究李比希的引导线，是后者对通

过科学管理和土壤处理来克服农业生态破坏的可能性的乐观态度，这建立在系统使用复合肥的基础

上⑨。斋藤推测，马克思对李比希的乐观态度的兴趣还有一个额外因素，就是他在１８４５年 《曼彻斯

特笔记》中对詹姆斯·安德尔森 （Ｊａｍｅ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的 《对英国当前的食物短缺的原因背景的冷静研

究》 （ＡＣａｌｍ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ｃａｒｃｉｔｙｏｆＧｒａｉｎ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
１８０１）的研究。在这里，安德尔森研究了提高土壤的自然肥力的可能性，并为如下观点做辩护：使
用灌溉系统和肥料去提高生产力和谷物价格的积极效果可能会保持不变，甚或下降瑏瑠。１８５１年对安德
尔森另外一本有关欧洲农业的书的研究表明，马克思继续保持了同样的乐观主义思想路线瑏瑡，而安德

尔森则引导马克思在未来的岁月中进一步阅读李比希和约翰斯顿的文献。

斋藤相信马克思主要是想寻找一个针对李嘉图广为流传的 “收益递减律”的反论证。在其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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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理论中，李嘉图认为可用的农业土地是有限的，作为人口增加和粮食需求增加的结果，在长时段

内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力更弱的土地上。新投入的资本为了生产一定数量的农产品需要更多的

劳动量，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农产品的价格会随着更不丰产的土地的耕种而上涨；这会允许资本家获

得那种作为地租的剩余价值①。斋藤表明马克思在研究了李比希之后放弃了自己的乐观主义。如此看

来，马克思只是简单沿袭了李比希的观点转变：与马克思１８５０年研读过的乐观主义著作 《农业化

学》第四版 （１８４２）不同，李比希在这本书的第七版 （１８６２）中引入了一个颇为悲观的观点，对此
马克思在１８６０年代也做了研究。李比希在这里使用 “掠夺文化”来表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农业

化学实践所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和生态灾难②。斋藤认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证实了马

克思具有一种关于自然中的矛盾的概念，其生态学证明了这一点③。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与恩

格斯的思想站在很接近的一条线上④。

四、结　　论

对于马克思的自然科学探索，德国 ＭＥＧＡ研究的一般特点是聚焦于马克思素被遗忘的跨学科路
径的动机和意图。关于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验主义和辩证法或哲学与科学关系

的哲学争论，引起不同的观点。指望这些争论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解决是不太可能的。其中，最不易

得到解决的问题之一是，马克思后期对矿物学、化学、地理学的自然科学研究，特别是其１８８０年代
的数学研究是否变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如果是的话，达到何种程度？这个领域的很大一部分

争论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已出版的手稿，但这里还有大量东西隐藏在这些手稿中没有得以发表。马克

思１８５６－１８６６年间对李比希农业化学的研究，对杜林或拉韦尔尼 （Ｌａｖｅｒｇｎｅ）的人口与农业研究的
论战⑤，１８６７－１８６８年间对波佩 （Ｊｏ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Ｐｏｐｐｅ）的数学史、弗拉斯 （ＣａｒｌＦｒａａｓ）的气候学
与地理学或莫顿 （ＪｏｈｎＭｏｒｔｏｎ）的土壤与农业科学的研究⑥，１８６８－１８７８年间对弗拉斯植物学与矿物
学、胡尔别科 （ＦｒａｎｚＸａｖｅｒｖｏｎＨｌｕｂｅｋ）的农业科学的研究⑦，１８７６年对施来登的动植物生理学、兰
克与赫尔曼 （ＬｕｄｉｍａｒＨｅｒｍａｎｎ）的人类生理学的研究⑧，仍然在等待 ＭＥＧＡ编辑和出版。这些肯定
都是未解之谜缺失的环节，而它们就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历程所能提供的新东西肯定又会引起新的质

疑、问题和争论。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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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路

———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对德国马克思研究的理论促进

张义修

【摘要】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不仅出版了一大批新的马克思经济学手稿，而且分别出版了马克思的原始手稿和
恩格斯的编辑稿，为 《资本论》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德国学者利用这些新的文献资料，对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历程进行重新界定和分期，如提出马克思有过 《政治经济学批判》和 《资本论》两

个写作计划，而相关手稿的归属也被重新界划。在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基础上，德国学者强调，马克

思的经济学批判方法论是关系性而非实体性的，他的经济学首要的是逻辑性、抽象性，而非历史性、实证

性。这对于我们利用ＭＥＧＡ２做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ＭＥＧＡ２；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１５－０６

作者简介：张义修，辽宁大连人，南京大学－柏林洪堡大学联合培养哲学博士，（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南京大学
哲学系助理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中倾注最多心血的理论著作，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毕生理论探索的核

心课题。随着新历史考证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以下简称
“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 “《资本论》及其前期文本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ｕｎｄＶｏ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ｎ）”的出版，人们得以
看到马克思及恩格斯准备、写作、修改和编辑 《资本论》的全部现存手稿，这为研究马克思的 《资

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空前完整的文献基础。凭借母语的优势，德国的马克思研究者紧

跟ＭＥＧＡ２的出版进度，利用新的文献资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思路，带动了国际学界对相关问
题的研究，对于我们利用ＭＥＧＡ２做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提供的新文献

这里首先简要介绍一下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出版的文献情况。该部分共１５卷，自１９７６年开始出版，
至２０１２年全部出齐。其中第１－４卷依次出版马克思的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１８５８－１８６１年经
济学手稿及著作、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１８６３－１８６８年经济学手稿；第５－１０卷分别是 《资本

论》第１卷的德文、法文和英文的６个代表性版本；第１１－１３卷依次出版马克思 《资本论》第２册
的１８６８－１８８１年手稿、恩格斯对该册的编辑稿和最终出版的 《资本论》第２卷；第１４－１５卷出版了
马克思 《资本论》第３册的１８７１－１８８２年手稿、恩格斯相关的编辑文稿以及最终出版的 《资本论》

第３卷。为说明其中的新文献，特制作简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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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及中文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应收录情况

卷次 收录内容 中文１版收录情况 中文２版收录情况

１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 第１２、４６卷 （大部分） 第３０－３１卷

２
１８５８－１８６１年经济学手稿及著作
（含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第１３、４６卷 （大部分） 第３１卷

３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 第２６、４７、４８卷 （大部分） 第３２－３７卷 （未出齐）

４ １８６３－１８６８年经济学手稿 第１６、４９卷 （少部分） 待出版

５ 《资本论》第１卷德文第一版 第４９卷 （附录） 第４２卷

６ 《资本论》第１卷德文第二版 无 无

７ 《资本论》第１卷法文第一版 第４９卷 （片断） 第４３卷

８ 《资本论》第１卷德文第三版 无 无

９ 《资本论》第１卷英文第一版 无 无

１０ 《资本论》第１卷德文第四版 第２３卷 第４４卷

１１ 《资本论》第２册１８６８－１８８１年手稿 第５０卷 （片断） 待出版

１２ 《资本论》第２册恩格斯编辑稿 无 无

１３ 《资本论》第２卷德文第一版 第２４卷 （收录德文二版） 第４５卷 （收录德文二版）

１４
《资本论》第３册１８７１－１８８２年手稿
《资本论》第３册恩格斯编辑稿等

无 待出版

１５ 《资本论》第３卷德文第一版 第２５卷 第４６卷

概括地讲，ＭＥＧＡ２新出版的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１８５７－１８６１年期间的少量经济学手稿。例如，１８５８年写作的 《金称量机》，属于 《政治经

济学批判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的最后一部分；再如，１８５９年马克思为撰写 《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２分册而编制了一份 《引文笔记》（暂未发表），在此基础上，１８６０年初马克思编制了一份 《引文

笔记索引》，这是马克思整理自己笔记中的核心思想、梳理关于资本的论述思路的一份手稿。这部分

新手稿已经在中文２版中发表。
二是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期间的部分手稿。《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中许多内容是在ＭＥＧＡ２中首

次出版的，但由于发表较早，此前基本已经收录在中文１版当中。其中，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第３卷第５
册中收录的 《资本和利润》一章引起一定争议：这一部分曾发表于中文１版第４８卷，但中国、日
本、德国的一些学者认为 ＭＥＧＡ２编者判定的写作时间有误①，因此中文２版重新调整了 《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的顺序，并把一些引述自 《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的内容、
过去作为 《剩余价值理论》附录的内容增补到手稿中。

三是 《资本论》的直接性手稿，主要是１８６３－１８８２年期间马克思为 《资本论》第２、３册写下
的几十份篇幅不一的手稿，此外还有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期间 《资本论》第１卷的补充修改手稿。这一部
分手稿大多尚无中译文。② 以上手稿的问世，刷新了对马克思晚期经济学手稿的思想史分期，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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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６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３３—２５７页。
徐洋：《试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３年第
５期。



重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路

地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奠定了基础。

此外，ＭＥＧＡ２的另一大贡献是独立发表了 《资本论》第１卷的６个代表性版本，并且在 《资本

论》第２、３卷的正式版本之外，独立发表了相应的马克思的原稿和恩格斯的编辑文稿，这些文本将
为 《资本论》的比较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基础。下面，笔者将从新出版的经济学手稿和 《资本论》

的编辑过程两个方面，分别介绍德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进展情况。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

就手稿的部分而言，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已经习惯于将 《资本论》视为马克思后期的政治经

济学批判的唯一集合性成果，而将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和
《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经济学手稿》视为 《资本论》的 “三大手稿”。起初，ＭＥＧＡ２正是基于这种思路，
将以上手稿和 《资本论》一并放在ＭＥＧＡ２的第二部分集中出版。尽管学界早就知道，马克思的写作
计划存在发展和变化，但以往的研究往往采取目的论式的姿态，将这种变化视为 《资本论》计划逐

渐成熟的过程，并据此面对马克思的全部手稿。然而，随着文献的完整呈现，特别是马克思１８６５年
以后手稿的完整呈现，德国的ＭＥＧＡ２研究者们越发意识到，这种将一切归结于 《资本论》的线性解

读模式以及 “三大手稿”的传统界划并不准确。在他们眼中，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的出版，带来的绝不
仅是 《资本论》创作史的全貌，更是重建马克思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道路的崭新可能。

其一，对于马克思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分期问题，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主要负责人卡尔 －埃
里希·福尔格拉夫 （ＣａｒｌＥｒｉｃｈＶｏｌｌｇｒａｆ）、ＭＥＧＡ２研究专家罗尔夫·黑克尔 （ＲｏｌｆＨｅｃｋｅｒ）等认为，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之后，马克思先后产生了两个相互关联但并不一致的写作计划：一是 《政治经济学批

判》计划，该计划发端于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的 《导言》，并在１８５８年上半年发展为
“六册计划”，１８５９年出版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其成果；二是 《资本论》计划，该计划

不是对 “六册计划”的线性发展或取代，而是在１８６３年初成形的一个新的写作计划，后来演变为
“三卷四册”的构想。因此，１８５７年之后的手稿应该被理解为分属于这两个计划：一方面，《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和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绝大部分不是 《资本论》的手稿，而是前

一计划中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另一方面，１８６３－１８８２年的大量手稿 （而非仅仅是 《１８６３
－１８６５年经济学手稿》）则属于 《资本论》手稿。① 黑克尔强调，只是到了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这段时间，
马克思才实际地为 《资本论》的第２、３册写下第一份系统性的手稿。在 《资本论》第１卷出版后，
马克思又不得不花时间去调整第１卷中价值形式理论的表述方式，并且参与 《资本论》第１卷法文
版的出版工作，当时他关于 《资本论》后续几卷的写作则始终困难重重。对马克思本人而言，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年所写作的那些手稿绝不像后来我们看到的那样，直接可以用于 《资本论》的第２、３卷。事
实上，直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仍然在向前推进，这一时期的手稿也是 《资本论》

手稿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② 关于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福尔格拉夫甚至提出 《政治经

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也不代表马克思严肃地考虑过六册计划的实现，其理由是：不仅后来马

克思没有打算实现这一计划 （他在 《资本论》创作期间对此绝口不提，没有任何打算付诸实践的证

据），而且即便在当时马克思提及 “六册计划”的相关文本中，他也只是聚焦于第一分册的内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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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Ｃ．Ｅ．福尔格拉夫、付哲、张凤凤：《对 〈资本论〉的新认识———写在ＭＥＧＡ２第２部分结束之际》，《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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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六册计划”的提出更可能是马克思为迎合出版商而使用的策略性手段。①

其二，与思想分期直接相关的，是大量经济学手稿的文本分期和定性。米夏埃尔·海因里希

（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也主张将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和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归为
《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手稿。也就是说，１８５７年至１８６３年初是马克思按照 “六册计划”创作 《政

治经济学批判》的时期，其中包括了三份重要的文献： 《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１８５９年）、《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② 事实上，不
仅ＭＥＧＡ２是按照 《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来命名这三份手稿的，而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２
版也是这样命名这三份手稿的。同时，海因里希根据 ＭＥＧＡ２的新资料，进一步具体划分了 《资本

论》创作的三个阶段：１．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间 《资本论》第１册仅存的手稿及第２、３册的第一稿 （见

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第４卷中的第１、２册），应为马克思 《资本论》的第一份草稿；２．１８６６－１８７１年
间 《资本论》第１卷的修订稿、第２册的第二稿以及第２、３册的若干片断稿 （见第４卷第３册、第
５卷、第１１卷），可视为 《资本论》创作的第二阶段的手稿；３．１８７１－１８８１年间 《资本论》第１卷
的修改稿和第２、３册的若干片断稿 （见第６、７、１１、１４卷），则是 《资本论》的第三稿。③

根据以上观点，参照ＭＥＧＡ２关于相关手稿写作时间的说明，可以这样概括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
学批判的历程：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马克思开始为 《政治经济学批判》创作手稿。他先写了 《导言》

（后于１９０３年发表），然后写了最初的分章节的草稿。这部草稿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首次发表，标题为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就是中文２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手稿）》。《导言》和 《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构成了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
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核心内容。１８５８年，马克思决定把 《政治经济学批判》分为六册，并开始写作

第一分册，现存手稿为第二章初稿片段和第三章开头部分的手稿。１８５９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
一分册出版。１８６１年８月，马克思继续写作第二分册。此前，他完成了相关的 《资本章计划草稿》

和一些索引、提要。这一次研究和写作的范围不断扩大，最终留下了２３个笔记本的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
经济学手稿》。１８６２年底至１８６３年初，马克思确立了新的 《资本论》写作计划，此后开始围绕 《资

本论》第１－３册进行写作。写作并不是按顺序进行的，马克思很可能是在１８６３年７月至１８６４年夏
天期间写了第１册，然后按第３册、第２册、第３册的顺序继续写作，到１８６５年告一段落。大约
１８６６年初，马克思重新整理第１册的手稿，为出版做准备。１８６７年 《资本论》第１卷出版后，１８６７
－１８６８年，马克思又对第３册开头部分进行反复修改，围绕利润率、地租等留下若干份手稿。１８６７
－１８７０年期间，马克思还对第２册进行反复修改，留下一份新的相对完整的第２册手稿及若干片段
稿。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由于 《资本论》第１卷再版以及个人健康等原因，马克思一度中断了第２、３
册的写作。后来，马克思断续留下若干份小篇幅的手稿，涉及地租、剩余价值率、利润率、资本周

转、利息等问题，但他始终没有完成第２册的整体修改，也始终没能系统重写６０年代留下的第３册
的主手稿。直到１８８１年，马克思还在反复地修改第２册第一篇的内容。

与以上问题相关的还有 《资本论》第４册 “理论史”的问题。ＭＥＧＡ２提供的文献事实表明，马
克思直到去世之前都在围绕未完成的 《资本论》第２、３册进行写作，从未真正动笔写第４册。因
此，将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中的部分内容抽出来，直接构成 《资本论》第４册 《剩余价值

理论》的做法，并不符合马克思真实的写作分期和创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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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路

三、重新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性质

除了新出版的手稿引发关于马克思创作历程的新判断之外，《资本论》第２、３册原稿和恩格斯
的编辑稿、刊行稿的同时问世也引起德国学者的关注。这些文献不仅展现出 《资本论》背后隐藏的

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而且直接使 《资本论》一跃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研究中最重要的文

本。托马斯·马克斯豪森 （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ｒｘｈａｕｓｅｎ）为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词典》撰写了 “《资本论》

的编辑”词条，细致梳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资本论》的编辑历程。① 围绕恩格斯在编辑中的得

失，ＭＥＧＡ２的编辑者和研究者也形成深入细致的讨论。② 总体而言，他们并不简单否定马克思理论的
价值或恩格斯对 《资本论》所作的贡献，而是希望借此激活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新探索。所以，

问题的重点不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而在于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

以及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新出版的文献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方法论是关系性而非实体性的。沃尔夫冈

·弗里茨·豪格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ＦｒｉｔｚＨａｕｇ）通过对 《资本论》第１卷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发现，马克思
在 《资本论》第１卷第二版中提出：“在诸商品 （Ｗａｒｅｎ）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
东西 （Ｇｅｍｅｉｎｓａｍｅ），也就是商品的价值 （Ｗｅｒｔｈ）。”③ 这里的商品概念是复数。在马克思这里，价值
并不像李嘉图的理论中那样，表现为单个商品所具有的实体性的东西。然而，不知为何，复数的

“商品”却在后来恩格斯编辑 《资本论》第１卷第三、四版时被改成了单数。④ 豪格强调，马克思所
理解的价值不是某种抽象概念，而是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这正是马克思超越李嘉图的

地方。正如费尔巴哈把上帝归结为人的本质那样，政治经济学将价值归结为劳动。而马克思的贡献在

于，不仅说明了人的本质何以表现为上帝，而且说明了劳动何以通过商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价

值。这就是价值形式理论的意义所在。就此而言，“对它的分析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精要”⑤。

另外，也有学者发现，马克思在手稿中曾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在于它使生产力绝对发展的

趋势，这 种 发 展 会 不 断 地 与 资 本 在 其 中 运 动 的 “独 特 的 生 产 关 系 （ｓｐｅｚｉｆｉｓｃｈ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ｎ）”⑥ 发生冲突。而恩格斯在编辑 《资本论》第３卷时，将这里的 “生产关系”

改成 “生产条件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⑦。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马克思的关系性的批判方法论
特质。

其二，通过对马克思原稿和恩格斯编辑稿的对比，一些学者强调马克思的批判方法论的逻辑性、

抽象性，拒绝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解为历史性、实证性的理论。海尔姆特·莱希尔特 （ＨｅｌｍｕｔＲｅｉｃｈ
ｅｌｔ）援引在ＭＥＧＡ２中首次出版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初稿 （Ｕｒｔｅｘｔ）等文献，进一步证
明了他一直强调的观点：马克思的批判深层地延伸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非主体性的批判，它以

概念分析的形式，阐明了主体背后支配性的客观的抽象力量。⑧ 他强调，马克思理论中的价值等范畴

是 “思维之物 （Ｇｅｄａｎｋｅｎｄｉｎｇ）”，马克思分析的并不是经验实证层面的商品交换，而是商品被抽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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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为价值对象的过程。① 针对这一问题，迪特·沃尔夫 （ＤｉｅｔｅｒＷｏｌｆ）基于 ＭＥＧＡ２出版的 《资本

论》第１卷的不同版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区分了理论观察视角中作为思维之物
的抽象进程，和现实中商品之间形成的物性的社会关系，前者不能涵盖后者。这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不

同于黑格尔之处，但这点并未被莱希尔特所理解。② 在马克思方法的逻辑性这点上，还有一个一度引

发热议的问题：“简单商品生产”问题。恩格斯在为 《资本论》第３卷所写的前言中提出这一说法，
并认为马克思的出发点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而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汉斯－格奥尔格·巴
克豪斯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Ｂａｃｋｈａｕｓ）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意见。他们指出，马克思的分析始终面向的是资
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而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的商品。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分析方法

不是经验性、历史性的，而是逻辑性、辩证性的。③

其三，在危机、信用等经济学理论问题上，德国学者基于 ＭＥＧＡ２提供的新文献，开展新的研
讨。例如，关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恩格斯在编辑 《资本论》第３卷时突出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
律，而这一规律长期以来被视为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础。克里斯多夫·亨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Ｈｅｎｎｉｎｇ）梳
理了学界对这一规律的新看法，为它作为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核心作出新的辩护。④ 海因里希则认为，

亨宁的论证存在前提性的缺陷，即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否真的以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作为其不可或缺

的前提和最重要的基础。他认为，马克思对危机的思考并不像恩格斯的编辑稿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同

这一规律具有如此紧密的联系。⑤ 对比原稿和编辑稿可以发现，恩格斯将马克思原来一章的内容扩为

一篇，并划分为三章，而且用 “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这样的标题强化了该规律对于危机的意义。

从马克思长期研究危机问题的手稿和笔记来看，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危机理论，他有可能在讨论不同

类型资本的过程中分析其危机现象，或结合信用来讨论危机，而恩格斯的编辑抹去了这些可能性。⑥

再如，《资本论》第３卷第五篇用大量篇幅讨论信用问题，而在马克思的原稿中，对信用的分析在
《资本论》计划中的理论地位并不清晰，甚至马克思明确指出 “分析信用制度……在我们的计划之

外”⑦，恩格斯却将这一部分放入 《资本论》，作为第２５章，并将句子改为 “详细分析信用制度……

在我们的计划之外”⑧。这样的处理，将马克思开放的探索过程改造成了封闭的、定型的结论。⑨

总体而言，虽然还有很多学者没有意识到使用 ＭＥＧＡ２开展研究的意义，但 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的
出版已经推动德国学界的 《资本论》研究进入更高学术化水平的新阶段。德国学者基于ＭＥＧＡ２提供
的新文献，或者细化和巩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或者突破了传统研究中若干定论的桎梏，重新梳理了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路，提出了个性化的新观点和一些不容忽视的新问题。这些事实表明，有

效利用ＭＥＧＡ２相关文献开展思想史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以更科学、更开放的姿态，一方面走出传统
解读模式的目的论式理解，转向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过程性理解，另一方面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思想发

展的内在逻辑，实现学术清理基础上的思想史重建。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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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ＭＥＧＡ历史上三个编辑原则的比较

李乾坤

【摘要】比较分析ＭＥＧＡ历史上三个不同的编辑原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使用 ＭＥＧＡ。梁赞诺夫为
ＭＥＧＡ１制定了完整性、遵循原文、发展史的文本编排顺序等基本编辑原则，但却没有专门制定详细的编辑
方针和指南；狄茨版ＭＥＧＡ２的编辑原则总体上继承了 ＭＥＧＡ１版原则，在四个方面对其作出推进和发展；
阿卡德米版ＭＥＧＡ２在编辑原则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国际化与去意识形态化，但后一原则更多只是另一种
意识形态的宣言。对于三个编辑原则的比较分析，将祛除对ＭＥＧＡ的同质性理解。
【关键词】ＭＥＧＡ；狄茨版ＭＥＧＡ２；阿卡德米版ＭＥＧＡ２；编辑原则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２１－０７

作者简介：李乾坤，南京大学－柏林洪堡大学联合培养哲学博士，（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助理研究员。

我国学界以往对ＭＥＧ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历史的研究，常常将ＭＥＧＡ视作一
个同质性的对象，而较少考虑到它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ＭＥＧＡ的编辑原则，是把握ＭＥＧＡ
这一伟大工程的重要切入点。ＭＥＧＡ在历史不同时期共形成三个不同的编辑原则：１９２７年 ＭＥＧＡ１编
辑原则，１９７２／１９７６年狄茨版ＭＥＧＡ２编辑原则，１９９３年阿卡德米版ＭＥＧＡ２编辑原则。① 这三个编辑
原则之间存在着继承发展关系，也存在一些重要转变。本文将对这三个编辑原则进行比较研究，从而

为我们科学地评断ＭＥＧＡ的学术价值，利用ＭＥＧＡ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前提条件。
在正式进入三个编辑原则的探讨前，我们有必要对 “编辑原则”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ｚｉｐｉｅｎ）、“编辑方

针”（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ｒｉｃｈｔｌｉｎｉｅｎ）和 “编辑指南” （Ｒｅｄａｋｔｉｏｎｓｒｉｃｈｔｌｉｎｉｅｎ）这三个名词作出区别。编辑原则作
为统称，是指编辑的理念和指导思想。编辑方针是版本的总体情况，特征、内容、划分、正文卷和副

卷的展现方式、索引、修改过程展现原则等。可以说，方针的制定与修改反映了原则及其变化。编辑

指南则是从纯技术角度对方针的具体实现手段。１９７６年编辑原则中一部分为 “编辑指南”，１９９２年
称作 “运用编辑方针的指导”。编辑原则是制定编辑方针和编辑指南的纲领，但ＭＥＧＡ在不同时期都
未专门撰写成文的 “编辑原则”，需要通过前言、编辑方针和编辑指南乃至ＭＥＧＡ编辑的实现情况来
进行凝练和总结。

一、ＭＥＧＡ１编辑原则

ＭＥＧＡ１与梁赞诺夫这个名字几乎不可分离。梁赞诺夫在推进ＭＥＧＡ１的编辑出版工程的贡献，一

１２

① 我们可以按照出版机构的不同，将这之前的ＭＥＧＡ２称作 “狄茨版 ＭＥＧＡ２” （由东德马列主义文献权威性出版社 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出
版），将在这之后的称作 “阿卡德米版ＭＥＧＡ２”（由德国专业性学术出版社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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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发现、搜集、整理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另一方面是为 ＭＥＧＡ１的编辑出版奠定了
基本原则，也为整个ＭＥＧＡ赋予了灵魂。

和ＭＥＧＡ２相比，ＭＥＧＡ１并未编写一份总体的详细的编辑方针，只是在１９２７年形成过一份 “马

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索引编制指南”。但是梁赞诺夫曾多次强调过他所计划的编辑原则，这最初体现在

他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斯·阿德勒和奥托·鲍威尔等人共同拟定的 “维也纳方案”。“维也纳

方案”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 “主办一套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绝对完整的、系统编排的、可以与手

稿以及马克思著作的各个不同版本相对照的、附有导言和内容丰富的索引的马克思著作全集”①。这

既是编辑出版ＭＥＧＡ的一个宣言，也是 ＭＥＧＡ编辑原则的初步阐述。科学性、完整性的基本原则已
经得到体现，梁赞诺夫甚至还设想了可与其他版本进行对照、附有导言和索引这样的具体编辑方针。

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０日，梁赞诺夫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就马恩文献流传情况做报告。在这里，他
对第二国际对待马克思恩格斯遗著处理的轻率态度和不科学的方法进行尖锐批评，描绘了他所构想的

马恩全集的状况。② 例如，他批判梅林编辑的 《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遗著集》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收

录原则上的模糊性，抨击伯恩施坦和梅林在编辑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过程中对通信内容的任意

裁剪。这些批判折射出梁赞诺夫理想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原则。在此两年后，梁赞诺夫

在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合作下，正式开启了ＭＥＧＡ１的编辑出版工作。
ＭＥＧＡ１的编辑原则最集中体现在梁赞诺夫１９２７年撰写的 ＭＥＧＡ１第１卷前言中。在这里，梁赞

诺夫首先较为全面地回顾了历史上各个计划编辑和已经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问题。这些计划大

部分是在第二国际的圈子内进行的，例如１８５０年贝克尔的马克思 “文集”计划，恩格斯在１９世纪
９０年代的马克思 “全集”计划，以及 《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集》等。这些文集的总体缺点是

不完整性及不忠实原文。

在梁赞诺夫所阐述的编辑原则中，首先就是 “忠实地再现原文”。只有忠实地再现原文，才能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提供科学的基础。所谓忠实再现原文，首先体现在完整性。梁赞诺夫主张

“通过清晰的编排，准确地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思想遗产”③，指出 ＭＥＧＡ应当 “提供的是

……全部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未发表过的著作、全部未发表过的文章和未完成稿”，“除了发表马

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全部书信外，还发表第三者写给他们的全部书信”，“全部著作和书信都以原著

文字发表”④，“在再现正文时把重点放在根据原意准确提供原文上，避免任何主观的插入和解释”⑤。

忠实原文的写作情况，收录全部著作、文章和手稿，梁赞诺夫所奠定的这两个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堪

称ＭＥＧＡ的灵魂。
在ＭＥＧＡ收录文献的编排顺序上，梁赞诺夫主张的是一种区别于严格的编年顺序和逻辑顺序

“发展史”顺序：“我们没有采用严格按时间顺序的原则……也没有按照逻辑上的互相关系，按照学

科和专题来划分。这两个原则在某种程度上结合起来是必要的，尽管有偏离严格的时间顺序的地方，

但发展史的观点仍起主导作用。”⑥我们后文会看到，ＭＥＧＡ１这一 “发展史”顺序是区别于 ＭＥＧＡ２

的，这一顺序也深刻影响了此后的３９卷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排。此外，梁赞诺夫将 ＭＥＧＡ
的结构划分为三部分：１．除 《资本论》外的著作；２．《资本论》及其手稿；３．通信；此外，还另
有名目索引和人名索引。在ＭＥＧＡ１的出版体量上，当时梁赞诺夫的规划是最少４０卷。这可以看作是
之后ＭＥＧＡ出版的基本构架。

除以上这些编辑原则外，梁赞诺夫还确定了ＭＥＧＡ１每一卷前言的撰写原则。每一卷的前言，是

２２

①

②

③

转引自赵玉兰：《梁赞诺夫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渊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苏］大卫·梁赞诺夫：《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遗产研究的最新进展》，李乾坤译，《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④⑤⑥⑦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２９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２１页，第２２１页，第２２５页，第２２１页，第
２２５页。



对ＭＥＧＡ历史上三个编辑原则的比较

ＭＥＧＡ全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之外的最主要的由他人写作的部分，具有提纲挈领的关键作用。梁赞诺
夫对这一前言的定义是：“各卷的前言一般说明各个著作的写作原因和产生史；介绍研究的成果并且

就编辑上的处理作出说明……前言的最主要的使命是为全面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这一目的奠定第一个

而且是最重要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以科学上无可指摘的形式和顺序再现两位经典作家著述方面的

全部业绩。”⑦前言部分的地位和意义，将在ＭＥＧＡ后面的编辑原则之中看到。
梁赞诺夫的ＭＥＧＡ１编辑原则，就是将ＭＥＧＡ１作为提供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整思想体系通过完整、

尊重原文的方式再现出来。这种再现，要避免任何主观性的插入和解释，将其原原本本展现给人们。

梁赞诺夫的这一基本编辑理念，为之后的全部 ＭＥＧＡ工程所基本坚持。与此同时，ＭＥＧＡ１作为一个
伟大工程的初步探索，再加上当时人力物力各方面的限制，就这一编辑原则的实现情况而言，存在着

一系列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缺乏一个系统、全面、科学的编辑方针和指南，因此在编辑的

体例、现代化处理和统一化程度上有很大问题。另一个重要问题是，ＭＥＧＡ１所确立的 “发展史的编

辑顺序”，完全不同于严格的编年史顺序，发展史的编排顺序，不可避免地要求编辑者在编排文献

时，以既有的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理解干预文献编排。

二、狄茨版ＭＥＧＡ２编辑原则

民主德国和苏联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就开始酝酿重启ＭＥＧＡ工程。与ＭＥＧＡ１不同，ＭＥＧＡ２从一
开始就制定了明确、具体的编辑方针和编辑指南，这就是１９７２年版编辑方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ｒｉｃｈｔｌｉｎｉｅｎ）。
ＭＥＧＡ２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对这一编辑方针进行多次讨论和修订，最终形成１９７６年编辑方针。

在具体考察这一编辑方针所体现出的编辑原则之前，需要注意ＭＥＧＡ２产生的现实论战性历史背
景。正如同梁赞诺夫编撰ＭＥＧＡ１的一个重要初衷是为反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对马恩文献不负责任
的出版一样，ＭＥＧＡ２的产生同样有非常关键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同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潮的西
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学争夺话语权。这是既往国内 ＭＥＧＡ研究中很少被人注意的。在１９７５
年出版的ＭＥＧＡ２第一部分第一卷的前言，也就是全部 ＭＥＧＡ２的总的序言中，编辑委员会强调了这
一论战性背景。这一序言指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在马列主义经典文献上进行 “投机”，“频频公

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文，并有倾向地予以选择出版，或者加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前言和评

注”①。正是在对这些经典文献的扭曲利用之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 “把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著作同

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对立起来，或者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同列宁的思想对立起来。另一些人则

虚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同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或者宣传马克思主义是

‘多元论’的错误观点”②。这份序言指出，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目的，就是要将经典作家的著作虚

构为一种自由主义性质的抽象人本主义，从而将其与共产主义运动和实践向对立，彻底否定马克思主

义的革命性。面对来自西方资产阶级学界的挑战，狄茨版 ＭＥＧＡ２的序言指出：“照原稿语句出版一
部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将为进一步地透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

为所有国家以各种语言出版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著作的其他版本提供一个坚实基础。”③ 可见，

ＭＥＧＡ２的问世有明确的思想史背景，其对完整性、科学性的要求，脱离不了这一大背景。
接下来看狄茨版ＭＥＧＡ２的编辑原则。它总体上和梁赞诺夫确定的 ＭＥＧＡ１的基本原则即完整性

（Ｖｏｌｌｓｔｎｄｉｇｋｅｉｔｓｐｒｉｎｚｉｐ）、遵从原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ｐｒａｃｈｉｇｋｅｉｔ）保持一致。“ＭＥＧＡ应将科学共产主义奠基

３２

①

②

③

《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前言》，燕宏远译，《哲学译丛》１９７８年第５期。
《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前言》，燕宏远译，《哲学译丛》１９７８年第５期。
《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前言》，燕宏远译，《哲学译丛》１９７８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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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文献遗产完整地、按照原始语言地，并在符合各方面科学要求的前提下进行编辑……”① 在继承

ＭＥＧＡ１的基本原则的同时，狄茨版ＭＥＧＡ２也对这一原则做了完善和推进。这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狄茨版ＭＥＧＡ２对ＭＥＧＡ的性质进行明确定位。在这一定位中，ＭＥＧＡ首先对既有和过去

的马恩著作集进行扩充，提供科学研究的版本，“新版的ＭＥＧＡ不仅可以在量上扩充现存的和正在编
辑的著作集，尤其提供了一个满足科学研究需要的相应版本”②。其次，ＭＥＧＡ是其他一切马恩原著
读本的文本依据。“ＭＥＧＡ是为进一步的研究和多种多样的阅读及学习版本提供全面、准确的文本依
据。”③ ＭＥＧＡ２编辑者还特别指出：“ＭＥＧＡ作为一部历史考证版全集的特征和科学价值在第二部分，
即 《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体现得尤其明显。”④ 对ＭＥＧＡ２的定位，符合当时马恩文献的编撰状况和
社会、学术研究需要，是对梁赞诺夫所构想的ＭＥＧＡ定位的具体化和时代化。

第二，狄茨版 ＭＥＧＡ２为每一卷增加了副卷 （Ａｐｐａｒａｔ），用以再现修改过程 （Ｔｅｘｔ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在保证ＭＥＧＡ的完整性和遵从原文性之外，忠实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形成过程中的修改过程，
是狄茨版ＭＥＧＡ２对编辑原则的进一步推进。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狄茨版 ＭＥＧＡ２直面这一艰
巨的任务，要求 “在 ＭＥＧＡ中，所有著作从第一稿到最后一稿，只要流传下来了，就要完整地收
入”⑤。因此，增加副卷以展现全部异文和注释，是实践 ＭＥＧＡ完整性和科学性原则的重要表现。通
过副卷对全部修改过程的再现，“将以最直观的形式展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作方法，以最为详实的

完整性和准确性再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⑥。

第三，在狄茨版ＭＥＧＡ２的结构划分上，在ＭＥＧＡ１ “除资本论以外的著作、资本论及其手稿、通
信”的三部分划分基础上，又增加一部分。新增部分就是第四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留下来的大量

摘录、笔记和批注。四部分的划分结构成为 ＭＥＧＡ２的重要特征。狄茨版 ＭＥＧＡ２的编者论述了四部
分划分的合理性。这种划分区别于 “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将马克思的著作按照学科分为哲学、经

济学、社会政治学的划分方式，而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看待。⑦ 在计划出版

的体量上，从梁赞诺夫规划的４０卷左右，增加到１００卷以上。
第四，狄茨版ＭＥＧＡ２在编辑顺序上，区别于梁赞诺夫为ＭＥＧＡ１确立的 “发展史顺序”，而采取

了 “编年顺序”。“ＭＥＧＡ四部分每一部分都是按照编年顺序划分。”编年所依据的时间是所有文本写
作的时间，而非发表的时间。但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状况的具体特点，这种编年史顺序在具体文

本上有所调整：“……马恩１８４４年８月之前的著作分开排序，此后则在同一编年顺序中排序……编年
顺序的原则要比ＭＥＧＡ１严格，但也并非机械化处理。”⑧

以上就是狄茨版ＭＥＧＡ２对ＭＥＧＡ１编辑原则在四个方面的发展、补充和调整。通过这四个方面
可见，狄茨版ＭＥＧＡ２的编辑方针在科学性、严谨性和完整性作出长足推进，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
义。在狄茨版ＭＥＧＡ２编辑原则的实现上，可以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计划卷次看，狄茨版
ＭＥＧＡ２的计划卷次一再扩张，到１９９０年时计划为１６２卷。但最终按照这一原则出版的 ＭＥＧＡ２共４７
卷，其中苏东剧变之前出版４３卷，在此之后还有４卷已编辑完成的卷次出版。另一方面，狄茨版
ＭＥＧＡ２所出版的卷次保持很高的科学水准，在后来联邦德国科学委员会的评估中，被认为是一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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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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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符合科学要求的历史考证版全集。①

三、阿卡德米版ＭＥＧＡ２编辑原则

苏东剧变之后，为拯救ＭＥＧＡ工程，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１９９２年汇聚法国普罗旺斯埃克斯召开
会议，探讨继续推进ＭＥＧＡ的方案，通过新的编辑方针。１９９３年新版 ＭＥＧＡ２编辑方针发表，自此，
ＭＥＧＡ２进入全新的阶段。一直以来，一些学者忽视或低估了两个版本ＭＥＧＡ２的区别，将它们的编辑
原则混在一起，混淆了ＭＥＧＡ２编辑两个阶段的不同特征。
１９９３年的新版编辑方针尽管完全重新起草，但就编辑原则上，坚持了狄茨版的完整性、科学性

这两点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延续了既有的结构划分和技术操作原则，只是在表述上做了一些调整。同

时，对狄茨版的ＭＥＧＡ２编辑原则作出重要调整，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国际化，二是 “去意识形

态化”，三是缩减卷次。作出缩减卷次的调整的同时，也得出以下决定：坚持 ＭＥＧＡ２完整性的原则
并不意味着全部著作遗产必须无条件以书本形式发表。② 实际上，这为大幅缩减第四部分的卷次，以

及今天对ＭＥＧＡ２的数字化出版埋下了伏笔。这三点调整中，第一点很容易理解：狄茨版 ＭＥＧＡ２的
编辑队伍，完全由民主德国和苏联两国学者组成；阿卡德米版 ＭＥＧＡ２则由来自德、法、俄、日、荷
等多国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编辑，承担科学顾问角色。

需要注意的是第二点调整，即 “去意识形态化”。ＭＥＧＡ２新版编辑原则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
是明确提出了去意识形态化的主张。这一主张具体是如何表述的呢？１９９３年阿卡德米版ＭＥＧＡ２编辑
方针前言是这样表述的：“国际马恩基金会确立了这一任务，ＭＥＧＡ……将在国际合作之下，不受任
何党派政治的影响，作为纯粹的学术著作继续编辑。”③ 此外，“国际马恩基金会编委会将对编辑方针

的评估和可能做的修订作为首要任务。在这其中的首要原则是，考虑到历史的批判的目的，而排除掉

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操控”④。问题是，阿卡德米版要祛除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这种 “意识形态的

操控”具体体现在狄茨版ＭＥＧＡ２的哪里？这个问题在过去一直是一笔糊涂账。前文已回顾狄茨版
ＭＥＧＡ２诞生的重要思想语境，就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争夺对马克思的解释权，那么
狄茨版ＭＥＧＡ２是否如一些人以为的，因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涉，而在科学性上大打折扣呢？

其实，阿卡德米版ＭＥＧＡ２编辑原则所要祛除的意识形态影响，根本不是表现在 ＭＥＧＡ２的正文
中，而是集中体现在ＭＥＧＡ２每一卷的导言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中。关于这一点，可以在民主德国的专家罗
尔夫·德鲁贝克 （ＲｏｌｆＤｌｕｂｅｃｋ）的阐述中找到证据：“这种 （意识形态的）立场以一种不加掩饰的

方式尤其体现在全集的导言中，以及每一卷导言的总结部分。然而它们也或多或少在其他的副卷部

分，比如在注释，人物索引和事件索引的概念定义中展现出来。”⑤ 前文已经回顾了梁赞诺夫的编辑

原则，其实每一卷导言的撰写原则，在梁赞诺夫的 ＭＥＧＡ１编辑原则中就已经提出来。阿卡德米版
ＭＥＧＡ２所要清除掉的，正是在每一卷的导言以及注释、索引之中的具有 “意识形态色彩”的表述，

而坚持 “中立的态度”。

不论是梁赞诺夫的ＭＥＧＡ１还是狄茨版 ＭＥＧＡ２编辑原则的导言，其作用首先在于 “说明卷次中

著作的内容和意义。它对这一著作的产生、传播和影响的历史进行总结，并阐明编辑者所进行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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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从柱顶圣人到经典作家———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ＭＥＧＡ２）的回顾和前瞻》，徐
洋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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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导言的主要任务是，将卷次中的著作放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之中进行排序，在此之上将马列主

义的整体性以及马列主义所有组成部分的整体性在一致的、与全集相应的方式展现出来”①。显而易

见，这一导言一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撰写的。阿卡德米版ＭＥＧＡ２要求祛除这一导言，替换为一
个 “客观中立的”“引言”（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在新版编辑方针中，这一引言包括的内容是：“卷次的构
成、其划分以及和其他卷次的关系和它内部的划分；选择和排除某些文献的理由；材料的顺序，与文

本特殊特征相应的文本考证分析；在文本考证的结果中涉及的编辑决定 （例如确定作者、日期、文

本再现方式、文本修订、异文标注以及其他编辑上的特殊性）。”② 然而，在阿卡德米版 ＭＥＧＡ２的编
辑出版中，却出现一个完全违背新编辑原则的事件。２００４年出版的 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第１５卷副卷，
其引言由法兰克福大学的经济学家舍费尔德撰写。这一引言违背了阿卡德米版 ＭＥＧＡ２的编辑方针，
洋洋洒洒地以一篇长文批判了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姑且称之为 “舍费尔德事件”。这一事件展现出了

阿卡德米版ＭＥＧＡ２ “去意识形态化”主张的暧昧性质。③

去意识形态化的原则，除体现在将导言替换为引言，避免所有注释和索引中的马克思主义表述立

场外，还体现在明确在副卷中关于文献产生、传播和影响史的撰写，原则上仅写到马克思恩格斯生

前。因而，去意识形态的举措，其实并没有影响阿卡德米版ＭＥＧＡ２正文大部分内容的科学性，而对
导言等部分的调整更多是一种形式意义。ＭＥＧＡ２编委会学术顾问、德国政治学家吉尔·盖尔森也认
同这一点。他进一步指出，确立 “排除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原则，仅仅是在形式上区别于以

往由官方所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给公众留下的印象。还有学者指出，新版编辑原则高度强调

“非政治、非意识形态”的原则，只是在新时期，参与阿卡德米版 ＭＥＧＡ２的前东德编辑者的一种自
保策略。假如真是这样，那我们不能对他们求全责备。所以，或许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我们不能

因为有 “意识形态”而贬损ＭＥＧＡ２的意义；“去意识形态”的口号也并未给ＭＥＧＡ２在实质上增加任
何东西。不仅如此，这种去意识形态的口号在落实的时候，也表现出一些暧昧状况。

对编辑原则的第三点调整即压缩卷次，是阿卡德米版ＭＥＧＡ２在编辑出版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为
实现对ＭＥＧＡ２卷次的压缩，各国专家提出了多种不同方案。这些方案经过讨论，最终被采纳加以实
施的有如下方面。在第一部分，主要采取这样的措施：Ａ．放弃过去在第一部分中原文印刷两次的做
法 （例如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呈现）；Ｂ．在第一部分的附录中收入的著作，只有有充分理
由的，才全文发表，否则只是摘要地或通过描述的办法加以发表；Ｃ．不再有很长的前言 （Ｅｉｎｌｅｉ
ｔｕｎｇ），只有简短的引言 （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Ｄ．异文表只要理由充分，将进行缩减。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在
当时有第４卷第３册和第１１－１６卷未出版，最终的压缩办法，就是将第１１卷和第１２卷合并为一卷。
对ＭＥＧＡ２第三部分的压缩，最终付诸实践的是放弃了附录部分、删去题词部分，简化资料，并在出
版形式上进行调整。第四部分笔记部分是压缩最大的，最终的办法是采取其他出版方式，特别是电子

出版方式，与此同时，大大简化了这部分资料。④

按照新编辑原则出版的阿卡德米版 ＭＥＧＡ２，自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的近二十年里，共编辑出版了２５
卷次，其出版的速度尽管与狄茨版 ＭＥＧＡ２相比较慢，但是考虑到其编辑队伍的人数，阿卡德米版
ＭＥＧＡ２在出版效率上并不低。阿卡德米版 ＭＥＧＡ２的标志性成就有：１．在２０１２年完成 ＭＥＧＡ２第二
部分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出版。这在国际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推动了国际 《资本论》研究。２．
在２０１７年出版了第一部分第５卷 《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卷的出版一再被推迟，如今终于揭开神

秘面纱。围绕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现、编辑出版问题有近百年的争论史，ＭＥＧＡ２正式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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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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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ｃｑｕｅｓＧｒａｎｄｊｏｎｃｕｎｄＪüｒｇｅｎＲｏｊａｈｎ，“ＤｅｒｒｅｖｉｄｉｅｒｔｅＰｌａｎｄｅｒ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ｉｎＭＥＧＡＳｔｕｄｉｅｎ，１９９５／２，Ｓ．６６－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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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必将带来新的研究和争论。２０１５年，德国联合科学会决定继续资助 ＭＥＧＡ２的编
辑出版。与此同时，阿卡德米版ＭＥＧＡ２编辑出版也做出重大调整，即自２０１６年起，所有最新编辑的
卷次均以数字形式出版，不再出版纸质版，以服务于新世纪以来的新阅读习惯。①

四、结　　语

通过前文论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ＭＥＧＡ作为一项伟大的事业，自始至终致力于坚
持科学性、完整性、遵从原文性的基本编辑原则，这贯穿了 ＭＥＧＡ的始终。其次，尽管遵从同样的
基本编辑原则，ＭＥＧ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非一个同质性的存在。在不同的国际环境、政治环境下，
历史上三个时期的ＭＥＧＡ在编辑原则上存在一些重要差别。再次，通过对 ＭＥＧＡ历史上三个编辑原
则的比较可知，ＭＥＧＡ这一极为特殊的全集，因为其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类历史的重要影响，
根本无法摆脱在其身上环绕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与其天真地相信存在一种纯粹科学、中立的编

辑方案，不如坦率接受、直面这点，毕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绝不仅仅是靠纯粹学术研究来证明的。

伴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如今中国学界早已从认识、了解 ＭＥＧＡ，推进到立足于 ＭＥＧＡ所提供
的全新文献基础，开展批判研究的阶段。某种意义上讲，在面对 ＭＥＧＡ时，不应再有一种新奇感和
敬畏感，而应当以平等的视角审视、利用它。通过对三个不同时期的编辑原则的比较，可以清楚看到

ＭＥＧＡ在近百年里的多舛命运，发现不同阶段的 ＭＥＧＡ的异质性。这为我们公允地评判 ＭＥＧＡ这一
人类伟大的精神工程提供参考，更为我们科学地运用ＭＥＧＡ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一个反思性的前提。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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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菁

【摘要】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简称 ＭＥＧＡ２）的编辑出版计划重新启动
后，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基于ＭＥＧＡ２新文献的研究热潮。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方面依据 ＭＥＧＡ２启动了
法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工程 （简称ＧＥＭＥ），积极推动ＭＥＧＡ２的国际研究；另一方面，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法国学者就开始利用 ＭＥＧＡ２新文献，围绕着 《资本论》及其手稿、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重新探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内涵、马克思思想形成史中的问题式转换、马克思与黑格尔、

斯宾诺莎、亚里士多德、青年黑格尔派等理论关系问题。法国学界的思想研究动态，对我们开展 ＭＥＧＡ２

研究的借鉴意义在于必须处理好文献考据与思想研究间的关系，避免将 ＭＥＧＡ２研究等同于文献考据的实
证性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ＭＥＧＡ２；法国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２８－０７

作者简介：刘冰菁，江苏苏州人，南京大学－巴黎一大联合培养博士，（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南京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重新开启编辑出版 ＭＥＧＡ２的计划，新的 “解密马

克思”风潮就在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迅速兴起，作为当代左翼思潮重镇的法国也不例外。法

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方面依据ＭＥＧＡ２启动了法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工程，开展对马克思
恩格斯原始文献的译介工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依据；另一方面，从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起，他们就基于ＭＥＧＡ２新文献，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形成史，马克思与黑格尔、亚里
士多德、青年黑格尔派等的思想关系等问题。法国学界的研究新动态，对我们如何使用 ＭＥＧＡ２来推
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一、ＭＥＧＡ２在法国：ＧＥＭＥ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工程

作为ＭＥＧＡ２的非母语受众国，法国开展 ＭＥＧＡ２研究，必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关于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的编译、考证的文献学问题。鉴于法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一直以来就存在着翻译标准不统

一、译本零乱分散、疏于流通等问题，在ＭＥＧＡ２工程重新启动后即新世纪之初，原先精心翻译和较
为完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社会出版社 （Ｌ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ｓ），主动承担起基于ＭＥＧＡ２的马
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编译出版的新工作。

社会出版社，最初是由法国共产党于１９４４年成立，作为法国共产党的主要出版商，承担了马克
思恩格斯著作编译的艰巨任务。１９７０年后，在法国哲学家吕西安·塞夫 （ＬｕｃｉｅｎＳèｖｅ）担任社会出
版社社长之后，就启动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全面编译工作 （共出版４５卷）。１９９７年，社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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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虽然从法国共产党正式独立出来，但仍拥有过去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版权而继续推进相关的编译

工作。２０００年后，根据 ＭＥＧＡ２项目的新工作进度，社会出版社启动了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

（Ｇｒａｎｄ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ｒｘｅｔＥｎｇｅｌｓ，以下简称ＧＥＭＥ），即基于ＭＥＧＡ２、全新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的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解决法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译本零乱分散、疏于流通、翻译标准混乱等问

题，为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依据和统一的译本材料。

ＧＥＭＥ团队的实际工作主要由伊莎贝尔·伽罗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Ｇａｒｏ）和让－努马·杜康热 （ＪｅａｎＮｕｍａ
Ｄｕｃａｎｇｅ）负责，其核心任务是根据 ＭＥＧＡ２的新版本，统一翻译、出版并电子化马克思恩格斯的著
作、手稿、通信等文本。当下，ＧＥＭＥ的主体计划是，翻译 ＭＥＧＡ２中的第一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的

著作和文章）、第二 （《资本论》及其手稿）和第三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第四部分按照手

稿的重要性加以挑选和翻译。至今，ＧＥＭＥ已经出版了 《哥达纲领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剩余价值理论》《青年恩格斯文集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四卷

本等。虽然，ＧＥＭＥ团队近几年的工作进度不尽如人意，但从２０１５年马克思著作被列入法国哲学会
考后，ＧＥＭＥ团队重新加快工作进度，在２０１８年前将会出版 《犹太人问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①。

ＧＥＭＥ涉及的不仅是复杂的翻译工作，还积极与 ＭＥＧＡ２团队的学者合作，希望通过严格区分马
克思不同阶段形成的概念和文本来推进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此，ＧＥＭＥ在出版新版本马克思恩格
斯著作的同时，还配合召开学术研讨会，讨论其中的学术发现。比如，在２００８年 ＧＥＭＥ第一部译本
《哥达纲领批判》发行之际，举办 “翻译和发行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国际化和历史性的方法”研讨

会②，邀请了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的迈克尔·克拉克特教授 （ＭｉｃｈａｌＫｒｔｋｅ），介绍ＭＥＧＡ２第
二部分所透露出的马克思 《资本论》的未完成性质；吕西安·塞夫则从法语语境讨论如何翻译和定

义马克思的 “异化”（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概念，早期是从青年黑格尔学派、黑格尔著作中借用而来，后期
则被马克思重新定义。

对法国学界来说，ＭＥＧＡ２和ＧＥＭＥ团队的工作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其尝试提供较为完整和统
一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还在于他们的工作进展本身就构成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持续关注的对

象、法国ＭＥＧＡ２研究的一大热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 《当代马克思》 （ＡｃｔｕｅｌＭａｒｘ）期刊及其
发起的 “国际马克思大会”（ＣｏｎｇｒèｓＭａｒ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上，常年可见来自这两个团队的学者参加、
汇报最新工作进展和研究成果。在每三年举办的 “国际马克思大会”上，特别设立了 “ＭＥＧＡ／
ＧＥＭＥ”的研讨主题，共同邀请两大团队的学者来介绍ＭＥＧＡ２的编辑工作和研究成果，塞弗、伽罗、
杜康热、克拉克特都是其中的常客。特别是从第四届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开始，ＭＥＧＡ２编辑专家罗
尔夫·赫克尔 （ＲｏｌｆＨｅｃｋｅｒ）教授，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克拉克特教授，日本大东文化大学
经济系教授、ＭＥＧＡ２第四部分的日本负责人竹永进 （ＳｕｓｕｍｕＴａｋｅｎａｇａ）教授等，都围绕 ＭＥＧＡ２的
出版情况和新研究成果做了报告。而在 《当代马克思》期刊上，克拉克特教授连续发表了以 ＭＥＧＡ２

新材料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如 《报章杂志和科学：论马克思报章杂志的工作对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

重要性》③、《马克思，我们的同时代者》④、《最后的马克思和 〈资本论〉》⑤ 等。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Ｆéｒｏｎｅｔ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Ｆｏｎｄｕ，“Ｓｕｒｌ’é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Ｍａｒｘａｕｊｏｕｒｄｈｕｉ”，ｉｎＴｈéｏｒｉｅ，２０１６．３［ｅｎｌｉｇｎｅ］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ｏｎｔｒｅ
ｔｅｍｐｓ．ｅｕ／ｓｕｒｌｅ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ｍａｒｘａｕｊｏｕｒｄｈｕｉ／）．
“Ｔｒａｄｕｉｒｅｅ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ｌｅｓｔｅｘｔｅｓｄｅ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ｅ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ａｐｐｒｏｃｈ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ｅ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ａｖｅｃｌｅｓｏｕｔｉｅｎｄｅｌａＦｏｎｄａｔｉｏｎ
ＧａｂｒｉｅｌＰéｒｉ，ｄｅｓé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ｓｅｔ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ＧＥＭＥ，２８ｍａｉ２００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Ｋｒｔｋ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ｅ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ｕｘ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ｑｕｅｓｄｅＭａｒｘｐｏｕｒｌａ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ｉｎＡｃｔｕ
ｅｌＭａｒｘ，２００７，２（４２），ｐｐ．１２８－１６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Ｋｒｔｋｅ，“Ｍａｒｘ，ｎｏｔｒ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ｉｎＡｃｔｕｅｌＭａｒｘ，２０１１，２（５０），ｐｐ．１５－２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Ｋｒｔｋｅ，“ＬｅｄｅｒｎｉｅｒＭａｒｘｅｔ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ＡｃｔｕｅｌＭａｒｘ，２００５，１（３７），ｐｐ．１４５－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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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无论是ＭＥＧＡ２还是最新启动的ＧＥＭＥ计划，这些新资料的到来并没有让法国学者局限在
文献学的考据工作，相反，他们明确支持并努力为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依据，以

便全景式地展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真实的思想形成过程，深化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理解。这也是其他

法国学者较早地使用ＭＥＧＡ２开展研究的根本目的。

二、对马克思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热潮

早于ＧＥＭＥ计划，法国学者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开始利用ＭＥＧＡ２来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其重点在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中披露的１８５７－１８９４年的 《资本论》及其手稿。这批手稿的陆续出版，

引起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热切关注。他们基于细致的文献学考据工作，重新审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批判的理论内涵，深入探讨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斯宾诺莎等的思想关系问题，更新了马克

思在 《资本论》中的关键概念、内在理论逻辑及其转承。从客观角度看，他们是处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全球化资本主义所推动的 “后马克思”思潮、“后革命”氛围中，试图从 ＭＥＧＡ２最新披露的 《资

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群中，即从无产阶级革命科学指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重新强调革命的现

实性与能性。

首先是米歇尔·瓦代 （ＭｉｃｈｅｌＶａｄéｅ）在 《马克思，关于可能性的思想家》① 中，率先使用

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中的 《资本论》及其手稿，揭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并非是简单的经济决

定论，而是在亚里士多德的 “潜能”的影响下、关于 “真实的自由的可能性”的革命理论。无产阶

级革命的可能性就是始终趋向实现自身的现实可能性，它扎根在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变动之中、而

非经济决定论的僵化逻辑内。为支撑这一判断，瓦代以坚实的文献学考据功底，对马克思在 《资本

论》手稿中 “劳动力”概念进行新分析，其批判的靶子就是雅克·比岱 （ＪａｑｕｅｓＢｉｄｅｔ）。比岱曾提
出②，马克思在写作 《资本论》第一卷时，放弃了他在准备 《资本论》手稿时采用的哲学术语，代

之以更为科学的术语。特别是在劳动力的概念上，马克思在准备 《资本论》的手稿中使用了 “可能

性／潜力” （Ｖｅｒｍｇｅｎ，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而后却启用了客观的 “力量” （Ｋｒａｆｔ，ｆｏｒｃｅ）。所以，马克思在
１８６３－１８６６年间准备 《资本论》时使用的是 “Ａｒｂｅｉｔｓｖｅｒｍｇｅｎ”，而在１８６７年出版 《资本论》时统

一替换为 “Ａｒｂｅｉｔｓｋｒａｆｔ”。比岱认为，这标志着马克思在制定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时，接受了更侧重
于工业机械的力量概念，从辩证法哲学逐渐转向某种实证主义或是科学主义。

对此，瓦代从文献考据和思想研究两方面做出反驳。首先，瓦代质疑比岱所提出的马克思在劳动

力概念上从 “Ａｒｂｅｉｔｓｖｅｒｍｇｅｎ”到 “Ａｒｂｅｉｔｓｋｒａｆｔ”的术语变化。他重新考证 ＭＥＧＡ２文献后指出，马
克思从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经济学手稿》开始，就无区别地共同使用 “Ａｒｂｅｉｔｓｖｅｒｍｇ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ｓｋｒａｆｔ”
“Ｖｅｒｍｇｅ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ｅｌ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ｅｒ”等来描述劳动力概念。马克思还在在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经济学手
稿》中写明 “Ａｒｂｅｉｔｓｖｅｒｍｇｅｎ”就等同于 “纯碎的力量” （ｂｌｏｓｓｅＫｒａｆｔ）；即使在 《资本论》中，马

克思两次把 “Ａｒｂｅｉｔｓｖｅｒｍｇｅｎ”作为 “Ａｒｂｅｉｔｓｋｒａｆｔ”的同义词使用。其次，瓦代强调，马克思的劳动
力概念，根本就不是倾向于科学实证的概念，而是受到亚里士多德 “潜能”（ｐｏｔｅｎｔｉａ）概念影响的可
能性概念。比如在 《资本论》第一卷中，可以看到马克思频繁使用这一概念来描述劳动力：“劳动力

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活动。劳动力的卖者也就由此在现实上成为发挥作用的劳动

力，成为工人，而在此之前，他只不过在可能性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ｅｎ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上是工人。”③ “劳动首先

０３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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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ｈｅｌＶａｄéｅ，Ｍａｒｘ，ｐｅｎｓｅｕｒｄｕ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Ｐａｒｉｓ：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１９９８．首次出版是在１９９２年由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ＭéｒｉｄｉｅｎｓＫｌｉｎｃｋｓｉｅｃｋ出版。
ＭｉｃｈｅｌＶａｄéｅ，Ｍａｒｘ，ｐｅｎｓｅｕｒｄｕ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Ｐａｒｉｓ：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１９９８，ｐｐ．２８３－２８４．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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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① 在瓦代看来，这说明马克

思的劳动力和劳动过程，受到亚里士多德的 “潜能”的启发。所谓 “潜能”，强调的是趋向实现自身

的现实可能性。因而，马克思的劳动过程实际上强调的是 “运动变化的过程”，具有 “生成的可能

性”②，也就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真实的自由的可能性。这正是比岱认同的实证主义的力量概念所

缺失的内涵，也是瓦代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机械决定论、通向革命解放的关键。

无独有偶。１９９７年，法国哲学家安德烈·托塞尔③ （ＡｎｄｒéＴｏｓｅｌ）也根据 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发
现被忽视的斯宾诺莎思想对马克思 《资本论》中资本价值理论的影响，认为这帮助导引马克思最终

克服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闭环体系在现实中的保守性。他指出，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引用可以划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指在１８４１－１８５７年前的马克思，一开始马克思抄写斯宾诺莎的 《神学政

治论》时，将他的理论看作是解决人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资源之一。而在１８４５年左右，马克思
不再将斯宾诺莎看作是关于民主自由的激进思想家，而是归为和笛卡尔、莱布尼茨等形而上学家一

列。直到１８５７年后的 《资本论》手稿，斯宾诺莎才在马克思那里获得新的重要地位。这是托塞尔区

分的第二阶段，他认为此时斯宾诺莎的思想才被马克思吸收到资本价值理论中。托塞尔特别指出，在

１８５８年４月３１日马克思写给拉萨尔的信中提到，斯宾诺莎是从自我的内部完整地构建了真正的哲学
体系的形而上学家，恰好同年１月１６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也这么评价了黑格尔。这种相似
性证明斯宾诺莎对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有着和黑格尔相似的学术价值。在托塞尔的解读中，这种价值在

于经由斯宾诺莎的 “实体”，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不再是黑格尔 “实体即主体”的理论范畴，而是作为

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的 “实体”。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帮助马克思解决了如何解释资本概念的规定性

能够吸纳在这之前它所经历的其它逻辑环节的规定性，即资本只有通过抽象劳动的社会现实过程，才

可能在现实的内部获得自己的规定性。托塞尔认为，是斯宾诺莎帮助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避免了

黑格尔主义的概念化倾向，即倾向于将实体归为理论范畴，从而取消了资本的现实矛盾运动。

当下，法国关于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的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在理论上进入相对平缓的发展

阶段，但从他们的持续关注中，仍可见ＭＥＧＡ２的 《资本论》及其手稿对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重要性，似乎隐隐翘首期盼重整山河的又一代大师的来临。例如，阿兰·比尔 （ＡｌａｉｎＢｉｈｒ）在 《今

天如何重读 〈资本论〉？》④ 中，提到日后法国学界对马克思 《资本论》的研究重心，应该基于ＧＥＭＥ
即将完成的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从中将可以看到马克思 “未完成的 《资本论》”的全新研究对象，这

是指马克思生前从１８５７－１８８０年间起码经过５次围绕写作 《资本论》而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

这将呈现马克思在总体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生的理论变化，会带来许多值得研究的主题。亚历

山大·费隆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Ｆéｒｏｎ）和纪尧姆·冯杜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Ｆｏｎｄｕ）⑤ 也在 ２０１６年指出，根据
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披露的手稿，有助于深化对 《资本论》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差异的研究。比如，

在关于利润率的下降趋势的规律，在马克思的手稿中，并没有像在恩格斯出版的文本中具有这么高的

重要性。比如，在恩格斯的改动下，马克思的一些表述具有很多目的论意味。恩格斯给出的 《资本

论》第三卷的总标题是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其实并不符合马克思手稿中的意向，马克思更倾

向于 “总过程的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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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军突起：关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读

进入２１世纪后，法国基于ＭＥＧＡ２ 《资本论》及其手稿开展的研究进入平缓阶段，《１８４４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却掀起新一轮学术探讨。２００７年，弗兰克·费希巴哈 （Ｆｒａｎｃｋ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依据ＭＥＧＡ２

重译出版了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①。据此版本，费希巴哈和其他学者深入还原了青年马克思思
想发生史的真实过程，揭示了青年马克思更多地受到青年黑格尔派、而非传统认为的费尔巴哈的人本

主义哲学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在回应法国学界广泛流传的阿尔都塞的 “认识论断裂”的判断。根据

阿尔都塞的划分，一般认为以１８４５年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改造费尔巴哈为界，１８４５年前
马克思是处在被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哲学支配的意识形态阶段，１８４５年后马克思就进入了创立
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阶段。那么，《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肯
定和发展，就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是马克思 “认识论断裂”之前非科学的意识形态阶段的理论成果。

但费希巴哈团队提出异议，认为阿尔都塞大大低估了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积极价值，青年
马克思在费希特、鲍威尔、赫斯等人的影响下，已经透露出了克服费尔巴哈哲学的线索。

比如，大卫·魏特曼 （ＤａｖｉｄＷｉｔｔｍａｎｎ）在分析名词形式的异化 （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概念的来源②时，
指出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来源不是费尔巴哈，而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费尔巴哈在 《基督教的本

质》中，根本没有使用过名词意义上的异化，只用了动词形式的异化 （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ｅｎ），用来表示我们
没有辨识出外在于我们、但实际上属于我们自己的对象。异化一词直接来自鲍威尔。在鲍威尔的著作

中，几乎只使用了名词形式的异化，甚少使用 “外化” （Ｅｎｔｕｓｓｅｒｕｎｇ）概念，只有在引述黑格尔时
才会使用到该词。而且，鲍威尔在批判宗教异化的过程中，如出一辙地指认了在宗教中人们变成

“客体的奴隶”、“非本质的表象”，不再在自身中寻找自己的本质，而是认为本质存在于外在于它的

事物中。可见，马克思关于 “异化”概念的否定性内涵，无疑受到了鲍威尔的影响。

随后，让－克里斯托夫·安格 （Ｊｅａ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Ａｎｇａｕｔ）在 《费尔巴哈式的马克思？》③ 中指出，

与其说青年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将异化概念扩展到新的研究对象中，不如说正是赫斯在 《行

动哲学》《货币的本质》中将费尔巴哈的异化从理论层面发展到商品世界的社会生活中，才促使马克

思取代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在社会生活领域中重新建构了人本学的异化劳动理论。对此，安格

具体分析了几组费尔巴哈、赫斯和马克思共享的关键概念，如 “类本质”概念。在费尔巴哈那里，

人的类本质是爱的共同情感，但赫斯点明这种类本质、类＝共同体的背后是交换的实践关系，链接到
社会生活中。而马克思所说的在共同体中实现的人的类本质，不仅是费尔巴哈的通过爱而联合在一起

的主体间的共同关系，而且是通过活动、特别是生产的活动联合起来的 “共同活动”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
ｗｉｒｋｅｎ）。这接续的是赫斯在 《行动哲学》《货币的本质》中提出的 “交往” （Ｖｅｒｋｅｈｒ）活动，即个
体的真正的本质是同属于一个共同体的个体之间互相交换生命活动的结果。所以，马克思是受到赫斯

改造的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的影响，才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类本质看作是人在自由的、
有意识的社会活动中的自我确认，强调的是一种真实的和感性的人类活动的外化过程，而非费尔巴哈

所说的爱的共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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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费希巴哈①强调，在青年马克思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和对共产
主义的想象中，看到了费希特和赫斯关于私有财产和自主活动的讨论对他的影响。费希巴哈认为，马

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分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
克思提出的一对关于人的对象化活动的概念，即 “使用”（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ｅｉｎｅ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和 “占有”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ｅｉｎＢｅｓｉｔｚｅｎ）。这对概念指出的是对私有财产进行扬弃的重要性，即 “私有财产的历史必

要性”。私有财产，既是人对象性地肯定自己感性存在的活动，也包含将人变成劳动的抽象存在的方

面。后者使人的自主活动变成为他人的奴隶活动，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对自然的占有也就表现为一种异

化，因为这些自然不再是人们用来表现自身生命的存在：“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

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使用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不应当
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拥有。”② 费希巴哈认
为，青年马克思关于私有财产不该成为异化的占有、而应是人的生命表现的自主活动的思考，不仅受

到赫斯肯定自主活动、否定奴隶劳动的影响，更直接受到赫斯所接续的费希特关于私有财产的讨论，

特别是费希特在 《法权学说》（１８１２年）、《国家学说》（１８１３年）中很早就明确了，私有财产象征
的是个体的自由活动在社会关系中的展开，不应沦为对事物的占有，而应是人的存在的行动表达。

其实，费希巴哈团队的工作，显然是基于ＭＥＧＡ２的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特定文本所
开展的特例研究，但其学术意义不可小觑。他们依托扎实的文献考据，复原了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形成

过程的理论细节，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使用ＭＥＧＡ２的文本群，来解析马克思同时代者对马克思思想的
影响，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思想形成史中不同问题式的转化过程，使研究更为具体化、精准化、全面

化。

四、借鉴与启示：如何基于ＭＥＧＡ２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从ＧＥＭＥ工程、基于ＭＥＧＡ２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可以直观看到法国学界对 ＭＥＧＡ２研
究态度是非常积极的。这种积极的态度和研究工作，对我们来说具有更重要的借鉴意义，即帮助我们

思考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如何基于ＭＥＧＡ２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一般认为，围绕ＭＥＧＡ２展开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最新的、全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再现

其创作文本、理论生产的形成过程，来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理论内涵及思想史渊源。最受国内

学界诟病的是，ＭＥＧＡ２编委主张尽力呈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所有文本，包括各种手稿、读书笔记、
通信等未发表文本和公开发表的著作，会使研究很容易陷入吕贝尔开启的以马克思手稿、笔记等未发

表文本为主的西方 “马克思学”研究，即很容易陷入文献考据而非思想研究，甚至存在着拜文本教

而贬低过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虚无主义倾向。

但从法国ＭＥＧＡ２研究的最新动态来看，对法国学者来说，ＭＥＧＡ２的存在恰恰是破除吕贝尔开启
的西方 “马克思学”之后、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起点。被西方学界所鼓吹的吕贝尔的西方 “马

克思学”，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吕贝尔声称自己反对苏联意识形态的编排模

式，要还原一个 “非教条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但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掩盖过编辑马克思文本

的个人主观倾向：“我们不是要提供马克思未完成作品的 ‘完整’文本，除了最开始马克思自己单独

完成的部分，我们删去了很多手稿中和主题不相干的内容。不过，为了避免剥夺读者可能在阅读这些

３３

①

②

Ｆｒａｎｃｋ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ｖｅｒｓｕ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ａｒｘ，ＨｅｓｓｅｔＦｉｃｈｔ”，ｉｎＬｉｒｅｌｅｓ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ｓｄｅ１８４４，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Ｒｅｎａｕｌｔ（ｅｄ），
Ｐａｒｉｓ：Ｐｒｅｓｓ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０８，ｐｐ．７１－８７．
［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９页。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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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干的内容的某种 ‘快乐’，我们选择性地将一部分放到了注释里面。”① 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眼

中，吕贝尔所提供的 《马克思文集》并不足以 “填补法国没有成熟和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

的缺失……甚至，根据他的 《马克思文集》的逻辑，它是根本剥夺了读者自己判断这些内容的可能

性”②。

正是在苏东意识形态编辑下的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吕贝尔 “矫枉过正”提出的 “非教条

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思想之后，法国学者才更加重视 ＭＥＧＡ２，这是法国真正客观、独立研究马克
思恩格斯文本的阶段。他们使用 ＭＥＧＡ２新文献开展了细致的文献考据、文本解读工作，在 《资本

论》及其手稿，马克思与黑格尔、斯宾诺莎、青年黑格尔派等思想关系问题上提出新观点，就是最

好的证明。ＭＥＧＡ２帮助法国学者再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形成的真实历史过程，澄清了马克思主义
思想史的重大问题，而没有陷入单一的文献考据研究。

因此，对我们来说，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首先，警惕以吕贝尔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西方 “马克思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使用 ＭＥＧＡ２披露的文献、开展文献学考据工作；文献学考据并
不必然是思想研究的敌人，反而可以帮助厘清、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工具。为什么会产生将

ＭＥＧＡ２研究等同于西方 “马克思学”从而一起倒掉的趋势，根本上是由于我们潜在地误认为，在

ＭＥＧＡ２这份庞大的文本群中，会存在或是被制造出另一个全新的、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这既是对我
们自己过去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不自信，也是对未知的ＭＥＧＡ２的惧怕。ＭＥＧＡ２之所以重要，不是
因为它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唯一标准，而是因为它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更全面和真实的

文本群。最后的研究成果如何，并不是由ＭＥＧＡ２决定的，而是由我们如何在过去马克思主义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所决定的。ＭＥＧＡ２到底会成为一种文献考据的意识形态，还是成为我们推进
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有力工具，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因此，我们可以参考法国马克

思主义学者面对ＭＥＧＡ２的态度：ＭＥＧＡ２只是用来帮助我们回到研究地平线的工具，让我们能以严谨
客观的态度来审视文本中的马克思主义，推进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而非进行单纯的文献学考据。

其次，在使用ＭＥＧＡ２开展研究时，我们更应处理好文献学考据与思想研究之间的关系，认识到
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阐释和思想研究，都无法脱离严格的文献学考据的帮助。同时，马克思主义

思想研究绝不能陷入单纯的文献学考据，因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和对现实问题的关照，纯

粹客观、去意识形态化的文献学考据，必然是缘木求鱼、隔靴搔痒。我们既不用吹捧 ＭＥＧＡ２的研究
价值，将其扩大为思想研究的唯一真理依据，也不能将ＭＥＧＡ２拒之门外、因噎废食，主动放弃利用
新文献开展研究的机会。面对ＭＥＧＡ２可能带来的新一轮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机会和挑战，我们理
应不加拒斥、不多吹捧、不忧过去、不惧未来。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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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Ｒｕｂｅｌ，ＡｖｅｒｔｉｓｓｍｅｎｔｄｅｕｖｒｅｓＩＩＩ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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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ＧＡ２注释的技术性错误及体例局限

———以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Ａ关于 “工厂视察员报告”的注释为例

相秀丽

【摘要】ＭＥＧＡ２注释部分的丰富引文信息学术价值巨大。不过，就最有影响的 《资本论》第１卷第四版来
说，以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关于 “工厂视察员报告”的注释这一局部为实例，核以原始材料，尚可见注释上存在

技术性错误和体例方面的某些局限。前者主要是字词、标点转录上的缺漏或错误，后者主要是现有注释模

式在处理某些本身就复杂的 《资本论》引证时未能有效澄清真正的文本关系。纠错补弊，精益求精，该历

史考证版方能完美实现其学术使命。

【关键词】ＭＥＧＡ２；资本论；工厂视察员报告；注释错误；体例局限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３５－０７

作者简介：相秀丽，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４０５）广州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

一、引　　言

《资本论》第１卷出版已逾一个半世纪，这部经典在编注方面一直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资
本论》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圣经，也是全人类的精神遗产。只要人类尚未真正解放，它就仍是具有重

大时代意义的振聋发聩之声。相应地，有关文献上的编、校、注也就会一直进行，原文以及不同语言

的译文也就会处于不断趋向精良的过程中。《资本论》第１卷出版时即带有大量作者脚注，大多数这
类注释为的是提供必要的文献信息说明。随后，该卷的第２版以及法文版，不仅正文有修订，还带有
新加的一些注释。作者身后，在恩格斯主导下，《资本论》第１卷的第３版、英文版和第４版的注释
又有改动或增加。恩格斯去世后，《资本论》第１卷 （以及第２、３卷）的注释连同正文一起进入了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经典文献编校的范围。在这方面，曾经的苏联、东德都有重要业绩，如两版俄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德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国的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１版和正在陆
续出版的第２版也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随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以下简称ＭＥＧＡ２）的陆续完成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
文献的编、校、注等工作进入新时代，达到了新高度。其中，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即 “《资本论》及

其准备著作”共１５卷２３册已于２０１２年８月全部出齐。这部分的编辑成就巨大，正如徐洋所赞叹的：
“ＭＥＧＡ２给人的第一感受是巨大的学术冲击力。ＭＥＧＡ２的读者仿佛置身于无边无际的珍宝中，在其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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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上的壮丽和纤美面前目瞪口呆。”①

ＭＥＧＡ２在 《资本论》编、校、注方面成就斐然。就 《资本论》第１卷来说，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包
括全部６个早期重要版本———德文一至四版、法文版和英文版。在各版本的资料卷中，有校勘表、异
文表，还有细致的说明和注释等。资料卷中十分珍贵的是，给出了与 《资本论》的大量引用相关联

的原文，这类注释极大地方便了学术阅读和研究。

学术界在受益于ＭＥＧＡ２的成果并且日渐熟悉 ＭＥＧＡ２工作方式的同时，也出现了从某种角度或
某个层面来说具有自身特点的一些批判性研究。本文即以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Ａ②对 《资本论》引用 “工厂

视察员报告”的注释为例，试对ＭＥＧＡ２的注释做一简要评论。“工厂视察员报告”是简称，其全名
是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ｔｏ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ｏｍ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即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资本论》高度重视这一材料。该 “报告”是系

列性的，一般是一年两期，截止于６月底或４月底的一期当年出版，截止于当年１２月底或１０月底的
一期多在次年出版，前后持续数十年。按照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２版第４４卷和第４６卷的
文献索引粗略统计， 《资本论》第１卷引用了１８４２－１８６７年间出版的 “工厂视察员报告”共计３４
期，《资本论》第３卷引用了１８４６－１８６４年出版的 “工厂视察员报告”共计２６期。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Ａ对 《资本论》第１卷第四版引用 “报告”的注释，主要是给出对应的 “报告”原

文。对照第一手的报告原文，可以肯定地说，这类注释绝大部分都是准确的。不过，作为对相关原文

的转录，也还存在少数文字上的技术性错误，以及由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Ａ注释体例本身所引发的其它问题，
现将这些问题缕述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二、常规性错误

这是一类文字标点方面的错误。原则上，这也是所有文献编校出版工作都会努力避免但又很难完

全避免的共性问题。只是，对于考证版著作集而言，人们自然有更高的期待，希望它的差错越少越

好。ＭＥＧＡ２作为考证版，离应有的标准尚存差距，在趋于完善的路上，还有不少这方面的学术工作
要做。据笔者管见，此类技术性错误大致包含４种情形。
１．缺漏标点。例如，在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Ａ第８６１页，２０５．１９－２１第３行的 “ｐａｒ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ｉｖｅ”之

间丢掉了一个逗号，按原文，正确的文字是 “ｐａｒ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ｉｖｅ”。同时，由 “２０５．１９－２１”所标记
的整个注释，其实是原 “报告”的一个直接引用，ＭＥＧＡ２在所给的注释中应再加一个层次的单引号，
才能使读者清楚这是转引。应该说，ＭＥＧＡ２所给注释中缺漏引号的问题不少，表面上这只是一般的
标点问题，实质上还是一类特殊问题，其意味下文将讨论。此外，在准确给出单引号的转录中，也存

在时而用德文引号时而用英文引号的标准不一情形。

２．字词错误。例如，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Ａ第９８７页，３９０．２７－２３第２行的 “ｉｆｉｎｆａｃｔ”在 “报告”

原文中为 “ｉｓｉｎｆａｃｔ”；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Ａ第９９７页４１２．１１－１８倒数第３行的 “ｔｈｅｙ”原文为 “ｔｈｅ”；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Ａ第９９９页，４１３．２７－４６ｕ第 ２行的 “ａｎｄ”原文为 “ａｎ”；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Ａ第 ９９８页，
４１２．２８－２９第２行的 “ｓｕｒａｔｃｏｔｔｏｎ”原文为专名 “Ｓｕｒａｔｃｏｔｔｏｎ”，等等。

３．转录串行。例如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Ａ第９８７页，３９０．１９－２６中的 “…ｉｎｔｈｅｊａｃｋｆｒａｍｅａｎｄｄｒａｗ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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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徐洋：《试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３年第
５期，第７６页。
ＭＥＧＡ２ＩＩ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指该部分的第１０卷，即 《资本论》第１卷德文第四
版。本文用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Ｔ指该卷的文本册 （Ｔｅｘｔ），用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Ａ指该卷的附属资料册 （Ａｐｐａｒａｔ）———其中包括 “注释”

（Ｅｒｌｕｔｅｒｕｎｇ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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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ｍｅｒｏｏｍ，ａｂｏｕｔｏｎｅｔｈｉｒｄｌｅｓｓｉｎｈａ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ｒｏｏｍａｂｏｕｔｏｎｅｔｈｉｒｄｌｅｓｓｉｎｅｘｐｅｎｓｅ，ａｎｄｌｉｋｅｗｉｓｅ
ｏｎｅｔｈｉｒｄｌｅｓｓｉｎｅｘｐｅｎｓｅｓ”，“报告”原文则为 “…ｉｎｔｈｅｊａｃｋｆｒａｍｅａｎｄｄｒａｗ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ｒｏｏｍ，ａｂｏｕｔｏｎｅ
ｔｈｉｒｄｌｅｓｓｉｎｅｘｐｅｎｓｅ，ａｎｄｌｉｋｅｗｉｓｅｏｎｅｔｈｉｒｄｌｅｓｓｉｎｈａ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ｒｏｏｍａｂｏｕｔｏｎｅｔｈｉｒｄｌｅｓｓｉｎｅｘｐｅｎ
ｓｅｓ”。
４．注释形式不统一。ＭＥＧＡ２ＩＩ对 “报告”的注释中，对 “报告”的称谓在形式上并不统一，

有些一并给出了 “报告”截止日期的信息，有些只称 “报告”。此外，对于 “报告”的原页码，有

时给出，有时则不给出，而且看不出有一致的区分性标准。

在某些学术讨论中，ＭＥＧＡ２已经成为最终文本权威，前三类错误在一定条件下显然会误导其使
用者。

三、引用层次问题

这主要是指引用层次不分明的问题。众所周知，在现代学术规范中，如果作为直接引用的内容还

包含直接引用，习惯上常用双引号中再加单引号的方式进行层次区分，“工厂视察员报告”本身就是

这么做的。ＭＥＧＡ２ＩＩ注释对 “报告”原文的转录，大多数也进行了这种区分，但仍存在不少没有应

有区分的转录。虽然这本可视为缺漏标点，但因为这类错误较其它技术性错误多，且引发的含义混淆

问题较大，所以在这里特别指出。这类错误居多的原因。一方面是 “工厂视察员报告”中使用的直

接引用数量本来就多，基数越大，错误的概率也往往越大。另一方面，“报告”的体例和排版方式，

容易使转录者忽视原文中的引用，致使错漏增多。下面稍做进一步说明。

“工厂视察员报告”一般由几位视察员共同署名的联合报告 （ｊｏｉｎｔｒｅｐｏｒｔ）和若干个负责各地区
的视察员单独署名的分报告组成。联合报告往往很简短，分报告则相对较长。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

较为正式的信息沟通多依赖信件，因此分报告的叙述，经常大段或整篇引用助里视察员或工厂主的信

件。对其中的直接引用，“报告”主要采取两种版式：一是不用引号，独立段落，以小一个字号排

版；一是直接引用，字号不变，夹杂在报告叙述中，由前引号领起，后面每行开头都带有前引号，直

到引用结束再施以后引号。

粗略统计，《资本论》第１卷对 “工厂视察员报告”的直接或间接引用总计２００多处。ＭＥＧＡ２

的注释卷对这些报告几乎都给出了 “报告”原文，其中大多给出报告年份、页码和长短适当的原文，

极少数给出更多原文。因为这样的注释体例，而且ＭＥＧＡ２在排版上并无大小字号之别，所以ＭＥＧＡ２

给出的部分注释，缺少对原文所包含引用层次的充分标示。以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Ａ为例，第８６１页２０５．
１９－２１、第８９６页２４２．２６－２８、第９９８页４１２．２０－２２和４１２．２４－２８、第１００７页４２８．４１－４２和
４２９．５－１０、第１００８页４３０．３２－３３等注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只给出报告原文，却没有明确标
示这些内容本是原文中的引用。

显然，这样的注释一方面很容易误导读者，使读者以为原文如此；另一方面，如果 《资本论》

本身的引用没有区分原文的不同层次，那么，通过 ＭＥＧＡ２这种同样缺漏引用层次的注释，读者根本
无法看出 《资本论》所引用的究竟是什么人的话。ＭＥＧＡ２在注释上总的原则是：“注释提供一切理
解正文所需要的说明和提示……注释中很大的篇幅是标明著作中所引用或提到的著作和文学作品的出

处，凡涉及理解著作所必需的档案或稀有的、不易得到的文献，还将引证原文。”① 韦建桦发挥说：

“ＭＥＧＡ版编者编写注释的指导思想是要向读者 ‘提供一切必要的参考资料’，使具有一定文化素养

７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总前言》，《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２９卷，刘仁胜主编，佐海娴译，马兵校，北京：中央编译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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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读者基本上不需要再去查看工具书和参考书。”① 既然如此，那么就上述实例而言，ＭＥＧＡ２尚未达
到所设的标准。

这里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２版第４４卷的一个引用为例。该卷是以 《资本论》第１卷
第４版为底本的中文版，其第８章脚注１６０所对应的正文，是对一份 “工厂视察员报告”的直接引

用，内容如下 （为便讨论，简称这一案例为 “法官引用”）：

工厂视察员豪威尔叫道：“这种审判把戏亟须改革……或者是使法律适应这种宣判，或者是让一

个犯错误较少、能使判决适应法律的法院去执行……在一切这样的场合都多么需要领薪水的法官

啊！”②

１．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Ｔ第２６１页，德文第４版原文如下：

２．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Ａ第９１６页给出的注释是：

３．“截至１８４９年４月３０日的工厂视察员报告”③ 第２２页报告原文如下：

材料１是中文版所依据的德文第４版的ＭＥＧＡ２版式，这里且忽略关于其它引用问题的讨论 （该

引用确实存在其它问题），仅从引用符号上看，可以说中译文如实地尊重了材料１，把属于直接引用

８３

①

②

③

韦建桦：《ＭＥＧＡ版注释管窥》，《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２９卷，前揭书，第６５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版，第３３４页。
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ｔｏ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ｏｍ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３０ｔｈＡｐｒｉｌ
１８４９，Ｌｏｎｄｏｎ，Ｐｒｉｎｔｅｄ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ｌｏｗｅｓａｎｄＳｏｎｓ，１８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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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都放入了引号内。既是如此，那么按说引号内的内容都应属于视察员豪威尔所说的话。然而，

材料３即 “报告”原文显示，事实并不是这样。

材料２是对材料１的注释，它只给出了较为简单、信息不足的 “报告”原文。材料３是本文所截
取的相对完整的 “报告”原文，由此可以一窥 “报告”原文的一种含有引用的版式。从材料３出发
看材料２就会发现，在材料３中，用小字号排版，本应属于视察员所引用内容的 “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ｅｃａｓｅｓ
ａｒｅｂｒｏｕ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ａｌｗａｙｓｌｏｎｇｆｏｒａＳＴＩＰＥＮＤＩＡＲＹ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在材料２中并无相应的引用符号
标示。因此，如果只看材料２，是无法发觉材料１中存在的引用问题的。其实这里的 “Ｉ”（我）并不
是视察员，而是一位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绅士），因此把这句话当作视察员的话显然是不对的。

可见，材料２对材料１的注释，缺少与原文相对应的引用层次，因此转录失实，并未真正尊重
“报告”原文，而且对信赖且只能看到材料３的读者来说，ＭＥＧＡ２的注释以自身的法度和声誉，客观
上遮蔽了材料１本身就存在的引用问题，也可以说材料２反而支持并巩固了材料１的失误。

四、某些体例局限

目前ＭＥＧＡ２的注释体例，使 《资本论》引用 “报告”上某些更复杂的文本关系无法得到呈现或

澄清。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２版第４４卷第４７７页的另一个引用为例。该卷第１３章脚注
１７０所对应的正文是对一份 “工厂视察员报告”的直接引用，其相关内容如下 （为便讨论，称这一案

例为 “工程师引用”，尖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所加）：

１８５２年，曼彻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罗夫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内史密斯，在给伦纳德·霍
纳的一封信中解释了１８４８－１８５２年蒸汽机的改良。他指出，在官方的工厂统计中，蒸汽马力仍然是
按１８２８年的功率计算的 （１６９），这种马力只是额定马力，只能当作实际马力的指数。他还说：

“毫无疑问，重量相同的蒸汽机 （往往就是只经过现代改良的同一些机器），比以前平均多做

５０％的功；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制为每分钟２２０英尺的时候，提供５０马力，现在
则提供１００马力以上，而且耗煤量减少了 〈引文Ａ〉……同一额定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
良，锅炉容积和结构的缩小等等，能比以前发出更大的推动力 〈引文 Ｂ〉……因此，虽然同额定马
力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和过去一样，但是同工作机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则减少了。〈引

文Ｃ〉”（１７０）
４．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Ｔ第３７３－３７４页，德文第４版原文：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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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Ａ第９７０－９７１页给出的注释是：

６．“截至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工厂视察员报告”①第１４页和第２０页共三段报告原文如下：

０４

① 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ｔｏ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ｏｍ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５６，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Ｅ．Ｅｙｒｅ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ｐｏｔｔｉｓｗｏｏｄｅ，１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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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４是 “工程师引用”的德文第４版原文，材料５是对材料４的注释，材料６是 “报告”原

文。这里且不讨论该引用的其它复杂问题 （的确存在其它问题）。中译文根据材料４，把材料４显示
为属于同一直接引用的内容，放入同一个引号之内。从材料４和中译文可以看出，这一直接引用由引
文Ａ、引文Ｂ和引文Ｃ三段内容组成，它们都由 “他又说”来统领，看来它们都属于 “他”———工

程师詹姆斯·内史密斯之所言。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从材料５给出的注释来看，３７３．３１－３３ｕ所标示的是对 “引文Ａ”的注释，３７４．５－８所标示的
是对 “引文Ｂ”的注释，３７４．８－１０所标示的则是对 “引文 Ｃ”的注释。幸运的是，从３７３．３１－
３３ｕ所包含的层次分明的引号，还是能看出这是对 “报告”原文的引用的再引用。材料５虽是对材料
４德文引文的原文注释，但这些内容是否都属于那位工程师所言？这通过材料５是根本无法判断的。
材料６本身虽然也无法让人们直观到问题的答案，不过，它是第一手材料的片断，进一步观察它的上
下文不难看到，“引文Ａ”确实属于那位工程师所言，而 “引文Ｂ”和 “引文Ｃ”却并不属于工程师
所言，它们是 “联合报告”作者们的一般性陈述。有关蒸汽机的知识由工程师来表述大概更具权威

性，但是，从这里具体的表述看，它们却属于 “联合报告”作者们之所言。

从 “工程师引用”案例可知，就大多数严谨的引用来说，ＭＥＧＡ２这种只提供对应原文的注释工
作基本就够了；但对实际有更复杂文本关系的引用来说，像材料５这样的注释，首先未能澄清文本关
系，其次客观上使某些引用问题隐而不彰了，遑论确证此类问题了。

综上所述，常规性错误、层次不分明、体例有局限，是笔者基于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所见的问题，且集
中在与 “工厂视察员报告”相关的注释方面。显然，这些问题不必然存在于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对其它材料
的注释中，也不必然存在于ＭＥＧＡ２所有的已出卷次中。本文之所以聚焦于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是因为它编
注的是 《资本论》第１卷德文第四版，即 《资本论》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版本。原则上，毕竟不是所

有读者都方便随时查阅原始史料，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的上述注释问题也就构成了某种天花板，制约着学界
的理解和研究，事实上也制约着例如中文版 《资本论》的文献学水准。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独立的

学术研究，使ＭＥＧＡ２本身的有关工作更加精确和完备，使 ＭＥＧＡ２未曾涉及的文献学问题多少得到
呈现乃至解决，就是在受惠于ＭＥＧＡ２的成就和示范的同时，增益ＭＥＧＡ２的一种好方式。

（责任编辑　巳　未）

１４



建国初期新年画运动与主流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建构

朱　斌

【摘要】作为一种文化传播与象征符号，年画是中国农耕社会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大众传播媒介。

早先本无新旧年画之称。新年画是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下成长起来的，党运用其为战斗、为

政治、为人民服务。作为全国性的 “新年画运动”，则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建国初期新年画运动中，

党和新政权对新年画图像符号进行规训与指导，通过图像符号形式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渗透到新年画中，

形成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图像符号表征系统，在基层群众日常生活场域中建构主流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

检索和探求新年画运动的推进过程，既要尊重特定时代政治需要的历史国情，也无法忽视图像符号背后所

彰显出来的政治规训与群众需求的时代症候。

【关键词】建国初期；新年画运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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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　斌，江西萍乡人，法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嵌入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研究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６）”（１４ＹＪＣ７１００６２）；广东省扶持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项目 “十八大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创新研究”（ＭＹＺＸ２０１７１３）；２０１６年广东省 “特支计划”青年文化英才

新中国的成立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恢复国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制

度等取得巨大成就，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也发生转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

地位。然而，“解放之后，马列主义思想对于人民群众还是陌生的，许多人甚至对此毫无所知”①，

“我们有些党员的理论水平也很低，自己不懂什么叫马克思主义”②。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刘少奇在
《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中强调： “用什么东西教育人民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③ 因

此，在新形势、新条件下 “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

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④。具有悠久历史的年画是基层民众所喜爱的图像符号，其喜闻乐见的形

式为党和新政权所采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新政权就立刻掀起新年画运动，将主流意识形态渗透

到新年画创作之中，形成一套主流意识形态图像符号表征系统。本文试图以建国初期的新年画运动为

切入点，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探讨新年画运动与建国初期主流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建构的关系。

一、新年画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作为民众喜爱的艺术形式，新年画经过延安时期的试验取得良好反应，民众对新年画发自内心的

２４

①

②

③

④

《艾思奇全书》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６１—６２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２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９４页。
《刘少奇选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８２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２册，前揭书，第２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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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感使建国初期新年画运动作为意识形态宣传手段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一）新年画的诞生

年画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节日 “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民间艺术形式，由民间艺人根据民众的喜

好和愿景，将民众日常生活中吉祥、喜庆、欢乐、美好等题材辅以特定的艺术想象绘制成品，供年节

时粘贴于门框或室内墙壁上，以作祈福纳祥、驱神辟邪及装饰之用。作为一种文化传播与象征符号，

年画成为中国农耕社会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大众传播媒介，其影响力几乎深入到民众生活的每

个角落，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和伦理情感的符号。中国年画忠实记录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发展

轨迹。早先本无新旧年画之称。“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发轫于延安和晋东南地区的反映火热革命

生活的新年画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之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年画才被统称为旧年画。”① 新年画 “是抗

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之下成长起来的，运用民间年画的传统形式来表现当前现实生活内容

的年画”②，也称为 “抗战年画”或 “斗争年画”。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进行武装侵略和军事占领之外，还对其占领区进行文化殖民。其中利

用中国年画形式宣扬对华侵略的 “合法”性和奴化教育是一个重要手段。如日本侵华机构 “勾结汉

奸流氓以石印方法印制了一种 ‘灶王爷’，构图采用了木板形式，下有灶君与灶君夫人并坐，上有二

十四节气表，画面两边则印有旨在推行 ‘强化治安’的反动对联”③。革命形势要求党和新政权对旧

年画的内容加以改造，运用新年画激发民众的抗战意识。因此，抗战新年画不同于传统的旧年画，从

祈神纳福的诉求转而服务于革命理想的需要。据 《从延安的新年画运动谈起》记载：“１９３９年沃渣同
志在延安鲁艺所刻制的 ‘春牛图’，要算是最早的一张新年画了。”④ 《春牛图》色彩鲜明，主题明

确，描绘了一位扛着犁、牵着黄牛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表现了农民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抗战的爱国热

忱。为配合敌后抗战，保卫边区、表现抗日题材的年画日益增多，如 “《放下锄头，拿起枪》、《参加

八路，保卫家乡》、《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妻子送郎上前线，母亲送儿打东洋》等”⑤。这些年

画充分体现了为战斗、为政治、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为了抗战的需要，中共还在延安建立了培养革命

文艺干部的 “鲁迅艺术学院”，培养了大批喜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文艺人才。自此，年画创作的

主体由民间创作者向职业 “美术作者”层面转移。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党的革命事业不断推进，解放区不断扩大，先进的印刷机器及技术、民间艺

人的加入及其思想改造，尤其是大批投向解放区的美术家们参加到新年画创作队伍中，使新年画有了

长足发展。这一时期的新年画作品数量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代表性作品有 “《欢迎二线兵

团》、《摘棉花》、《新年乐》、《翻身得地生产好》、《翻身乐》、《庆功图》等”⑥。抗战至建国前夕，

新年画的蓬勃发展使其更趋完美与成熟，也为建国初期新年画运动的开展奠定基础。当前有学者将

“抗战时期根据地年画和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的年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年画，并称为

‘新年画’，用以区别此前的所有 ‘旧年画’”⑦。新年画的创作内容与创作目的不同于传统 （旧）年

画，新年画创作者突破封建的民间想象思维，将革命的文化因子嵌入新年画创作中，诠释、贯彻新民

主主义文艺路线，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政治色彩。

（二）新年画运动的肇始

作为全国性的 “新年画运动”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１９４９年７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薄松年：《中国年画史》，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７７页。
叔亮：《从延安的新年画运动谈起》，《美术》１９５７年第３期。
王树村：《中国年画发展史》，北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５８页。
叔亮：《从延安的新年画运动谈起》，《美术》１９５７年第３期。
许灵：《战斗的年画———回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年画创作活动》，《美术》１９５７年第３期。
王树村：《中国年画发展史》，前揭书，第４７０页。
戚家海：《新时期新年画的转型———从新年画的诞生谈起》，《艺术教育》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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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在开幕式上 “共报道代表６１４人出席这次会议，计文学工作者２０７人，美术工作
者代表８６人”①。朱德出席开幕式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词，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到会议现场并作讲话。
大会于７月１９日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简称 “文联”）②；通过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章程》，成立全国文学艺术工作的统一组织，为发挥艺术的宣传教育职能，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

和加强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奠定组织基础。会后 “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于７月２１日成立”③，随
后 “中华美术协会上海分会于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８日成立”④，“中华美术协会杭州分会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４
日成立”，“武汉美术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９日成立”， “天津市美术工作者协会于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０日成立”，“西安市美术工作者协会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７日成立”，“济南市美术工作者协
会正在筹备成立”⑤。文联及下属的各协会的成立，为党和新政权有效管理、控制和支配艺术资源，

保证自上而下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思想，以及开展新年画运动奠定了广泛的组织基础。

建国初期，党和新政权在新年画中注入富有新文化与新时代的内涵，并以政令的形式向全国发布

《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将新年画运动推向全国。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文化部成立，周阳任副部
长。毛泽东对周扬说：“年画是全国老百姓老老少少特别是劳动人民最喜欢的东西，应该引起注意，

文化部成立要发一个开展新年画创作的指示。”⑥ 随后周扬与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蔡若虹商议起草关

于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蔡若虹按照通告形式起草了 《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之后 “周扬同志

把它带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说可以，不用修改”⑦。《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
日在 《人民日报》上全文刊发，充分肯定新年画运动是教育民众与传播意识形态的有效形式；对新

年画创作的宣传内容、任务及工作重点做了总体安排；对新年画创作的领导机构、创作方法、组织措

施及发行网等作了具体规定。全国各美术团体及文教机构积极响应党和新政权的号召，学习、领会、

贯彻 《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推动新年画创作。原先从事版画、漫画、国画、油画的创作家

改变自己的创作类别，转而投入到新年画创作中，新年画出版与展览也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同时，文

艺界的领导和一些著名画家，如蔡若虹、王朝闻、叶浅予等在主要报刊及杂志发表推动年画革新的意

见与措施，在他们撰写的文章中 “新年画运动”一词被反复使用。由此，“新年画运动”之名推向全

国。

（三）新年画运动的深入发展

《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发出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教育部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１日联合
发出 《关于开展年节、春节群众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指示》，要求 “各地文艺工作团体与文艺工作者

积极准备年画、春联等材料，并以各种形式的年节、春节艺术活动，大力宣传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

利，宣传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宣传人民解放军的

光荣等等”⑧。各地组织美术工作者认真学习中央的指示，使新年画运动出现蓬勃发展的面貌。据不

完全统计，“１９４９年即有２３个地区创作出版了新年画３７９种，发行数近７００万份之多。”⑨ 新年画一
开始就以它强烈的政治性来表现重要政治内容、反映人民生活和理想而获得群众的喜爱。“以１９５０年
的年画而言，９０％以上都是反映一年来新中国建设中的新气象，内容上宣传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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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化大会今开幕》，《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７月２日，第２版。
《文代会胜利闭幕》，《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０日，第１版。
《全国美协成立》，《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３日，第１版。
《全国美协上海分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报告》，《人民美术》１９５０年第１期。
《各地美术活动简讯》，《人民美术》１９５０年第１期。
蔡若虹：《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工作》，《美术》１９９０年第９期。
蔡若虹：《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工作》，《美术》１９９０年第９期。
《关于开展年节、春节群众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指示》，《山东政报》１９５０年第１期。
薄松年、王树村：《十年来我国新年画的发展和成就》，《美术研究》１９５９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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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胜利；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反映了工农业生产和发扬民主生活。”① 众多新年画的出现，

在新美术战线上树立了榜样。

为推动新年画运动的深入发展，党和新政权在全国掀起一股新年画创作的热潮，并先后举行新年

画作品评奖活动。为迎接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的到来，在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及各省市美术工作

者协会的领导与发动下，年画工作者投入到紧张的年画创作之中。其创作流程一般遵循如下步骤：确

定制作题材和内容———发出征稿函———创作小组讨论———完成初稿———进行初稿观摩会并提意见———

修改初稿———到群众中征求意见———修改并出版发行。“１９５０年春节，新年画的发行量已达到７００万
张以上，１９５１年的发行量为１５００万张。”② 新年画作品的内容丰富、主题鲜明，有反映保卫和平的神
圣斗争、爱国主义的生产建设、日新月异的幸福生活展望等。这让观看者很容易将美好家园、幸福生

活的到来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相关连。为进一步激发创作者的动力与信

心，文化部于１９５０年和１９５２年先后举行新年画作品评奖活动，选出了 《农民观看拖拉机》《劳动换

来光荣》《毛主席大阅兵》《群英会上的赵桂兰》《保卫和平》等具有典型性的获奖作品。这些获奖

作品代表了新年画创作方向，为新年画创作提供范例。评奖对新年画创作普及与提高起双重作用，

“它不但为美术普及工作打下了基础，而且也为提高美术创作的质量准备了条件；它标志着美术普及

工作的深度与广度，也标志着美术创作思想的发展与提高”③。

到１９５３年，美术界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形势的变化打破了新年画一统中国的局面，形成各画
种并行发展的格局。许多原来从事新年画创作的同志转而从事国画、油画、版画、连环画等创作，加

上某些美术工作者轻视普及工作的思想，也给年画创作带来影响。因此，新年画创作的力量相对减

弱。１９５６年２月，美协在北京举办 “新旧年画览会”，被称为 “一个敲起了警钟的展览会”。 “在

１９５６年的年画里，能真正激发美感，激发对革命理想坚定不移的豪迈的信心的作品，真是太少了，
为了保卫和占领这样一种深深为人民喜爱的绘画领域，该是革命的艺术家们停止退却的时候了。”④

实质上，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期间的新年画创作队伍依然可观，好的作品、出版和发行的总数依然不少。
“１９５３年，全国共出版年画７８９种，发行６６，３９７，０００张；１９５４年出版９８２种，发行１０８，７３８，０００
张；１９５５年稍有减低，出版８２９种，发行９２，９５８，０００张；１９５６年则又有提高，出版１０４９种，发
行１１２，８１１，０００张。”⑤

二、新年画图像符号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建构

建国初期，党与新政权运用图像符号叙事方式将其政治意图嵌入新年画创作中，通过规训图像与

视觉系统达到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进而建构主流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

（一）新年画图像符号叙事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塑造

艺术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 “当艺术和生活一同前进的时候，它总是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

持。”⑥ “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建设新中国与恢复工农业生产是建国初期

社会生活的主题，“劳动”在党和新政权的话语体系中得到重新诠释。１９４９年 《关于加强新年画工作

的指示》强调：“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的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⑦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薄松年、王树村：《十年来我国新年画的发展和成就》，《美术研究》１９５９年第２期。
何溶：《与群众紧密联系的年画和连环画》，《美术》１９５９年第１１期。
蔡若虹：《从年画评奖看两年来年画工作的成就》，《人民日报》１９５２年９月５日，第３版。
陈伊范：《看新旧年画》，《美术》１９５６年第４期。
何溶：《与群众紧密联系的年画和连环画》，《美术》１９５９年第１１期。
蔡若虹：《为社会主义艺术更加光辉灿烂而奋斗》，《美术》１９５９年第５期。
《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第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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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塑造劳动人民的典型形象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成为新年画创作的重要主题。

首先，新的历史时代为新年画塑造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提供了丰富题材。１９５０年 《人民美术》的

发刊词提出，美术新作品的主题 “只要能够启发鼓舞、教育群众的建设新中国之积极性，能够使群

众更团结、更坚定、更乐观、更勇敢，能够有益于建设新中国的事业，都可以是而且是我们取材的对

象”①。新年画运动在一个特定时空内，经过广泛的社会动员，版画家、漫画家、国画家、油画家等

创作者积极参与，激发了创作热情，提高了创作者的艺术素质。创作者从不同视角，吸收民间年画的

艺术语言、表现手法与技巧，反映新中国工农业生产建设的火热场面和劳动者在劳动中自觉愉快风

貌，并将体现互助合作、先进生产工具、生产经验交流、劳动英雄、支援前线等促进国家富强、人民

幸福的主题融入新年画之中，塑造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几乎每个年份都有经典的作品问世。例如，

１９４９年的 《纺织互助》《农民和拖拉机》，１９５０年的 《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劳动换来光荣》《创造

新纪录》《互助抢种》，１９５１年的 《得锦旗》《新得的黄牛》《女拖拉机队》，１９５２年的 《工农模范北

海游园大会》《养小鸡捐飞机》，１９５３年的 《宣传先进生产经验展览会》《草原上的爱国增产节约运

动》《数他劳动强》，１９５４年的 《拔萝卜》，１９５５年的 《“农忙假”的一天》《把生产经验教给实习

生》，１９５６年的 《合作生产收成好》《炼铁炉前》等。

其次，新年画图像符号对劳动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新年画创作者就像园丁，不仅创作直观

的图像符号，更重要的是在欣赏者的精神园地上培植美丽的花朵。“艺术家用形象刻画人们的精神品

质，为的是要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② 以 ‘劳动’为主题的新年画是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形

式，是对劳动这一概念的重新诠释。一方面，年画创作者以直观感性的静态图像符号描绘了新中国工

农业生产的欣欣向荣风貌，颠覆了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肯定了劳动的价值。

新年画描绘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赞赏与追求的精神面貌，从侧面歌颂了国家的伟大和社会制度的优

越性，也包含着对党和新政权的归化与认同。如 《新得的黄牛》刻画了 “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从

地主手里分得了土地和生产工具，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由此开始”③。在这生产关系的转变的过

程中，农民的喜悦自不待言。作者不仅将这种喜悦的心情通过分得黄牛的形式直观描绘，而且在画上

题诗一首：“前天分了房和地，今天拉回大黄牛，犁椎绳索收拾好，明天先耕村东头，只要咱们加油

干，往后吃穿不用愁。”④ 另一方面，通过对 “劳动”及劳动人民 “当家作主”的描绘，揭穿过去轻

视劳动与轻视工农的观点。劳动光荣成为新中国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新年画遵循 “劳动———翻身

———人民当家作主——— ‘劳动神圣’的光荣———劳动者自我心理认同———对党和新政权的感激———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与认同”的叙事模式与逻辑理路，在民众的内心世界塑造政治觉悟与主人翁

地位，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念嵌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又如劳模题材的代表作品 《群英会上的赵桂

兰》⑤，作者以优秀共产党员赵贵兰和伟大领袖会见为创作题材，采用精细、严谨、和谐的风格，精

确地勾勒出赵桂兰在建设祖国的伟大斗争中奋不顾身的人物形象与英勇事迹，表达了她对生活的积极

乐观，展现了国家领导人对劳动模范的关心和重视，也传达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在赵桂兰身上的生长

与形成。再如，《劳动换来光荣》描写了一对努力生产的年轻夫妻被评为劳动模范，夫妻俩刚从群英

会归来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这一情节，“使从事这种生产的劳动者，知道在他们生活中应该怎样去

努力，应该争取什么和爱什么”⑥。建国初期的新年画创作颠覆了劳心与劳力的传统观念，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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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怎样表现新中国而努力———代发刊词》，《人民美术》１９５０年第１期。
蔡若虹：《开辟美术创作的广阔道路》，《美术》１９５４年第１期。
陈履生：《新中国美术图史 （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８０页。
陈履生：《新中国美术图史 （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前揭书，第８０页。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赵桂兰因保护国家财产致使左前臂被炸飞，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５日，赵桂兰出席全国工农
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钟惦斐：《从今年的年画作品看年画家的艺术思想》，《美术》１９５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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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劳动光荣观深化到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中，充分肯定了劳动的价值。

再次，新年画从深层次上帮助人们认识劳动生活，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建国初期，呈

现在新年画创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是要深刻认识和表现劳动与新生活，藉以推动新的社会生活样态的

形成。新年画不仅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而是更深层次帮助人们认识生活，发挥意识形态的教育功

能。如 《农民和拖拉机》描绘工人把拖拉机开到农村，农村的男女老少兴高采烈地围在拖拉机的四

周仔细打量与认真倾听工人对拖拉机讲解的情形。“不仅表达出摧毁封建枷锁以后的农民生产热情，

而且显示了农业生产将要摆脱落后走向机械化的伟大理想，展现了新中国农村发展的远景。画中每个

人物，对于这 ‘铁牛’的出现，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在不知不觉中，将充满对未来热情向

往的醇厚的感情传达给了观众。”① 歌颂劳动成为人民生活中新的气象，虽然劳动本身是艰辛的，但

在新年画图像中劳动带有强烈的自觉性，广大民众在劳动中感到精神愉悦与自我认同。“人们以忘我

的劳动在创造幸福，而这种劳动本身也就是一种幸福，因为它体现了共产主义意识在人们头脑中的发

生与成长。”② 图像符号的隐喻是连接客体和意义的桥梁，观众在 “劳动幸福与光荣”的感染下，在

图像呈现与观看过程中认识到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更与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国家的繁荣兴盛密切相

关。

（二）新年画图像符号叙事与阶级意识、集体主义精神的激发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不可或缺的概念，阶级分析是中共进行民主革命与剖析社会的

镜像与理论武器。毛泽东于１９２０年代发表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

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篇文章，在沿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式阶级概念作了详

细分析。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毛泽东革命领导权威地位逐步巩固，毛泽东中国式阶级话语

在革命实践中得到应用与传播。然而，源于革命知识分子的阶级话语具有抽象性的特点，在民众的日

常生活中很难为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群众所理解，在生活实践中也难以用语言解释清楚。在建国初期

的新年画运动中，创作者通过图像符号形式将作为 “想象的共同体”的阶级意识嵌入新年画创作之

中，启迪观看者的阶级观念与集体主义精神，使广大民众从 “道德化的个体”转化为 “意识形态化

的阶级成员”，进而建构主流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

首先，新年画创作者将新年画中表现不同阶级的话语转化为容易为群众理解和接受的具象化、类

型化形象符号。建国初期，党和新政权树立主流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的关键在于将阶级意识嵌入群众

日常生活。其中，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将抽象的 “工农兵”符号具象化、模式化、典型化。在新年画

创作过程中，创作者 “以手持锄头、镰刀或其它农具代表 ‘农民’身份与形象，以 ‘裹头巾’、手持

‘旱烟袋’凸显 ‘老贫农’身份，以 ‘红缨枪’、‘绿军裤’、‘军帽’、‘胶皮鞋’等代表 ‘民兵’或

‘复员军人’身份，以 ‘工装裤’、‘带沿软帽’来表现 ‘无产阶级’身份，而 ‘眼镜’、‘鸭舌帽’

等则是 ‘知识分子’的典型符号”③。通过典型化、类型化图像符号，使 “阶级”意识的表达与群众

内在的认知逻辑相契合。如 《保卫和平》通过典型化、具象化的人物形象，如 “怀抱婴儿的母亲”、

“手持拐杖的荣誉军人”、“满怀愤恨的老大娘”、“紧握拳头的村干部动”等具有辩证力量的无声语

言，向群众宣传为和平理想作斗争的决心，“发挥了感染人和说服人的作用，使观众第一眼就强烈地

感受到和平的可爱”④。

其次，新年画创作者将表现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与斗争的话语采用儿童喜剧、漫画式叙事方式，激

发欣赏者的阶级情感。年画主要是在庆祝新年时张贴，烘托喜庆的节日气氛。“吉利”、“俊俏”、“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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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丁：《〈参观拖拉机〉和 〈保卫和平〉》，《美术》１９５９年第１０期。
白英：《问题首先在于对生活的理解》，《美术》１９５６年第６期。
杨冬：《新中国年画浓墨重彩６０年》，《美术》２００９年第８期。
鲁丁：《〈参观拖拉机〉和 〈保卫和平〉》，《美术》１９５９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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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是广大民众对新年画的要求，因此新年画中正面表现阶级斗争 （如 《血衣》《收租院》《逃亡地

主又归来》《减租说理》《减租会》《清算图》等）的作品并不占多数。创作者更多巧妙地运用儿童

喜剧、漫画式的处理手法，将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的主题嵌入新年画创作中，创作出许多代表性作

品，如 《新中国的儿童》《保卫和平》《儿童劳军》《我们热爱和平》《养小鸡捐飞机》《和平代表，

欢迎你！》等。这些作品都借助喜剧、漫画中儿童活泼可爱的形象来表现严酷的现实斗争，儿童娇嫩

的面部表情与喜庆的年节文化相照应，并运用一些新的 “表意”道具来表明阶级立场。“利用了旧年

画中娃娃画的形式表现了新中国儿童的爱憎，也结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使作品具有生动的教育意

义。”① 比如 《新中国的儿童》借用漫画中 “头大身子小”的儿童造型模式，用成人化、典型化服装

替换传统肚兜式样的儿童着装，将五个小孩分别刻画成工人农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战士的

代表，他们目光坚毅、动作刚劲、善恶对比分明，一副痛击以美国为首的 “帝国主义落水狗”的生

动画面展现在观众面前，使欣赏者的阶级意识与情感被自然而然地调动起来。

再次，新年画创作者通过对生产过程与场面的描述，表现群众的集体主义劳动精神与共产主义理

想境界。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中，私有制是人类社会一切苦难的根源，消灭私有制、代之以

公有制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核心要义。建国初期，随着政治形势的逐步发展，党和新政权通过三

大改造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全体社会成员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并倡导民众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要求

民众摈弃传统的自私观念，树立集体主义的劳动精神和情怀。新年画创作者积极响应党和新政权的号

召，创作出表现集体主义劳动的作品，代表性作品有 《纺织互助》 《合作生产收成好》 《互助抢种》

《社里的菜多大呀》《发展副业冬季伐木》《拔萝卜》《妇女互助小组》《变工互助生产发家》等。这

些作品一方面深刻描绘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农业生产与农村劳动互助的场景，另一方面表现了在伟大

社会主义目标指引下人们对于集体的归属感。比如，《拔萝卜》取材于人们熟悉的成语故事，以三段

画形式描绘了儿童发挥团结的力量将萝卜拔出来的情景，表现了互助合作和劳动丰收的主题。作者恰

当运用了夸张手法，将 “萝卜”夸大，强调儿童拔萝卜面临的困难，最终孩子们通过团结合作将萝

卜拔出，每个孩子的脸上都洋溢着成功的喜悦。这幅年画在幼儿园和托儿所都挂着，孩子们都很喜

欢。保育员认为这幅年画 “内容好，能培养儿童热爱劳动和互助友爱的集体观念”②。青年人看了这

幅画后会发出 “人多力量大，大人孩子一个样，合作就是比单干强”③ 的感慨。

（三）新年画图像符号叙事与领袖、社会主义合法性认同的形成

建国初期新年画所涉及的主题不仅包括对工农兵的群体塑造，还包括国家领袖，特别是以表现伟

大领袖毛泽东为主题的新年画较多，很受群众欢迎。“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操作性的价值输送系统，

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塑造和改变民众的思维方式，以获得他们对输送者合法性的自愿认同。”④ 对执

政党而言，对其领袖魅力的宣传程度，是其执政能否赢得民众认同的重要环节。“自遵义会议确立了

毛泽东在中共的历史地位以后，毛泽东的领袖形象已经不断地出现在一些公众的场合之中，而表现领

袖与历史、领袖与人们的作品就成了革命美术一个基本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题材。”⑤ 领袖不仅是党

和新政权凝聚力的来源，也是社会主义合法性认同的重要资源，因而建国初期新年画对领袖的图像符号叙

事具有重要作用。

一方面，新年画创作以人民领袖为直接表现主题，将领袖提升为国家政权符号。作为连接社会精

英与底层民众思想的领袖年画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是将党和新政权愿景抵达人的灵魂深处的有效传

播渠道。在新年画创作中以人民领袖，特别是以毛泽东为创作主题的作品十分常见，如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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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松年、王树村：《十年来我国新年画的发展和成就》，《美术》１９５９年第２期。
金克浚：《〈拔罗卜〉和 〈种瓜得瓜〉》，《美术》１９６０年第２期。
金克浚：《〈拔罗卜〉和 〈种瓜得瓜〉》，《美术》１９６０年第２期。
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９１页。
陈履生：《新中国美术图史 （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前揭书，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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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全国新年画创作评奖活动中，描绘人民领袖有关的５幅作品分别获得前三等次的奖励。而且，从
年画销售情况和群众的赏析喜好看，以伟大领袖为创作主题的年画很受群众欢迎。在新年画创作中直

接表现领袖为主题的代表性作品有 《毛主席大阅兵》《毛主席和农民谈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３０
周年》《劳模会见毛主席》《人人敬爱毛主席》《毛主席和农民版画家》《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全国

各族人民大团结》《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毛主席拜年》《开国大典》、《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等。这些以领袖为题材的美术作品的主题是歌颂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现人民与领袖的关系，展现

领袖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与道德风尚，创作意图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了观众。这些年画在民众对领袖

及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认同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 《毛主席和农民谈话》描写了在陕北农民与

伟大领袖会见的 “最幸福时刻”：“在冬日的农家院子里，一群农民亲热地围着毛主席，专注地倾听

他的谈话，主席与人民平起平坐，革命领袖不同凡响的外貌特征集威严、和蔼于一身，围绕在毛主席

身边的农民的精神情绪完全沉浸在对领袖的无限敬爱之中，描写出了陕北解放区的老百姓在党的多年

教育下所培养出来的那种无限信任党、坚决跟着党走的新的精神面貌。”① 又如 《群英会上的赵桂

兰》，“画面上具体表现的是毛主席对赵桂兰这一具体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关怀，也正是通过会见情节

的具体刻划，表现了人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对群众热爱和关怀的伟大主题”②，在充分展现领袖庄严、

崇高形象的同时也展现了群众所热情期望中的领袖形象。再如在 《毛主席大阅兵》《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３０周年》《开国大典》等作品中，创作者采用全景式构图，对这些具有仪式意义的历史事件进
行描绘，通过画面的形象语言表现领袖的智慧、伟岸与威严，用艺术的方式将领袖塑造成为党与国家

的精神象征符号，表现了民众对党和新政权的拥护，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合法性认同以及对共产主义理

想的追求。

另一方面，新年画创作中将领袖画像置于某一特定场景之中，表现领袖的威严以及民众对党和新

政权合法性认同。领袖画像是新年画表现主题的一种间接形式，一些作品并没有将领袖本人置于画面

中，而是经常将领袖画像置于某一特定场景中，如政治会议、会见人民代表、群众集会等，这些场景

具有不同政治象征意义。在这些年画作品中，领袖画像已不再代表个体，而是代表着政治权威、民主

政治以及新中国政权，成为与国旗、国徽意义类似的政治图像符号，使民众对领袖人物产生强烈的敬

仰之情，增进民众对伟大领袖及其领导下的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认同。这样的作品比较普遍与常见，如

《人人敬爱毛主席》《赶集回来》《结婚登记》《把我们的生产情况告诉毛主席》《新中国的女司机》

《工农模范北海游园大会》《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等。在这些作品中，领袖画像蕴涵着一种教人敬畏、

感恩、为忠、为善的政治意蕴。如在 《毛主席的代表访问太行山老根据地》中，领袖的画像仅仅在

画面场景的一角出现，与画面上的五星红旗及政治会见并置，太行老根据地群众吹着喇叭、拍手叫

好，并举起 “敬爱的毛主席：你是人民的大救星”、 “伟大的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走”的锦旗，

画面中每个人的神情都蕴含了领袖给予了群众无限的鼓舞与力量，表达了群众对领袖及其合法性认

同。又如，《赶集回来》主要描绘了男女老少看到赶集买回的毛主席画像后的喜悦心情，《人人敬爱

毛主席》主要描绘了蒙古族人民兴高采烈欣赏主席画像的场景，两者都深刻表达了民众热爱祖国、

热爱毛主席、热爱新中国的政治主题。通过领袖图像符号，党和新政权将主流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传

递给观众。

三、新年画运动过程中政治规训与群众需求的时代症候

图像符号作为意识形态的隐形机器，在塑造主体方面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在党和新政权的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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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父：《毛主席和农民谈话》，《美术》１９６０年第２期。
何溶：《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美术》１９６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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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旧年画图像符号被改造成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新年画。检索和探求新年画运动的推进过程，

既要尊重特定时代政治需要的历史国情，也无法忽视图像符号背后所彰显出来的政治规训与群众需求

的时代症候。

首先，传统的审美情趣对新年画意识形态化内容的消极抵制。新年画是民间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产

物，建国初期新年画运动的推行受到政治权力的极大干预，突破了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实践证明，

民众的审美情趣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和地域性，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 “惯习”成为部分新年画遭

受民众消极抵制的障碍，使得党和新政权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无法有效传播。为了适合新形势的要

求，新年画从形式到内容对传统年画作了较大调整，但未能与农民的审美习惯及情趣完全相适应。在

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年画是与过年联系在一起的，必然带有一种喜气洋洋的面貌，需要一定程度上契

合群众迎春纳福、除旧更新的欢乐心情。比如，“灶神是腊月廿三日送灶王爷上天，到春节再迎接回

来，可是新年画的内容跟这些民俗活动基本上没有关系，这就严重地破坏了原来的语境和 ‘象征系

统’”①。因此，缺乏旧传统社会文化记忆的新年画很难激起心理共鸣，与此相对应的是民众对新年画

图像心理认同的降低。有观众指出 《中苏友好》中 “用火把象征光明，用鸽子象征和平，不太切合

中国的习俗；一般老百姓不容易看懂”②。针对新年画创作中的问题，蔡若虹总结出农民群众对新年

画有 “三不要”（不吉利、看不懂、色彩不鲜明）和 “五爱”（最喜爱人民英雄和英雄模范的故事、

祖国壮丽山河和国家建设的风景、胖娃娃、美人和有关爱情的故事）的要求。因此，新年画创作如

何解决向民族传统年画学习的问题，提高年画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满足群众的要求，是新年画创

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新年画运动的政策制定者、创作者及接受者在思想对接上的偏差。新年画运动伊始，就受

到政府文化部门的领导与层层组织，创作者的创作风格、方向、范围受政治 “规训”。然而，年画作

为在基层群众中广为流传的艺术形式，其欣赏者和购买者主要是处在生活底层的农民。毛泽东在

１９４２年就指出：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了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
题。”③ 在新年画运动的推行过程中，新年画政策制定者或运动的组织者，“一方面属于精英阶层，跟

创作者具有大致相同的品味；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新年画的发行和宣传效果，因而要求创作者有条件地

符合农民的审美习惯，在这一点上他们跟农民的要求又比较接近”④。因此，创作者一方面要贯彻执

行官方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要迎合农民的审美趣味与心理诉求。然而，部分新年画创作者未能深刻

领会党和新政权的各种政策的精神实质，以至年画主题停止在肤浅的表面现象，给群众造成内容一般

化甚至千篇一律之感。比如，１９５０年 “在北京举行的新年画展览会上，一个戴毡帽壳的农民和他的

同伴在嘀咕。他的面前是一副 《发展副业生产》的图画，画面上有猪有鸡。会场里有好几幅关于副

业生产的年画，画面上也是有猪有鸡。为什么老是这几件事情？”⑤ 群众出现对新年画缺点的抱怨反

应了创作者没有从多样性的现实出发表现主题的缺点。也有人批评 《合作社养鸡场》画的 “一切都

像 ‘天堂’那样洁净，所有的东西都闪耀着一种 ‘从陆上到海上到处都没有见过的光彩’。这个养鸡

场和现实距离的如此遥远，所以他再也不能对农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直接影响”⑥。尤其是 “多数

月份牌画作者的作品，显得光洁有余而厚实不足的气氛，他们对于人物形象的处理，常常把一些扭妮

作态的都市摩登姑娘搬到劳动农民的家庭中来；显得不相称不真实。这能说作者们的创作不认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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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城：《新年画的民间审美趣味》，《外语艺术教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陈泊萍：《记首都全国年画展览会的群众意见》，《美术》１９５０年第２期。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５０页。
丰城：《新年画的民间审美趣味》，《外语艺术教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蔡若虹：《关于新年画的创作内容》，《美术》１９５０年第２期。
陈伊范：《看新旧年画———一个敲起了警钟的展览会》，《美术》１９５６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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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能说作者们的技术修养不到家吗？都不能的，这只能说主要是作者们对于大众的真实生活体验缺

乏。”①

新年画 “在内容上应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性质，在创作方法上应该是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的创作方法，在形式和风格上应该是为群众喜乐见闻的”②。其实，任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

开社会生活中人不断产生与发展的需要，正如月份牌画家章育青的感悟：“要体会工农的感情，更要

了解他们的喜爱。譬如我们画农民，老是扛了锄头去下地，事实上，农民天天在劳动，天天在看锄

头，已经看厌了，还要看锄头，当然他不喜欢看，所以要画新鲜的东西。”③ 为了纠正政策制定者、

创作者及接受者在思想对接上的偏差，更好地发挥新年画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

号召创作者一方面要深入理解党和新政权的政策精神，另一方面要积极深入到农村和工厂中去体味劳

动人民生活，对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进行细致分析与提炼，并结合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创作

生动形象的作品。

四、总　　结

新年画是新中国美术史上一个特殊的品种，民众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和传播媒介不发达，使得新

年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大众美术的典型代表。作为建国初期的一种文化与意识形态载体，新年画

以 “运动”的形式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建国初期党和新政权围绕主流形态建设工作，通过推行

新年画运动对传统年画图像符号进行重构，进而在日常生活场域中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话语权，

担当了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历史使命。它以 “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基本遵

循，唤起广大年画工作者创作的激情；以党和新政权的政治主导与介入为特征，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

色彩；以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场域中的优势话语权为旨趣，使传统旧年画中的 “封建迷信”

逐渐被抗美援朝、生产建设、人民公社化等时代题材所替换。“新年画运动完全可以作为共产党文艺

思想对以往美术改造的成就标志而载入史册。”“这一运动对共产党文艺思想在新社会体制中的确立，

所起到的作用更是无法估量的。”④ 中国年画与劳动人民的精神生活世界紧密联系，蕴藏着丰富的意

识形态资源。在新时代，承续传统文化资源的影响力，对年画的意识形态功能加以梳理和整合，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对当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开拓文化路径具有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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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亮：《上海新年画运动记》，《人民美术》１９５０年第２期。
赵坚：《我对年画问题的体会》，《美术》１９５８年第４期。
《月份牌年画作者的话》，《美术》１９５８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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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改革探索及其价值审视

韩　奇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国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建立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

制。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在推动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的弊端。一五计划之后，针对计

划经济体制所存在的弊端，毛泽东进行了持续而多方面的改革。毛泽东的改革探索既包括对计划经济体制

自身的改革，也包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政治与社会后果的改革。相比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毛泽东的改革

探索使得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具有了自身的特点。从历史延续性来看，毛泽东的改革探索塑造了改革开放独

特的初始条件。只有深入中国革命的历史传统，才能够准确理解毛泽东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源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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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关系，是理解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关键性问题。从经济发

展历程看，建国后的发展之路是不断突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并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市场经

济的过程。“时下人们几乎有一个共识，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成功，

关键性的环节在于有效的突破苏联经济体制模式的束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

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在中国的政治领袖群体中率先发起对苏联经济体系模式的反思与冲击的就是毛

泽东，率先提出为中国创造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线的也是毛泽东。”① 在确立计划经济体制后，毛泽东

就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而对其进行持续的改革。毛泽东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具有

多重维度，只有深入到历史语境和发展脉络中，才能准确理解其改革探索的艰辛历程及其宝贵价值。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基于理论的分析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在经典作家著述中，他们基

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批判，提出了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计划管理的

主张。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矛盾：“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

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

残余地位，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不相容，也必然愈加鲜明的表现出来。”② 关于这种矛盾，恩格

斯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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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忠：《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几个问题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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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① 在经典作家看来，废除资本主义社

会的私有制，建立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计划管理，将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经

济危机。经典作家对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批判性论述，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础，建立计

划经济体制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目标。

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政之初，面对军事
共产主义政策陷入困境的情况，列宁采取新经济政策并收到良好成效。列宁去世后，随着斯大林领导

地位的确立，列宁晚年所确立的新经济政策被以依靠国家指令性计划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新模式所

取代。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是斯大林所确立的新发展模式的核心特征。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

的形成，计划经济体制被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采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典范。

从比较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斯大林所开创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是后发展国家在较短时间内通过集

权的国家体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模式，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集权国家体制是其典型

特征。② 在苏联模式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离不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二者是相互依存关系。

“因为计划经济的实质是国家必须能够直接控制企业和个人的经营活动。这就要求生产资料实行国有

或国家能够控制的集体所有制。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基本上排斥市场机制，建立起自上而下

的、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③ 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经济体制是苏联模式的核心特征。

在社会协调的意义上，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都是实现社会协调的方式。市场体制是凭借

交易方式中的相互作用，以对人的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协调的一种制度。④ 市场体制以价格这个

无形之手进行 “没有协调者的协调”⑤ 的协调。与依靠市场体制来调节社会经济活动不同，计划经济

体制取消了市场自发协调的功能，依靠一套复杂的国家科层体制来协调社会经济活动⑥，其突出特点

是管理的集中化。这种集中管理体现在经济活动的诸多方面：第一，产量在消费和资本形成之间的分

配由中央决定；第二，资本在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的分配主要由中央主管当局决定；第三，国家为一

系列主要商品规定生产指标；第四，每个生产性企业的投入和产出是被规定的；第五，原料、中间商

品和资本根据行政命令而在使用部门之间定量供应。⑦ 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范围和程度看，国家

将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完全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之下，经济的运转完全依赖于国家科层体系的协调。

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需要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科层体制以承担起上述复杂的经济管理活动。这种

体制具有如下特点：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管理方法的高度行政化。前者指的是在中央、地方和企

业经济管理权限方面，管理经济的权力高度集中在按照专业划分的中央经济管理部门。后者指的是中

央制定十分详尽的计划，通过指令性指标的形式逐级下达，下级机关和企业必须执行。其中，决策权

集中在中央，经济运转主要靠行政命令和指示完成。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建立庞大的计划管理机构

体系，以及设计复杂的经济指标体系。⑧ 从这个意义上讲，复杂而且权力集中的科层体系是承担起计

划经济运行的制度性条件。

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具有权力高度集中的特征，与其本质上依靠科层体制实现经济活动的协调密

切相关。科尔奈指出，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包括：科层协调、市场协调、自律协调、道德协调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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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前揭书，第６３３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５４—１５６页。
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美］林德布鲁姆：《市场体制的秘密》，耿修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页。
同上，第２０—２４页。
［美］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 －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４４１—４４２页。
［美］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７２—７３页。
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 （从列宁到普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８０—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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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层协调是运用最广泛、发挥作用最大的协调机制。虽然其他四种类型的

协调机制没有完全消失，但都受到极大压制甚至不断萎缩，科层协调却在不断进行自我复制。尽管在

人类历史上科层协调机制在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前就已经存在，比如国家行政部门、军队和大公司之

中，但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将上述官僚机构合并为一个单一结构并将全部社会生活纳入其中。① 更重

要的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巩固和经济规模的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层组织出现膨胀和扩张

的趋势。为了协调和管理这些不同的科层组织，国家通常会设立权力愈发集中和广泛的更高一级科层

管理机构。这种现象产生的重要体制根源是经济规模的扩张与计划体制运转所需要的日趋复杂和庞大

的科层组织扩张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中，科层机构的扩张和权力日益集中

化趋势，是依靠科层协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

计划经济体制自身所要求的自上而下的命令与服从管理模式，事实上强化着科层体制的集中化特

征。这一特点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过程可以得到理解。这个运转包括三个步骤：１．自上而下的布
置编制计划、任务和控制指标；２．自下而上的将编制计划草案逐级上报；３．自上而下的批准和实施
编制计划。在经济计划编制和实施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大量的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协调统一问题。而部

门之间存在着的大量讨价还价，需要更高一级的机构协调才能够实现。②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不断发

展以及经济活动的日趋复杂化，大量科层协调活动不得不依靠更加集权和更高权威的组织机构来解

决。因此，作为一种依靠科层协调得以运转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过程同样具有权力高度

集中的典型特征。

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国情不同，但是在发展实践中或多或少具有中央集权的特点。科尔奈观察到，

集权统治的权力结构、社会生产的国家所有制、官僚协调，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③ 换言之，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全面统制，导致庞大而复杂科层体制的出现；而国家力

图模拟出市场经济运转的效果则需要高层次的科层协调。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由此产生相互强化的机

制。针对中国的情况，薛暮桥剖析到：“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学习苏联在斯大林时期

采取的办法。它的特点是片面集中统一，主要用行政办法进行管理。” “所谓中央集中统一，实际上

是由中央各经济部门分口管理。中央经济领导机关 （国家计委、经委等）不可能把各行各业的经济

活动都抓起来，具体工作还得交给各业务部门去管。过去中央有几十个主管生产的经济部门，还是管

不完全，每个部又分设几个局，分口管理，此外还有财政部门、物资部门、劳动部门等等，分别管理

全国的财力、物力、人力。几十只手向下插，使地方无法进行地区范围内的综合平衡。各部、局在分

配建设项目的时候，往往容易考虑自己的方便，而不充分利用地方已有的力量，也不充分利用其他

部、局的力量。这样把各行各业的经济联系割裂开来，违反现代化大工业所必须遵循的专业化协作原

则。”④ 可见，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需要复杂的科层体制作为基础，同时其体制运行的逻辑

也推动着科层体制的扩张。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与政治权力集中之间存在着内在一致性，使得二者相

互强化。

苏联计划经济的体制性特征可以从计划经济所承担的工业化任务来理解。苏联建立计划经济体制

的目标是快速实现国家的重工业化，这就要求国家的核心任务围绕着重工业的建设展开。格申克龙发

现，各国工业化的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差异，一国的工业化启动越晚，在业已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

中，越面临着早发工业国家的巨大压力，因而需要采取超常规手段去推动工业化。在他看来，英国的

工业化依靠产业自身的积累渐进向前；之后的德国工业化，银行部门发挥着决定性的推动力，金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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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９１—９２页。
同上，第１０４—１１０页。
同上，第９１—９２页。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６３—１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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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与工业部门形成密切联系；到了俄国工业化，则是国家直接承担了工业化面临的资金和技术问题，

具有国家干预的典型特征。①

工业化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尤其是在后发展国家，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将会难以满足工业化

所需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条件，而且早发工业国所形成的竞争压力，使得后发国家工业化阻力重

重。国家的干预是后发工业国克服这些困难的出路。苏联启动工业化进程的时间较晚，同时面临着来

自英德等国的巨大竞争压力，因而苏联的工业化可谓是国家干预的极端体现：为了积累工业发展的资

金，苏联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运用国家权力直接服务重工业的发展。② 因此，计划经济

体制可谓是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一种极端化模式，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塑造的强大国家权威，和摆脱

对外依附、实现国家工业化任务二者结合的产物。③ 苏联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与其采纳计划经济

体制具有直接关系。通过对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施加国家严密的计划控制，国家能够汲取工业化发展

所需要的资金，这解决了后发展国家推动工业化的核心难题。作为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果，国家权

力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科层体制对经济社会的控制体系得到确立。

基于对计划经济体制自身的运转逻辑和国家以计划经济推动工业化发展的简要分析，可知计划经

济体制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在发展目标上，计划经济以迅速实现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为中心任

务。为此，通过国家权力将资源从农业剩余中汲取出来并配置到城市工业部门，所以计划经济体制下

的城市与农村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存在严格分工，国家在政策上明显偏向城市。其次，计划经济废

除了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作用，转而依靠国家的科层体制来协调所有的经济活动。因此，计划经

济体制需要高度集权国家科层体制作为保障，形成国家科层体制权力高度集中的特点。最后，随着经

济活动的复杂化，科层体制随之不断扩张，将引发计划经济体制自我强化的过程。体制的自我强化会

形成制度主义意义上的路径依赖，其结果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困难。

从上述分析可知，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自身的运转逻辑，还是计划经济体制所承担的工业化目

标，采用这一经济体制都会导致一系列特定的制度性结果。考虑到计划经济体制在相当长时期内被视

为社会主义的正统经济体制，如何改革这种具有特定目标和运转逻辑的体制，是我们理解毛泽东改革

探索之路的重要维度。

二、毛泽东对于计划经济的改革探索

考虑到苏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苏联所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而言，无疑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新中国建立后，新民主主义起初被作为国家的发展方略。然而，推

动工业化建设的紧迫需求、苏联模式的强大示范作用，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 “一五计划”的

顺利实施，促使了新民主主义发展方略的结束，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新的发展战略的建立。④ 鉴于

建国初期中国工业化建设经验的匮乏和与苏联结盟的外部环境，学习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是当

时历史境遇下的最佳选择。⑤ ５０年代中期，伴随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后各种问题的显现，和苏共二
十大苏联新领导人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批评和改革，毛泽东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及其体制弊端有了更加

明确的认识，开启了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和改革历程。

就外部因素而言，５０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浪潮为毛泽东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弊
端提供了外部动力和氛围。苏共二十大事实上开启了战后改革苏联模式的先河，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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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具有积极的作用。① 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

赫鲁晓夫就斯大林时期苏联在经济发展和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改革意见。② 从具体

内容看，改革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对毛泽东产生了明显的启发作用，将

《论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的报告加以对比，不难看出毛泽东借鉴吸收了赫鲁晓夫对计划经济体制

的相关改革举措。③

就内部因素而言，毛泽东对经济建设进行的调研让他直接感受到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２１日到１９５６年１月２日，毛泽东南下调研，沿途地方干部纷纷向他反映中央对经济统
得过死，严重束缚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要求中央下放权力。④ 在１月份回到北京后，毛泽东连续听
取３４个部门的工作汇报。⑤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负责组织各部门向毛泽东的汇报工作。据他
回忆，毛泽东在听汇报时讲到：“我去年出去了几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

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

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你们条

条住在各地的机构，有没有不接受他们监督的地方？”⑥ 通过与具体部门负责人的接触，毛泽东对计

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了更为直接的体会。

苏共二十大开启的改革氛围和大量调查研究后的反思，促使毛泽东力图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进

行纠正。１９５６年春，毛泽东发表了 《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

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⑦ 从讲话的内

容看，毛泽东已经涉及到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弊端，并针对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积累与消费、中

央与地方关系、地区差异等问题阐述了改革主张。⑧

从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到大跃进运动这个阶段，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毛泽东推动了如下富有

价值的改革探索。

第一，改革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地方分权的改革。针对当时经济建设所存在的权力过

度集中的弊端，毛泽东将地方分权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在 《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

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

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的死死的，一点机动权都没有。”⑨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陈云等

领导人着手落实改革的举措，拟定了具体的改革方案。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三个贯彻地
方分权改革精神的文件，即 《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

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瑏瑠 根据新的改革精神，以地方分权为导向的改革在

１９５８年得到全面推动，包括经济计划、企业管理、物资分配等权力被大范围向地方下放。瑏瑡 随着经济
权力的大规模下放，中央提出推动经济协作区的发展方向。１９５８年６月１日，中央发布 《关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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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七个协作区，要求

各协作区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企业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① 不

难看出，为了改变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弊端，地方分权经历了从管理权力的下放向建设协作区更

高阶段的转型过程。

第二，针对计划经济体制过度重视重工业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工业与农业的二元隔离，毛泽东力

图突破城乡在工农业方面僵化的分割，推动农村工业的发展。１９５６年４月在 《论十大关系》讲话中，

毛泽东就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

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 “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

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重视的。” “我们现

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② 从毛

泽东的讲话不难看出，他对于苏联东欧过度注重重工业的弊端有着清晰的认识。

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与农村之间严格工农分工所造成的隔离，毛泽东主张给予农村发展轻工

业和小型重工业以更大的空间。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就提到农村公社发展工业
的问题。③ 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农村

发展工业的思路。④ 同年１１月，毛泽东对 《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进行修改时指出：

“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

业化，公社工业化，农村工厂化。”⑤ 此后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就明确要求人民公社要办工业，并且将其作为实现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之路。⑥ 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

推动之下，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各地人民公社除进行农业生产，也积极探索小型工业的发展。这些农
村小型企业的发展改变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严苛的城乡之间的工农业分工局面，为农村发展工业开

拓了体制性的空间。潘维教授认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公社企业的兴起是中国 ‘农村工业’诞生

的标志。”⑦ 尽管此后国家对这些企业的政策多有调整，但是它们不断成长壮大，成为之后中国经济

领域中的重要力量。通过对这些企业在历史变迁中角色转变的详细考察可知，这些企业在当代中国市

场化转型中依旧发挥着独特作用：“从公社企业到社队企业，再到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始终带有社会

主义的一些根本特征。农村工业的发展历程还表明，先前建立的社会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传统，为中

国农村顺利实现市场化搭建了一座漂亮的大桥。”⑧ 概言之，毛泽东对农村工业化的推动不仅改变了

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对于工业的垄断，推动了农村工业化进程，而且毛泽东的改革遗产在推动中

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

第三，对计划体制下工业管理的一长制和过度依靠技术专家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经济管理中

引入群众参与，尝试推动经济民主的发展。俄国革命胜利后，为了克服经济建设所遭遇的混乱乃至无

政府状态，列宁提出在工业管理方面应由集体管理向一长制转变。⑨ 列宁的主张遭到多方面的批评和

反对，在党内也引起激烈争论。直至俄共九大，列宁的提议才被确定。九大的决议 《关于经济建设

的当前任务》指出：“必须在工业管理方面逐渐采用一长制，即在各工厂和车间建立完整的、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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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制，在各工厂管理处推行一长制，在生产行政机构的中上层环节建立简化的集体领导体制。”①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全面学习苏联的结果，一长制的管理体制在中国各级企业建立起来。② 对于计划

经济体制下的一长制管理体制，毛泽东并不满意：“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

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③ 在毛泽东看来，生产建设不仅需要专

家和规章制度，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当时在一些企业中所实施的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引起毛

泽东的浓厚兴趣，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为 “两参一改三结合”：“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

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

理的规章制度。”④可见，毛泽东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力图在理念

和体制层面做出调整。陈云曾说：“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方法，我们应当既有吸取，也有扬弃。五个并

举和群众路线就是针对苏联的一长制和忽视农业等缺点提出来的。”⑤ 由于５０年代后期大跃进运动的
影响，上述宝贵的改革探索成效受到相当影响，但是毛泽东突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模式弊端的探

索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大跃进运动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经济建设运动，试图发扬中国革命传统的独特价值⑥，它

既是毛泽东突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尝试，同时也导致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产生更加复杂的判

断。其结果是经济的恢复不得不重新依靠计划经济体制自身的逻辑来实现。面对大跃进导致的经济混

乱，加强中央对于经济活动的集中控制成为克服困境的出路，经济又重回高度集权的状态。大跃进之

后的经济恢复阶段，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重现引发毛泽东更深刻的忧虑。

从５０年代末开始，随着中苏分裂，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改革形成新判断，对苏联计划经
济体制的基本认知日趋固化。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领导人对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多方面改

革，比如引入物质刺激、调整经济核算指标、给予企业以自主权等。⑦ 这些改革多少突破了原有体制

的弊端，应该承认其价值。随着中苏论战的深入，毛泽东认为苏共领导人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方

向，走上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苏共已经异化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新特权阶层，苏联正沿着修正主义

的道路成为新的帝国主义国家。⑧ 毛泽东对于苏联改革的判断不仅影响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发展，

而且强化了他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守倾向。郑谦指出：“１９５７年以后，我们虽然不满意苏联传统模式
的弊病，但也没有走上历史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改革之路，反而在一些方面进一步发展了传统模式的

弊端。”“调整时期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虽然已经包含了一些改革因素，但是由于

缺乏理论方面的充分准备，特别是缺乏政治民主等方面的相应条件，而未能进一步发展，以致相继被

当做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加以讨伐。”⑨ ６０年代后，随着中苏论战的展开和大跃进后经济调整时期特
定政策的影响，毛泽东一方面更加坚持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特点，另一方面在新的背景下发起对

计划经济体制更加剧烈的改革。

基于苏联的改革已经蜕变为修正主义的特定判断，毛泽东力图通过捍卫苏联模式的某些特点来彰

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他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维护就是典型体现。在６０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
期，为更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中央一线领导人和部分地方干部尝试改革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引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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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到户体制。考虑到市场具有调节资源的功能，在农村适当引入市场也被提上改革议程。在企业改革

中，赋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通过奖金制度激励工人积极性的相关举措被采纳。这些改革举措对于克

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些改革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因而对其进行

严厉批评。

毛泽东对于计划经济有着复杂而且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不满足于计划经济带来的诸多弊端，

努力对其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他对基层实施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又深怀忧虑，担心改革滑向

资本主义方向。这种矛盾的态度导致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局限在改变经济体制运行过

程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负面效果上。

第一，计划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科层体制扩张让毛泽东忧虑不已，通过对官僚主义进行严厉批判，

毛泽东努力抵御科层体制的膨胀和干部的特权化。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严厉批判，与他所认知的苏联

修正主义和建国后党政的官僚化趋势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在计划经济体制成为社会配置资源的唯一

方式后，所引发的科层体制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建国后干部数量的增加，机构的膨胀及其所衍生

出的官僚主义和官员特权，使得毛泽东非常警惕。① ６０年代后，毛泽东力图通过持续的政治运动、思
想学习、劳动改造等方式来遏制上述趋势。② 同时，毛泽东针对科层体制扩张带来的干部阶层的等级

制特征，通过工资制度、军衔制度、干部福利等方面的改革，抑制国家科层体制的扩张的负面结果。

第二，由于外部安全形势的压力和对中央集权的厌恶，毛泽东更加倡导分权化，以地方为导向的

发展理念。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具有的浓厚中央集权特征，在６０年代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反感。１９６６年
３月，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问题回复刘少奇的信中指出：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
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③ ３月２０日在杭州
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 “上面管的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

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这些也先由地方鸣放出来，然后中央开个

制造计划方针的会。中央叫计划制造工厂。中央直管虚，不管实。也管点实，少管一点实。中央收厂

收多了。”“我们的国家，秦以来统一了，秦始皇中央集权，停滞了，长期不发展。我们也许走了错

误道路，统一，也有好处，发展了，但要长期下去，也不能发展。” “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

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计划也不要统死。总而言之，不能太死，要卡，不能卡死。不论

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都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能竭泽而渔。”④

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分权化改造既根源于当时军事备战的需要，同时更有其特定的思想基

础，二者的相互作用使得计划经济的中央集权特征得到明显扭转。就前者而言，进入６０年代，由于
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的外部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积极备战、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主导着国家经济建

设工作。在备战的引导下，国家计划经济的集权管理模式被分权导向的战备管理模式取代，构建各自

为战、自成体系的经济协作区成为现实发展的需要。⑤ 就后者而言，分权化改革与毛泽东独特的思想

倾向密切相关。与苏联中央集权的模式相比，毛泽东更愿意用 “虚君共和”来描绘他理想的治理方

式。在上述理念作用下，毛泽东不断强化地方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作用。通过不断深化分权导向

的改革，毛泽东推动计划经济体制中以 “条条”为特征的运作方式转变为以 “块块”为主导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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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使得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呈现地方分权的特征。① １９６９年２月召开全国计划座谈会，学习了毛
泽东关于经济建设的若干指示精神，其中强调处理条块关系要以 “块块”为主。会议下发财政、企

业和物资管理体制三个文件，向地方下放权力。② 此后全国计划工作提出，“四五计划”要继续狠抓

战备，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

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③ 至此，我国计划经济已经走上地方分权为

主导的轨道，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形成鲜明反差。对此，经济学家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界定为 Ｕ型
层级结构，而中国呈现出Ｍ型层级结构。④ 在毛泽东晚年思想中，重视基层、重视地方、通过发动地
方积极性来实现建设目标是其思想的明显特征。

第三，在城市和农村关系方面，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所表现出的城市偏好，毛泽东努力进行纠正，

给予农村以政策和资源方面的更多支持，缓解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日趋明显的城乡差距。在计划经

济中，基于工业建设的需要，城市无论在国家政策倾向还是资源分配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而农业作

为工业化的资金来源，服从于国家的计划安排。“城乡分治的基本目的，即是采用国家计划控制的方

式，保障农业 （限定在乡村）服务于工业 （限定在城市）。在总体性支配下，城乡互补实际上是以农

业、农村和农民的绝对服从于工业和城市为代价的。” “这种以重工业为核心的、依靠计划体制维系

的城乡关系，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 ‘城市偏向’的各种制度、政策和机会结构，而 ‘指令’则成

为城乡互动的强制性机制。”⑤ 尽管认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目标，但是面对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偏好所

导致的城乡之间越发显著的差距时，毛泽东的不满是明显的。这种不满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迈斯纳

认为，基于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对农村与农民具有特殊的情感和认识，这种倾向成为革命胜

利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征。⑥ 从一定意义上讲，迈斯纳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这是革命遗产在毛泽东

思想的体现。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所导致的城乡分化与社会主义革命所追求的平等理念相悖，同样是

毛泽东纠正上述弊端的思想根源。在６０年代，纠正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成为毛泽东改革计划经济体制
的重要方向，尽管这方面的改革仅局限在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这种改革涉及众多方面，这里以医疗体

制改革略作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提升民众医疗卫生保障水平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

以工业建设为核心，因而在国家对医疗资源的投入方面，城市与农村还是存在明显差异。在城市，面

向公有制企业职工的劳保医疗制度和面向国家公职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为城市居民提供医疗服务。而

在农村，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完成，依托于人民公社，以互助为特点的集体医疗保障制度建立起来。尽

管国家采取一定的医疗卫生优惠政策，并针对流行病采取免费医治，对贫困户采取医疗救助，但是就

医疗服务而言，城市与农村仍旧存在巨大差异。根据１９６４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
卫生技术人员 ６９％在城市，３１％在农村，其中在县以下的仅占 １０％；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
５７％，农村占４３％，其中在县以下的仅占２７％。农村的中西医不仅按人口平均比例大大低于城市，
而且多数人的技术水平很低。在经费使用上，全面卫生事业费９．３亿余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２．８
亿余元，占３０％；用于农村２．５亿余元，占２７％，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１６％。这就是说，用于
８３０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费用，比用于５亿多农民的还多。⑦ 毛泽东对医疗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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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不均等状况是不满的。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６日，毛泽东做出严厉批评卫生部的指示：“告诉卫生部，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

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

部算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的医生，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

有五亿多农民。”① 在６０年代中期，以 “六二六”指示为标志，毛泽东对于农村医疗问题的一系列批

评，促使农村巡回医疗工作得到持续深入的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全面推行。② 在毛泽东的推动

下，医疗资源过度偏好城市的状况得到遏制，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明显发展。尽管这些改革探索

或多或少被文革的激进政治运动所遮蔽，但毛泽东纠正城乡之间不均衡的改革努力，对于克服计划经

济体制的弊端，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毛泽东改革计划经济的价值审视

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从全面接受到不断改革的过程。无论是５０年代初对苏联计划
经济体制的接受，还是在之后对它的持续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正是在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认

知评判中来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的。

５０年代初期，基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我国效仿苏联建立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
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毛泽东开启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历程。如果说 《论十大关系》时期

的改革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那么在６０年代之后，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则更全面、更为深
刻。因此，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从立与破两个方面来审视。

计划经济的任务是通过国家计划经济实现工业化。由于取消了市场的作用，国家计划成为资源配

置的唯一工具。回顾毛泽东对于计划经济的改革历程，不难看出，毛泽东始终坚持国家对经济的计划

管理这个核心特征。面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毛泽东没有将发挥市场功能作为解决问题的

选项，即使在当时已经有通过市场调节改革计划体制弊端的局部性改革实践。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

东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认同和坚持，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因为将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作为划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核心依据是那个时代的普遍认识，对此应该从历史维度进行理解。

尽管毛泽东始终坚持计划经济的地位，但对其存在的诸多弊端，同样有深切的体会和认识。毛泽

东独特的政治理念和中国革命所积累的宝贵遗产，为其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价值引导，中国特定

的国情和历史境遇则提供了改革的契机。第一，出于对计划经济导致科层体制扩张的警惕，毛泽东通

过不断发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抑制科层体制的自我膨胀及其特权化趋势；第二，基于对计划经济中央

集权弊端的反思，毛泽东大力推动地方分权的改革，赋权于地方政府，使得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

显著的地方分权特征；第三，针对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城市偏好，以及由此导致的城市乡村差距的拉

大，毛泽东不断弱化计划经济体制所蕴含的城乡不平等，例如从５０年代鼓励农村发展工业，到６０年
代以来对农村教育、医疗等福利体制的发展，为农村的发展拓展更大空间；第四，毛泽东不满计划经

济体制的严格刻板、循规蹈矩，尤其是它严重制约了民众建设的热情。他更加看重民众参与在经济建

设中的巨大功能，为此他尝试推动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让民众在经济管理中发挥更大的能动作用。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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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理论：毛泽东的 《共产党宣言》阅读史透视

罗建华

【摘要】自 “五四”期间伊始，毛泽东就开始在各类读物上接触到 《共产党宣言》的 “碎片”，直至１９２０
年在北京首次阅读了全译版，之后阅读了上百次。纵观毛泽东的 《共产党宣言》阅读史能够发现，从对这

一经典著作不同版本的精心阅读历程中，毛泽东解读和吸纳的思想理论主要包括五个维度：阶级斗争理论，

阶级分析方法，独立、个性与自由的思想，改造世界的思想以及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性。毛泽东阅读 《共

产党宣言》的历史及对其中思想理论的科学解读与积极吸收，给予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践行者的重大

启迪是：研读经典文献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重要路径，结合现实实践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本真精

神的必经通道，而超越具体论断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与内在规定性。

【关键词】毛泽东；《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阅读史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６２－０８

作者简介：罗建华，云南南华人，哲学博士，（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国外毛泽东学的历史逻辑及其当代评析”（１５ＪＪＤ７１０００４）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 《共产党宣言》不仅是最早被完整地译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之一，也是自 “五四”时期伊始的毛泽东阅读史与思想发展轨迹中最不容小觑的影响因素。从毛泽

东本人对此书的提及与评论，从其阅读的总次数与频率，以及接受此书中的科学方法论之后，从思维

方式与实践范式的格式塔转变等多个维度加以综合判断，该书对毛泽东所构成的影响并不是给他增添

几条结论和原则，而是彻底刷新了他的 “三观”，使毛泽东的知识与思想结构从 “混沌”状态逐渐在

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下变得清晰与简明，进而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关键一环。因此，严肃而深

入地考察毛泽东对 《共产党宣言》的阅读历史，剖析他从此书中所捕获的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与

科学方法论，是理解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尤其是将其放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线索中加以考察时不可或

缺的研究域。

一、回溯与考察：毛泽东阅读 《共产党宣言》背景与历程

从清末民初伊始，《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便开始在国内各类报刊上出现，但在 “五四”之前

找不到毛泽东读过这些史料的证据，而从 “五四”时期开始毛泽东从不同读物零散地读取了 《共产

党宣言》的不同内容。李大钊于１９１９年５月和１１月在他主编的 《新青年》上发表的长文 《我的马

克思主义观》中大量引用了 《共产党宣言》的论断，并做出尝试性的诠释。① 自 《新青年》创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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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家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２０１２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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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老师杨昌济的介绍与鼓励下，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成为这一刊物的热心读者，而且深受其影

响。① 据此，大致可以判断这些重要的论断便是毛泽东最早接触的 《共产党宣言》 “碎片”。而且，

自湖南一师就读期间开始，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毛泽东在上井冈山之前几乎从未间断过对各类报刊的阅

读。因此，毛泽东也很有可能阅读过在此前成舍我、张闻天、李泽彰所摘译的内容。

尽管毛泽东于１９３６年７月回忆并与埃德加·斯诺 （ＥｄｇａｒＳｎｏｗ）分享过初次阅读 《共产党宣言》

全译本的重要经历，指出在第二次去北京之时阅读了陈望道的全译本②，而且陈望道后来也曾回忆，

说自己所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于１９２０年４月在上海出版，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版本至今
未能找到。③ 众所周知，时至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１日，毛泽东便离开北京去了上海。根据现有材料推断，
可以肯定毛泽东的记忆存在些许误差，他在北京首次阅读的 《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应当是由罗章龙

等人组建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所油印的版本，而陈望道的译本很可能是后来在上海阅读的。当然，对

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而言，陈望道译本的影响作用之大是毋庸置疑的。陈望道以日译本为底本重译

的仅５６页的 《共产党宣言》，被以各种形式反复重印直至１９３８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必读的文献。④

在这一时段，由于已明确将自己界定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 《共产党宣言》的阅读不再是

一种尝试性的理解与选择性的阅读，而是将其视为解决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雪中之炭。因而，这种阅

读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吸纳活动，而是充分结合现实革命实践，使这一文本与中国革命实践实现超

时空 “对话”。

早在１９３９年底，毛泽东自己就说，对 《共产党宣言》的阅读已经不下一百遍，更重要的是在后

来的几十年里，他仍旧每年都读此书很多遍。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讨论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决定在未来的半年时间里亲自率领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学习６本马列
经典著作，其中１本便是 《共产党宣言》。⑤ 延安时期是中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塑党的干部队伍的

重要时期，也是毛泽东本人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重要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力图使马列经典从党员干

部扩散到广大人民群众，使这种理论真正起作用于群众，成为群众奋起反抗的精神动力源泉和进行自

我改造的科学方法论武器。更为有趣的是，从１９５４年秋天起，毛泽东下定决心重新开始学英语，而
学英语比较好的办法无疑是找准兴奋点，阅读自己感兴趣的英文材料，因此他选择了马列经典著作的

英文本，第一本就是 《共产党宣言》。相对而言，此书的文字比较艰深，而且英文版的生字比较多，

对未曾留洋亦未曾接受过专门的英语阅读技能训练的毛泽东而言，显然有不少阅读障碍。但是，他以

超乎常人的毅力攻克了这一困难。在他所读的 《共产党宣言》英译本上，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作

了大量详细的批注，而且每次重读都会补注一次。⑥ 可见，毛泽东对 《共产党宣言》有很深厚的情

感，甚至能用如醉如痴来形容。而毛泽东对此书锲而不舍的阅读，彰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

思想理论资源的青睐，呈现出他无比强烈的求知欲望，以及对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持之以恒地加以学

习并运用的进取与拼搏精神。

在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１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引用 《共产党宣言》

中的 “共产党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这一著名论断，警示党员干部防止分裂主义

入侵党内搞阴谋活动。⑦ 此时，对 “高饶事件”的处理已到最后的定性与处理阶段。１９５８年１月，毛
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华东四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时说：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出版；初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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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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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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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还提到 《共产党宣言》有诸多序言。① １９６４年８月３日，毛泽东批示
其秘书林克：“要找一部 《共产党宣言》，一部列宁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都要是新出大字

本的。”② 此时的毛泽东，仍然十分渴望在经典著作 《共产党宣言》中获取丰富营养。

二、透视与重释：毛泽东对 《共产党宣言》的深层理论解读

自从 “五四”时期初次接触 《共产党宣言》后，这一文本便深刻影响了毛泽东对整个马克思主

义理论体系的理解与接纳，这种影响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然而，止步于对这一经典

文本的巨大作用的简单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毛泽东究竟从此书中读出哪些思想理论的问题严

加探讨。纵观毛泽东的 《共产党宣言》阅读历史，其阶级斗争理论的生成、阶级分析方法的建构、

独立自主的精神与自由的个性、改造世界的意识与思想，以及对理论体系建构的长期性的认识等，都

与此经典著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阶级斗争理论

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雏形的建构得益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对阶级斗争的论述。

此书开门见山地提出 “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明确指出 “资产阶级的灭亡

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③。毛泽东说，读了它 “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

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④。由此可以判断，一方面，

１９２０年的毛泽东并未读过恩格斯于１８８８年为 《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因为在这个序言中恩格斯

已经纠正了之前的错误判断；另一方面，《共产党宣言》虽不是单纯论述阶级斗争的文本，但毛泽东

在最初读此著作时，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及其实现路径的阐述较为敏感。在１９２０前后所阅读的马克
思主义著作中，毛泽东说 “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

争”⑤。重要的是，这种对理论的选择性吸收并不是出自一种感性判断与纯粹的个性化冲动，也不是

只抓住文本的只言片语不放，而是深刻结合了当时的宏观历史境遇和政治背景。正如埃德加·斯诺所

言：“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们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

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⑥ 随着帝国主义以各种形式强行入侵，在全国各地

大量掠夺经济社会发展资源，极大压缩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奋起一

搏就成了中华民族重获生存空间的唯一路径。《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理论维度，恰好契合了当

时中国革命一触即发的特定历史境遇，满足了中华民族对科学革命理论如久旱等雨一般的渴求。

对毛泽东而言，阶级斗争理论并不是一种短暂的启蒙，而是渗透到他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对他的

理论与实践构成深层的持续性影响。毛泽东曾说：“我在写 《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

翻阅过多次。”⑦ 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极具号召力的响亮政治口号：“建立一个新中

国。”⑧ 这个新中国必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维度上，都实质性地异质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是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将旧世界迅速打破后才有可能建立的崭新国度。因此，直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共产党宣言》所蕴含的阶级斗争理论对毛泽东的影响并未消退，甚至延续至毛泽东晚年。当然，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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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理论对晚年毛泽东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全部是积极的。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２日上
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陶铸等人汇报工作时说道：还是 《共产党宣言》上说得对，在阶级

社会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①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论断本身没有明显漏洞，问题主要在于

究竟如何进行政治斗争以及如何把握阶级斗争的限度等问题。

（二）阶级分析方法

毛泽东在读了 《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著作后，才 “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

的方法论”②。在隐藏于 《共产党宣言》的各种方法论中，长期占据毛泽东思想与认识结构主导位置

的显然是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以极为严谨的方式阐释了这一方法：多重复杂交织

的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到来后，被强行撕裂为两股绝对对立的力量，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对

各阶级的深入分析以及对无产阶级巨大革命力量的充分肯定，极大地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对毛泽

东而言，阶级分析方法不仅是一种呈现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的方法，而且具有更为深广的认识论意

蕴。在４０年代初期，他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得出基本结论：阶级分析方法是 “了解情况的最基

本的方法”③。易言之，在毛泽东看来，阶级分析方法是了解真实现实以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路径。

对于毛泽东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国外学者大多根据在阶级斗争具体实现路径层面的区别而

强调两者的差异性，而不注重剖析两者的内在理论逻辑连续性。譬如，莫里斯·迈斯纳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ｉｓｎｅｒ）认为，根据对 《共产党宣言》的深入解读能够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 “并不怀疑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普遍胜利是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④，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人类社会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

义的转变过程的论述与剖析中，并没有将农民视为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创造力量加以描述和阐明；而毛

泽东却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上，对潜藏于农民阶级的创造性与革命力量给予极大肯定。这里，迈斯

纳的潜台词是，毛泽东对 《共产党宣言》进行了一种 “扩张式解读”。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

产党宣言》中所分析的是欧洲的阶级状况以及演变历程，而毛泽东则是根据中国实际做出了相应的

从具体结论意义上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客观分析。因此，仅对理论的具体论断加以对照，便武断

地抛出结论的研究模式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期，毛泽东曾斩钉截铁地强调，必须明白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

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⑤。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群众，不

仅是出于救民于水火的热心肠，也不再是像青年时期那种简单的 “圣贤救世”思想的呈现，而是基

于群众史观的深层滋养，强调潜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革命力量之巨大是无可比拟的，是少量知识精英

所不能够取代的。经过对中国革命斗争现状的不断考察，毛泽东发现中国的农民由于常年备受封建地

主、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多重压迫与剥削，拥有的革命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农民阶级从数量

上看比工人阶级具有显著优势。因此，必须以科学的方式积极发动农民阶级这一强大革命主体，而不

是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工人阶级。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因为农民具有两重性。１９５９年１２
月１７日下午，毛泽东在与党内理论家们一同阅读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农民具有两重性，这

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问题写得蹩脚一点，列宁把这个问题写明确了，斯

大林具体化了。⑥ 从对 《共产党宣言》中的具体论述的点评能够看出，毛泽东明显意识到对经典著作

的阅读必须勇于超越具体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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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５卷，前揭书，第５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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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自由与个性思想

在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用慷慨激昂的文字对独立性、个性与自由加以肯定和宣

扬。此著作本身就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其性质与理论目的内在地决定了它必须具备极强

的革命号召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 “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

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①。资本主义将封建等级制度与观念夷平

的同时也将人的尊严与自由抹杀了，在超越封建主义弊病后又不可避免地在其内部产生巨大的自身不

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具体地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绝对对立，因

而革命无可避免。只有通过革命方能摧毁阻碍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独立性、个性与自由的机

制，也只有通过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够祛除自身所具有的诸多诟病，最后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自

主性、个性和自由。因此，“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

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②。在 “后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将获得自由、

充分、全面的发展的资格，也就意味着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不再受压制，人的个性亦将得以张扬。

毛泽东在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第十一部分讨论的是党性与个性问

题，其中明确地指出，关于独立、自由与个性的问题，“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③。

通过对 《共产党宣言》的深入阅读，毛泽东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

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却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④ 凭借对中国历史的掌握，并以马克思主

义科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加以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由于财产被地主阶级所
强行占有，地主阶级拥有一定的独立性、个性和自由，却削弱甚至取消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有独立性、

个性和自由的资格。因此，之所以要将农民和工人组织起来，正是要带领他们一同追求本该属于他们

的独立、个性与自由，或者说，通过革命将被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所垄断的独立、自由与个性归还人

民群众。但是，毛泽东并不是在含义完全不变的情况下沿用这些概念，而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例

如说 “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⑤。在他看来，能独立工作甚至有能力创造和

发明世上本不存在的器物，又能本着集体主义精神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的人，以及既不随声附和

又与盲动主义保持距离的人，才真正拥有创造性的个性；而破坏性的个性主要指只为理论表述上的标

新立异、抢人眼球而生造理论概念与框架的行为，以及视个人利益为主要实践目标而不顾及集体利益

与长远发展的鼠目寸光的个人主义。当然，独立、个性与自由本身既是实现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福祉

的手段，又是无产阶级需要通过革命实践方能够实现的目标，那么对独立、个性与自由的获取就没有

“完成时”，而是永远处于 “进行时”。

（四）改造世界的双重维度

关于真正的哲学家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论断，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一文中就已明确指出过。这一论断被誉为马克思的哲学宣言和 “新哲学”的萌芽与诞

生，也有学者称之为 “第十一论纲”。当然，马克思在此文中并未对改变世界的具体路径详加讨论。

但是，《共产党宣言》则不同，它本身就是为发动群众以改变世界而精心撰写的革命行动纲领。

在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理论掌握群众以改造世界的必然性的论证是逐层推进

的。首先，积极肯定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所具有的进步性与必然性，同时指出资产阶级对世界的

前所未有的改造力度。毛泽东在 《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提到，《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西方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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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理论：毛泽东的 《共产党宣言》阅读史透视

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改造世界。① 他进一步指出，由于西方国家的 “新思想”的侵入以

摧枯拉朽的力量强行将软弱无力的封建主义思想大厦大规模地敲碎，中国在产生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的同时，也使农民破产而成为 “半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到来，给予世界一次巨大的改造，这

一浩浩荡荡的潮流是无可抵挡的。可是，资本主义在其诞生之初便埋下了祸根：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

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决定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是无法在自身体制之内

完成自我更新的，因此需要依靠外界力量对其进行 “外科手术”。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彻底改造了

封建社会乃至全世界之后，自身又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改造。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的终极旨趣是全人类的福祉，要解放全人类就必依靠工人阶级潜在革命力

量的释放。但是，他们的理论分析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展开，而是将自己置于无产阶

级一边，因为站在全人类的立场就等于没有立场、没有明确的敌友，其理论也就不可能具有革命性。

毛泽东在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 《共产党宣

言》，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② 在毛泽东的理论语境中，“群众”一词有着特殊的政治意蕴，并不

是所有人都能够囊括于其中，而是有所特指，诸如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被排除在

这一概念之外，其基本含义与马克思所言的 “无产阶级”的概念虽有差异却较为接近。易言之，毛

泽东认为要改造世界就必须发动备受压迫、多灾多难的人民群众，而这种思路与灵感恰恰是 《共产

党宣言》给予的。但是，毛泽东并不满足于该著作所提供的改造世界的基本思路与理论灵感，而是

大胆地对其加以推进和发展，首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提出改造主观世界的命题。③ 毛泽东在其最

重要的哲学著作 《实践论》中曾明确指出，改造世界应当 “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联系”④。至此，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改

造世界的理论，就有了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两个重要的维度。

（五）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性

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必定建立在理论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基础上，而理论主体对客观世

界的认识必然需要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的长期过程。⑤ 对客

观世界的认识活动之所以必定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取决于两个维度：第一，客观事物的本质呈现并非

一蹴而就，而是在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展现的；第二，主体认识能力的相对有限性，决定了主

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不断累加和拓展。具体到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

识，最初是发轫于感性认识，是基于自发性的斗争实践所产生的粗浅认识，以及基于这样的认识而进

行的情绪化的破坏行动。《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显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本质认识的一次重大飞

跃，但它却仍不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实际上，此著作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为它为资本主义本

质的研究破了题，并开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先河。

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０日，毛泽东在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谈到： “一八四八年 《共产党宣

言》出版，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开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成。”⑥ 无论毛泽东是否在

此前已认识到 《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线索中仍处于非完整阶段，可以肯定的是

他在此前并未对这一问题表过态，而此时他明确指出它的未完成性，加之１９５９年所谓的 “蹩脚一

点”的评论，足见毛泽东已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性与过程性。这种对经典

著作的点评，从侧面彰显了毛泽东的去权威情结与倾向。如若认识不到经典著作的未完成性，对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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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５１３页。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前揭书，第３７７页。
刘林元：《要重视实践主体主观世界的改造———论毛泽东改造主观世界的哲学命题》，《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９６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２８３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６４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在的缺陷与不足不够重视，极容易浇灌出教条主义。这些认识无疑是正确的，甚至是在马克思主义发

展历程中不断突破已经有具体结论与论断，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丰富与发展的根本前提。关键在于，

毛泽东此时对这一问题的强调并非纯粹出于理论问题的探索，而是与其政治实践密切相关。正因为认

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具有过程性，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历史性，所以对阶级分析方法以及阶级斗

争的具体实现路径的探索亦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已完结，而是需要继续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探

究。由此，“不断革命”理论以及让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锻炼和自我提升的思想便

可获得一种理论支撑。当然，毛泽东的 “不断革命”理论不仅仅源自这一特定的理论源泉，也源自

他对官僚机制以及由此滋生的腐败现象和两极分化问题的一种抗拒，源自对黄炎培所提出的 “周期

率”的担忧和对跳出 “怪圈”的激进实践尝试。它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导致的实践失误与教训无疑都

已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资源。

三、再思与评价：毛泽东研读 《共产党宣言》旅程的当代启示

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永远无法完结的重大课题，由此延伸出来的课题便是怎样对待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的问题。在当今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对 《共产党宣言》的阅读史，无疑能给我们

提供深刻的启迪。

（一）研读经典文献：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重要路径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不是将具体论断烂熟于心而是要掌握其中的科学方法论，这并不是后来的

继承者们在长期的理论文本阅读与学习中总结出来的，而是在理论体系创建者那里就已明确了的。恩

格斯在 《致威·桑巴特》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① 马克思的理论给

我们提供的不是现成的具体结论与原则，而是构筑了进一步深入探索和研究的崭新出发点和供这种研

究和探讨使用的科学方法。因此，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具体论断，必须不断将其放入生动具

体的实践加以重新理解，在与实践的科学结合中赋予原有理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在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过程中需要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与制约，而且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本身就需要一种去教条和

反教条的思路。

列宁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② 这一论

断不仅是对恩格斯的提示性的话语的延续，更是基于对自身所积极倡导并参与的革命实践的深刻总结

与提炼。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的生成，最重要的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考察与认识，但亦不可否认其

基于对理论文本的解读与批评而建构全新理论体系的维度。对于列宁而言，对前人的理论文本的批判

即使能使自己的理论逻辑思维得到锻炼和提升，也不足以促成自己对现实问题的科学洞见。对于复杂

的社会现实实践而言，生硬、干瘪的理论结论是没有力量的，现实实践需要的是能够正确引导实践主

体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方法。

无论是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极力强调对方法论的掌握与运用不是建立在对经典文本的忽视乃至舍

弃基础之上，相反，必须将大量阅读经典文献视为掌握科学方法论的根本路径。正如毛泽东所言：

“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③ 只有深入研

读经典文献，才能准确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二）结合现实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必经通道

纯粹的理论文本解读工作是相对容易的，这需要的主要是在基本的理论逻辑指引下所构筑的理解

８６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Ａ，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４０６页。
《列宁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６３页。
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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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与想象能力，而对现实实践的关照则是复杂多变的，时常是布满荆棘的。毛泽东并不懂德语、俄

语或日语，他阅读马列经典著作主要是中译本以及少量的英文版。可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

平却不亚于党内那些懂得德语、俄语或日语的理论家们，甚至很快就超越了他们。主要原因在于毛泽

东能顺利地越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文本和苏联教科书的理论话语表层结构，敏锐而深刻地洞

见隐藏于其中的本真革命精神、哲学思想精髓与科学方法论。毛泽东为何会具备如此超乎常人的本

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能将经典文本置于中国革命实践中加以把握，又运用经典文本中的思想与方

法对现实的革命斗争实践加以分析，使理论文本与现实实践形成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生成无与伦比

的革命斗争智慧。毛泽东曾斩钉截铁地说： “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① 他甚至在 《反对本本主义》

中明确强调：离开实际调查的结果只能是产生机会主义或者盲动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② 毛泽东

拒斥隔岸观火式的理论思辨，而力图扮演一个革命与建设理论的践行者角色。

之所以必须结合现实实践才能够正确理解和精准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归根结底，是由于

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突出的实践性。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在进行理论体系建构的过程

中就十分注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它的建构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

实加以深入考察和深刻透视基础上，揭露长期被 “公平交易”外衣所掩盖和遮蔽的资产阶级剥削工

人的真正秘密，解开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的谜题。其次，马克思明确指出自己的一切理

论皆不是以解释世界而是以改变世界为终极目标，那么这种理论就必须以科学的方式积极掌握人民群

众这一历史的真正创造主体。

（三）超越具体论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规定性

超越经典文献中的具体论断、理论话语和表层叙事逻辑，深究暗藏于其中的科学方法论要素，是

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和内在规定性。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

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③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建之初，其创建

者便已明确强调其理论提供的不是需要加以顶礼膜拜和严格遵从的 “圣旨”，不是用于束缚复杂易变

的实践的教条，对理论文本的解读也不应是非反思的死记硬背，而应当带着批判的眼光历史地加以审

视和剖析。可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历史进程中，迷恋具体结论以至于出现对理论创建者犹如

偶像崇拜一般的情绪化赞扬和吹捧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可以说，对具体论断的教条主义式的迷信在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并不亚于其他领域，这无疑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们必须深究的课题。

问题显然不在于经典文本本身，而是出在阅读主体对文本的阅读方式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的，教

条主义不是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而是来自对经典著作的误读与误判。④ 对经典文献的研

读不能是对词句换一种表述方式进行简单解释，而是需要深入到其内在理论逻辑线索，超越具体结论

与论断的束缚与规约。卢卡奇也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⑤ 因此，马克思主

义理论内在连续性的保障机制不是产生于对具体结论的顽固坚守，而是在于掌握其中的科学方法。易

言之，对具体论断的大胆超越不仅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加以精准运

用的根本前提，是从根本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定性。

（责任编辑　欣　彦）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２１、４２２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１１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５８４页。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前揭书，第４１８页。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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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柏拉图解释史上的一桩公案

樊　黎

【摘要】弗拉斯托的论文 《柏拉图哲学中个体作为爱的对象》，在柏拉图解释史上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弗拉

斯托批评柏拉图关于爱的学说既是自我中心的，又是以理念为中心的。本文分别针对这两个批评，梳理了

英语学界对弗拉斯托的反批评。我们认为，弗拉斯托对理念中心论的批评，大体上准确地把握了柏拉图关

于爱的学说的一大特征；而他对自我中心论的批评，则误解了 《会饮》中 “爱的阶梯”的意涵：希腊哲学

的幸福论伦理学传统。自我与他人的对立并非理解这一传统的适当工具。我们认为弗拉斯托用以批评柏拉

图的资源并非同处幸福论传统中的亚里士多德，而是基督教中独特的爱的概念。

【关键词】柏拉图；爱欲；《会饮》；幸福论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７０－０７

作者简介：樊　黎，（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一、一篇论文的两个批评

“爱一个人，我们须是为了那个人的缘故而愿望他好，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亚里士多

德是这样理解的。柏拉图是否也是这样理解呢？”① 弗拉斯托 （Ｇ．Ｖｌａｓｔｏｓ）的论文 《柏拉图哲学中个

体作为爱的对象》自问世以来就引发诸多争论。他在其中用亚里士多德的标准检验了柏拉图关于爱

的论述。②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去爱 就是 “愿望某人得到你认为是善 （好）的东西———不是

为了你自身的，而是为了他的缘故 而去愿望———并尽你所能去做，让它

实现”；而一个朋友 就是 “因那个人之故 而希望并促进那个人的善或显得是

善的事情的人；或因他 ［即朋友自身］之故 而希望他的朋友存在着、活着的人”。③ 弗

０７

①

②

③

Ｖｌａｓｔｏｓ，“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ｓ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ＬｏｖｅｉｎＰｌａｔｏ”，ｉｎ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１９７３，ｐ．６．
弗拉斯托并没有展开对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正如他自己指出的，他需要的不是对亚里士多德相关学说的全面分析，而只是一个用

以衡量柏拉图相关学说的标准。这个标准与其说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不如说是其中最简洁明了、最符合一般人直觉的一个规范

性陈述。尽管如此，弗拉斯托的论文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观察。现代人面对柏拉图关于爱的学说，直觉上会产生某种不满。

弗拉斯陀的论文准确地抓住了这种不满，并给与了哲学的表达。

《修辞学》１３８０ｂ３５－１３８１ａ１；《尼各马可伦理学》１１６６ａ２－５。本文引用的亚里士多德文本，使用的是奥古斯特·伊曼努尔·贝克
（Ａｕｇｕｓ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Ｂｅｋｋｅｒ）编订的标准版本：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Ｏｐｅｒａ，ｅｄ．ｂｙＡｕｇｕｓ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Ｂｅｋｋｅｒ，ＨｅｒｍａｎｎＢｏｎｉｔｚ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ｕｇｕｓｔＢｒａｎｄｉｓ，５ｖｏｌｓ．，Ｂｅｒｏｌｉｎｉ：ＡｐｕｄＧ．Ｒｅｉｍｅｒｕｍ，１８３１－１８７０．译文由笔者自希腊文译成中文，并参考了廖申白的 《尼各马可

伦理学》（２００３年）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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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托认为，柏拉图关于爱的学说并不符合这一标准。他的检验从 《吕西斯》开始。按照他一贯的

观点，这篇早期对话更多地体现了苏格拉底的哲学，而非柏拉图自己的学说。苏格拉底在与吕西斯的

对话中提出了下述问题 （２１０ｃ５－７）：

在我们没有益处的 地方，我们能成为任何人的朋友 吗？任何人会爱

我们吗？

当然不会，他说。①

这里表达的观点可表述为命题 “若 Ｘ是无益的／无用的②，则无人爱 Ｘ”，或其逆否命题 “若 Ｘ
为人所爱，则Ｘ是有益的／有用的”。显然，这不仅表达了一种逻辑关系，而且表达了一种因果关系：
“Ｘ为人所爱，因为Ｘ是有益的。”（ｐ１）正如弗拉斯托指出的，在希腊语中，“有益”或 “有用”的

含义非常广泛，并不限于实际的用处或益处，而是泛指 “带来好处”或 “造成善”。那么，命题 ｐ１
可重新表述为：“Ｘ为人所爱，因为Ｘ带来善。”（ｐ１’）

应该指出，弗拉斯托认为这一命题反映了柏拉图学说的对话依旧成立，例如他在其后考察的

《理想国》和 《会饮》。然而，ｐ１并没有说明Ｘ带来的善是带给谁的善。按照弗拉斯托的论述，《吕
西斯》在下文中表明 （２１３ｅｆｆ．），为人所爱的东西会把善带给爱者，正如一位医生会把病人自身的
健康带给病人：“Ａ爱Ｂ，因为Ｂ给Ａ带来善。”（ｐ２）如果我爱一个东西，是因为那个东西对我自己
有好处。弗拉斯托由此断言，《吕西斯》对爱的论述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ｅｇｏｉｓｔｉｃ）。③

弗拉斯托接着考察了 《理想国》与 《会饮》，试图找出柏拉图的相关学说。《理想国》的政治共

同体是通过友爱 （ｐｈｉｌｉａ）维系的。用弗拉斯托的话说，理想城邦是一个大家庭。其中，一个人爱着
这个家和其他的家庭成员。弗拉斯托发现ｐ１或ｐ１’完全符合 《理想国》的论述：这个大家庭的成员

为其他成员所爱，当且仅当他带来了某种善。但弗拉斯托并没有说 ｐ２是否符合 《理想国》的论述。

按照他的理解，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他声称，在 《理想国》中，ｐ１或ｐ１’不是衍化为ｐ２，而是衍化
为下述命题：“（Ａ，Ｂ均为城邦Ｐ成员）Ａ爱Ｂ，因为Ｂ给Ｐ带来善。”（ｐ３）他也没有进一步反思
ｐ１与ｐ２、ｐ３的关系：在何种意义上，ｐ２不符合 《理想国》的论述？在多大程度上，ｐ２和 ｐ３相冲

突？既然城邦是一个大家庭 ，那么整个城邦的善和城邦成员自身的 善是什么关系呢？

在考察 《理想国》的过程中，弗拉斯托提到 《吕西斯》中的 “友爱的第一对象”

概念，并将其等同于 《理想国》中的理念或相。所谓 ，就是这样一种

东西：其他一切友爱的对象被爱，都是为了它的缘故 （《吕西斯》２１９ｄ１－２）。那么，它就是最高的
目的。什么东西称得上是友爱的第一对象呢？弗拉斯托指出，《吕西斯》的论述中，唯一能够被当作

友爱的第一对象的就是 “善”，而柏拉图总是将善理解为使我们幸福 的东西。善

或幸福 是友爱的第一对象。弗拉斯托将其等同于理念，其理由是：在 《理

想国》中，哲人被称为理念的爱人 （５０１ｄ）。④

１７

①

②

③

④

本文使用伯奈特 （Ｊ．Ｂｕｒｎｅｔ）校勘的柏拉图文本 （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Ｏｐｅｒａ，５ｖｏｌｓ．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８９９－１９０７）。译文由笔者自希
腊文译成中文。

在 《吕西斯》的语境中，“无益的” 同 “无用的” 两个词大体上被当作同义词交替使用，例如 “所以

你的父亲并不爱你，其他任何人也不会爱一个人，假使他是无用的 ”（２１０ｃ７－８）。“有益”同 “有用”亦然。

Ｖｌａｓｔｏｓ，“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ｓ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ＬｏｖｅｉｎＰｌａｔｏ”，ｉｎ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１９７３，ｐ．１０．需要注意的是，ｅｇｏｉｓｍ可能但并不一
定导致一般意义上 “自私”的行为。这里，ｅｇｏｉｓｍ的意涵仅仅是指，行为的最终动机一定是 “促进我的善”，但并不排除直接的

动机是促进他人 （例如朋友）的善。

Ｖｌａｓｔｏｓ，“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ｓ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ＬｏｖｅｉｎＰｌａｔｏ”，ｉｎ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１９７３，ｐｐ．１９－２０．他的推论大约是这样的：一切
为人所爱的东西都是因为友爱的第一对象而被爱的，因而有爱的第一对象是在真正意义上被爱的东西，或真正应该被爱的东西。

只有哲人才在真正的意义上爱他应该爱的东西。而他所爱的正是真理，即理念 （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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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弗拉斯托还试图运用 《会饮》和 《斐德若》来证明他的论点。他援引 《会饮》中最

著名的段落：爱的阶梯 （ｓｃａｌａａｍｏｒｉｓ）。当爱者沿着爱的阶梯到达顶点时，他将看到美本身，或美的
理念。“我们之前的一切辛劳都是为了这个” （２１０ｅ５－６），弗拉斯托引述第俄提玛 （Ｄｉｏｔｉｍａ）的说
法，借以说明理念是最高的目的，或 “友爱的第一对象”。

然而，之前的一切辛劳为的是 “这个”，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为了 “这个”，因为 “这个”即理

念或对理念的观瞻有可能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实际上，正是在 《会饮》中，最高的目的被明确

地等同于幸福 （２０４ｅ１－２０５ａ４）：
那么，她说，要是有人把问题变了一下，用 “善”替换了 “美”，问道：说说看，苏格拉底，欲

求善的东西的人有所欲求；他欲求的是什么？

欲求 ［善］成为自己的，我说。

善的东西成为自己的之后他将会拥有什么呢？

这问题倒容易回答，我说，他会幸福。

照这么看，她说，因为有了善的东西，幸福的人就是幸福的，所以，也就不需要进一步问，想要

幸福的人究竟为了什么而想要幸福？问题似乎到此为止了。

的确如此，我说。

令人困惑的是，弗拉斯托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段，但仍然将理念当作爱的最高对象。无论如何，

弗拉斯托通过这样一个成问题的观点，得到了他的结论：柏拉图自己关于爱的学说是以理念为中心的

（ｉｄｅｏｃｅｎｔｒｉｃ）：“我们爱的是那个人身上的理念的 ‘影像’。我们爱一个人，当且仅当他是善的或美的

……如果我们所爱的仅仅是他的德性或美，那么作为一个个体，他 （她）独特和完整的个性将不会

成为爱的对象。”他认定，“柏拉图理论的首要缺陷”是 “它并没有提供对整个人的爱，而是对这个

人身上最好的品质拼凑成的抽象形象的爱”。①

正如考斯曼 （Ｌ．Ａ．Ｋｏｓｍａｎ）指出的，弗拉斯托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两个不同的批评②，因为 “为

某人／某物自身而爱他／它”有两种含义③。首先，为其自身之故而爱某人／某物的意思可以是，不为
了某个更高的目的而爱他／它。在另一个意义上，为其自身之故而爱某人／某物的意思是，爱者关注的
是被爱者的善，而非爱者自己的善。按照弗拉斯托的分析，柏拉图对话中，爱在上述两种意义上都不

是为了被爱者自身而爱。这两个批评恰好对应于 “为其自身之故”的两种含义：弗拉斯托一方面批

评 《吕西斯》中的苏格拉底从未关注将被爱者自身的幸福，即这种爱以自我为中心；另一方面，他

批评 《理想国》《会饮》《斐德若》中的苏格拉底总是关注体现在被爱者身上的善或美，而非这个人

本身，即这种爱以理念为中心。下面将从 “理念中心论”出发，检讨弗拉斯托的两重批评。

二、理念与个体

按照弗拉斯托的解读，柏拉图的爱是对理念的爱，他的苏格拉底并不爱某个人，除非这个人体现

了美或善的理念。因而弗拉斯托指责柏拉图的爱缺乏个体性。

诸多研究者曾试图为柏拉图辩护。④ 一种辩护思路以普莱斯 （Ａ．Ｗ．Ｐｒｉｃｅ）为代表，试图表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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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同理念一样是柏拉图的爱的对象。普莱斯认为，柏拉图的爱的确是以理念为中心的，但被爱者在其

中并不仅仅扮演工具性的角色。对个人的爱没有 “升华”为对理念的爱，也没有被后者所 “扬弃”，

而是与后者相容，甚至对理念的爱在某种意义上需要对个人的爱，因为 “［在爱的阶梯中］上升的一

个关键在于，爱者并不满足于他自己同美本身的接触 （２１２ａ２），而是将他与美本身的后代生育在被
爱者身上 （参 《斐德若》２５３ａ：‘他将这些都归功于被爱者’）。通过正确的爱恋，哲人 （即爱智者）

得以接近他所追寻的智慧 （２１１ｂ）；他与被爱者分享他获得的智慧。［柏拉图］从而赞美了对个人的
爱，而不是 ［用对理念的爱］把它取代了”。① 简言之，爱的阶梯的顶点包含了对个人的爱。

但这种解读是成问题的。即便我们允许不同文本间的互证，普莱斯引用的 《斐德若》文本也不

一定支持他的观点，而恰恰可能证明了相反的观点，即被爱者的价值仅仅在于他引发了爱者对天上的

美和诸神的回忆。另一方面，按照 《会饮》中的说法，观瞻美本身让爱者生育真实的德性。其中并

没有提到被爱者或任何个人 （２１１ｄ８－２１２ａ５）：
想想看，她说，要是一个人瞥见了美本身的样子，纯粹的，洁净的，不羼杂的美，不是沾染了人

类的血肉、色泽和其他什么会死的傻玩意的美，而是那神圣的纯然清一的美，这人会怎样？你觉得对

一个人来说，朝那边看，借助必须的手段，观瞻美本身，与它在一起，这种生活还可怜吗？难道你不

觉得，只有这样，以美本身能够被观看的方式去观看它，一个人才会触及到真实而非它的影像，从而

生育真实的美德而非美德的影像。

这段文本清楚地表明，最高意义上的爱人观瞻美本身，也只观瞻美本身。他不通过任何人来观瞻

美，也不需要任何人在场。这样生育出来的真实的德性，显然只属于窥见了真理的人，即最高意义上

的爱者自己。爱的阶梯的顶端完全没有被爱者个人的位置。

另一种辩护来自考斯曼。他回到 《吕西斯》，引述苏格拉底的说法，爱总是对于缺乏的东西的爱

（２１８ｄ－２２２ｂ）。而一个人缺乏的，正是在本性上属于自己却被夺走的东西。因此爱的对象总是在本

性上属于自己的东西 。考斯曼认为柏拉图的爱是一种自爱，每个人都欲求成为他本性

所是的人，即真实的自我。然而，在 《吕西斯》和其他相关对话中，爱总是关于善好的。这如何理

解？考斯曼指出，“善”或 “美”是一个 “不完全的谓词”，即善或美总是和某个具体的描述一起述

说主语，例如说某人是一个好父亲、好老师、好公民等。如果不加描述，单纯说某人是好的，那么就

表示这个人是个好 “人”。“人”是主词所指示的东西的 “何所是”（ｗｈａｔｉｔｒｅａｌｌｙｉｓ），或者说本性。
因而，某物的善或美，同某物是什么有关。由此，考斯曼认为，爱某人身上的善或美，并不是爱这个

人之外的某种东西，而就是爱某人的本性，或者按他的话说，爱那个人 “最真实的自我”。②

考斯曼的方案非常巧妙地把 “善”或 “美”同被述说之物的存在本性联系起来，其背后是古代

哲学的自然目的论传统。但就这一提议的最初目标而言，它对弗拉斯托的回应并不算成功。他试图回

应的批评在于柏拉图的爱并不关涉个人，而是关涉个人所体现的善或美的抽象理念。虽然他通过自然

目的论把某物的美善同它的本性，或 “最真实的自我”相联系，但他所谓的 “最真实的自我”其实

是一个种类的概念。在他的解释中，被爱者 “最真实的自我”不是弗拉斯托想要的个体性，而恰恰

是被爱者作为 “人”这个类的抽象本质。考斯曼的回应在某种意义上反倒支持了弗拉斯托的论点：

在柏拉图那里，爱的对象不是个体。

让我们稍稍调整一下思路。如纳斯鲍姆 （Ｍ．Ｃ．Ｎｕｓｓｂａｕｍ）所言，弗拉斯托希望爱所具有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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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个体性或个人性，反映在 《会饮》阿里斯托芬的发言中。① 这位喜剧诗人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我们先前曾是圆球人，后来因为对神不敬，遭到惩罚，被劈为两半。所谓的爱就是我们在世间找寻自

己另一半的冲动 （１８９ｃ－１９３ｄ）。因此，我们所爱的都是独特的、无可取代的个体。相对地，假如像
苏格拉底说的那样，我们爱的是被爱着身上体现出来的美或善的品质，那么原则上被爱者就可以被同

样具有这些品质的人所替代。阿里斯托芬的观点不仅是与苏格拉底－第俄提玛不同的，而且是绝不能
相容的。因为任何理性论说都必须使用抽象范畴或类。② 如果爱者所爱的是被爱者身上的独特的个

性，那么爱就不能被任何理性论说所解释，只能像阿里斯托芬的故事那样，归结为神秘的前定命运：

我和他曾经是同一个。这种爱是无法用道理解释的，因此阿里斯托芬故事中的爱人们说不清自己的欲

望 （１９２ｃ１－ｄ２）。反之，如果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爱这种感情中总是存在着认知性的因素，
一个人的可爱之处总是在于某些可解释的特征，那么对一个爱者来说，可能的被爱者就必定是一类而

不是唯一的一个。绝对的个体性与理性是不相容的。

弗拉斯托如果看到这点，就应进一步辨析他的论点，放弃追求独特的个体性，承认被爱者是可替

代的，承认在爱中吸引我们的总是被爱者身上的一系列特征，而这些特征总是将我们引向被爱者个体

之外的某种普遍之物。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一事实是否意味着被爱者对爱者而言只是一种中介性，

甚至工具性的手段？无论如何，在柏拉图哲学中，那种普遍之物———理念———似乎比个体具有更高的

价值。就此而言，弗拉斯托没有看错。

三、理念与幸福

弗拉斯托将苏格拉底在 《吕西斯》中对友爱的分析称作 “精神化的自我中心论”他同时也认为，

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柏拉图自己，即 《理想国》《会饮》《斐德若》中的学说。然而，他在分析 “爱

的阶梯”时，我们却看不到任何关于自我中心论的论述。爱者从低处向上攀登，直到达到理念。在

这一叙述中，对个人的爱不过是其中较低的阶段。如前所述，弗拉斯托将这一特征称为 “理念中心

论”。他认为，这意味着被爱者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而是为了理念的缘故而为人所爱的。他进而将

理念等同于 《吕西斯》中提到的 “友爱的第一对象”，因为据第俄提玛说，“我们之前的一切辛劳都

是为了这个”（《会饮》２１０ｅ５－６）。那么，这句话是否想弗拉斯托设想的那样，意味着我们爱其他东
西，都是为了理念的缘故？

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俄提玛的意思。第俄提玛实际是这么说的 （２１０ｅ２－６）：

谁要是在爱欲方面被带领到这里，依序正确地观看了 这种各样美的事物，在爱欲的

路途上抵达终点时，他就会突然看见 这个本性上美得无比神奇的东西。这个东西啊，苏

格拉底，我们之前的一切辛劳都是为了它。

显然，“爱的阶梯”上 “各种各样美的事物”首先都是被观看的对象。这段旅程的终点则是观看

美本身，或美的理念。几行之后，第俄提玛总结了整个过程 （２１１ｂ７－ｄ１）：
朝爱的秘仪前进，或被别人领着前进朝爱的秘仪前进的正确方式是这样的：先从那些美的东西开

始，为了那个美 ［本身］ ，顺着这些美的东西逐渐上升，好像爬梯子，从

一个身体、两个身体上升到所有美的身体，再从美的身体上升到美的操持，由美的操持上升到美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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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学问 ，最后从各种美的学问上升到这样一种学问，这学问不是关于别的，正是

关于那美本身，最终认识美之所是 。

“为了美本身”即 “为了观看美本身”，之前的一切辛劳是为了在这一阶段能够观看美的理念，

认识美之所是。那为什么这种观瞻被当做最高的目的？第俄提玛接着说 （２１２ａ２－７）：
只有这样，以美本身能够被观看的方式去观看它，一个人才会触及到真实而非它的影像，从而生

育真实的美德而非美德的影像。谁要是生育、抚养真实的美德，从而成为被神宠爱的 和不

死的 ，如果有人能够成为不死的话。

第俄提玛意图呈现的是观瞻理念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在她的教导中改变立场。她曾明确地

把幸福当作最高的目的，或者按照 《吕西斯》的说法，“友爱的第一对象”。所有欲求的对象，最终

都是因为幸福的缘故而被欲求的 （２０４ｄ１－２０５ａ４）。“之前一切辛劳”之所以都是为了观瞻理念，是
因为对理念的观瞻构成了人类生活中的最高幸福。我们并非为了理念的缘故而爱他人，而是因为幸福

的缘故而观看理念；而为了观看理念，我们必须经历攀登 “爱的阶梯”的一系列辛劳。谢菲尔德

（Ｆ．Ｃ．Ｃ．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敏锐地指出，第俄提玛的中心论点在于 “（ａ）只有获得某种智慧才能够满足对
幸福的欲求； （ｂ）就获得智慧而言，美好的身体与灵魂，作为理解的对象，具有某种手段性的价
值”①，理念仅仅在认知的意义上具有某种目的性的价值；幸福则是伦理生活的最高目的。

这一立场同 《吕西斯》中苏格拉底的立场一样。ｐ１和 ｐ２对 《会饮》和其他 “理念中心论”的

对话同样适用。无论是 “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还是 “柏拉图式”的对话，都共享同样的立场：（我

的）幸福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在此意义上，柏拉图的爱的确以自我为中心。② 至此，我们修正了弗拉

斯托的分析。理念虽然处在柏拉图论述的核心，优先于个人，但理念并不是 “友爱的第一对象”；在

柏拉图对话中，友爱的第一对象一直是、也只能是幸福。

将幸福看作伦理生活的最高目的，是希腊伦理学的典型形态。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

斯多亚学派，幸福都被理解为一种自我完善。而德性，这一希腊伦理学的核心关切，最终着眼于一种

以自我完善为目的的伦理生活。因此，在西方伦理思想内部的古今之争当中———争执的双方分别是以

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德性伦理学、以康德为代表的法则伦理学———德性伦理学总是被自我中心论所困

扰。有意思的是，即使是为德性伦理学申辩的现代学者，其理由也无外乎是：如果幸福的生活意味着

公正、勇敢、慷慨的生活，那么为自身的幸福而生活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③ 也就是说，支持德性

伦理学的一方，仍然同它的批评者共享着同样的道德意识：道德绝不是出于对自身之善的关注。

然而，这并非希腊思想的自我理解。即使在相对晚出的希腊哲学，公正、节制、慷慨这些 “利

他”的德性取代了阿喀琉斯式的德性，成为伦理学讨论的中心，合德性的行为仍被认为是 “为了高

贵的缘故” ，即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高贵的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有德性的

人总是把荣誉和财富给予他的朋友。这种人不是庸俗意义上的自爱者，而是真正的自爱者，因为他把

最好、最高贵的东西留给了自己 （《尼各马可伦理学》１１６８ｂ１２－３４）。当有德性的人这么做时，他并
不像德性伦理学的批评者理解的那样，把自我的幸福置于他人的福祉之前，因为从根本上说，希腊伦

理学是一门思考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学问。对自身之善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是伦理思考的题中之

义，而不是与他人之善构成张力的两极。自我中心主义 （ｅｇｏｉｓｍ）与利他主义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的二分法
并非理解希腊伦理学的合适工具。

５７

①

②

③

Ｆ．Ｃ．Ｃ．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ａｎｄ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Ｅｔｈｉｃｓ：Ｐｌａｔｏ，Ｖｌａｓｔｏｓ，ａｎｄａＭｉｓｇｕｉｄｅｄＤｅｂａｔｅ”，ｉｎ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５７．２，２０１２，ｐ．１１２．
在柏拉图的语境中，对幸福的欲望总是对自己的幸福的欲望。如第俄提玛所言，爱欲总是想让善永远属于自己

（ ，２０６ａ１１－１２）。
Ｊ．Ａｎｎａｓ，“Ｖｉｒｔｕｅ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Ｅｇｏｉｓｍ”，ｉｎＰ．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ｅｄ．），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０８，ｐ．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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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在柏拉图式的爱里面，令弗拉斯托不满意的究竟是什么？尽管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学说被弗拉

斯托认为具备柏拉图学说中缺乏的东西，即为被爱者自身之故的爱，但显然处在幸福论伦理学传统中

的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同样深刻地分享着对自身之善的关注。同时，即使是为朋友自身之故的友

爱，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也仅仅存在于拥有自足的德性的个体之间；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弗拉斯

托对柏拉图理念中心论的批评同样适用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学说。① 那么，弗拉斯托究竟想要在一种

关于的爱的学说中找到什么？让我们回到他指出柏拉图学说的 “首要缺陷”的时刻：

由于优秀杰出的人实在太少，而我们可能爱上的人当中最优秀者，也不能免于丑陋、低贱、平

庸、可笑的特征，如果我们的爱只是由于他们的德性和美好，那么个体的独特而完整的个性，将不会

成为我们爱的对象。②

如果 “个体的独特而完整的个性”要成为爱的对象，就必须能够在德性和美好之外，同样地去

爱个体身上的 “丑陋、低贱、平庸、可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爱人只能爱德性，却没有能力爱

这些缺陷。这样一种对卑下微贱者的爱不为希腊思想所知，却是基督教思想中的独特命题：“不是我

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４：１０）
这是在上者对在下者的爱，不产生于任何缺乏和欲望的爱。弗拉斯托心目中最高的爱，正是这一

精神的后裔。希腊人无法理解，如果被爱者不值得被爱，为什么爱者仍然去爱。在此我们无法展开思

想史的讨论，只能指出：二者之间的差别，不能简单归结为希腊思想家对某些人类感情缺乏体认，而

需要追溯到希腊人和基督教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对于希腊人来说，没有缺陷便不会有需要，没有需要

便没有爱；因而爱是人作为一种有缺陷的存在者的标志。但对于基督教思想，爱恰恰是完美的存在者

之完美的标志，它不是人性中向上的动力，反而证明了人身上具有完美的存在者某种形象。

（责任编辑　任　之）

６７

①

②

弗拉斯托明确地对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精英倾向感到失望。参见 Ｖｌａｓｔｏｓ，“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ｓ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ＬｏｖｅｉｎＰｌａｔｏ”，ｉｎＰｌａｔｏｎ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１９７３，ｐ．１１．
Ｖｌａｓｔｏｓ，“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ｓ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ＬｏｖｅｉｎＰｌａｔｏ”，ｉｎ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１９７３，ｐ．３１．



成形与教化

———爱克哈特论 “神人合一”

鲍永玲

【摘要】在爱克哈特生活的中世纪晚期 （１３－１４世纪），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神学达到高峰、已近没落。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爱克哈特作为多明我会的神秘主义者，将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和新柏拉图主义融

会一体，创造出自己独特而高度灵性化的、以 “成形 －教化”思想为基础的 “神人合一”的神秘主义神

学。在源远流长的精神历史里，爱克哈特的灵魂火花、教化循环和神人合一的构想，是德国早期教化观念

起源和转化的重要背景。他的教化观念蕴含着一种时代精神的转变，架起了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到德国

古典观念论之间的桥梁。

【关键词】教化；神的肖像；神秘主义；纯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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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鲍永玲，安徽黄山人，（上海 ２００２３５）上海社会科学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德国启蒙关键概念史和隐喻史研究”（１６ＢＺＸ０５９）

在爱克哈特 （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ｃｋｈａｒｔ，１２６０－１３２８）生活的中世纪晚期 （１３－１４世纪），托马斯·阿奎
那为代表的经院神学达到高峰、已近没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爱克哈特作为多明我会的神秘主义

者，将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和新柏拉图主义融会一体，创造出自己独特而高度灵性化的 “神人合

一”的神秘主义神学。他主张上帝融合于万物，万物皆空无①，万物存在即为上帝的显现；人为万物

之灵，基督则是人类的救赎者，人通过 “成形 －教化” （ｂｉｌｄｅｎＢｉｌｄｕｎｇ）的过程不仅能与万物合一，
与基督合一，也能与上帝合一；人的灵魂内有一种神性的火花 （Ｆüｎｋｌｅｉｎ）或心灵之光，可以通过
“纯化”与作为万有之源的最高神性相连，从而达到无所牵绊的泛爱自由境界。这些倾向使他在１３２６
年被指控为异端。但爱克哈特注重内心信仰、轻视外在善功和圣事的宗教态度、推崇意志而贬抑理性

的立场，对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的思想转化起到重要作用。伴随着１４、１５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
兴起和发展，爱克哈特的神秘主义随之复兴，其中在德国尤为显著，并对其后的宗教改革、新教及虔

敬主义、浪漫主义和观念主义甚至现代存在主义等有深刻影响。

一、永恒沸腾的灵魂火花

“教化”（Ｂｉｌｄｕｎｇ）被加达默尔视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首要主导观念②，也是具有强烈德意志
民族特点的关键理念。它作为一种带有源初宗教色彩的生命理想，可从黑格尔和德意志运动时期的赫

７７

①

②

参胡永辉、周晓露：《艾克哈特对 “空”义的阐释及其与僧肇之差异》，《宗教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Ｇａｄａｍｅｒ，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ｕ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ｅ，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Ｊ．Ｃ．Ｂ．Ｍｏｈｒ（ＰａｕｌＳｉｅｂｅｃｋ），１９８６，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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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洪堡等追溯到莱布尼茨与沙夫茨伯里，而从１７、１８世纪的虔敬主义还可以再往前追溯到中世
纪基督教神秘主义，尤其是爱克哈特的神人合一论、新柏拉图主义直至 《圣经·创世纪》。从具体概

念的起源来看，“成形－教化”作为具有精神哲学内涵的新观念谱系，很可能是爱克哈特融合 “神的

肖像”说、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 （Ｅｍａｎａｔｉｏｎ）以及再融合说 （Ｒ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在观念史上的新创
造。在这一源远流长的精神历史背景下，神秘主义成为打开整个德国哲学精神宝库的一把重要钥匙；

而被加达默尔称为１８世纪最伟大观念之一的教化，则架起了中世纪神秘主义和德国近代观念论之间
的桥梁。从爱克哈特神秘的灵魂火花说到马丁·路德的内在自由意识说，再到波墨的 “神智学”

（Ｔｈｅｏｓｏｐｈｉｅ），都包含着一种在最高的神秘意识中、最终实现库萨的尼古拉式的 “对立同一”（ｃｏｉｎ
ｃｉｄｅｎｔｉａｏ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ｕｍ）的思想。这些精神传统乃是德国早期教化观念起源和转化的重要背景，也是德
国古典哲学和古典教育学最重要的思想根源之一。

德语教化观念，归根究底可以说形成于基督教神秘主义 “人神肖似性” （Ｇｏｔｔｅｓｅｂｅｎｂｉｌ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ｄ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学说的语境里。对中古德语 “ｂｉｌｄｕｎｇｅ” （即 “Ｂｉｌｄｕｎｇ”的早期形式）一词进行历史
性探查，会发现该词首先通过１３、１４世纪的神秘主义者，才从仅仅是感官性的具体含义层面转化进
入精神性的神学层面，并作为 “神的肖像”（ｉｍａｇｏｄｉｅ）或 “人的肖神性”学说里的专用术语而走上

历史舞台。这些词语，即 “成形”（ｂｉｌｄｅｎ）、“教化”（Ｂｉｌｄｕｎｇ）、“肖神性”（Ｇｏｔｔｅｓｅｂｅｎｂｉｌ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在德语词语构成和概念形成史上彼此关涉而映射，其核心乃是 “Ｂｉｌｄ”（形象、图象、原型或象），而
“Ｂｉｌｄｕｎｇ”则是动词 “ｂｉｌｄｅｎ”的名词化形式。在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思考中，“成形 －教化”乃是
一个完美化的宗教事件。因为在创世过程中，“人”乃是作为神的肖像而被造。由此，神秘主义者最

深的关切，就是追寻一条使人能够回返到人神相似之源始状态的神圣之路，也就是说在灵魂的不断追

寻中重新成为神的纯粹 “肖像”。在爱克哈特的 “成形－教化”思想语境中，即要求人类灵魂趋近上
帝，迈向似神的内在性，与灵魂中上帝的纯粹形象 “合形为一”。

从词源上看，“ｂｉｌｄｅｎ”和 “Ｂｉｌｄｕｎｇ”的语言母体分别为古高地德语的ｂｉｌｉｄｅｎ①、ｂｉｌｉｄｏｎ和ｂｉｌｄｕｎ
ｇａ②，在从身体感受的意义上皆指涉物质性和材质性的东西即 “质料”，由此具有 “塑造 －摹绘”
（ａｂｂｉｌｄｅｎ）“肖像”（Ｂｉｌｄｎｉｓ）、“形体”（Ｇｅｂｉｌｄｅ）、“形态”（Ｇｅｓｔａｌｔ）等方面的含义。这些意义指向
也确定了创造性的制作生产活动与 “范形”（Ｂｉｌｄ，Ｖｏｒｂｉｌｄ）、“摹本”（Ａｂｂｉｌｄ，Ｎａｃｈｂｉｌｄ）关系具有
相重合的要素。拉丁语的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摹仿）、“ｆｏｒｍａｔｉｏ”（构形）和 “ｉｍａｇｏ”（形象）、“ｆｏｒｍａ”（形
式）之间的联系也与此类似。晚期古高地德语就已将 “创造” （Ｓｃｈｐｆｕｎｇ）称作 “ｂｉｌｄｕｎｇａ”，这里
的宗教背景乃是 《创世纪》第一章第２６节及以下所叙述创世论中的神人关系，即 “当上帝造人的日

子，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人 “是上帝的肖像和光荣”。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在自己

的灵魂里就带有上帝的形象③，从而形成 “人神肖似”的内在联系。人也必须在自身中去造就这种形

象。古高地德语的教化一词在当时具有的这一意义指向，显示出中世纪的学者对 “形象”（Ｂｉｌｄ）已
经进行了内在精神化的想象。这可能是在语义学上极其多样、在哲学影响力上源远流长的拉丁语

“形式”观念群的影响下形成的：“ｆｉｇｕｒａ”（体形）和 “ｉｍａｇｏ”、“ｓｐｅｃｉｅｓ”（种属）和 “ｅｘｅｍｐｌｕｍ”
（范例）等。这些对应的概念簇共同展现出 “形式”观念所蕴含的 “多样中的统一”，也试图展现出

隐藏于显相之后的本质和理念。在这一传统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成形 －教化”观念，即含括了摹本

８７

①

②

③

Ｏｔｔｏ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Ｅｔｙｍ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ｓＷｒｔｅｒｂｕｃｈｄｅｓＡｌｔｈｏｃｈ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ＢａｎｄＩＩ，Ｖａｎｄｅｎｈｏｅｃｋ＆Ｒｕｐｒｅｃｈｔ，１９９８，Ｓ．５０．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Ｌ．Ｗｅｉｇａ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Ｗｒｔｅｒｂｕｃｈ，Ｗａｌｔｅｒ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１９６８，Ｓ．２３７－２３８；“ｂｉｌｉｄｅｎ：ｇｅｓｔａｌｔｅｎ，ｆｏｒｍｅｎ，ｎａｃｈａｈｍｅｎ，ｆｉｎｇｅｒｅ，
ｉｍｉｔａｒｉ．”“ｂｉｌｉｄōｎ，ａｈｄ．，ｓｗ．Ｖ．：ｎｈｄ．ｂｉｌｄｅｎ，ｇｅｓｔａｌｔｅｎ，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ｅｎ，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ｖｅｒｓｉｎｎｂｉｌｄｌｉｃｈｅｎ，ｓｉｃｈ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ｅｎ，ａｂｂｉｌｄｅｎ，ｖｏｒｍａｃｈｅｎ，
ｎａｃｈａｈｍｅｎ，ｎａｃｈｍａｃｈｅｎ；ｎｅ．ｂｕｉｌ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ｍｉｔａｔｅ；Ｗ．：ｎｈｄ．ｂｉｌｄｅｎ，ｓｗ．Ｖ．，ｂｉｌｄｅｎ，ＤＷ２，１３．”“ｂｉｌｉｄｕｎｇａ，ａｈｄ．，ｓｔ．Ｆ．（ō）：
ｎｈｄ．‘Ｂｉｌｄ’，‘Ａｂｂｉｌｄｕｎｇ’，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ｋｒａｆｔ；ｎｅ．ｆｉｇｕｒｅ（Ｎ．），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ｎｈｄ．Ｂｉｌｄｕｎｇ，Ｆ．，Ｂｉｌｄ，Ｂｉｌｄｕｎｇ，ＤＷ
２，２２．”
参见 《约翰福音》１：１８，１４：９；《歌罗西书》１：１５；《希伯来书》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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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ｂｉｌ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和原型 （Ｕｒｂｉｌ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之间的整个跨度，也指向 “ｉｍａｇｏ”和 “ｓｉｍｉｌｉｔｕｄｏ”（模仿）
活动内在的紧密联系。① 加达默尔特别指出，对应于 “Ｂｉｌｄｕｎｇ”这个德语词的拉丁文是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
在英语如沙夫茨伯里处则是 “ｆｏｒｍ”（形式）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形成）。在德语里与 “ｆｏｒｍａ”相对应
的推导词如 “Ｆｏｒｍｉｅｒｕｎｇ”（塑形）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成型），很长时间一直与 “Ｂｉｌｄｕｎｇ”处于竞争之
中。自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主义以来，“ｆｏｒｍａ”已经完全脱离其技术方面的意义，而以一种纯粹
能动的和自然的方式加以解释。但是教化一词的胜利不是偶然，因为 “Ｂｉｌｄｕｎｇ”里包含 “Ｂｉｌｄ”（形
象），“形象”可以指 “Ｎａｃｈｂｉｌｄ”（摹本），也指 “Ｖｏｒｂｉｌｄ”（范本），而 “形式”概念则不具有这种

神秘莫测的双重关系。②

因此，从其漫长的发展史看，教化观念蕴含着一种极其深刻的时代精神的转变。它起源于早期创

世神话，经过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爱克哈特的神学转化后，被巴洛克哲学家如波墨 （Ｊ．Ｂｏｅｈｍｅ）
在自然哲学思辨方面继续深化，并通过克洛普施托克 （Ｆ．Ｇ．Ｋｌｏｐｓｔｏｃｋ）的史诗 《弥赛亚》扩展了

其宗教性的精神意蕴。１８世纪下半叶，这一极具有德意志民族特色的概念逐步向精神性的普遍意义
领域过渡，在赫尔德那里被规定为 “达到人性的崇高教化”，由此拓展出教育学、美学和历史学的多

重维度，此后又在康德、门德尔松、黑格尔等对启蒙和教化关系的思考中赢得新的深度。尽管随着

１７７０至１８３０年间现代教育在德国的逐步兴起，教化在日常德语中逐渐淡化成为教育的同义词，然而
“教化宗教”（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一词仍然保存了这个概念最深层和最古老的神秘主义传统。在这样的
思想史进程里，“教化”观念及其派生形式凸显出当时新创造出来的思辨语言的独特价值。它指向这

样一个广阔而深入的意义域群：灵性、内在性、源初性、彻底性和无根基性、理解与不可理解、内观

和外在影响的辩证统一。就如密教历史学家费弗尔 （Ａ．Ｆａｉｖｒｅ）所指出的，“在爱克哈特思辨词汇的
完整意义与词源意义中存在一种灵知”③。这种哲学思考方式以思辨神秘主义为内核，突破了中世纪

经院哲学中拉丁术语的僵硬外壳，借此超越了感性的具体意义，并使当时作为方言土语的中古德语的

感性意义内在化，最终成为在 “活的语言”中创造出的适应人类灵魂之内在经验和精神直观的新表

达。

为了传达出他原创、复杂而异乎寻常的新观念，爱克哈特修改现有词汇或创造新的抽象词汇，大

胆使用秘闻、隐喻和悖论，这使他的思想更加晦涩，也使德语神学和哲学的历史发展都留下他的创造

性印记。为了使他的信众领悟属灵的劝告，他将拉丁文本译成当时尚不发达的德语，他的许多讲道使

用的都是当时的俗语白话。④ 他永不满足的思辨把他引向 “贫瘠之神”、 “平静的沙漠”和 “深渊”

这些形象的描述，并用对 “核心”、“根据”、“灵魂的顶点”、“顶峰”或 “小火花”的强调来讲述

“圣言”或 “道”在灵魂最深和隐秘处神秘而永恒的诞生。“在悟性和欲求停止的地方，那里是黑暗，

神在那里发出光。”⑤ 这里的 “小火花”，就是人身上源生的神性的形象和本质。“上帝在哪里，灵魂

就在哪里，灵魂在哪里，上帝就在哪里，上帝要统治的殿堂就是人的灵魂。”⑥ “火花”隐匿在人的灵

魂深处，是良心 （Ｓｙｎｔｅｒｅｓｉｓ）、道和宗教经验意识存在之所。 “灵魂不过具有一小滴理性，一粒火

星”⑦。灵魂之光与理性相等同，在这里也符合了爱克哈特形而上学的先验结构，因为人拥有灵魂的

火花才能与上帝最终神秘合一。“灵魂在神内将神给予了神本身，完全与神在灵魂内将灵魂给予了灵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Ｅｒｎｓｔ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Ｚｕｒ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ｄｅ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ｖｏｎ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ｃｋｈａｒｔｂｉｓＨｅｇｅｌ，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Ｑｕｅｌｌｅ＆Ｍｅｙｅｒ，１９６６，Ｓ．４－６．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Ｇａｄａｍｅｒ，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ｕ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ｅ，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Ｊ．Ｃ．Ｂ．Ｍｏｈｒ（ＰａｕｌＳｉｅｂｅｃｋ），１９８６，Ｓ．１７．
［爱尔兰］汉拉第：《灵知派与神秘主义》，张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１页。
周锴：《埃克哈特的作品考据及研究建议》，《理论月刊》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ｃｋｈａｒｔ，ＤｉｅｕａｕｄｅｌàｄｅＤｉｅｕ．ＳｅｒｍｏｎｓＸＸＸＩàＬＸ，ＧｗｅｎｄｏｌｉｎｅＪａｒｃｚｙｋａｎｄＰｉｅｒｒｅＪｅａｎＬａｂａｒｒｉè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ｉｓ：ＡｌｂｉｎＭｉｃｈｅｌ，
１９９９，ｐ．８８．
［德］埃克哈特：《埃克哈特大师文集》，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９６页。
同上，第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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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本身一样。”① 灵魂闪现为理性之光所带来的荣耀，正是神性所赋予人类灵魂的荣耀。在这里，永

恒流溢的 “灵魂的火花”作为 “成形－教化”的人神合一论的基础，正是爱克哈特最富有特色的见
解之一。

爱克哈特援引早期诺斯替主义的思辨，提出神性深处有着一种原始必然的 “流溢”。他使用否定

神学的表达方式，将隐藏的神性描述为 “否定的否定和渴望的渴望”，“高处存在之上，就像最高的

天使高处飞虫之上”。② 爱克哈特强调极端超越的神性时所使用的语言，与早期瓦伦廷派灵知主义者

相类似：“这智力推进深远，对神性不满，对智慧不满，对真理不满，甚至对上帝自身不满。说实

话，对上帝观念的不满与对一块石头或一棵树的不满并无不同。”③ 因为 “所有的被造物都是纯粹的

虚无：我不是说它们微不足道……而是说它们乃是纯粹的虚无”④。这种源生的神性形象要自我表达

和自我实现的原始冲动，是一种赤裸的存在，被爱克哈特描绘为一种 “沸腾”（ｂｕｌｌｉｔｉｏ）或 “来自源

头 （Ｕｒｓｐｒｕｎｇ）的沸腾”。滚烫的水在源源不断地涌溢翻腾，表达出生命受造于似乎无有、无色和无
为的存在。“神触及所有的事物又不为事物所触及。神在所有事物之上，他是一在自身内的自在，他

自在地包含一切受造物。”⑤ 就如爱克哈特的弟子所写：“存在于物质当中的形式，永不停息地沸腾着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ｒｅｍａｎｔ），就像两片海域之间那沸溢的水流 （ｔａｍｑｕａｍｉｎｅｕｒｉｐｐｏ，ｈｏｃｅｓｔｉｎｅｂｕｌｌｉｔｉｏｎｅ）……
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它们的一切都无法得到确定或持久的构想。”⑥

在此，“沸腾”是指对象在上帝或人的心灵当中 （ｅｎ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ｕｍ）的颤动或内在张力，“沸溢”
（ｅｂｕｌｌｉｔｉｏ）则是指真实对象在心灵之外 （ｅｎｓｅｘｔｒａａｎｉｍａ）的状况。“形象是完全地融入了赤裸本质的
一种纯粹而形式的散发……它是一种生命 （ｖｉｔａｑｕａｅｄａｍ），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某种在自身当中并且
通过自身而开始膨胀并沸腾 （ｉｎｔｕｍｅｓｃｅｒｅｅｔｂｕｌｌｉｒｅ）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无需考虑向外的扩张
（ｎｅｃｄｕｍｃｏ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ａｅｂｕｌｌｉｔｉｏｎｅ）。”⑦ 与赤裸本质相一致的 “形象”则变成 “知识”，是心灵对象和真

实物之间纯粹、完美而绝对的媒介。它既不是一个纯粹的逻辑对象，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实体；它乃是

“成形”，是某种活着的东西如 “一个生命”，是 “形象”在心灵中的沸腾以及借以被认识的颤动。

神的诞生在此显现为 “神自神性的沸起”，沸起、沸腾或沸溢作为隐喻，指神自生命源头开始就不断

地沸起、翻滚、涌动而充满自身。“所有因不区分而区分的事物，它们越是不区分，就越区分，因为

使之区分的正是它自身的不区分。”⑧ 神的存在是一个丰富而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流出的三种样式

是存在、生命和光。这如同一种自流性的形而上学，“我的灵就是神的根，神的灵就是我的根”，“一

切被造物都从父流出”，“万物在上帝的永恒不断的生养中流出”。神的 “出”就是神的 “归”。爱克

哈特受奥古斯丁影响，认为回归比流出更为重要，他进而提出留内和守内的观点，作为出和归的整合

辩证，并描述出一幅动人的流溢回返的教化循环之景象。

二、流溢回返的教化循环

爱克哈特将教化观念与 “自省”、“纯化”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普遍精神最早来自于造物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ＳａｉｎｔＪｅａｎｄｅｌａＣｒｏｉｘ，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ＬｕｃｉｅｎＭａｒｉｅｄｅＳａｉｎｔＪｏｓｅｐｈ（ｅｄ．），Ｐａｒｉｓ：ＤｅｓｃｌéｅｄｅＢｒｏｕｗｅｒ，２００８，ｐ．８００．
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ｃｋｈａｒｔ，ＡＭｏｄｅｒ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ＲａｙｍｏｎｄＢｌａｋｎｅ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Ｒｏｗ，１９４１，ｐｐ．２４７，２１９．
Ｉｂｉｄ．，ｐ．１６９．
［德］埃克哈特：《埃克哈特大师文集》，前揭书，第５２８页。
同上，第２１７页。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Ｌｏｓｓｋｙ，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ｔ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ｄｅＤｉｅｕｃｈｅｚＭａｉｔｒｅＥｃｋｈａｒｔ，Ｐａｉｒｓ：Ｊ．Ｖｒｉｎ，１９７３，１１７３ｎ７３．
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ｃｋｈａｒｔ，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ｕｎｄｌａｔ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Ｗｅｒｋｅ：Ｄｉｅｌａｔ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Ｗｅｒｋｅ，ｖｏｌ．３，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Ｗ．Ｋｏｈｌｈａｍｍｅｒ，１９９４，Ｓ．４２５－４２６，
“ＬａｔｉｎＳｅｒｍｏｎ４９”．
ＥｍｉｌｉｅＺｕｍＢｒｕｎｎ（ｅｄ．），ＶｏｉｃｉｍａǐｔｒｅＥｃｋｈａｒｔ，Ｇｒｅｎｏｂｌｅ：ＪéｒǒｍｅＭｉｌｌｏｎ，１９９４，ｐ．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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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由于与物质相接触而被玷污；在人类的灵魂与神再度结合之前，这种精神必须被纯化。新柏拉

图主义者普罗提诺 （Ｐｌｏｔｉｎｏｓ）已将这个过程称作 “奥德赛”，人们 “必须刻除自己的不洁”，直到灵

魂变成一件 “艺术品”，藉由达到自知的状态而变得贞洁。根据这个类似雕刻的隐喻，神秘主义者将

“自省”称作 “ｂｉｌｄｅｎ”（成形），指的不再是被动地臣服于神的介入，而是在上帝创造行为之外还需
要基督徒个人主动的纯化。存在神性要素的内在性，与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整个外部世界相对立。这

里，人的 “教化”还只是神学、宗教的意义，尚不涉及人的整体生命和修养问题。它是指灵魂内在

净化的过程，人应有意识地从物质生活偏离和脱离人相，与灵魂中的上帝形象合形、迈向其似神的内

在性，最终具有纯粹的神的样式从而得到更辉煌的荣耀。这些思考使爱克哈特进一步提升了基督教的

伦理思想。此后的德国虔敬主义者更将教化视为一种具有美学特性的有机过程，年轻的修士要藉此学

习如何修身，进而担负起社会责任。实际上，“教化”观念在此时尚处在深厚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背景

之中，与后来的教育学 （Ｐｄａｇｏｇｉｋ）及其实体性的教育体系并无直接联系，后者也无法使人回想起
教化概念内含的最古老的神学意义层面。

在高度思辨而复杂的神学背景中，爱克哈特将教化思考为这样一个过程：“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

造出人”，因此人的灵魂也要趋近上帝，致力于与灵魂中上帝的纯粹形象合而为一，这就是人的内在

目的。“我们应当在我们自己里面成为这个 ‘一’。与万物分离开来，恒久不变地与上帝合一。在上

帝之外，一切尽为虚无。”“从一切属肉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志，出于这样的纯真而投入到

上帝里面去，与上帝合一。”① 这一过程并非指创世之初发生的事情，而是在人类灵魂中每时每刻地

发生。由于神 “印刻”（ｅｉｎｂｉｌｄｅｎ）人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此成了神的形象。它也是充满着 “诞生主

题”和 “突破主题”的新柏拉图主义式的循环过程。② “教化”的第一阶段，乃是神性在自我认知中

的流溢，“这是一种令人惊奇的事物，它向外流溢却又存留于内”③，通过内在动力之循环和世界形成

之循环中整一存在的分裂，形成分离中的主体和客体：

在永恒中，圣父按他自己形象生圣子。 “圣言与上帝同在，圣言就是上帝”。圣言与上帝一样，

有上帝的本性。而且，我说是上帝在我的灵魂中生的他。不但是灵魂像他、他像灵魂，而且是他在灵

魂中，因为圣父在灵魂中生圣子，恰如圣子在永恒性中之所为而不是其他方式。圣父不停地生他的圣

子，而且，把我生作他的圣子———同一个圣子。实际上，我断言，他生我不只作为他的圣子，也是作

为他自己，而他自己作为我自己，以他自己的本性、他自己的存在生我。在那个最深的源头，我来自

圣灵，而且只有一个生命、一个存在、一种行为。上帝所有的德行是一，因为他生我就如生他的圣子

而没有分别。④

此阶段有着鲜明的新柏拉图主义思辨的印记：在此过程中初始的是非人称、 “阿波非斯式的”

（ａｐｏｐｈａｔｉｓｃｈ）上帝概念，这个词来自古希腊语的 “否定神学”（ｔｈｅｏｌｏｇíａａｐｏｐｈａｔｉｋ），神性在这里显
现为中性的、自在静止的整一；其次，在神的自我展开的 “第一圆环”中，不动的神性更新为动态

的原则 “神”，成为三位一体的、人格化的上帝概念；最后，从神的自我展开的 “第一圆环”向 “第

二圆环”过渡，在动态的变化交替中 “运作的神”和 “自在静止的神性”成为世界过程的架式

（Ｓｃｈｅｍａ）。在爱克哈特这里，神乃是他所 “不”是者和 “无名者”，即非 －上帝、非 －灵、非 －人
格、非－形象。“只要人为了上帝而对自己加以否定，从而与上帝合而为一，那他就更成为上帝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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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被造物了。”① “神高于所有的言说”②，没有任何实体、生命、光明、思想、理智能企及与神相

类似的程度。因此任何肯定陈述都并不适当，而否定陈述却是真实的，即神的本质不可见、不可测、

超越一切形象和比喻。“没有任何概念认识———无论是关于造物的，还是关于自己本身的，还是关于

神的———能够把人引向与神的神秘契合，这种契合处于一个完全超概念的领域。”③

在第二阶段，教化是从流溢阶段向神的源始根基 （Ｕｒｇｒｕｎｄ）的回返，是神秘的重新融合过程。
也就是说，首先是神在灵魂中的诞生，此刻灵魂先是作为 “神的肖像”而处在神性诞生的结构之中；

随后返回到神的源始性 “存在”之基础的隐遁 （Ａｂｇｅ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ｈｅｉｔ）状态里，灵魂 “摆脱一切被创造

的东西，返回自身，聚精会神，力图在自身中，在内心的最深处，达到自己的原型”；最后，乃是获

得福祉、受到拯救的经验，灵魂与神融合为一并在神性之 “静”里融为一体。这样，在含纳着整个

存在范围的 “成形－教化”过程中，邪恶也是一个必要环节，“甚至无，以及恶、匮乏、多样性的来
源，也隐藏在真正和完满的存在本身中”④。因为神的形象真正贯穿于人的生命整体，而非存在于灵

魂的某个部分。“只要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存在，它就在上帝里面。只要我们的生命包容在存在里面，

那它就与上帝亲近。”⑤ 也就是说，这种内在的贯通是动态和始终进展的，甚至在自我之恶的深处也

在活动着。教化被理解为人之 “神性化”（ｄ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这种思想在后世也重新出现在舍勒那里。值得
注意的是，按照爱克哈特，没有人的灵魂，神就是难以理解的。因为神借助人的灵魂才能实现从

“让渡自身”（Ｖｅｒｕβｅｒｕｎｇ）到 “自身再印入”（Ｗｉｅｄｅｒｅｉｎｂｉｌｄｕｎｇ）的全过程，从而实现由多样到统
一的回旋。

对爱克哈特来说，“教化”是绝对的和超越的进程。这样的教化活动不能想象为亚里士多德式的

“使……行动”，因为追求目标和实现目标被理解成了两回事。在爱克哈特那里，人类灵魂 “没有中

介地”（ａｎｅｍｉｔｔｅｌ）地 “成形”为神，亦即没有媒介因，没有混合掺杂，也没有黑格尔意义上的调

和。依照 “神性的永恒形象”，以纯粹的 “形式”作为理念，这些受造物在神的永恒的 “示范”

（ｖｏｒｂｉｌｄｅｎ）下不再是障碍，而恰恰是通向神的道路。就其自身而言，“成形 －教化”乃是超越理性
和意志的神的纯粹 “在场”和 “对神的领受”；是灵中儿子的诞生，是 “涌出一股神灵般的爱的泉

流”；最终使人向着崇高的神性升华，从内在返回到上帝之中而达到最高的完满。⑥ 这个过程同时既

是 “成形化”（Ｂｉｌｄｗｅｒｄｅｎ），也是 “无象化”（Ｂｉｌｄｌｏｓｗｅｒｄｅｎ），“圣子是一种没有形象的形象，他是
自身隐秘神性的形象”⑦；是 “一”，是创造中多样的统一，是神作为灵魂之形式的纯粹统一，“（人

的）精神应穿过所有的数，从所有的多样性中突围出来，这样，神就进入他内。就像神进入我内，

我也进入神内。神引导人的精神进入沙漠，进入到他的一内，在那里只有一个澄明的一，围浸在他的

周围”⑧。也就是说， “自我”和 “神”在人的灵魂的最隐秘深处达到同一，形成了 “不可分的结

合”，即 “单纯的一”（ｅｉｎｅｉｎｆａｌｔｉｇｅｓＥｉｎｓ），“纯净、纯粹、清明的太一”。此刻，“上帝的核心也是
我的核心，也是我灵魂的核心，而我的灵魂是上帝灵魂的核心”⑨。“完美的灵魂不受任何羁绊。它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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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晃松与万物的联系并置身万物之上，以便获得神性自由。因为这给灵魂带来极大快乐。”①

如此，在爱克哈特对人的灵魂的重新思考中，有限、偶然和被造的自我对上帝绝对必然存在的隶

属关系被颠覆了。他从更高的立场出发，甚至把绝对的创世活动也含纳为已被神性化的内在自我：

“在我永恒性的诞生中，万物被生。我是我自己的第一因也是任何其他事物的第一因。如果我不在，

那么也就没有神在。”② 在这种 “永恒性的顶峰”的突破后，爱克哈特说 “他的眼睛和上帝的眼睛是

同一个眼睛、同一个视野、同一个认识、同一个爱”③。他提倡一种取消被造物和创造者之间差别的

泛神论观点，“神既不是这也不是那，他不是多样性，而是一”④。这种灵知化解人类世界的一切奥

秘，化 “多”为 “一”：“上帝不会被事物的数目所分散，人也不会，因为他是一中之一，在其中，

所有分开的事物拢聚为一体，没有分别。”⑤ 在此过程中，灵魂与上帝的交融如同 “无词无音的言

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马太福音》５：８）。上帝不具有任何定形或固定
形象，而是心灵之言、朝霞之光、花朵之芬芳、清泉之奔涌。此后，波墨继续深化了爱克哈特的这些

思考，也沿袭了他的语言方式。

三、神人合一的纯化之路

爱克哈特对 “成形－教化”观念的灵性思考，植根于他对 “形象”概念同样具有神秘主义特性

的再建构。这一点尤其明确地体现在他对保罗 “ｉｎｅａｎｄｅｍｉｍａｇｉｎｅｍ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ｍｕｒ（正在被改变成与
主同样的形象）”（《哥林多后书》３：１８）这句中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ｒｅ” （转化）一词的理解翻译上。⑥ 在
《创世纪》，人是按着 “神的形象”造的。这就等于说神所造的人性分有一切善，因为神是完备的善，

而人是他的形象，那么这形象必与原型一样也充满完备的善。这里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ｒｅ”，在神学上乃是
特指神圣精神通过 “超化”（üｂｅｒｆｏｒｍｅｎ，üｂｅｒｂｉｌｄｅｎ）而形成的灵性转变。在此，“形式”（ｆｏｒｍａ）和
“形象”（ｉｍａｇｏ）被看作是 “一”，“转化”则被看作是新形式 （ｎｉｕｗｅｎｆｏｒｍｅ）的诞生，此时 “人的

重生就等同于神的重生。去形、印入和超化是神性化的层级”⑦。这里的 “去形”是指去除感性想象，

或者说摆脱自己的感知世界和经验的牵绊纠缠。 “你不要执着任何的形式，因为神不在任何的形式

内，非此非彼”， “在凡有形象的地方，神都隐退了，神性都消失了。”⑧ 只有当灵魂摆脱这些 “形

象”，它才可能被引导到灵魂的根基里面并将完整的神印刻其中，从而在神秘的完善过程中超化为

神：“神在万物内。神越是在万物内，他就越是在万物外，他越内在就越外在，越外在就越内在。”⑨

在这种创造和重生的神秘主义语境中，教化观念显示的是原型和摹本之间的内在联系：神自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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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ｆｇｅｄｅｃｋｔｅｍＡｎｇｅｓｉｃｈｔ，ｕｎｄｗｉｒｗｅｒｄｅｎｖｅｒｋｌｒｔｉｎｄａｓｓｅｌｂｅＢｉｌｄｖｏｎｅｉｎｅｒＫｌａｒｈｅｉｔｚｕｄｅｒａｎｄｅｒｎ，ａｌｓｖｏｍＨＥＲＲＮ，ｄｅｒｄｅｒＧｅｉｓｔｉｓｔ．”
《圣经》现代标点和合本译为：“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

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中文标准译本译为：“而且脸上的帕子既然被揭去了，我们大家就像镜子返照出主的荣光，正在被改变成

与主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归入荣耀，这正是出于主———圣灵。”

Ｉ．Ｓｃｈａａｒｓｃｈｍｉｄｔ，Ｄｅｒ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ｗａｎｄｅｌｄｅｒＷｏｒｔｅ“ｂｉｌｄｅｎ”ｕｎｄ“Ｂｉｌｄｕｎｇ”ｉｎｄｅ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ｏｃｈｅｖｏｎＧｏｔｔｓｃｈｅｄｂｉｓＨｅｒｄｅｒ，Ｅｌｂｉｎｇ，Ｐｈｉｌ．
Ｄｉｓｓ．Ｋ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１９３１，Ｓ．３１．
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ｃｋｈａｒｔ，Ｌéｔｉｎｃｅｌｌｅｄｅｌａｍｅ．ＳｅｒｍｏｎｓＩàＸＸＸ，Ｐａｒｉｓ：ＡｌｂｉｎＭｉｃｈｅｌ，１９９８，ｐ．７１，ｐ．７８．
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ｃｋｈａｒｔ，Ｌéｔｉｎｃｅｌｌｅｄｅｌａｍｅ．ＳｅｒｍｏｎｓＩàＸＸＸ，Ｐａｒｉｓ：ＡｌｂｉｎＭｉｃｈｅｌ，１９９８，ｐ．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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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诞生，就像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圣子与他完全相似，是圣父的完满肖像”①；因此人应

该再次诞生神或塑造神。原型只有通过形象才能成象，而形象却无非只是原型的显现；只有通过形

象，原型才能真正成为原始－形象 （ＵｒＢｉｌｄ）。这一教化过程建立在新柏拉图主义式的形而上学基础
上。就如爱克哈特弟子海恩李希·苏索 （Ｈ．Ｓｅｕｓｅ）对教化的描述：“一个泰然自若的人必须从被造
物去形，与基督一起成形，并超化为神性。”② 此外，苏索显示出从思辨神秘主义到情感神秘主义的

过渡，这是与基督神秘主义内在联系中教化观念的逐渐心理学化。人类保持着 “形象”，“应该将自

我构形为这样的形象”，“在爱内，我更像是神而不是我自己……人因此可在爱内成为神”③，“爱是

在行为中，而不是在存在中使其合一”④。也就是说， “与基督一起成形”，即 “自我内在构形为基

督”。这种 “构形”环节蕴含着优势：“灵魂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具象性的，即耶稣的充满爱意的形

象……由此他被构造成这样的形象……由此他将被神的精神……超越形象地构成。”⑤ 如爱克哈特所

言，神释放出神性的东西来创造人，人将自身印刻入神，使这部分重新融合于神性并取消自身的受造

物身份，而超化为他的创造者。在这样的纯化之路上，灵魂与神性达到神秘合一 （ｕｎｉｏｍｙｓｔｉｃａ）：
“神奇的想象变成性感的：人被变成他热爱着的直观的东西。”⑥ 爱克哈特超验性的 “形象”思考，

后来被费希特的教化学说所继承。

按照新柏拉图主义，流溢的本质在于流溢出的总是一种剩余物，因此并不会削弱自身。从原始的

“一”中流出 “多”，自身没有减少什么，存在却因此变得更丰富了。神的 “形象”从创世开始，就

像处于人类灵魂中的一颗谷种，不断生长、绽开花蕾而显现出来。“你们得以重生，不是出于会朽坏

的种子，而是出于不朽坏的种子”（《彼得前书》１：２３），“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
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雅各布书》１：１８）。神的 “形象”作为内在于世界的 “形

式”绝非静止的实体，而是始终萌动并内在更新的动力，由此而驱使人不断向善。就如加达默尔所

指出的，古高地德语的 “ｂｉｌｉｄｉ”（即 “ｂｉｌｄｅｎ”的早期形式）似乎首先总是意味着 “力”（Ｍａｃｈｔ）。⑦

只是，“神的形象”在人的躯体里受质料所累，被造物的 “形象”所遮蔽，使其变得如同透过模糊的

镜子观看而暗淡无光。因此人类必须要重新创造，使神的形象像谷种或者果核一样发芽生长，绽开枝

叶和花蕾而最终清晰显现出来。而这又恰恰是人类在最初受造中所获的自由的恩典，也就是说，神性

始终在受造的人类中按照普遍形式在展露。人类超脱的动力不是来自人自身，而是作为原型的神的形

象的纯粹光照的 “流溢”。上帝 “用仁爱浇灌灵魂，使灵魂充溢，并在仁爱中把自己交付给灵魂，从

而携灵魂超升，直观到上帝”⑧。人类灵魂需要去除所有与 “自性”相联系的 “已形成的受造物形

象”，向上帝敞开，纯粹的光照不断注入自我的灵魂之中，自我在纯粹性之中也不断进入神的镜像而

看到自身。“神比我自己更靠近我；我的存在依赖神靠近我和临在于我的现实。”⑨ 我们在神之中才是

自我和万物，是 “无形象的”永不朽坏的纯粹的神的形式，是完满的印入人类灵魂之中的神性。由

此，原型之美在人里面 “成形”而恢复神的形象即 “复形”，“复活”正是指 “我们的人性按它源初

的形式重新构造”。人不是静止的存在，而是成长绽放的过程，教化的结果总是处在经常不断的继续

和进一步教化中，就如古希腊语的ｐｈｙｓｉｓ（自然）所具有的涌动和生长的含义。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ｃｋｈａｒｔ，ＤｉｅｕａｕｄｅｌàｄｅＤｉｅｕ．ＳｅｒｍｏｎｓＸＸＸＩàＬＸ，Ｐａｒｉｓ：ＡｌｂｉｎＭｉｃｈｅｌ，１９９９，ｐ．１４６．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Ｋｌａｆｋｉ，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Ｗｅｉｎｈｅｉｍ：Ｂｅｌｔｚ，１９６５，Ｓ．２９．
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ｃｋｈａｒｔ，Ｌéｔｉｎｃｅｌｌｅｄｅｌａｍｅ．ＳｅｒｍｏｎｓＩàＸＸＸ，Ｐａｒｉｓ：ＡｌｂｉｎＭｉｃｈｅｌ，１９９８，ｐ．６８．
［德］埃克哈特：《埃克哈特大师文集》，前揭书，第１７１页。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Ｋｌａｆｋｉ，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Ｗｅｉｎｈｅｉｍ：Ｂｅｌｔｚ，１９６５，Ｓ．２９．
Ｉ．Ｓｃｈａａｒｓｃｈｍｉｄｔ，Ｄｅｒ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ｗａｎｄｅｌｄｅｒＷｏｒｔｅ“ｂｉｌｄｅｎ”ｕｎｄ“Ｂｉｌｄｕｎｇ”ｉｎｄｅ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ｏｃｈｅｖｏｎＧｏｔｔｓｃｈｅｄｂｉｓＨｅｒｄｅｒ，Ｅｌｂｉｎｇ，１９３１，Ｓ．
３１．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Ｇａｄａｍｅｒ，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ｕ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ｅ，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Ｊ．Ｃ．Ｂ．Ｍｏｈｒ（ＰａｕｌＳｉｅｂｅｃｋ），１９８６，Ｓ．１４８．
［德］埃克哈特：《论自我认识》，《德国哲学》第２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８９页。
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ｃｋｈａｒｔ，ＥｔｃｅｎéａｎｔéｔａｉｔＤｉｅｕ．ＳｅｒｍｏｎｓＬＸＩàＸＣ，Ｐａｒｉｓ：ＡｌｂｉｎＭｉｃｈｅｌ，２０００，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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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实际上也继承了早期希腊教父的哲学隐喻。克里索斯托 （ＳａｉｎｔＪｏｈｎＣｈｒｙｓｏｓｔｏｍ，约３４７
－４０７年）曾用锻铁和麦子这两个隐喻来说明人类灵魂的纯化过程。在锻铁隐喻里，要锻造一个良好
的铁器，必先有炼铁的过程，将铁冶炼煅烧。铁一定要经历苦难，经过烈火焚烧，除去原有的外在斑

斑铁锈和内在的杂质，才能够铸造成一个合格的器皿。麦子的隐喻是指，麦子冬天下种，要经过地的

严寒、种子的蜕变，舍弃自身才可能真正地结出它的果子，换来秋后丰硕的果实，这是生命从不成熟

到成熟的过程。铁和麦种都必须经历这样的熬炼，即经历一个净化和纯化自身的过程，新的更丰富的

生命才可能就此展开。① 生命的本质在于舍弃，舍弃而不是拥有才是其真正的内涵。在灵魂的纯化之

路上，人的成长重获恩典的尊贵。一方面由恩典中所生长出的是高贵的、与原型一模一样的果子，它

已经分开良善和坏恶，不再像麦粒和稗子一样混合生长起来，以致无法分辨；另一方面，这复活成为

原型的永驻，从 “发生青草”又结出种子，种子又长出与原型一样的植物，它的荣耀、尊贵、强壮

和光辉是一种向着神敞开的完成状态。“复活”恢复的是上帝创造之美的普遍形式，就如再生的麦穗

高挑挺拔、匀称美观，这样的美和善不再在人的眼目之前隐藏，而是显示着被恢复的丰富而成熟的灵

性。在这里，神的创造不仅得到新的理解，而且得到 “完全的”理解。这是一条无尽的 “纯化之路”

（ｖｉａｐｕｒｇａｔｉｖａ），也是一条生命的自我纯化之路。
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安格鲁斯·西勒修斯 （ＡｎｇｅｌｕｓＳｉｌｅｓｉｕｓ，１６２４－１６７７）曾说，在每个人面前都

竖着一幅他应该成为的形象。只要他还不是，就不会有完满的平静，“每一滴水流入海洋后，就成为

海洋。同样的，当灵魂终于上升时，则成为上帝。”从这种语境出发，“教化”是自我认同，是人及

其人格理想之间的紧张。在这里，神秘主义的 “教化”概念正在渐渐转化为教育学意义的 “教化”，

它关系到人类整体的生命目的。“人的肖神性，应该在与基督的同化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ａｓｍｉｔＣｈｉｒｉｓｔｕｓ）过程
之中，借助教育 （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而成为现实。”② 这里， “同化基督”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ａｓＣｈｒｉｓｔｉ）是相对于
“模仿基督”（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Ｃｈｒｉｓｔｉ）而言，后者主张基督是我们的模范，他的劳作驱使我们向他模仿 （ａｄ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ｍ），他是我们跟随的对象。此后，克洛普施托克在对宗教神秘主义和世俗化教育学的教化
观念做出区分时也继承了这条线索。③

总体而言，爱克哈特的超验思想虽然被此后持自然神秘主义观点的帕拉塞尔苏斯 （Ｐａｒａｃｅｌｓｕｓ）
有意回避，却被有第一个条顿哲学家之称的波墨所继承。通过讨论 “精神”在语言里 “成形”（Ｂｉｌｄ
ｗｅｒｄｕｎｇ）的过程，波墨为基督教神秘主义的 “教化”观念赢得新的意义维度。但是教化在这里还不

是人文主义的，而是仍旧出自人类源初的语言力量。这样一种教化观念内在联系着马丁·路德的

“精神”概念，并指引着其后德国哲学家从历史哲学和语言哲学上对 “教化”进行新的理解。这尤其

体现在从哈曼经赫尔德、洪堡、费希特到黑格尔的 “德意志运动”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ｅｗｅｇｕｎｇ）、浪漫主义
运动以及对启蒙运动的反思之中，而在现代伽达默尔的语言诠释学中达到高峰。④

（责任编辑　任　之）

５８

①

②

③

④

石敏敏、章雪富：《古典基督教思想的 “自我”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４０页。
Ｗ．Ｆｌｉｔｎｅｒ，“ＢｉｌｄｕｎｇａｌｓＷｅｒｋｄｅｒ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ｉ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Ｐｄａｇｏｇｉｋ，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ＫｌｅｔｔＣｏｔｔａ，１９９７，Ｓ．１１６．
Ｅｒｎｓｔ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Ｚｕｒ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ｄｅ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ｖｏｎ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ｃｋｈａｒｔｂｉｓＨｅｇｅｌ，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Ｑｕｅｌｌｅ＆Ｍｅｙｅｒ，１９６６，Ｓ．４－６．
按照黑格尔，人类教化的本质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教化从而就作为个体向普遍性提升的一种内在的精神活动。伽

达默尔则确证，哲学正是 “在教化中获得其存在的前提条件”，“精神科学也是随着教化一起产生的，因为精神的存在是与教化

观念本质上联系在一起的”。（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Ｇａｄａｍｅｒ，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ｕ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ｅ，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Ｊ．Ｃ．Ｂ．Ｍｏｈｒ（ＰａｕｌＳｉｅｂｅｃｋ），１９８６，Ｓ．１７．）



笛卡尔 “我思”的三个发生场域

孙冠臣

【摘要】笛卡尔通过 “我思故我在”将 “自我”确立为知识的基础，主体性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对笛卡尔

“我思”的贯彻。因此 “我思”的发生场域 （反思、表象、现象学）不同，不仅直接规定了主体性形而上

学不同的发展方向，而且决定了不同主体性形而上学所能达到的高度。

【关键词】我思；反思；表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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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ｃｏｇｉｔｏｅｒｇｏｓｕｍ）确立了近代哲学－科学的起点并规定了它们的发展
方向以来，随着人们对 “我思”理解的不断深入，“自我”、“自我意识”在知识中的基础地位也不

断发生变化，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演变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流派。具体而言，对笛卡尔 “我思”

的把握，有三个发生场域：一是反思式的发生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自我反思”不仅主导着我们对

笛卡尔哲学的理解，甚至主导着对整个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理解，形成一种笛卡尔主义的反思范式；二

是表象式的发生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主体性形而上学得以完成，“我思”不仅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

一切表象，而且 “我思”是知识得以可能的至上原理，规定着认识对象的呈现与否以及以什么样的

性状给予我们，我思的表象式发生场域成就了康德的知识论；三是现象学式的发生场域，在这个场域

中，笛卡尔的 “我思”奠定了现象学的主旨，我思与我在的关系也得到完全不同的规定，笛卡尔

“清晰明白”的真观念原则得到彻底贯彻，自我意识的明见性、直接性成为可理解的。

一、反思式的发生场域

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只有建立在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发现了 “人”这个语境之中才是可能的，也

就是说，只有在人性 （理性）普遍取代神性，成为知识的法庭与保障之后，这种普遍怀疑才可以实

施。当神格退隐，大地上只剩下个人 （人格）的时候，知识的确实性问题才完全交到人手中。这时，

人就会发现：“我”是一个能思想的存在、一个精神、一个理智，尽管这个理智还只是一个有限的理

智，还不能仅仅凭借思想、意欲、感觉、好恶来规定世界，更不用说创造世界。但没有了上帝对知识

确实性的保障，人又能拿什么来保障知识的确实性呢？唯一可以信赖的就只有这个理智了。可见，笛

卡尔对知识实施的普遍怀疑以及由此建立的 “我思”哲学，显然是一种自我负责的哲学。

笛卡尔通过沉思发现，人类既不具有一门对我们有效的科学，也不具有一个为我们存在着的世

界。所以，笛卡尔的沉思或者普遍怀疑首先针对的是我们关于世界现实存在的 “存在信仰”。其次，

当笛卡尔的沉思使经验世界成为可怀疑的世界，使其现实确实性失效以后，从事着沉思的 “我”、从

事普遍怀疑的 “我”被给予。最后，“我思”的确实性被清晰明白地确立为知识的基础。需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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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的是，笛卡尔的 “我思”首先给予的不是 “我在”，而是沉思本身 （我有理性），而且对理性的

确认，完全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对人是理性的定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的理性

沉思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希腊人对自然的理性态度是通达人生至高境界的途径。而笛卡尔的沉思

（对理性的再次确认）所带来的后果，则是人与自然的完全分离，而且把自然与关于自然的知识也区

分开来，自然是外在于人的精神、心灵的广延之物，认识自然就成为精神之物的应有之义与独有功

能。

“我思”拥有一个多重的反思结构。单纯的 “我思”在没有进行第一次反思时，思想着的我并没

有在场：我意识到一朵玫瑰，在意识活动中，一个某物出现在观念中 （呈现在眼前）。在这一意识阶

段，意识活动只是一段尚没有被命名和赋义的意识流，意识流中出现的这个某物 （一朵玫瑰）只有

在浅层次的反思介入时，才被命名与赋义。也就是说，当 “我思”进一步意识到我是在从事意识活

动时，这个某物才被 “作为”一朵玫瑰十分清晰、明白地出现在我的观念中。浅层次的反思只是对

一个某物作为一朵玫瑰进行命名活动和赋义活动，这时的我思作为意识活动，依然没有让 “我”出

现。“我在意识着一朵玫瑰”被纳入到深层次反思，也就是将 “我在意识着一朵玫瑰”这个句子作为

一个观察句子时，“我”作为这个句子的主语出现，我才作为一个特殊主体在场；更深一层，将这个

句子作为哲学命题时，作为从事着意识活动的我，思想着的我才会出场，我作为一般精神主体在场。

这就意味着，只有在深层次的反思或哲学反思活动中，思想中从事思想活动、意识活动的那个 “我”

才会十分清晰、明白地呈现在观念中。但是，这个通过借助深层次反思而呈现在观念中的 “我”只

是一个思想着的我、精神性的我。尽管如此，这个只能思想而没有广延性的精神性的我，被笛卡尔及

之后的哲学家们实体化为形而上学的基础即主体，它成为真理的基础、近代哲学的出发点。在此意义

上，人们才会评价笛卡尔说，他重建了哲学的基础。胡塞尔在 《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说：“笛卡尔的

这些沉思在某种完全独一无二的意义上，而且恰好是通过回溯到纯粹的我思 （ｅｇｏｃｏｇｉｔｏ）而在哲学
中开辟了一个时代……哲学做出了一种彻底的转向，即从朴素的客观主义转向了先验的主体主义。”①

黑格尔说：“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

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的家园，可以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

长期漂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 ‘陆地’。”② 海德格尔进一步阐发了笛卡尔、黑格尔将 “主体”确

立为哲学基础、真理根据的义理：“黑格尔说，有了笛卡尔的我思 （ｅｇｏｃｏｇｉｔｏ），哲学才首次找到了
坚固的基地，在那里哲学才能有家园之感。如果说随着作为突出基底 （ｓｕｂｉｅｃｔｕｍ）的自我思维，绝
对基础就被达到了，那么这就是说：主体乃是被转移到意识中去的根据 （ποχεíμενον），即真实在
场者，就是在传统语言中十分含糊地被叫做 ‘实体’的那个东西。”③

由于笛卡尔没有止步于从我思中提纯出精神性的我，而是直接从我思走向我在——— “我思故我

在”，必然会遭到一系列的质疑与反驳。《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第六组反驳就针对 “我思”的确然

性提出了质疑： “我们存在是由于我们思想，这个论据似乎并不十分可靠。因为，为了确定你在思

想，你必须知道，什么是思想或什么是存在……因而，当你说 ‘我思’时，你却不知道你说的是什

么……甚至都不知道你是否说了什么或者是否思了什么；因为，为了这样做，你必须知道，你知道你

所说的，并且还要知道你知道这一点，如此以致无穷；所以可以确定，你不可能知道你是否存在，或

者也不可能知道，你是否思想。”④ 这个质疑非常重要，它不仅提出了从我思到我在推论是否可靠的

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反思无穷倒退的问题。知道是一种意识活动，要想知道这个意识活动，就

必须进行反思；反思也是一种意识活动，要想知道这一层反思的意识活动，就必须进行第二层的反

思；然后是第三层、第四层，以至无穷。显然，只要将思想活动、意识活动、认识活动、反思活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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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张廷国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页。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６３页。
［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７５页。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３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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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专题化的、对象化的知识活动，就必然会陷入无穷递归的困境中。

笛卡尔对此疑难的解答，从解释的意义上预示了 “我思”发生的第二个场域即表象式发生场域

的先天条件。笛卡尔回答说：我们当然要首先知道什么是思想、什么是存在、什么是确然，但当我们

说我思想我存在的时候，并不是以一种关于思想和存在的反思性知识为前提条件，无论是通过深思熟

虑还是通过一种逻辑论证而得到这种知识，更不是以一种关于反思性知识的知识为前提条件， “相

反，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一种始终先行于反思认识并且为所有人在思想与存在方面先天具有的直接认识

来知道这一点，以至于我们虽然会先入为主地接受某些前见，并且会更多地去关注语词，而不是语词

的含义，从而自以为没有这种直接的认识，但我们事实上却不可能没有它”①。正如前面分析反思层

次时所提到的，我思想、我意欲、我猜度等，作为意识活动的思想、意欲、猜度等是直接意识到的，

或更准确地说是直接体验到的。但笛卡尔并没有说我思想、我意欲、我猜度等的那个从事着思想、意

欲、猜度的精神性的我是直接意识到的，而是通过深层次反思才出场的。思想是直接性的，但思想中

的我是通过反思间接得到的。同样，维特根斯坦在讨论 “我知道我牙疼”这个话题时，曾说 “我知

道我牙疼”这个句子是没有意义的，“我知道他牙疼”这个句子才有意义，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

的区别在于自我意识这个基础。我们不需要用 “我知道”来确认自我意识活动，也就是说，“我”并

不在自我意识活动中第一时间出场，但我依然是在那里的。“我发怒”并不需要我知道我发怒，在发

怒活动中，我直接意识到我发怒，实际上，一旦我知道我发怒了，也就是说反思 （理性）开始介入

到发怒活动中，说不定我就不发怒了。

二、表象式的发生场域

康德说：“‘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② 这句话是讨论 “我思”的第二个发生场域

即表象式的发生场域的索引。在这个发生场域中，反思式发生场域提到的尚没有反思介入的单纯的意

识活动 “我意识到一朵玫瑰”就属于直观， “这种能够先于一切思维被给予的表象就叫做直观”③。

但与我思相伴随并建立密切关系的表象并不属于感性直观，康德把它称为 “纯粹的统觉”，即在一切

意识活动中都是同一个东西的 “我思”的表象 （自我意识）。在这种表象活动中，“我思”一直保持

着同一性，并承担着综合统一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康德 “也把统觉的统一性称为自我意识的先

验的统一性，以便表示从它产生的先天知识的可能性”④。“统觉的统一性”成为康德寻求先天知识可

能性条件的逻辑极点，“因为在某个直观中被给予的杂多表象如果不全都属于一个自我意识，就不会

全都是我的表象，也就是说，作为我的表象 （尽管我并没有意识到它们是我的表象），它们必须符合

唯一使它们能够在一个普遍的自我意识中聚合的条件，如若不然，它们就不会完全地属于我”⑤。

因此，在表象式发生场域中，“意识的同一性”成为 “我思”的本质规定，是自我意识的固有属

性。在康德的知识理论中，这种同一性也为知性的可能性建基，并使对象性的知识成为可能。“一种

在直观中被给予的杂多的统觉 （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具有同一性的表象，即我的表象］），它的这种完全的
同一性包含着一种表象的综合，并且只有通过这种综合的意识才是可能的。”⑥ 在康德看来，这种完

全的同一性实际上讲的就是表象的综合，“同一性”首先意味着把分散的伴随着各种不同表象的经验

性意识统一起来，即通过 “我”把各种不同的表象聚集并综合起来，而且意识到同一性就是这些表

象的综合。“只有通过我能够把被给予的表象的杂多在一个意识中联结起来，我才有可能表象这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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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前揭书，第４０８页。译文有所改动，黑体为笔者所加。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３卷：纯粹理性批判 （第２版）》，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０３页。
同上，第１０３页。
同上，第１０３页。
同上，第１０３页。
同上，第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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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本身中的意识的同一性。”① “在一个意识中”指的是在 “自我意识”中，“这些表象本身中的意识

的同一性”是以 “某种综合的统一性”为前提条件的，“某种综合的统一性”实际上就是康德在其他

地方所讲的知性的应用，是一种概念能力。“‘这些在直观中被给予的表象全都属于我’的思想无非

意味着，我在一种自我意识中把它们统一起来，或者我至少能够在其中把它们统一起来；而且即使这

一思想本身还不是这些表象的综合的意识，它也毕竟以综合的可能性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只是由

于我能够在一个意识中把握这些表象的杂多，我才把这些表象全都称为我的表象。”② 笔者曾提出以

下观点：康德这里强调 “我的表象”恰恰表明 “自我意识的本质内涵首先不是一个名词性的 ‘自我’

‘自我性’，而是一个人称代词 ‘我的’。自我意识的意义并不在于我们在任何意识活动中都有一个精

神实体 （自我）存在着，而在于它的综合统一功能使所有我思，即我进行的所有意识活动都被我意

识为 ‘我的’，各种表象的统一性就从自我的同一性中获得”③。在我思的表象式发生场域中，康德没

有将着眼点放在 “自我”是一个精神性实体上，而是放在自我保持同一性的功能上。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 “我思”在表象式发生场域中被功能化了。当康德说 “直观杂多的综合统一作为先天地被给

予的东西，是统觉本身的同一性的根据，而统觉是先天地先行于我的一切确定的思维的”④ 的时候，

他并没有将自我实体化，而是功能化了，强调综合统一功能的先天给予性。

需要指出的是，“我思”在表象式发生场域中的表象活动，即伴随着我思的表象活动并不属于感

性直观，而是属于知性。康德以自我的综合统一功能的先天给予性为基础所建立的 “全部人类知识

中的至上原理”即 “统觉的源始的综合统一”是属于知性的一项工作。“知性本身无非是先天地进行

联结并把被给予的表象的杂多置于统觉的统一性之下的能力。”⑤ 但统觉的分析的统一性只能以综合

的统一性为前提条件，惟有凭借一个预先想到的综合的统一，我才能想象分析的统一。作为各种不同

表象所共有的表象，这个表象必须在与其他表象的综合统一中，在我能够在它身上设想使它成为共同

概念的那种意识的分析统一之前就预先想到。这样， “统觉的综合统一就是人们必须把一切知性应

用，甚至把全部逻辑以及按照逻辑把先验哲学附着于其上的最高的点，这种能力也就是知性本身”⑥。

一个知性虽然在它里面通过自我意识同时被给予直观，但我们的知性毕竟只能思维，而且必须在感官

中寻求直观，因此自我的先天综合统一功能再次起作用：“我是就一个直观中被给予的表象的杂多而

言意识到同一的自己的，因为我把这些表象全都称为我的表象，它们构成一个表象。但这就等于说，

我意识到这些表象的一种先天的综合，这种综合就叫做统觉的源始的综合统一，一切被给予我的表象

都必须从属于它，但也必须由一个综合来把这些表象置于它下面。”⑦

在 “我思”的表象式发生场域中，自我不仅具有同一性功能，为统觉的先天综合统一性功能提

供动力机制，而且我思的表象活动设了对象以什么样的形状给予我们，因此在康德看来，一切判断的

逻辑形式在于其中所包含的概念的统觉的客观统一性。康德从这里出发推演出一切综合判断的至上原

则：“每一个对象都服从可能经验中直观杂多的综合统一的必要条件。”⑧ 显然，康德把 “我思”的

确然性和同一性设定为 “一般经验的可能性的种种条件同时就是经验对象的可能性的种种条件”⑨ 的

根据。对此，黑格尔给予很高的评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最深邃和最具真知灼见的是，构成概

念本质的统一体被视为自我意识的本原－综合统一体，被视为是我思的统一体，或者说是自我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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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３卷：纯粹理性批判 （第２版）》，前揭书，第１０４页。
同上，第１０４页。
孙冠臣：《海德格尔与费希特：哲学史上的一个另类迂回》，《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３卷：纯粹理性批判 （第２版）》，前揭书，第１０４页。
同上，第１０４页。
同上，注释①。
同上，第１０５页。
同上，第１４０页。
同上，第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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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体。”① 康德从某种程度上确实解决了自我的同一性问题，虽然他并没有明确阐明自我是如何设

定自我并保持同一的。此外，他也没有彻底解决经验对象的同一性问题，尽管所有的经验对象都是为

我的对象，但在不同场合、不同情景中所把握的对象是同一个对象的根据是什么，还是待解的问题。

顺理成章，在康德表象式发生场域中，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就不是一种推论性命题，“我的

实存也不能像笛卡尔所主张的那样，被视为从 ‘我思’的命题中推论出来的”②。康德认为 “‘我思’

是一个经验性的命题，在其自身中包含着 ‘我实存’的命题”③，强调 “当我把 ‘我思’这个命题称

为一个经验性命题的时候，我由此并不是想说，‘我’在这个命题中是经验性的表象；毋宁说，它是

纯理智的，因为它属于一般的思维”④。而且，作为一般思维的 “自我” （灵魂）在知性范围内是不

可认识的，它作为自在之物属于本体。

三、现象学式的发生场域⑤

通过胡塞尔的努力，笛卡尔在现象学中被赋予崇高的地位。从肯定意义说，笛卡尔的 “我思”

为现象学的主旨建基；从否定意义说，胡塞尔又严厉批评笛卡尔的自我哲学，认为笛卡尔将自我意识

作为认识的起点和确定性的基础，实际上将哲学置于主观领域中，从而阻断了哲学与世界的内在关

联。胡塞尔主张 “回到事物本身”，在 “科学”之外、在 “最直接的原始数据”中，寻求科学的基

础。他所建立的现象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直观使事物在场即纯然现象，在 “现象”中即在直接呈

现于意识的 “现象”中，可以发现科学的新基础。

胡塞尔在其 《逻辑研究》第五研究 （“关于意向体验及其内容”）中建构了意向体验的现象学，

分析了三种意识概念：１．意识作为经验自我所具有的整个实项 （ｒｅｅｌｌ）的现象学组成，作为在体验
流的统一中的心理体验；２．意识作为对本己心理体验的内觉知；３．作为任何一种 “心理行为”或

“意向体验”的总称。⑥

尽管胡塞尔所枚举的这三种意识概念并没有穷尽意识概念的多义性，但通过明确的定义、并置和

对置的方法以及一系列解释，胡塞尔成功揭示了意识、自我意识的本质维度：意识作为意向体验是一

种 “立义”行为。首先，只要感知、想象、猜测、怀疑、意欲等在我的意识中发生，它们就是 “体

验”或 “意识内容”，而且是 “实项”的意识内容，我们可以 “纯粹现象学”地把握这些体验，即

不依赖经验－实在的关系来把握这些体验。其次，从现象学上看，“事物的显现 （体验）不是显现的

事物 （即被我们误认为在生动的自身性中的 ‘对立之物’）。显现被我们体验到，它们隶属于意识联

系，事物对我们显现出来，它们隶属于现象世界。显现本身并不显现出来，它们是被体验到”⑦。虽

然物理事物和心理事物都是在与现象自我的关系中显现出来，但是，现象客体与现象主体的这种关系

必须与体验意义上的意识内容与在意识内容 （经验自我的现象学组成）之统一意义上的意识的关系

区分开来。前者是两个显现着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后者是个别体验与体验复合之间的关系。再次，胡

塞尔通过现象学的 “纯化”，一个描述心理学的意义就变成纯粹现象学的意义。作为本己心理体验的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Ｈｅｇｅｌ，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Ｌｏｇｉｃ，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ＧｅｏｒｇｅＤ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５１５．ＧＷ１２：１７－１８．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３卷：纯粹理性批判 （第２版）》，前揭书，第２７１页。
同上，第２７１页。
同上，第２７１页。
“我思”现象学式的发生场域仅限于对胡塞尔早期描述现象学的片段性分析，即仅限于 《逻辑研究》第五研究的分析。胡塞尔后

来在先验现象学观念中，对纯粹自我所持立场的变化以及对先验主体自我的回归，不作为立论的依据。因为胡塞尔早期描述的现

象学与 《观念Ｉ》后的先验现象学差异比较大，而先验现象学对先验自我的设定，又重新走上笛卡尔－康德所开启的先验反思哲
学的道路，尽管更加深刻，重新设定了先验自我作为构造世界、经验自我的核心，不再讨论存在的证明，而是讨论存在设定之意

义的澄清，而且提出并初步解决了交互主体性的问题，但已经不能作为独特的现象学发生场域中的事情。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２卷，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８１页。
同上，第３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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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感知，也就是相应性感知，它只能朝向与它一同被给予的、与它一同属于一个意识的体验，这些体

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体验。在现象学意义上，体验不再是一个外在的过程，与通俗的 “体验”概念

不一致，在这里起作用的正是胡塞尔关于 “实项的内容”与 “意向的内容”之间的本质区分。现象

学意义上的体验，“它仅仅意味着某些内容是一个意识统一的组成部分，是在一个经验自我的现象学

统一意识流中的组成部分。这条意识流本身是一个实项的整体”①。体验到与被体验是一回事，“自我

或意识所体验的东西也就是它的体验，被体验或被意识的内容与体验本身之间不存在区别”②。因此，

在现象学意义上，一个体验意识或一个体验着的 “现象学自我”不同于作为一个经验对象的自我。

一个纯粹经验的自我只有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才会被还原为意识统一，即现象学的自我。

在现象学发生场域中，如果将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或者直接将 “我在”看作是一种在所有

怀疑面前都能够保持其有效性的明见性，那么，这里的自我就不可能是经验自我，只能是现象学的自

我。明见性不再是交给外在的给予而是直接交给内感知来保障，即用现象学意义上的 “体验流的统

一”来保障明见性。这样，笛卡尔的 “我思”就被胡塞尔通过纯粹现象学还原到 “意识统一”，“我

思”与 “我在”通过意识体验活动同时被给予，同时在一个意识体验活动中被原本的意识到，然后

通过现象学还原才成为内在的认识对象。可见，在胡塞尔现象学这里，对经验自我和物理事物作为同

一个等级的超越的排斥以及对作为纯粹现象学被给予之物的还原的剩余物即纯粹自我的无条件保留，

是保障 “我在”明见性的关键。

用现象学语言来说，对象总是处于行为中，某物作为对象在行为中显现出来或在这些行为中被思

考。“在这里构成自我现象学核心的是行为，它们使自我 ‘意识到’对象，自我在它们之中 ‘朝向’

有关对象。”③ 行为具有 “朝向……”的特征，在这些 “朝向”行为中，某物作为对象显现出来。在

胡塞尔的现象学中，作为 “意向”体验的行为就具有描述性特征。这些特征根据其描述性的本质，

一方面不能被还原为其他的心理体验，另一方面作为先天而先行于经验心理学的事实性。为更好地摆

脱 “心理学之物”的影响，胡塞尔通过区分意向体验行为中的描述内容与意向内容，阐明意识作为

意向体验的基底。如果将意向关系纯粹描述性地理解为某些体验的内部特性，那么，这种意向关系很

容易就被看成是 “心理现象”或 “行为”的本质规定性。无论一个对象在意向体验行为中 “被意

指”“被瞄向”的方式是如何不同，体验具有体现性、意向性特征是相同的。因此，不管对象真实与

否、存在与否，只要这个对象在一个意向体验行为中被意指，对它的意指作为一个体验就成立。而

且，对意识而言，被给予之物无论是实在存在的，还是被想象出来的，甚至有可能是悖谬的 （一朵

玫瑰、朱庇特、方的圆），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这些对象、内容毋宁说只是一些意向的内容而已，

但那些属于意向体验实项组成的真正内在内容并不是意向的，它们在意向体验行为中没有被意指，不

是被表象的对象，相反，它们建基于行为之上，作为必然的基底而使意向得以可能。比如，我看到的

不是颜色，而是一朵红玫瑰；我听到的不是声音，而是一段 《梁祝》小提琴曲。由此，从现象学的

纯粹描述上看，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在思想活动中体现出来的自我，我的存在并没有被意指，

存在作为构建我思想的基底只是意向行为体验的一个 “背景”。“我在”的确然性与物理事物一样同

属于同等层级的超越范畴。

在这点上，胡塞尔与康德区分开来。在胡塞尔看来，“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从

自然反思的立场来看，自我在每一个行为中都意向地与一个对象相关是正确的，而且必然会把自我看

作是 “意识统一”，看作是关系中心；但从纯粹现象学的立场来看，“自我表象一个对象”，虽然在描

述中无法回避对象与体验自我的关系，但在现象学的自我中，在这个具体的体验复合体中，某个根据

其种类特性被称为 “对有关对象之表象”的体验是实项当下发生的，体验自我并不处在一个包含着

作为部分体验的自我表象的复合体中。“描述是在客体化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种反思中，对自

１９

①

②

③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２卷，前揭书，第３８７页。
同上，第３８７页。
同上，第３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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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反思与对行为体验的反思联结成为一个关系行为，自我本身在这个行为中显现为一个借助于其行

为而与行为对象发生关系的自我。显然，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个本质描述性的变化，尤其是原初的行为

不再是简单地在此存在了，我们不再生活于其中，而是对它进行关注，并且对它进行判断了。”① 站

在现象学的立场上，胡塞尔明确拒绝 “与自我的关系是一种属于意向体验本身的本质组成的东西”

这一论断。为彰显现象学的立场，胡塞尔用 “意向行为”或 “意向体验”取代了康德的 “表象”概

念。虽然康德将认识限定在现象界，但依然保留自在之物的存在。而胡塞尔完全排除所有经验－实在
之物，只考虑意向行为、立义行为，将对感觉的体验称作为对有关对象的感知，被感觉的内容的存在

完全不同于被感知的对象的存在。

另外，对于康德没有解决的我所感知的对象是同一个对象的问题，胡塞尔通过将 “在展示性感

觉意义上的感知内容与在立义性的并带有其他各种重叠特征的意向意义上的感知行为”② 之间做出严

格区分，即在 “体验”和 “感知”之间做出区分，解决了意识对象的同一性问题。在一个意向体验

中，尽管有不同的感觉内容被给予，但它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被立义、被统摄。例如，“我看到一个

事物，例如一个盒子，我看到的不是我的感觉，而始终是这同一个盒子，无论它做任何旋转和翻身。

我在这里所具有的始终是这同一个意识内容”③。虽然各种不同的内容被体验到，但只有这一个对象

被感知到。“这种意向在与被立义的内容的统一中构成了完整具体的感知行为。”④ 因此，在胡塞尔看

来，康德的 “统觉”学说就是不充分的，它没有赋予感觉以灵魂，并且是根据其本质来赋予灵魂。

在现象学的意义上，统觉实际上就是在体验本身之中，它具有这样一个行为特征：赋予感觉以灵魂，

从而使我们可以感知到这个或那个对象之物。这样一个行为本质上就是 “立义”或 “统摄”行为，

“立义”行为在这里被体验，但没有被看到、被听到，被感知到，并不对象性地显现出来；另一方

面，对象被感知，显示出来，但却没有被体验。胡塞尔在这里显然没有理会康德所主张的统觉的源始

统合统一属于知性的应用这一规定，仅仅强调体验行为中的 “立义”，即意义给予的行为，而没有提

及意义充实的行为。这一缺漏直到后来在 《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充分讨论意义给予的行为与

意义充实的行为，并将二者最终纳入到客体化的行为中才得以补全。

通过对笛卡尔 “我思”三个发生场域的简单分析与论述可知：“我思”在不同场域中的发生，不

仅是 “我思”自身意义不断丰盈和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且代表着不同哲学流派的思想特质，甚至集

中彰显着这些哲学流派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在这个意义上，理解 “我思”在不同哲学流派中的意

义的变化，是我们进入并把握不同哲学流派思想特质的钥匙。自笛卡尔将 “我思”确立为知识唯一

可靠的基础，它在哲学史中就拥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从单纯能思想的精神主体成长为具有源始综合统

一功能的先验统觉，进而在现象学中与 “我在”一起实现了自身的明见性。当然，这其中还有我们

没有顾及到的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哲学等。因此，这种分析与论述并不意味着笛卡尔的 “我思”

只有这三个发生场域，更不应和主体性形而上学终结的说辞。实际上，如果赞成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

立场，即哲学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历史，是意识不断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历史，那么我们

就会发现，尽管现代哲学标榜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终结，但笛卡尔的 “我思”“自我意识”依然在现代

哲学的不同流派中或潜伏或彰显，总是以不同的姿态出现，不断丰富与发展。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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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２卷，前揭书，第４１７页。
同上，第４２３页。
同上，第４２２页。
同上，第４２３页。



作为主观生存处境的死亡

———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批评

严家强　李　萍

【摘要】相对于黑格尔把死亡当作客观的认识对象，克尔凯郭尔把死亡理解成一种主观的生存处境。克尔

凯郭尔所理解的主观并非是一种情感上好恶，而是精神定性下的、个体在内向性中自己规定自己的生存行

动。克尔凯郭对死亡的思考从对象转向个体的内在，通过把死亡当作自身的生存处境来看待和重新理解死

亡与生存的关系。

【关键词】死亡；主观的；克尔凯郭尔；黑格尔

中图分类号：Ｂ５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９３－０７

作者简介：严家强，广东阳春人，（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博士生；

李　萍，广东蕉岭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所暨哲学系教授。

在死亡问题上，黑格尔倾向于把死亡当作客观的认识对象，最后把它消融在客观精神的发展过程

中。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无可替代的死亡被黑格尔统一到一种 “公众”的共性之中。而在克尔凯郭

尔看来，黑格尔根本没有抓住死亡问题的本质，甚至连他本身的生存也是自欺欺人。“一个思想家建

立起一个巨大的建筑，一个体系，一整个包容了 ‘存在’和 ‘世界历史’的体系；而如果我们去观

察他的个人生活，那么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这种可怕而可笑的情形：他自己并不住在这个巨大的、穹

窿的宫殿里，而是住在旁边的一个工棚里，或者一个狗窝里，或者至多是在一个门房里。如果有人提

醒他留意这种矛盾情况，哪怕只是说了一句话，他马上就会觉得是受到了侮辱。”①

本文试图从克尔凯郭尔的视角出发来探讨黑格尔对死亡的理解，彰显一种对死亡问题理解的生存

论立场。相比于黑格尔式的冷漠，克尔凯郭尔把死亡看作是一种主观的生存处境，更能突出主体本身

的位置以及从自身的死亡把握到生存所需要的力量，因为死亡也是生存。

一、主观是自我关注 （ｓｅｌｆ－ｆｏｃｕｓｅｄ）

克尔凯郭尔转向主观是因为一种厌憎的情感，而其眼里的主观指向精神。人是精神，而精神是自

我，这是克尔凯郭尔所坚持的对人的理解。只要是讨论人范畴内的主题，就要以此作为前提。主观是

人的主观，这个人并不是作为整体的 “公众”，而是作为内向性中的 “那个个人”（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ｄｉｖｉｄ

３９

① ［丹麦］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文集６》，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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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ａｌ）。“那个个人”既指单个的人，也指处在主观生存处境中的个体。从生存的角度看，主观是精神
定性的，而不是日常生活所理解的情感定性。日常生活所谈论的主观主要是从个人好恶的角度出发，

强调随心所欲地表达和行动。精神定性的主观蕴涵了 “那个个人”的所有内涵，是以 “那个个人”

作为主语的、一种在内向性中自己规定自己的行动。要实现这种自我规定，首先要从外在转向内在，

从关注对象转向关注自我。

克尔凯郭尔把智者们和苏格拉底作比较。智者们主张 “人是万物的准绳”，而苏格拉底提出要

“认识你自己”。智者们的主张很容易产生偏移，因为人的定义是不清晰的，而因前提的不清晰，准

绳也就不清晰，由此抛向对象认识也就不清晰。

老练的智者们深知如何把一个事情颠来倒去，掩盖真相，于是，各种私愤、癖好便放纵而不可遏

止了。智者们的掩盖主要原则便是： “人是万物的准绳”；这个原则，就像他们所有其他格言一样，

都是模棱两可的，即 “人”既可以指深刻和真实的精神，也可以指追随自己的好恶和特殊利益的精

神。智者心目中的人只是主观的人，于是，他们就宣布个人好恶是公理的原则，对主体有用的东西是

最后的、最有决定性的根据。①

智者们所指的主观虽然也从人本身出发，但这个 “人”却没有脱离外在的范畴。主体受到外在

因素的制约，这就决定自身与对象之间的准绳虽是主体所决定的，但从根本上又不是主体所决定的，

最终是由外在因素所决定的。当人是从外在的范畴进行定义、而不是从内向性的角度来定性，那么人

就还不是精神。精神制约于外在的对象，那么精神也就不是真正的自我。这样的 “人”依然无法跳

出 “公众”的范畴而成为 “那个个人”。无法成为 “那个个人”，那主观就只是一种外在条件的设

定，还不是真正从自我出发的主观。

相较于智者们，苏格拉底显得不同。他提出要 “认识你自己”，这种认识是内向性的，是从具体

生存的角度出发，内在地找到自己，并把重心返回到自身。“苏格拉底只是关注他自己。”② 而且，苏

格拉底把关注自身当作准绳。通过关注自己，把外在的看作是乌有，这也是他所要彰显的无知。苏格

拉底的主观性摆脱了外在的约束，从而保有最大的自由。从关注对象到关注自身，从受外在约束的主

观到完全出于精神自我的主观，主观在精神的定性上自己规定自己。苏格拉底把主观性发挥得淋漓尽

致，由此赢得比智者们更大的自由。这种内在自由支撑下所表现出来的无知，极大地扩展了苏格拉底

反讽的力量。这种力量，苏格拉底不是运用在形而上的层面，而是从未离开过他自身的生活。“我们

在苏格拉底那里看到的是主观性无限的放纵的自由，而这却正是反讽。”③ 当主观性表现为内向性地

转向主体自身时，主观就变成反讽立场的前提。缺乏这个前提，反讽就难以实现。坚持反讽的立场，

能增强主体的主观性，越是反讽越是主观，越是主观越是自由。“在反讽之中，万物被看作虚空，但

主观性是自由的。万物越是虚空，主观性也就越是轻盈、越是无所牵挂、越是轻快矫健。”④

关于死亡问题的思考，克尔凯郭尔把死亡从 “公众”那里拉回到 “那个个人”的范畴内。死亡

的不确定性更是时刻提醒活着的人们，“公众”范畴内的死亡对具体个人没有任何意义，而不知何时

会出现的死神则鞭笞着人们转向主观。“那个个人”是主观的，更进一步，思考死亡在克尔凯郭尔看

来就要归于个人主观的范畴。相应地，思考死亡是 “那个个人”变得主观的途径。既然主观性的原

则必须从关注对象返回到关注自身，那么思考死亡也必须从思考对象的死亡返回到思考自身的死亡。

只有返回到自身，通过对自身死亡的关注，才能深切体会到死亡所带来的冲击，而不是停留在 “公

众”层面那种事不关己的冷漠无情。

４９

①

②

③

④

［丹麦］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文集１》，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６２页。
Ｓｏｒｅｎ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Ｕ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ｔｏ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Ｃｒｕｍｂ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ＡｌａｓｔａｉｒＨａｎｎａ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１２３．
［丹麦］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文集１》，前揭书，第１６８页。
同上，第２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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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性是 “那个个人”通过自我关注，在内向性上自己规定自己；而思考死亡问题上的主观性

偏转不仅关注对象本身的变化，更表现在从外在到内在的过渡。只有转向 “那个个人”的内在，从

内向性的角度来把握死亡与自我的关系，才能真正发现主观地理解死亡的重要性。克尔凯郭尔说：

“死亡不是一般的死亡，我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我，变得主观才能照见真我。”① 把死亡从 “公众”

那里择出来，切实地拉回到主体自身，这种由外在到内在的主观性是克尔凯郭尔理解死亡问题的重要

思路。死亡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事件，如果仅仅当作事件本身来看待，那么人就未能脱离动物的范

畴。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真正的人是精神、是自我，推动主体和对象建立某种关系。死亡虽然作为自

然带给人的终结，但仍不能脱离精神的范畴。帕特里克·史考特 （ＰａｔｒｉｃｋＳｔｒｏｋｅｓ）在考察克尔凯郭
尔对死亡问题的理解时认为：“具体的，主观的特征在我们理解人类的必死性上没有任何位置，但当

我们沉思个人的必死性时，他们突然指出这些我们不可或缺，不可言喻的特性正受到死亡的威胁，而

且这种思考的方法冲击着我，正如夺取……不是推理，而是在视觉上的突然转变，我理解 ‘我会死’

这种观念从一种抽象的象征出发来理解我自身转到一种利己主义的关怀和情感认同。这种非演绎的直

觉性是克尔凯郭尔思考死亡问题的特征。”② 他把克尔凯郭尔在死亡问题上所理解的主观称为一种利

己主义的关怀和情感认同。作为一种非演绎的直觉，表面看是区分对 “公众”死亡的理解，但从对

象返回到自身，如果仅仅是一种利己主义的关怀及情感认同，那么主观也就仅仅是一种从个人利益和

个人好恶角度出发的主观。克尔凯郭尔的主观更主要的是从人作为精神自我的角度出发，把人的死亡

从外在拉回精神的内在。把对死亡的关注从对象拉回到自身，并且实现从外在到内在的过渡，最初确

实需要一种利己主义的关怀和情感认同来实现这种转向，但主要的还是要转向对自我的关注。

从精神、自我的角度出发，对死亡的理解才能真正从 “公众”的层面抽离出来，使它回到 “那

个个人”的身上。克尔凯郭尔通过对人的重新定性，最终希望重新确立对信仰的理解，但这个过程

也把死亡放在一个更为具体、积极的位置。把死亡从单纯的对象性返回到主体自身的内在，意味着死

亡不再是一件毫不关己的外在事件，它可以在人的精神自我中产生更多效应。这种效应是积极还是消

极，要看 “那个个人”是如何在精神自我中安放死亡。苏格拉底把主观性当作他反讽生存的前提，

这个前提给他提供足够多的自由，而自由提供足够多的留白，使苏格拉底在对待自身的死亡上既坦然

又乐观。通过对待自己死亡的行动，苏格拉底向人们证明了他的主观性具有无穷力量，死亡成为他留

下来的最强烈的反讽。这正是克尔凯郭尔所希望实现的，即通过主观的自我关注，让死亡在精神的自

我中时刻扮演警醒者。

二、主观即真理 （ｔｒｕｔｈ）

克尔凯郭尔关于主观的理解除了要避免个人好恶的理解外，还需要明确一种界线，这种界线源自

其对黑格尔的不满。从克尔凯郭尔接触到黑格尔的思想开始，他就开始对黑格尔所营造的大而全的客

观世界颇有微词，认为这样一个由抽象概念堆砌而成的世界离人们真正生活的世界过于遥远，哲学应

该和生活相关联。针对黑格尔的客观抽象，他突出强调了主观的实在性。从这个层面看，克尔凯郭尔

主观的界线在于和客观抽象的对立。

在黑格尔那里，真理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这种同一是精神通过思辨所产生的客观抽象的同一；

是去掉了特殊性，在普遍性上的同一。黑格尔认为：“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里，精神的普遍性

已经大大地加强，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且普遍性还在坚持着并要求占有它的整个范

５９

①

②

Ｓｏｒｅｎ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Ｕ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ｔｏ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Ｃｒｕｍｂｓ，ｐ．１４０．
ＰａｔｒｉｃｋＳｔｒｏｋｅｓ，“Ｄｅａｔｈ”，ｉｎＪｏｈｎＬｉｐｐｉｔｔａｎｄＧｅｏｒｇｅＰａｔｔｉｓｏｎ（ｅｄｓ．）．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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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和既成财富，因而精神的全部事业中属于个人活动范围的那一部分，只能是微不足道的。”① 对于

黑格尔的理解，克尔凯郭尔强烈反感的是：在黑格尔的客观世界里，作为主体的人消失了，只剩下抽

象的对象世界。客观认识论所需要把握的无非是把思维及其指向的对象通过思辨的抽象，保留对象的

普遍性，并以此作为认识的真理。出于对黑格尔观点的厌恶，克尔凯郭尔指出：“在客观的意义上，

思想被理解为纯粹的思想；在同样抽象———客观的意义上这思想又与其客体一致，因此客体即这种思

想自身，而真理则变成了思想与它自身的符合。这种客观的思想与实存着的主体没有任何关系；因为

我们总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困难的问题：实存的主体是如何滑入这客体性之中的，在这客体性中，主体

性只是纯粹抽象的主体性 （因而它又是一种客观的规定，并不意指任何实存的人），因此可以肯定，

实存的主体性慢慢化为乌有了”② 在克他看来，如果真理是可以脱离主体的，如果真理只需要在思维

的抽象上实现思维和对象的同一，那么真理就仅仅是一种对主体而言毫无意义的重复。这种真理观如

果运用在纯粹思辨的事情或许合适，例如数学推理，但如果将其置于具体伦理生活中则只能是荒谬

的。“黑格尔哲学是在一种纯粹的心智不清的状态中，发展并变成了一种实存体系，多则说是完成了

这样一个体系———只是没有包括伦理学 （而实存性恰恰属这方面）。那种由实存的个人为实存的个人

而提出的简单得多的哲学，却尤其特别强调伦理因素。”③ 在黑格尔的客观体系里，主体被排除在外，

这与而克尔凯郭尔走的道路完全相反：黑格尔把主体排斥在思维之外，强调客观反思；克尔凯郭尔则

把主体拉回到思维之中，重新把思维的主体放置到思维过程中的重要位置里，强调主观反思。

克尔凯郭尔认为，对于人的生存而言，主观才是真理。主观不是情感泛滥的陈腔滥调，而是强调

要返回到主体自身的内在。主观反思是在 “那个个人”的语境下实现的，突出了个人在思维与对象

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强调反思是从外在返回内在。认识不是如黑格尔般，强调内在的即是外在的、

外在的即是内在的，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才是真正的认识。只有没有抽离主体的才是真正的认识。

克尔凯郭尔指出：

主观的反思将注意力内转指向主体，渴望在内在性的强化中把握真理。它以这样的方式行进：正

如在客观的反思中，客观性成为存在，主观性化为乌有；而在主观的反思中，当主体的主观性达到最

后的阶段，客观性便成为了消隐的因素。它一刻也没有忘记，主体是一个生存着的个人，生存是一个

生存的过程。因而，作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真理概念是一种对抽象的幻想。就其真理性而言，它只

是对造物的一种期待；这并不是因为真理不是这样一种同一性，而是因为认知者是一个生存着的个

人，对他来说，只要他生活在时间中，真理就不可能是这样一种同一。④

黑格尔式的客观真理观完全忽略了主体的位置，不管是在进行思维之前还是在完成思维之后。主

观关注的是主体自身，是在对象性的世界里以主体自身为中心，这种中心是在主体自身的内向性上完

成的。所有本质上的认识，都应该是主观的反思，是返回到主体自身、和主体密切关联的认识。克尔

凯郭尔只有突出主观，才能在当时黑格尔主义泛滥的丹麦找回主体应有的位置。正如阿多诺所言：

“在克尔凯郭尔那里既没有黑格尔意义上的主体－客体，也没有包含存在的客体；只有孤立的、被昏
暗他物所包围的主观性。”⑤

在死亡问题上，黑格尔式的客观反思在克尔凯郭尔的反思中是没有任何位置的。把死亡当作一个

抽象思维的对象，获得的不是对死亡最本真的认识。死亡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甚至是可

能会成为对我们整个生活意义的否定，克尔凯郭尔认为如果仅仅从客观抽象的角度进行认识，那么死

亡的一些本质性的认识必然会丢失。作为一个抽象概念的死亡，只是一种关于死亡的理念，但死亡的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５０页。
熊伟主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４２—４３页。
同上，第３９页。
同上，第２１页。
［德］阿多诺：《克尔凯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李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４页。



作为主观生存处境的死亡

理念并不能使得我们从生活上理解死亡，也不能从死亡那里获得生存的力量。克尔凯郭尔说：“一个

人不能在死亡的理念中参与和经验死亡”① 死亡的理念对于生活中的人们是遥远的，它只是一个抽象

得来的、显得冷漠而孤离的概念本身。它和人们生活中真正需要面对的死亡完全不是一回事。

把主体自身从死亡的事实中剥离出来，把死亡变成一个无关己身的抽象概括，似乎可以使面对死

亡变得简单。但当我们真正面对死亡时就会发现，抽象的概念马上会远离我们，而死亡所带来的真切

体验会时刻萦绕着我们不会离去。死亡所带来的分离、悲伤、恐惧等都不会出现在客观反思的内容

中。抽象概念关注的只是死亡的诸多属性的归纳，它不关注死亡本身以及死亡所附带的情感剥夺。只

有在主观上反思死亡，真正把死亡看作是主体自身的死亡，才能真正体验到死亡本真意义。情感的包

围只是促使主观反思死亡所需要的动力，更为深入的主观反思则要返回主体的内在的。这种内在是指

精神的内在，是主体的自我；这种回返也是内向性的表现。克尔凯郭尔赋予精神和前人相区别的专门

定性。它作为一种推动主体和对象相联系的关系，既包含外在联系，也包含内在联系，而内向性就是

这种内在的联系。主体在主观地反思死亡时，精神推动主体在死亡和自身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

这种联系不是抽象的概括，而是具体的，是和主体具体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的。通过主观反思，通过

对自我的回返，精神才能在内在感受到死亡给自身带来的冲击。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才能理解

死亡真正重要的特质。

克尔凯郭尔说：“死亡会在一个将死之人的死亡时刻上对死亡的理念宣告无效。”② 当主体真正面

临死亡时，就会发现客观反思的死亡概念是多么无力、多么不真实。它和死亡的主体本身是完全疏离

的。只有立足于对自身死亡的反思，才能接近死亡最真实的体验，才能抓住死亡给精神自我带来的强

烈冲击和反省。这种在内向性中建立起来的反省，对于消除死亡所带来的消极性才能起到关键作用。

黑格尔从客观抽象的角度去理解死亡，克尔凯郭尔在自己的日记当中嘲笑他建立了一座大厦，而自己

却住在大厦旁边的门房当中。死亡变成和死亡者不相关的抽象概念，那死亡到底是谁的死亡？当真正

面临死亡时，克尔凯郭尔认为关于死亡的客观思维会不攻而破，因为通过客观反思得来的死亡理解无

法轻易抹去死亡所带来的恐惧。死神如同恶魔，把 “公众”通通还原成为 “那个个人”。

三、从客观认识的对象到主观的生存处境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ａｔｅ）

是否把死亡当作客观认识的对象，是克尔凯郭尔与黑格尔在理解死亡问题上的重要区分。黑格尔

把死亡当作客观认识对象。在客观反思中，死亡是作为认识的对象而存在的。这种对象性的联系是在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中完成的。因为反思主体无法获得关于自身死亡的经验，所以反思者通过对他人死

亡经验的总结，归纳出关于死亡的普遍共相，并以此作为反思者对死亡的一般性认识。在对死亡的理

解上，这种一般性认识就被认为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也就是关于死亡的客观真理。要得到这种客观

真理，死亡首先要成为思维中客观认识的对象，并在思维中完成对对象的把握，而对象是独立于主体

之外的。对于客观反思者而言，这种从对象到本质的一般性认识就是关于死亡最本质的认识。客观反

思得来的关于死亡的一般性认识必然是全面的，人们能从这个抽象的死亡理念中找到死亡所有具体化

的显象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只有把死亡作为客观认识的对象，人们才能把握到关于死亡向我们传达的一
切信息。但对于克尔凯郭尔而言，这种认识是导致谬误的关键。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死亡是人的死亡，不是了解诸如一片树叶为什么会掉落的客观问题。任何与

人密切相关的认识，如果不能把认识和人的生存相关联，那么这种认识必然不是本质性的认识。所以

克尔凯郭尔说：“一切本质的认识都与生存相关，或者说，只有与生存发生着本质关系的认识才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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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认识。任何认识，如果不是在内在性的反思中内在地与生存相关联，从本质上就是偶然的认识；

它的程度和范围都根本不值一提。本质的认识本质上与生存相关，这并不是指上面提到的抽象思维设

定的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同一性，客观上它也不意味着，认识与作为它的客体而生存的某物是一致的。

然而，它意味着认识本质上都与生存相关。”① 从认识规律而言，一旦我们开始对某物进行思考，那

么在思维的链条上，某物就会成为对象性的存在。一旦我们思索死亡，死亡自然而然就成为一种对

象，一种思索的对象。这种思维惯性便于我们区分主体与客体，即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明确界线，

才能得出更为准确的客观认识。但在克尔凯郭尔对死亡的思考中，虽然死亡会成为思索的对象，但死

亡不应当作为认识的对象，特别是客观认识的对象。而且，思考死亡并不是主体与客体分开的问题，

而是重新建立联系的问题。“克尔凯郭尔对意义估价中的矛盾因素———主体和客体———并没有分道扬

镳。它们一直相互交叉在一起。它们的形象叫做内在性。”②

克尔凯郭尔反对客观认识而提倡内在性的反思，即主观认识。他进一步提出，内在性的反思是和

生存相关联的，当主体反思死亡时，要把对死亡的思考和自身的生存处境密切关联起来，这样对死亡

的反思才是本质性的反思。死亡也就脱离了孤立的客观对象的存在，而成为主体生存处境中的一环。

主体与主体自身的死亡在内在性中密切相关，不把对死亡的思考和自身生存的处境相关联，就不能把

握死亡存在的意义。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思考死亡与自身的生存处境相关联，首先是要把握主体自身

的特殊性而不是一般性。对死亡的反思是对主体自身死亡的反思。在这种对自身死亡的反思中，能带

来深刻反省的不是自身的一般性，而是自身的特殊性。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个体自身的特殊性在理解

自身的死亡问题上是相当重要的，而作为一个个体的一般性则不能带来任何有益的思考。戈登·Ｄ·
马里诺 （ＧｏｒｄｏｎＤ．Ｍａｒｉｎｏ）在考察克尔凯郭尔关于死亡问题的思考时，引述了列夫．托尔斯泰对于
伊万·伊利奇死亡之前的心理描述，指出对于克尔凯郭尔而言，死亡对于活着的人的重要性和我们如

何去想象死亡的程度以及死亡作为使我们个体化的推动力量是保持一致的。

伊万·伊利奇看到自己快要死了，经常处在绝望之中。在内心深处，伊万·伊利奇知道他快要死

了，但他对这种想法不仅不习惯，而且简直不明白，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一点。他在基泽韦特 （德国

哲学家）的 《逻辑》中所学到的那个三段论的例子：卡伊是人，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卡伊也要死，

这个例子他毕生都认为是对的，但仅仅适用于卡伊，而绝不适用于他。那是指卡伊这个人，一般的

人，因此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既不是卡伊，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乃是一个从来都有别于所有其他人

的完全特殊的人。③

当伊万·伊利奇快要死时，他在思考死亡问题时发现，原来对死亡的客观性反思，也就是一般性

的思考中，死亡是那样的轻描淡写。在客观性反思中，死亡只是作为一个一般性的研究对象那般，这

和伊万·伊利奇自身并没有建立任何生存上的关系，而只有认识上的关系。所以伊万·伊利奇才会觉

得作为客观反思对象的死亡并不是自身的死亡，原来对死亡的思考完全脱离了他自身的特殊性，那只

是 “另外一回事”。伊万·伊利奇的特殊性包含了他的成长经历、喜怒哀乐、思想感情，这成就了他

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正是伊万·伊利奇自身的生存处境，脱离了这种生存处境，伊万·伊利奇

就不是伊万·伊利奇了。所以要在本质上来把握死亡，这种建立在特殊性之上的生存处境是不可忽视

的。只有在思考死亡时把死亡和自身的生存处境相关联，才能获得关于死亡的本真理解。在克尔凯郭

尔看来，抓住主体自身的特殊性只是把思考死亡和自身的生存处境相关联的第一步，这是外在的，更

为重要的是内在地在内向性中与生存处境相关联。换言之，抓住了自身的特殊性还不够，还要真正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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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伟主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前揭书，第２２页。
［德］阿多诺：《克尔凯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前揭书，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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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观生存处境的死亡

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拥有是在主体的内向性中完成的，也就是要完成精神自我与外在特性的融合。

把这种在时间中凝练而成的特性真正变成精神自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从而拥有主体自身的特殊

性即主观性。要把思考死亡和主体的生存处境相关联，这种内在的建构才是根本的。只有完成这种建

构，主体才能真正把握死亡在生存中所应有的蕴涵。

克尔凯郭尔在批评黑格尔的观点时指出：“客观反思的方式使得主体成为附属的，并因此把生存

转变为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某种化为乌有的东西。远离主体的客观的反思方式导致了客观真理，而

此时主体及其主观性则变成无关紧要的，真理也如是，这种无关紧要性恰恰就是它的客观有效性；因

为一切关注，有如一切择断都植根于主观性。客观反思的方式导致抽象思维，导致数学，导致各种历

史的知识；而且总使它远离主体，从客观的观点来看，主体的生存与非生存根本无关紧要，再也正确

不过了。确是再也正确不过了，因为正如哈姆雷特所言：‘生存与非生存只有主观的意义。’”① 在黑

格尔构建的体系中，为了保证所谓的科学性，在世界精神不断辩证上升的过程中，主观性被完全抽

离，只剩下与主体自身毫不相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完全拒斥主体的生存处境，把一切与主体相关

的思想情感都刨除出去。至于对死亡的思考，同样是如此。克尔凯郭尔说：“一个热情的、喧闹的时

代将推翻一切摧毁一切，但是，一个革命的时代———这同时是反思的和没有热情的时代———却把表现

变成辩证法的技巧，它把每一件东西都保留下来，却狡猾地把它的意义抽空。那不是造反中的巅峰状

态，而是把全部关系的内在的现实性还原为一种反思的张力。这种张力使每一件东西保留了下来，但

却使整个生活变得意义模糊。这样，每一件东西一方面继续现实地存在，另一方面私下里又通过辩证

法的欺骗，提供一个秘密的解释：它不存在。”② 客观反思远离了反思主体自身，也远离了反思主体

的生存处境，显然就是远离了意义本身。失去了对生存意义的追逐，生活本身也就变得可有可无。关

于死亡的思考，把死亡当作客观认识的对象转向把死亡和死亡者的生存处境密切关联，才能找回死亡

的意义所在，生存本身才会更加完整。

四、结　　语

克尔凯郭尔把死亡看作是个体自身的死亡，认为个体对死亡的思考只有返回到其自身之死，才是

理解死亡的正确方向。为此，克尔凯郭尔批评黑格尔思考死亡的对象性路径，转向一种生存性路径。

在黑格尔的客观反思中，死亡只是一个远离了主体自身的对象。死亡作为一个对象这种处理方法可以

使得个体暂时脱离恐惧，但却丢掉了死亡对于生存的本质性因素。克尔凯郭尔认为要抓住死亡的本

质，首先要抓住死亡在自身生存中所处的位置。他认为生存是一种主观性的生存，而不是如同黑格尔

所言的，最终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黑格尔把生存安置于一种普遍性中，而克尔凯郭尔把生存安放到

个体自身的内向性中。主观性生存是一种内向性的生存处境，个体在内向性中建立与自我的联系，并

因此和外在建立关系。克尔凯郭尔把死亡看作是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死亡又体现为一种主观的生存

处境。这种处境使个体在理解自身的死亡后，更能抓住其自身的主体地位。死亡本质上是一种具体生

存，而不是抽象的客观对象。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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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实在与反阻”的意义

———从狄尔泰与舍勒关于实在性问题的共识与争论出发

王嘉新

【摘要】舍勒在晚期作品 《唯心论与实在论》中，对狄尔泰关于 “实在性”的讨论给出深刻回应，二者共

同辩护了通过 “反阻经验”（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来解释外部世界实在性的理论道路。不同于狄尔泰对属
于人的意识经验的非直接的 “反阻经验”的专注，舍勒把对实在性的讨论推进到存在论的论域，辩护狄尔

泰拒绝的直接的 “反阻经验”。作为对来自生命中心的冲动的反阻，“直接的反阻经验”是 “实在”（Ｒｅａｌ
ｓｅｉｎ）的根本。在舍勒看来，“实在”不只关涉到外部世界的实在，而是关于所有可能的存在领域的实在，
是人的全部经验的根本性纬度。舍勒发展出来的这一理论，不但不是海德格尔所批评的对象性的在手经验

的理论变形，而且还能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形成某种竞争关系。

【关键词】实在；反阻；感觉；生命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００－０７

作者简介：王嘉新，河北张家口人，哲学博士，（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１７ＺＤＡ０３３）；西安交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

（ＳＫ２０１８０２９）

自近代哲学以降，实在性问题 （Ｒｅａｌｉｔｔｓｐｒｏｂｌｅｍ）就是知识论中最为核心且棘手的问题。用胡塞
尔的术语表达，在自然态度下，人们不言自明地默认异己的实物以及外部世界的实在性。然而，一旦

进入哲学的理论反思中，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马上就会变成最为令人疑惑的问题。这一疑难被康德不无

夸张地称作 “哲学和普遍人类理性的丑闻”①。 不过，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 “丑闻”的确促使

人们持续地对实在性问题进行反思与研究。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德语哲学中，伴随着心理学和生
理学研究的深入，哲学家们不断尝试给这一问题新的哲学解答。②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狄尔泰对

于外部世界实在性的反思。狄尔泰从其生命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以当时最新的生理心理学研究成果

为基础，论证了实在性在生命体验中的起源，试图把关于实在性的讨论从笛卡尔主义传统下对理智活

动的单一强调中解放出来。更进一步，狄尔泰的这一理论尝试对现象学重新理解实在性的努力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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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说：“唯心论尽可以就形而上学的根本目的而言仍然被看作是无辜的 （事实上它并非如此），然而哲学和人类普遍理性的丑

闻依然存在，即不得不仅仅在信念上假定在我们之外的物 （我们毕竟从他们那里为我们的内感官获得了认识的全部材料）的实

在，并且，如果有人忽然想到要怀疑这种实在，我们没有任何足够的证据能够反驳他。”（［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

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ＢＸＸＸＩＸ，第２７页。译文略有改动。）
例如，青年时代的海德格尔在１９１１年曾撰写名为 《近现代哲学中的实在性问题》（ＤａｓＲｅａｌｉｔｔ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ｄ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
ｉｅ）的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综述。在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引述了哲学家奥斯瓦尔特·屈尔佩 （Ｏ．Ｋüｌｐｅ）的话：“实在性问
题位于……未来那种哲学的临界处。”（［德］海德格尔： 《早期著作》，张柯、马小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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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影响。马克斯·舍勒首先意识到狄尔泰这一工作的巨大意义，并且在其晚期的手稿 《唯心论与

实在论》中，对狄尔泰的思考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回应。舍勒早年的哲学生涯与狄尔泰密不可分。

在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间，舍勒在柏林密集地参加了狄尔泰的讲座。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通过对狄尔泰的
批评与反思，舍勒才真正获得通达其晚期重要概念 “实在”的论述能力。下文将首先展示狄尔泰和

舍勒的相同之处与分歧。基于此，舍勒晚期的 “实在”概念才能被理解。只有理解了这里的 “实在”

概念，我们才能有根据地主张，舍勒晚期思考蕴含着一种以实在性理论为内容的 “基础存在论”，以

及在什么意义上舍勒关于实在的学说潜在地构成了海德格尔版本的基础存在论的竞争对手。①

一、狄尔泰的立场

狄尔泰关于外部世界实在性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于１８９０年撰写的长文 《如何解决我们对于外

部世界实在性的信念的起源及其合理性的问题》中。显而易见，狄尔泰对实在性的讨论并不指向实

在性一般，而是明确地把对外部世界实在性的信念作为研究对象。在康德那里，只是诉诸于信念来辩

护实在性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理性的某种失败。在狄尔泰这里，解决实在性问题的思路转换为：对外部

世界实在性的论证，既无需贬斥信念，也无需寻求信念之外的理性功能，对实在性的辩护恰恰在于寻

找这种信念本身的根据。在狄尔泰看来，信念并不意味着非理性的，相反，信念本身有其在人类意识

经验中的合理性根据。

在这篇长文中，狄尔泰首先批评了当时的普遍的思维定式，即把 “实在和真实仅仅理解为服务

于理性功能的概念程式” （ｄｉｅＲｅａｌｉｔｔｏｄｅｒ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ｎｕｒ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ｍβｉｇｅＦｏｒｍｅｌｎｆüｒＶ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ｓｆｕｎｋ
ｔｉｏｎｅｎ）②。这里，狄尔泰的对话者是赫尔曼·冯·赫尔姆霍茨 （Ｈｅｒｍａｎｎｖｏｎ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后者认为，
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应该被还原为感觉材料之间的某种思想关联 （ｇｅｄａｎｋｌｉｃｈｅｒ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并且
这种思想关联 （Ｄｅｎｋ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应当从自然科学的经验研究中获得理解。对于赫尔姆霍茨来说，
这里的 “思想” （Ｄｅｎｋｅｎ）无异于根据因果律 （Ｋａｕｓａｌｇｅｓｅｔｚ）发生的无意识的推导 （ｕｎｂｅｗｕｓｓｔｅ
Ｓｃｈｌüｓｓｅ）。这种因果律，作为外部世界实在性的根本保证，在赫尔姆霍茨看来应表现为一种先天给定
的超验法则。狄尔泰对赫尔姆霍茨的这一观点并不满意，因为这种超验法则与思想的推导联系在一

起，有其自身无法剥离的理智主义预设。在狄尔泰看来，赫尔姆霍茨在晚年偶有提及的意愿冲动

（Ｗｉｌｌｅｎｓｉｍｐｕｌｓ）才是突破外部世界实在性问题的关键所在。与赫尔姆霍茨相反，狄尔泰不寻求通过
建立感觉材料和思想之间的关联，解释外部世界的实在性，而是试图通过分析感觉材料与意愿的内在

联系，揭示我们对外部世界信念的来源。在这点上，狄尔泰面对的首先是笛卡尔主义，或者说理智主

义传统的强势地位：“自笛卡尔以来，大多数的解释者认为，意愿既不能压制感觉材料，也不能凸显

感觉材料，更不能掌控感觉材料。这些解释者们以感觉材料的这个特点为根据，认定并且在理论上践

行了感觉材料并不依赖于意愿这一观点。”③对此，狄尔泰并未直接予以否定，而是指出：基于对感觉

材料不依赖于意愿的坚持，而忽视或者否认感觉材料和意愿的根本性关联，会使人们错失理解实在性

１０１

①

②

③

赛普指出，一方面舍勒和海德格尔的共同策略是指出过去的 “唯心论和实在论”之争背后忽视的问题，另一方面舍勒并不同意

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对他的批评，因而 《唯心论与实在论》一文包含着回应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论的意图。根本上说，

舍勒的 “基础存在论”的核心概念是 “生命”，并不预设被遗忘了的 “存在问题”，或者说并不预设某种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解

释学循环。（Ｈ．Ｒ．Ｓｅｐｐ，ｂｅｒｄｉｅＧｒｅｎｚｅ．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ｚｕｅｉｎ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Ｔｒａｎｓｋ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ｎ，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ｅｎ：ＴｒａｕｇｏｔｔＢａｕｔｚ２０１４，Ｓ．
２０９）同时参阅：［捷克］汉斯·莱纳·塞普：《阻力与操心———舍勒对海德格尔的回应以及一种新此在现象学可能性》，张柯
译，《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Ｗ．Ｄｉｌｔｈｅｙ，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ＬｓｕｎｇｄｅｒＦｒａｇｅｖｏｍＵｒｓｐｒｕｎｇｕｎｓｅｒｅｓＧｌａｕｂｅｎｓａｎｄｉｅＲｅａｌｉｔｔｄｅｒＡｕβｅｎｗｅｌｔ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ｍＲｅｃｈｔ，ｉｎ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ＢａｎｄＶ，Ｔｅｕｂｎｅｒ：Ｌｅｉｐｚｉ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２４，Ｓ．９２，９４．（以下凡引 《狄尔泰全集》，均仅给出该全集的简称 “ＧＳ”、卷数和页
码。）

Ｉｂｉｄ．，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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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的根本要素的机会。针对这种理智主义的成见，狄尔泰写到：“我不从思想关联出发，而是从在

冲动、意愿和情绪中被给予的生命整体出发，解释人对外部世界的信念。”①

这里，狄尔泰很明显地展示了他的知识论立场与他对生命整体的研究纲领之间的深刻关联。与理

智主义进路纯粹关注作为功能性的思想不同，狄尔泰试图在人的生命的体验 （Ｅｒｌｅｂｅｎ）中寻找实在
性的起源。而且，逻辑与思想本身只有在 “在体验中敞开的生命”（ｄａｓｉｍ Ｅｒｌｅｂｎｉｓｓｉｃｈ
ｅｒｓｃｈｌｉｅβｅｎｄｅｎＬｅｂｅｎ）中才能得到理解。与此相应，狄尔泰主张必须充分发掘了感觉 （Ｅｍｐｆｉｎｄｕｎｇ）
的认识论价值，才能恰当解答实在性问题。对于狄尔泰来说，实在性问题不单纯是思想的问题，而是

生命本身的问题。②

问题是，实在性是如何在体验当中产生的？狄尔泰认为，对于实在性的信念首先必定预设了人的

内在 （Ｉｎｎｅｎｓｅｉｎ）和外在 （Ａｕβｅｎｓｅｉｎ）之分。这一区分无需通过意识的某种功能实现的，其本身就
是意识的性质。在他看来，对于这一性质的进一步解释要回到人的反阻经验 （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
这种经验产生于意愿的两种不可分割的状态：第一种状态是意识中的意愿的冲动，第二种状态是对这

种冲动的抑制 （Ｈｅｍｍｕｎｇ）。这两种状态尽管不可分离，但是在狄尔泰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对
称的，而且是间接的。

首先，意愿的冲动是自发从内在而生的，狄尔泰把它称作 “意向”（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狄尔泰认为意愿
的冲动可以回溯到冲动的集合 （ｄａｓＢüｎｄｅｌｖｏｎＴｒｉｅｂｅｎ）中。因此，认识主体就是凭其意愿的冲动驱
动意向的个体，而对于这个意愿的抑制随即产生，并且伴随着与之无法分离的情绪体验。在这个机制

之下，意愿的两种状态是不对称的依存关系。在狄尔泰看来，对于外部世界实在性的信念，恰好在于

通过对意向的抑阻产生的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实在性关联。

其次，意愿的冲动和对意向的抑阻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必须通过感觉材料的中介。狄尔泰认为，

“在冲动的意识和对意向的阻碍的意识之间的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存在于按压感觉那里，并且总

是在那里。因此，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意识只是经过中介的。人们不应该通过任何夸张的方式试图轻

松地解释对于外部世界的信念，诸如诉诸于意愿的直接的反阻经验，或者索性诉诸于对直接给予存在

的心理学虚构”③。这里，狄尔泰首先把反阻经验落实在了具体的按压感受 （Ｄｒｕｃｋｅｍｐｆｉｎｄｕｎｇ）上，
这与当时经验科学的进展是密不可分的。④ 对于按压感受作为中间环节的强调，目的在于批评那种把

外部世界存在当作是直接未经中介的被给予的观点。在狄尔泰看来，这种观点既无法在哲学上得到论

证，也无法在经验科学的研究中获得支持。基于对按压感的哲学反思，狄尔泰把反阻经验理解为意识

中的可被经验之物。人和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关联，就存在于感觉联结 （Ｅｍｐｆｉｎｄｕｎｇ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中。这
种意识感觉联结就是意愿冲动和反阻体验的联结点。因此，狄尔泰把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直接的实在

性信念还原到了意识中的间接的反阻体验上。

二、舍勒对狄尔泰的继承与批评

上文对狄尔泰关于实在性论证的勾勒，为我们提供了进入马克斯·舍勒的实在性理论的基本语

境。舍勒早年受狄尔泰生命哲学影响颇深。具体到外部世界实在性的问题，我们更能清楚地发现这两

位思想家之间的思想关联。在舍勒看来，狄尔泰本身置身在一个伟大的丰富的思想传统中，这个传统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Ｉｂｉｄ．，Ｓ．９５．
Ｖｇｌ．ＨＵ．Ｌｅｓｓ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Ｄｉｌｔｈｅｙ．Ｅｉｎｅ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ＵＴＢ：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２０１１，Ｓ．６５．
Ｗ．Ｄｉｌｔｈｅｙ，ＧＳＢｄ．Ｖ，Ｓ．１０３．加黑强调出自笔者。
狄尔泰积极参与了当时心理学的研究。在关于心理学和人类学讲座中，狄尔泰梳理了当时实验心理学的关于按压感受的研究。

（Ｖｇｌ．Ｗ．Ｄｉｌｔｈｅｙ，ＧＳＢｄ．ＸＸＩ，Ｓ．２１１－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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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 “实在是在反阻的体验当中给出自身的”①。狄尔泰的巨大贡献在于，他重新使这一思想在当时

的哲学讨论中复活，并且在生理心理学知识的进展中使之更为丰富。而舍勒晚期著作中对实在性问题

的回答，正是建立在对狄尔泰思考的继承与批评之上。舍勒继承了狄尔泰开辟的这一问题的基本论

域，以及从反阻体验出发寻找关于外部世界实在性根源的基本路径，但是批评狄尔泰对于反阻体验的

哲学解读。正如汉斯－莱纳·赛普的概括，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在反阻体验中经验到的实在物，或
者说实在本身，是经由意识而获得原初把握的，还是有其本己的体验路径？”② 在舍勒看来，尽管狄

尔泰正确地强调了本能型的行为在实在联结产生中的原初作用，但是他却同时把这种行为限制在本能

意识 （Ｔｒｉｅｂ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的范围之内。狄尔泰把实在经验归于意识，总是相对于意识来解释对象的实
在性。在 《唯心论与实在论》一文中，舍勒正是围绕这一基本点展开对狄尔泰理论的批评。

与狄尔泰一致，舍勒也把 “实在”定位在冲动 （Ｉｍｐｕｌｓ）和反阻的关系中，然而舍勒并不接受
狄尔泰把这一关系理解为经由 “感觉材料”中介的关系，而是力图复活在狄尔泰那里被毫不犹豫地

加以拒绝的 “直接性的反阻经验”。舍勒明确地表示：“这种被狄尔泰拒绝的 ‘直接的反阻经验’恰

恰是持存着的。”③ 舍勒通过对狄尔泰 “按压感觉” （Ｄｒｕｃｋｅｍｐｆｉｎｄｕｎｇ）概念的批评来阐释直接性的
反阻关系。狄尔泰把 “按压感觉”看作是位于指尖的一个死的感受。在舍勒看来，如果按压感觉仅

仅是在皮肤表面的一个死的感官体验，那么它实际上同狄尔泰想要通过这一按压感觉建立起来的反阻

经验是矛盾的。如果我们把按压感觉理解成为和具体的感官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感官感觉，那么按压感

中的反阻体验就不可能形成对出于本能系统 （Ｔｒｉｅｂｓｙｓｔｅｍ）的意向的阻碍。在舍勒看来，与其说反阻
体验来自于作为感官感觉的按压感，毋宁说所谓的 “按压感”是反阻经验的伴随现象 （如果它不是

一种错误的概念虚构的话），前者因后者而可能，两者应该严格地加以区分。这里，舍勒当然需要解

释为什么反阻体验完全不同于按压感。

舍勒的这一论断依赖于当时最新的生理心理学对负重或者拖拽体验的研究结论。人们发现在负重

或者拖拽的行为中，人的用力体验的强度和肌肉的紧张体验的强度并没有严格的相关性。显然，反阻

体验关联的是人的力量投入的感受 （Ｋｒａｆｔｅｉｎｓａｔｚｄｅｓｅｍｆｉｎｄｅｎｅｎ），而肌肉紧张程度则是感官感觉。舍
勒认为，这一经验研究揭示的反阻体验和感官感觉的区别，足以证明狄尔泰把人的反阻体验等同于作

为感官感受的按压感是 “一个根本性的错误”④。舍勒批评道：“真正的反阻体验绝不是表面的感官经

验，而是居于中心位置的我们的冲动 （Ｄｒｎｇｅｎ）与追求 （Ｓｔｒｅｂｅｎ）的经验。”⑤ 因此，舍勒把反阻经
验界定为体验中居于核心的一个特别纬度。反阻体验的这种中心性特征，也使得我们不能把它和周围

的感官体验混同起来，无论这种感官体验是紧张感还是按压感。在这个意义上，力量投入实际上并不

是由按压感所带来的。相反，感觉着的人作为力量投入着的源泉奠基着所有在各种感官中呈现的感觉

（Ｅｍｐｆｉｎｄｕｎｇｅｎ）。
上文呈现了舍勒就当时的生理心理学语境对狄尔泰的批评。下面需要从纯粹概念分析的角度再次

去审视舍勒对狄尔泰的 “按压体验”（Ｄｒｕｃｋｓｅｍｐｆｉｎｄｕｎｇ）的批评。在狄尔泰看来，运动冲动 （Ｂｅｗｅ
ｇｕｎｇｓｉｍｐｕｌｓ）是由意愿或者意志行为驱动的。仅仅有意愿带来的冲动当然不足以产生反阻体验，反阻
体验还需要对意愿冲动的阻碍 （Ｈｅｍｍｕｎｇ）。狄尔泰认为这个阻碍是我们一种有意识的经验，并且
“按压体验的组件”必须作为阻碍意识的前件同时被给予，才能保证冲动和阻碍在体验中一体两面地

同时出现。狄尔泰根据不同感官把感觉区分为各种感觉类型，例如皮肤上的触感、皮下组织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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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收缩的感觉、关节处的运动感觉等。狄尔泰把反阻感觉 （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ｅｍｐｆｉｎｄｕｎｇ）当作这些感觉
的高一级概念来使用。反阻体验发生在整个冲动体验的系统中，因而与之相应的类按压体验 （Ｄｒｕｃｋ
ｈａｆｔｅ）也无差别地在各种感觉类型当中存有。① 在狄尔泰看来，在内关节的部位存在的不仅仅是运动
感受，还有按压的感受。

与狄尔泰不同，舍勒想要阐明的是 “无中介的反阻体验”。尽管我们看到狄尔泰肯定了反阻体验

作为所有感觉类型不可或缺的一个面向，但是在舍勒看来，狄尔泰的反思恰恰遮蔽了真正的无中介的

反阻经验。舍勒认为，这种无中介的反阻关联的是力量投入 （Ｋｒａｆｔｓｅｉｎｓａｔｚ）。如同负重或者拖拽的例
子中所证明的，力量投入并不能定位在任何具体的感受组件中，因而对力量投入的反阻也不包括在四

周的感受中。舍勒的核心命题是：在狄尔泰那里反阻经验并不是真正的反阻体验，反阻经验被理解为

意识中的属于感觉组件的内容，而这并不是原初绽出的反阻体验。

舍勒观点的革命性在于翻转了反阻与意识的关系。舍勒认为绽出的反阻是意识产生的基础，正是

在反阻中的返照 （Ｒｅｆｌｅｘ）使得意识成为可能，而不是相反。因此，想要真正抓住冲动与反阻这一对
构成实在 （Ｒｅａｌｓｅｉｎ）的关系，必须把研究从意识概念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相反，在狄尔泰那里，意
识不仅作为我们思考实在问题的出发点，还是我们反思实在问题的边界。狄尔泰在 《描述与分析的

心理学概念》一文中写道：“意识无法反观自身的背后，思想处在 ［和意识］的关系中，思想从意识

中来并且依赖意识，这个关系是我们永远无法丢弃的前提。”② 狄尔泰意图在意识中找到外部世界实

在性的根据，因为哲学地反思实在性作为思想本身受到意识概念的限制，舍勒则笃定实在性问题的解

决一定在意识之外，实在性早在意识的内在经验成形之前就已经起作用了。

舍勒看来，投入 （Ａｎｓｔｒｅｎｇｅｎｄ）、发力 （Ｋｒａｆｔｅｉｎｓｅｔｚｅｎｄ）是从本能的生命中心生发的。从生命
中心出发的本能冲动当然不会在意识领域缺席。然而，在舍勒看来，狄尔泰把它错认为意愿 （Ｗｏｌ
ｌｅｎ）。在狄尔泰那里，保证主体外部世界存在的反阻关联的是有意识的意愿。意愿、感觉与冲动构成
了生命结构的三重奏。舍勒从根本上质疑狄尔泰的三重生命结构的合理性。舍勒认为这里狄尔泰又犯

了一个错误：“狄尔泰把反阻称为意愿的经验，明显他想到的更多是有意识的意愿的中心，后者不是

属于我们任意的自发的生命中心的本能冲动，而是来自意识中心的意愿。”③ 从舍勒的观点看，实在

性的要素是从对活跃自发的、完全非任意的生命冲动的反阻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对有意识的意愿的反

阻中产生的。④ 更进一步，狄尔泰认为，意愿关系到的是任意的运动冲动。对外部世界实在性的意识

来自于对这种运动冲动的阻碍 （Ｈｅｍｍｕｎｇ）。那种对非任意的运动关联到的是本能冲动，对后者的讨
论出现在狄尔泰思考的边缘地带。而狄尔泰分析的中心点在于认知主体的实在性经验。在脚注的位

置，狄尔泰提到，在生命的初始阶段，运动当然不是任意的。胚胎阶段的生命进行的是某种非任意的

活动；在新生儿那里，我们也能看到出于饥渴的非任意的吮吸运动。我们可以说在生命初始阶段的非

任意运动中起作用的是一些特殊的本能冲动，后者和有意识的意愿是不同的。遗憾的是，狄尔泰并没

有进一步地对这两种本能冲动和意愿冲动做出进一步研究。恰好在这点，舍勒指出，三重生命结构中

的冲动和意愿的区别在婴儿的吮吸运动中坍塌了。

舍勒的立场是，本能和意愿的关系应该被颠倒过来。在狄尔泰意义上的，意愿冲动作为驱动力是

有问题的。如果说在成熟的意识主体那里，运动意向是从意愿冲动而来，那么毋宁说这种 “意愿冲

动早已和本能冲动融为一体了”⑤。在舍勒看来，精神的意愿来自于对本能冲动的阻碍或者去阻碍。

意愿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精神活动的结果，他是通过对本能冲动的否定产生的。因此，作为一种高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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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实在与反阻”的意义

精神性活动，意愿不是永续性的，而是不常有的行为 （Ｓｅｌｔｅｎｈｅｉｔｓａｋｔ）；与此相反，我们的实在性体
验却是持续着的。因此，对于意愿的反阻在舍勒看来是无法理解的。反阻作为实在性体验之锚只能扎

在本能冲动和外在世界的环节中。我们最基本的实在信念的根基不在于个人意愿的层面，而在于更深

的人的非任意的本能生命的层面。

从整体上说，舍勒认为狄尔泰把实在性问题单面地理解为 “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也是不合适

的。在舍勒看来，外部世界不能被理解为实在物的总体。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在外部世界中呈现出来

的对象都是实在的，外部世界同样包括有许多非实在对象，如彩虹、影子、镜像等。另一方面，我们

不得不考虑内在世界的心灵对象问题，不能认为意识中发生过的内容和心灵的存在没有实在性。舍勒

关心的 “实在”（Ｒｅａｌｓｅｉｎ）不仅是外在对象的实在性，同时也包含我们心灵世界的实在性。在舍勒
看来，“实在”不只关涉到外部环境的实在，而是关于所有可能的存在领域的实在，实在是我们全部

经验的根本性纬度。① 因而，舍勒认为，狄尔泰并没有把实在性问题的核心意义揭示出来，具体地

说，狄尔泰错失的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整体性的 “实在性”。

换句话说，舍勒关心的是实在性的 “实在”，而狄尔泰追问的毋宁说是主体的 “实 －有”
（Ｒｅａｌｉｔｔ－Ｈａｂｅｎ）问题。在舍勒看来，实有属于一个特别的场域 （Ｓｐｈｒｅ），即在意识中被给予的外
部世界；而 “实在”无差别地在所有场域以及可能的场域中在，即 “实在一般”（Ｒｅａｌｉｔｔ
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② 后者作为舍勒的根本关注点，显然与狄尔泰通过反阻经验来解释的 “实 －有”不同。
“实在”毋宁说是前意识的直接的生命冲动与世界关联。反阻在舍勒看来是整体性 （Ｔｏｔａｌｉｔｔ）的反
阻，是世界的反阻 （Ｗｅｌｔ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③

三、小结及进一步思考

基于上面对狄尔泰与舍勒关于实在性争论的观察，我们目前可以得到两个阶段性的结论。第一，

就实在性问题而言，狄尔泰和舍勒的分歧在于，作为实在性来源的反阻体验如何被理解，它究竟源自

处于中心的生命冲动，还是源自经由感觉过程中介的意愿生命。第二，狄尔泰和舍勒共同之处在于，

两者都强调实在性来源于人的生命进程，并且都从 “冲动”和 “反阻”这对概念出发来解释人的实

在性信念。无论狄尔泰对外部世界实在性的研究，还是舍勒对实在性一般的强调，其共同立场都是拒

绝把实在理解为 （康德式的）纯粹理智的设定活动 （Ｓｅｔｚｕｎｇｓｔｔｉｇｋｅｉｔ）。二者的共同立场可以成为我
们反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于实在性问题理解的重要的参照。对狄尔泰和舍勒关于实在性争论的再考

察，旨在重新把作为实在性的反阻重新带入到现象学语境中。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我们看到胡塞尔

和海德格尔都把经验的这一纬度排除在现象学的考察之外。

抛开胡塞尔不谈，舍勒这里提出的 “实在”概念，可以被看作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之外定

义人的 “实际性”（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的独立尝试。如果可以被理解为基础存在论，舍勒的实在性理论将是
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强劲对手。海德格尔显然没有理解舍勒 “作为实在的反阻”对于意识和生命

的成在 （Ｗｅｒｄｅｎ）的核心意义。海德格尔在１９２５年的讲课稿 《时间概念史导论》中处理了狄尔泰－
舍勒对于反阻经验的讨论，然而并不充分。海德格尔并不否认反阻现象本身的经验的一部分，但是认

为反阻现象显然不是最原初的生命结构的实际性。他认为，恰恰是在 “烦”和 “意蕴”中展开的世

界的世界性使得反阻成为可能；而舍勒那里的反阻或者说意愿行为，关联的是一种在手物。④显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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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思路里，在手的 （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ｓｅｉｎ）之所以能够作为在手的凸显出来，是在更原初的上手
（Ｚｕｈａｎｄｅｎｓｅｉｎ）的在场的基础上，或者说在 “烦与意蕴”敞开的世界性中。因此，反阻充其量是个

“现象特征 （ｐｈｎｏｍｅｎａｌｅｒ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这一特征是以世界为前提的”①。实在物以及外部世界的实在性
应当还原到此在在世存在的世界性。后来，在 《存在与时间》第 §４３节海德格尔几乎重复了他在
《时间概念史导论》的观点。

就海德格尔的观点，有三点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上手的概念与在手概念的区分，以及海德格

尔由此试图建立起来的实践对于理论的优先性，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理论争议。② 第二，即便海德格尔

是对的，人类此在与世界的关系就其最原初处确实是上手的关系，即一种原初的目的导向的 “实践”

活动，那么在舍勒的视角下，上手关系也必然地包含着 “冲动和反阻”这一最基本层次。舍勒也完

全可以同意，我们在工具性的 “实践”活动中，“上手”先于由于目的未实现产生 （意向未获得充

实）的 “对象化”活动，先于由此而产生的带有反思性特征的对象意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上

手”可以先于反阻。第三，最令人吃惊的是，在海德格尔的眼里，舍勒和狄尔泰的观点并无不同，

舍勒用来解释实在性的 “反阻”经验是和对象性活动和判断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显然，海德格尔对

于我们上文展示的舍勒与狄尔泰的根本分歧缺乏了解。因而，他对狄尔泰和舍勒观点的捆绑式处理很

难站得住脚。本文已经充分地展示了，舍勒的 “实在”概念试图揭示的是意识中的前意识的世界关

联。在实在的基础上，意识才通过反身的关系产生，意识毋宁说是 “由世界的反阻的受难的结果”

（ＤａｓＥｒｌｅｉｄｅｎｄｅｓ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ｓｄｅｒＷｅｌｔ）③。因此，“冲动－反阻”是先于对象性关系 （主体－客体关
系）的，因而绝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 “在手”的关系。海德格尔批评舍勒把反阻经验作为原始生命

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其完全错误的 “生物学倾向”（ｂ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Ｏｒｉｅｎｔｉｅｒｕｎｇ）④。恐怕这也包含着
他对舍勒哲学的深刻误解。舍勒对实在的思考显然是借助生物学研究成果的哲学思考，但不是仰生物

学鼻息的。“实在”与 “反阻”的关系是生物学无法定义的。正是通过辩护这些生物学无法理解的生

命经验，舍勒为一种基于 “实在”概念的基础存在论赢得了可能。舍勒对于人类此在 “实际性”的

界定恢复了费希特对于 “实在即反阻”的观点，其讨论的实在高于具体科学对于实在的局部讨论，

并且为后者提供了存在论基础；同时这种讨论本身又处于和具体科学 （感官生理学）的关联中，无

法脱离后者被理解。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优点。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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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由此而来的对反阻概念拒斥。

Ｍ．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ＷＢｄ．ＩＸ，Ｓ．４３．对这一点的详细阐述，参见 Ｍ．Ｆｒｉｎｇｓ，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Ｔｉｍ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Ｄｏｒ
ｄｒｅｃｈｔ／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１１，ｐ．８２．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Ｚｅｉｔ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Ｓｏｍｍｅｒ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１９２５），ＧＡ２０，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１９９４，Ｓ．３０５．



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

靳　宝

【摘要】“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这一形而上学的首要问题直接针对和回应的是 “根据律”

问题。海德格尔提出此问题根本上是为了解决 “作为存在的无”的问题，而对于无的经验只能通过作为现

身情态的畏和 “深度无聊”来进行。通过对无的两种经验方式的对比阐释，以及无如何向存在的过渡问题

的揭示，最终回到了如何占有无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占有中，暗含着克服虚无主义的契机。

【关键词】无；存在；根据；畏；深度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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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靳　宝，哲学博士，（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 “批判哲学的现象学批判” （１６ＸＺＸ００９）；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

费项目 “此在与实践”（１７ＬＺＵＪＢＷＺＹ０９０）

“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这被海德格尔视为形而上学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直接

接续和针对的是莱布尼茨和谢林的 “根据律”问题，其经典表述为Ｎｉｈｉｌｅｓｔｓ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ｅ，即 “没有什

么是没有根据的”或者 “任何存在者都有一个根据”。众所周知，传统逻辑学是考察思维规则的科

学，“同一律”、“矛盾律”和 “根据律”是其三大基本规律，而且这三大规律的次序是相对固定的。

然而，海德格尔却主张 “根据律”是逻辑学的第一条定律，在次序上优先于同一律和矛盾律。一方

面，海德格尔不满意传统形式逻辑只考察思想规则，而不考察思想的内在可能性及其条件。他认为要

给传统逻辑学进行形而上学的奠基，即寻求和建立哲学的逻辑学或逻辑学的形而上学的始基 （ｉｎｉｔｉａ
ｌｏｇｉｃａｅ），使逻辑学真正成为 “真理的逻辑”。根据海德格尔的分析，根据律不仅是逻辑学的原则，更

是形而上学的原则，根据律不再是关乎思想、陈述的规则，而是作为形而上学的逻辑学的第一原则，

从根本上最能体现和说明逻辑学之形而上学的意义。另一方面，根据律问题作为逻辑学的基本问题与

哲学的基本问题即 “存在问题”最为紧密，根据律表达式中的 “是”与 “根据”的结合已经提示了

这点，因此，海德格尔力图建立 “根据”与 “存在”的共属一体性，从而通过对根据律问题的历史

性解构引导出他的 “此在的基础存在论”，“逻辑学的基本问题，思想之合法性的问题，自行揭示为

人的生存的根据问题，揭示为自由的问题”①。

对根据律问题的探讨贯穿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前后期。从１９２８年的马堡讲座 《从莱布尼茨出发的

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最先开始对根据律问题的专题研究，以及１９２９年 《论根据的本质》一文对

此问题的进一步提炼和深化，一直持续到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６年在弗赖堡大学冬季学期对根据律问题的整
体化和全景式的概括解释，可见根据律问题在海德格尔的思想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本文无意于对以上文本进行具体梳理和专题研究，而是想转换思路，从海德格尔对根据律问题的回应

来间接地予以解释，以期揭示传统逻辑学所耽搁的问题即无的问题，并把无的问题置于海德格尔现象

７０１

①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ａｎｆａｎｇｓｇｒüｎｄｅ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ｉｍａｕｓｇａｎｇｖｏｎＬｅｉｂｎｉｚ，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７８，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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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地处理 “存在问题”的背景中，对 “存在与无是同一的”这个命题做出现象学阐释，进而对 “存

在的意义”做出新的透视。

海德格尔对 “根据律”问题的回应是从 “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这一质问展开

的。这一问句表面上包含两个质问：为什么存在者存在？为什么无反倒不存在？就第一个质问句来

说，我们可以进行肯定的回答：因为存在作为根据给存在者进行奠基，所以存在者存在。因此第一个

质问句其实问的是 “存在”，只不过存在是以传统形而上学的 “根据”概念予以替换和解释罢了。

哲学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同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

———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因为从哲学开

端以来，并且凭借于这一开端，存在者之存在就把自身显示为根据 （本源，原因，原理）。根据之为

根据，是这样一个东西，存在者作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由于它才成为在其生成、消亡和持存中的某种

可知的东西，某种被处理和制作的东西。作为根据，存在把存在者带入当下在场。根据显示自身为在

场性 （Ａｎｗｅｓｅｎｈｅｉｔ）。在场性之当前乃在于：在场性把各具本己方式的在场者带入在场性。依照在场
性之印记，根据遂具有建基这个特性……为存在者提供根据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的特性乃在于，形而上

学从在场者出发去表象在其在场性中的在场者，并因此从其根据而来把它展示为有根据的在场者。①

作为根据的存在具有给存在者和存在者整体进行奠基的功能，即存在把存在者带入在场之境而使

得具有存在性、在场性。简言之，存在让存在者存在，存在即让在场 （Ａｎｗｅｓｅｎｌａｓｓｅｎ）。存在作为根
据给存在者奠基，存在作为让予者让予出存在者 （所让者），在存在者与存在者的存在之间、根据与

根据所支撑的存在者之间、让予者与所让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和区分，这即是所谓的存在论差

异。海德格尔前期借助存在论差异思想对整个存在论历史的解构，无非就是破解掉传统形而上学之作

为根据的存在 （在场性、当前）②。这也是海德格尔在前期那么重视根据律问题，并把 《论根据的本

质》一文的主题界定为是存在论差异的原因。

我们更为关注的是第二个质问，为什么无反倒不存在？这种质问直接问无，针对的是传统逻辑学

的先天缺陷，即逻辑学是关于思维规则的科学，思维总是关乎思维的对象，但无不是对象，更不能以

对象性的把握方式来把握，因此传统逻辑学把无排除在自身的研究主题之外。无游离于我们的思维之

外，触及了我们语言言说的根本困难。面对无时，我们总是无能为力，无从表达。然而，海德格尔恰

恰要追问无，并把 “存在问题”与无联系起来，因此要明确回答 “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

在？”这一质问，就只能推展出 “无的存在”或 “无存在着”这个悖论性的短语。既然传统的作为科

学的逻辑学是以思想、思维来把握存在，而我们不能以思想来把握无，那么我们以何种方式来经验和

把握无呢？海德格尔给出明确回答，那就是情调 （Ｓｔｉｍｍｕｎｇ）。Ｓｔｉｍｍｕｎｇ一词经常翻译为情绪，有时
甚至翻译为情意、情感、情怀。情调泛指同感觉相关的情绪或情感体验，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因不同

刺激方式和具体的情境环境而呈现出不同的强度反应和变化，因此一般把情调或情绪划入心理学研究

范围。不过，在西方思想史上，情调和思想恰恰是一组对立概念，情调代表的是情感，思想代表的是

理智，情感总是服从于理智，理智支配情感。情调是一种软弱、游离、模糊、沉闷，而思想追求敏

锐、正确和清晰，因此情调充其量只是思想的点缀和渲染。海德格尔当然无意于对情调进行心理学的

定位和考查，而是把情调和存在问题联系起来，从存在论的高度看待情调现象。在他看来，不是思想

规定情调，恰恰相反，是情调规定和调谐思想，给思想定调，情调是思想的前提条件③。那么，我们

通过何种情调或情绪来经验 “无”呢？

８０１

①

②

③

［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６８页。
此问题可参见丁耘：《是与易》，《儒家与启蒙》，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第２１７页。
［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２４页。



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

一、情绪与无：畏、深度无聊

众所周知，在以 《存在与时间》为代表的前期思想中，海德格尔把情调或情绪理解为此在在世

之在的一种现身情态 （Ｂｅｄｉ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即此在的基本的生存论环节，也就是从存在论层面对此在的
一种存在方式的命名，以此说明此在在存在者层面是有情绪地存在着。情调或情绪一般分为两种，一

种是让人感到兴奋、愉快、欢快激昂的积极情绪，另一种为让人厌恶、沉闷、伤感消沉的消极情绪。

海德格尔选取后者作为此在和世界的展开方式，称之为基本的现身情态 （Ｇｒｕｎｄｂｅｆｉ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即
“畏”（Ａｎｇｓｔ）。除了畏这种基本的现身情态之外，怕 （Ｆｕｒｃｈｔ）也是现身的样式之一，只不过不是基
本的现身情态，可见，畏比怕更加源始，畏使怕成为可能，怕根本上来自于畏这种现身现象。正是借

助于畏与怕的区分，海德格尔涉及到了世界现象和对无的经验问题。首先，海德格尔指出畏和怕具有

共同点，两种具有某种亲缘关系，如怕的东西常常被标识为畏、而有畏的性质的东西被称为怕；两者

都来自某种威胁和压迫，并且此在在面对这两种威胁时，都会退缩、慌乱、胆怯，甚至逃避。

其次，海德格尔对畏和怕进行 “意向性”的考察，得出畏和怕又是有差异和区别的。怕总是有

明确的 “意向对象”，而畏却没有明确的 “意向对象”。“怕之所怕者总是一个世内的、从一定场所来

的、在近处临近的、有害的存在者……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怎样从现象上区别畏之所畏者与怕

之所怕者呢？畏之所畏者不是任何世内存在者。因而畏之所畏在本质上不能有任何因缘……畏之所畏

者是完全不确定的。”① 怕之所怕者乃是世内的确定存在者，而畏之所畏者不是世内的某种确定存在

者。但畏之所以畏，根本上还是来自某物的威胁。尽管畏不知这个威胁者或所畏者是什么，但海德格

尔说 “威胁者乃在无何有之乡 （Ｎｉｒｇｅｎｄｓ）……但这个 ‘无何有之乡’并不意味着无，而是在其中有

着一般的场所，有着世界为本质上具有空间性的 ‘在之中’而展开了的一般状态……在畏之所畏中，

‘它是无而且在无何有之乡’公开出来。世内的无与无何有之乡的顽梗在现象上等于说：畏之所畏就

是世界本身”②。威胁者来自 “无何有之乡”、“无何有之乡不是无”、“在畏之所畏中，‘它是无’”，

这些表述看似矛盾，其实不然，海德格尔的意思是畏具有不确定的确定性。畏具有不确定性，是指畏

不知道 “为何”而畏，也不知道畏之所畏。之所以说畏是确定的，是说畏确实有某种所畏者，即世

界本身 （“不是无”），但世界不是世内的存在者及其存在者的集合，世内存在者是 “有”，世界不是

世内存在者，世界便是 “无”。世界自行给出、涌迫而来。世界世界化，无之无化。而世内存在者恰

恰依靠世界本身的给出，“怕”依赖 “畏”，所以畏之所畏者就是作为 “无”的世界，“如果说世界

是某种ｎｉｈｉｌ（无），那么绝不是 ｎｉｈｉｌｎｅｇａｔｉｖｕｍ（消极的无）。世界在其存在者的意义上什么都不是，
尽管不是存在者，但仍然是某种 ‘有’的东西……世界是源始地导致的无，完全在时机化中与时机

化相应的无———我们因此称其为ｎｉｈｉｌｏｒｉｇｉｎａｒｉｕｍ（原初的无）”③。世界乃是无，并且是 “原初的无”，

这是 《存在与时间》将说而未说的洞见。

如果说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中的 “存在问题”就是此在的 “在世之在”的现象学，就是

“世界”问题，那么此在对于畏这种情绪的经验便表达了它的存在及其与世界的关联，进而 “存在问

题”就落实为通过畏这一情绪对于作为 “无”的世界的经验问题。简言之，“存在问题”便转渡为

“无”的问题。但什么是 “存在”？什么是 “无”？ “存在”和 “无”有何关联？如何从无过渡到存

在，并且能否通过情绪、通过何种情绪 （只是通过 “畏”这种情绪？）来完成这一过渡，进而来经验

和把握 “无”？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问题，但这已经超出了 《存在与时间》的思考范围。

在海德格尔的 《存在与时间》出版之后的两年里，海德格尔重新思考或推进了 《存在与时间》

上述遗留的问题。在１９２９年就职讲座 《形而上学是什么？》中，海德格尔便从情绪来考察 “无”。与

９０１

①

②

③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２１５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前揭书，第２１６页。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ａｎｆａｎｇｓｇｒüｎｄｅ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ｉｍａｕｓｇａｎｇｖｏｎＬｅｉｂｎｉｚ，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７８，Ｓ．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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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讲座同时的还有 《论根据的本质》一文，海德格尔在文章开头就交代了两篇文章各自的主题和

关联，因此要把这两篇文章对照阅读。据海德格尔交代， 《形而上学是什么？》谈的是 “无” （Ｄａｓ
Ｎｉｃｈｔｓ）的问题，而 《论根据的本质》处理的则是 “存在论差异” （Ｄｉ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ｚ）。“存
在论差异”说的是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 “区别”、 “差异”，存在不是存在者，存在不可存在者化，

“存在论差异”就是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 “不”。如果从存在者来界定存在，存在便是无，“无是对存

在者的不，因而是从存在者方面经验的存在”①。由于存在即无，存在存在着，所以存在给出存在者

的问题，演变为 “无”给出存在者的问题，即 “无之无化” （ｄａｓＮｉｃｈｔｅｎｄｅｓＮｉｃｈｔｓ）的问题。可见
“无”不是 “没有”、“否定”，而是不断地给出、给予和馈赠，“无”比 “否定”和 “不”更加的源

始，不能说 “无”源自于 “否定”和 “不”，相反，“否定”、“不”源自于 “无”。

那么，如何经验和把握作为存在的 “无”？海德格尔没有急于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开始制订关于

“无”的问题，对 “无”的发问方式和提问方式进行澄清，一如他在 《存在与时间》第二节对 “存

在问题”的 “形式结构”的制订。在他看来，我们不能以传统本质主义的提问方式，即 “是什么”

（Ｗａｓｉｓｔ…？）来提问 “无”，而应当问 “无之情形如何”（ＷｉｅｓｔｅｈｔｅｓｕｍｄａｓＮｉｃｈｔｓ？）或 “在哪一种

情形中我们占有无”。对科学来说，“逻辑”是法庭，理智是手段，思维是规则，“思维本质上总是关

于某物的思维；若作为无之思维，它就必定要违背它自己的本质了”②，因此 “无”不是科学考察的

对象和主题，科学面对无的时候无计可施，在本质上拒斥 “无”。既然 “无”不能通过科学、理性、

思维来定义和把握，那么，在何种情形中寻找 “无”？“无”毕竟是我们现在所寻求的东西，任何的

寻求总是已经设定和确认了它所寻求的东西必须预先存在或现成存在，寻求总有某种起点、途径和通

道，以便达到所寻求的东西，因此海德格尔为了能认识和把握 “无”，给 “无”下了一个 “定义”：

“无乃是对存在者之全体的否定，是绝对的不存在者 （ｄａｓ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ｈｉｎＮｉｃｈｔ－Ｓｅｉｅｎｄｅ）。”③

这样，存在者整体或全体就是我们认识和把握 “无”的起点，借此我们总算有了一个借力打力

的支点。海德格尔的 “逻辑思路”是：“存在者之全体必须事先已经被给予。以便能够作为这样一个

全体而得到彻底的否定，而无本身这时候就会在这种否定中呈示出来。”④ 至此，存在者整体或全体

的预先给出就是最根本的问题，那么存在者整体在何种情形下被给予我们呢？在真正的无聊之中！

不论日常生活显得多么琐碎，它始终还把存在者———尽管朦胧地———保持在 “整体”之统一性

中。甚至当我们并没有专门地忙碌于事物和我们自身时，而且恰恰在这个时候，存在者 “在整体中”

向我们袭来，例如，在真正的无聊中。当我们仅仅对这本书或者那出戏，这项活动或者那种消遣感到

无聊时，离真正的无聊还很远。而当 “某人莫名地无聊”时，真正的无聊便开始了。这种深刻的无

聊犹如寂然无声的雾弥漫在此在的深渊中，把万物、人以及与之共在的某人本身移入一种奇特的冷漠

状态中。这种无聊启示出存在者整体。⑤

在这里，海德格尔区分了一般的无聊和真正的无聊，认为只有真正的无聊才会给出存在者整体，

在 《形而上学是什么？》中，海德格尔对什么是无聊以及真正的无聊没有详细地阐述，而在１９２９年
至１９３０年的讲座 《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却有大篇幅的论述。概言之，海德格尔区分了三种无聊

情绪：第一种是对某物感到无聊 （ｄａｓＧｅｌａｎｇｗｅｉｌｔｗｅｒｄｅｎｖｏｎｅｔｗａｓ）；第二种是由于某物而对自身感到
无聊 （ｄａｓＳｉｃｈｌａｎｇｗｅｉｌｅｎｂｅｉｅｔｗａｓ）；第三种是作为 “某人莫名地无聊”的深度无聊 （ｄｉｅｔｉｅｆｅｌａｎｇ
ｗｅｉｌｅｎａｌｓｄａｓ“ｅｓｉｓｔｅｉｎｅｍｌ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ｇ”）。很明显，第一种无聊和对象相关，第二种无聊和主体相关，
第三种深度无聊就是上面真正的无聊，它不涉及具体的人和物，而是把万物一视同仁、等量齐观，万

物一泯、漫无差别。它好像一团迷雾一样包围着存在者整体，存在者整体在这种漫无差别的氛围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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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消失，恰恰作为漫无差别而在迷雾中展示自身。这即是真正的无聊启示出存在者整体。此在就在

这种深度无聊中被指派给存在者整体即世界，在这种漫无差异的存在者整体中此在发现自己完全被弃

之不顾，它既不能沉沦于这个存在者，也不能沉沦于那个存在者，甚至在这个犹如空洞一般的迷雾

中，存在者整体对此在来说都是不存在的，换言之，存在者整体自行拒绝、自行隐退了，也就是以否

定的方式呈现了自身。此在就在作为存在者整体的、自行拒绝着的世界中存在。正如 《左雄传》所

云： “无一物而容万物，双照空有；容万物而无一物，则空有俱泯，从容中道。故云 ‘适得其

中’。”①

一方面，深度无聊启示出存在者整体，从而遮蔽了我们所寻求的 “无”；另一方面深度无聊作为

此在的现身情态而又否定存在者整体，把我们带到 “无”的面前。可以说，深度无聊这种情绪对

“无”的经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实现的，“无聊把形而上学的两极———作为整体的世界和作为个体

的生存———以悖论的方式连接在一起”②。那有没有一种源始的情绪直接把我们带到 “无”面前呢？

在这里，海德格尔再一次提到了 《存在与时间》里作为基本现身情态的 “畏”。只不过这次对

“畏”的阐发更加详细和深刻，除了继承 《存在与时间》中对畏和怕的区分，海德格尔悄悄地改变了

畏的不确定的确定性这一说法，在这里他只承认畏之所畏者只有不确定性，而不可能有确定性。“对

……的畏始终就是为……而畏，但不是为这个或那个而畏。我们所畏和为之而畏的东西的不确定性却

并不是缺乏确定性，而是根本上不可能有确定性。这种不可能性在一种众所周知的解释中显露出来

了。”③ “不可能性”到底是在哪一种 “众所周知的解释中显露”呢？这肯定不是指 《存在与时间》

中对 “畏”的解释，而是在下面渲染的更加丰富的解释中：

我们说，在畏中，“某人惶惶不安”。这里的 “它”和 “某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说某人

对什么惶惶不安。某人整个地就感到惶惶不安。万物和我们本身都沦于一种冷漠状态之中。但这不是

在一种单纯的消失意义上讲的，不如说，它们在移开的同时就朝向我们。存在者整体的这种移开在畏

中簇拥着我们，趋迫着我们。没有留下任何支持。只留下这个 “没有”，而且当存在者脱落之际，唯

此一 “没有”向我们压来。畏启示无。④

在畏中，不是 “你”和 “我”惶惶不安，也不是对什么惶惶不安，而是 “某人惶惶不安” （ｅｓ
ｉｓｔｅｉｎｅｍｕｎｈｅｉｍｌｉｃｈ），海德格尔用了独特的无人称句 “ｅｓｉｓｔ…”来表达畏这种基本情绪，其中的形
式主词 “ｅｓ”和不定的代词 “ｅｉｎｅｍ”都用来说明 “畏”的不确定性和无缘由，以此说明畏乃是基本

的现身情态，对存在者来说具有一种不可摆脱、预先就被置于其中的在先性和规定性。和 “畏”相

比，“深度无聊”首先给出存在者整体，而后又否定存在者整体，从而让无敞开。而 “畏”恰恰使得

存在者整体 “移开”并且 “脱落”，“我们”也在存在者整体中一道脱落了，当这种 “脱落”发生之

际，无便涌迫而来，让人直接面对无，因此，畏直接揭示无、启示无。正如马里翁所言， “深度无

聊”和 “畏”在启示 “无”的策略和步骤上恰恰是 “颠倒的”：

在无聊中，甚至在深度无聊中，存在者的全体进入漫无差别之中并因此而相互疏远，就像在一视

同仁的薄雾中那样消逝不见了，这使我自己获得了完全的自由；而在畏中，存在者整体仅仅是为了通

过这种无差别状态本身对我威胁才退避到无差别状态中：正是在存在者之全体的这种后退运动中，在

构成全部威胁的这种不确定性中，存在者的全体才转过身来，抓住我，扼住我的咽喉———这就是真正

意义上的我之所畏。在这里，在畏中，我根本不可能像在无聊中那样在存在者沉没之际时做一个袖手

旁观者，我受到存在者的不确定性的围攻。从这以后，与其说不确定性使存在者消失，不如说它也使

我同存在者一起消失：实际上，只有在存在者消失到不确定性之中时才威胁到我。于是，我畏无物存

在，我更畏诸存在者退到无差别状态中去的运动本身。我畏的是存在者的后退、缺席和无。畏当然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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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也不怕，但这恰恰由于它对无感到畏惧。当 “畏的发作”停下来的时候，我有理由说 “这没什

么”，因为实际上它就是无本身。①

在海德格尔看来，无在畏中揭示自身，但无并非作为存在者而揭示自身，畏根本上畏的是无，这

就是畏不可能有确定性的真正根据。此外，无通过畏并且在畏中变得可敞开，并不意味着无脱离存在

者整体而显示自身，而是与存在者整体一体地来照面，也就是说，在畏中存在者并没有被消灭，恰恰

是无随着存在者并且在存在者那里、作为一个脱落着的存在者整体而显示出来了。“脱落着的存在者

整体”说明存在者整体在后退、与我们分离，同时转过来身又抓住我们、“扼住我的咽喉”，海德格

尔把无的这种特性称为 “有所拒绝的指引”，“亦即对脱落着整体的指引———无作为这种指引而在畏

中簇拥着此在———乃是无的本质，即无化”②。当海德格尔把畏理解为此在的基本情绪后，在畏中得

到揭示的无便与此在联系在一起了，换言之，存在给出存在者的问题，现在便转换为无给出存在者的

问题，而此在乃意谓着 “嵌入到无中的状态”③，进而 “人成为无的代位者 （Ｐｌａｔｚｈａｌｔｅｒ）”④。至此，
我们便赢获了关于无的问题的答案：无在畏中揭示自身、敞开自身，无不是一个对象，也不是一个存

在者，“无乃是一种可能性，它使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得以为人的此在敞开出来。无并不首先

提供出与存在者相对的概念，而是源始地属于存在之本质。在存在者的存在中，发生着无之无化

（ｄａｓＮｉｃｈｔｅｎｄｅｓＮｉｃｈｔｓ）”⑤。

二、无向存在的过渡：存在之要求

当海德格尔把畏界定为此在的基本现身情态或基本情绪后，此在的 “在世之在”就是 “在世之

畏”，此在的存在、在世以及 “超越”（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全都植根于畏中。在畏中，畏使得我们茫然失
措、无言以对，从而让我们经验到无。不过，在得到这个结论后，我们还会对海德格尔思路和问题意

识产生如下疑问：海德格尔的主导问题是存在问题，尽管存在问题以此在的现身情态 （畏、领会）

为铺垫和展开，但现身情态经验到的恰恰是无，在存在和无 （作为存在的无）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

异，存在不等同于无，因此畏并没有给出通向 “存在的现象”的道路，而只是给出了无。为了让存

在在无中显现出来，为了让 “无作为存在而本现”，无在现象学上仍需要得到解释和规定。这种疑问

不仅把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路———首先制订了无的问题的提问方式，然后把此在的 “在世之畏”替换

为无———推到了极端，而且也把我们置于一种危险之中，即让我们从无过渡到存在。如果我们承认这

种过渡是可能的，那么情调在无向存在的过渡中又以何种方式实现和完成了这一过渡？

在１９４９出版的 《形而上学是什么？》的后记中，海德格尔再次回到畏和无的问题，并对１９４３年
出版的 《形而上学是什么？》的正文有可能引起的三种误解进行澄清。正是在这个后记中，海德格尔

谈到无向存在的过渡问题，即如何在无中经验存在，只不过在这种经验中，海德格尔把作为基本情绪

的畏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和替换。如前所述，在畏中，一切事物和我们都湮没到漫无差别的状态中，畏

从这种无差别状态出发使得万事万物都没有差别，甚至把此在也吞没了，在这种漫无差别的状态中我

们经验到了无，因此，无如果要显现的话，只能以无区别的形式显现。畏使得我们无言，这种无言乃

是由于我们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仅仅是漫无差别的存在者整体，因而无言根本上是存在者不再要求我们

了、不再对我们说话了。在畏中，存在者不再说话，因为它像一团薄雾一样退隐了、消逝了，它逃避

了一切说话的权利，也放弃了全部的要求。为此，海德格尔在后记中重新引入一种要求，把无解释成

存在也正是以这种要求为指导线索：存在的要求 （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ｄｅｓＳｅｉｎｓ）。由于 “无乃存在者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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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畏中存在者不再对我们发出要求，不再召唤我们，所以从无向存在的过渡不能从存在者、从无出

发，而应当从存在出发。

因为存在者的召唤已经丧失，我们必须———作为最后的要求———诉诸存在的呼声。既然这种过渡

无法从无或者存在者出发实施，我们就必须从最终的术语即存在本身来着手进行；这样，无与存在之

间的差距只有从最远的终点即存在出发才能被跨越，根本不能从它的近处的开端即无出发；跨越开始

于终点———遥远的存在的召唤———而不是开始于起点———我们身在其中的近处的无。①

在马里翁看来，从依靠基本情绪的此在 （存在者、无）向存在的过渡之所以可能，不在于此在

给存在提出要求、召唤存在，而恰恰源自于此在遭受到了一种它看不见、也还不了解的存在现象的召

唤，因此从畏的生存论分析不可能显示存在的现象，甚至这种分析本身也是多余的。从无过渡到存

在，无论如何不是来自无或存在者，唯有存在把人召唤到存在那里。不过，思想上的洞见必须要有文

本的足够支持和证明，依照马里翁的分析，“后记”中的三段话完全可以提供有力的支撑：

第一段话是：“因为这个讲座乃是基于对存在之声音 （ｄｉｅＳｔｉｍｍｅｄｅｓＳｅｉｎｓ）的留心聆听而思入
由存在之声音而来的调谐 （ｄａｓＳｔｉｍｍｅｎ）之中，这种调谐占用着人的本质，人由此得以学会在无中
经验存在。”② 这是海德格尔对后记的主题的交代。这种交代首先澄清了对无的误解，也就是把无理

解为绝对虚无的东西 （ｄａｓ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ｈｉｎＮｉｃｈｔｉｇｅ），从而认为海德格尔主张一种 “虚无主义”的哲学。

海德格尔认为，在畏中经验的无绝对不是虚无，而是作为存在而成其本质的。在根本性的畏中无必然

把存在 “深渊般的、但尚未展开的本质”发送给我们，因为没有存在，一切存在者将不存在，就会

一直停留于失去存在的状态 （Ｓｅｉ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因此，存在通过无声的调音而调谐存在者，从而让存在
者在畏中经验到自身的存在即无，畏就是存在的无声之声、“寂静之音”，就是从存在之音而来的调

谐，当 “我们进入深渊的惊恐心情之中的无声的调音，畏就是赠送出一种对作为与一切存在者不同

的东西的存在的经验”③。据此，马里翁认为对存在的经验不是来自于畏的生存论分析，也不是来自

于现象学对无的解释，而是来自存在本身的切入和突显，即存在之音的召唤。海德格尔认为在一切存

在者中，唯有人才能被存在之音所召唤，并且经验到 “一切奇迹之奇迹”，即 “存在者存在”这一实

情。但这有一个前提性的条件，那就是人处于畏的状态中，对畏有一种 “期备”，“对畏的期备乃是

对迫切性的肯定 （ｄａｓＪａｚｕｒＩｎｓｔｎｄｉｇｋｅｉｔ），即对那种要满足至高要求的迫切性的肯定，而只有从这个
至高要求而来人之本质才被触动”④。这种至高的要求就是存在的要求，存在要求人倾听、响应和归

属。只有这样，人的本质才被触动，进而以被召唤者的身份进入到畏中而具有了本质性的情调。只有

畏 “照亮并保护那个人之本质的处所”，只有在畏中人才有归家之感，才会进入存在的敞开状态之中

而持存下来。

第二段话是：“这种思想的成果不仅不事计算，而且根本上是从存在者以外的东西那里被规定

的；这种思想就是本质性的思想。这种思想不是用存在者来计算存在者，而是在存在中为存在之真理

挥霍自己。这种思想应答着存在之要求 （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ｄｅｓＳｅｉｎｓ），因为人把他的历史性的本质托付给那
种唯一的必然性的质朴之物……”⑤ 海德格尔讲座的主题是作为无的存在，对这一主题的经验只能在

畏中来实现，不能依靠传统的思想方式来经验和把握。“逻辑”就是对思想的本质的一种解释，在这

种解释中存在成了思想的产品。因此海德格尔反 “逻辑”，认为 “逻辑”乃是ｌｏｇｏｓ（逻各斯）、ｌｏｇｉｓ
ｔｉｋ的必然退化。在作为思想的 “逻辑”支配下，存在的真理以知识体系的确定性和准确性来要求自

己，存在也随之在存在者的对象性中被考察。“精确的思想绝不是最严格的思想”，精确的思想仅仅

束缚于对存在者的计算，并且为此而效力，存在之思不是存在者之思，不能依靠存在者的计算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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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法］马里翁：《还原与给予》，前揭书，第３１６页。
［德］海德格尔：《路标》，前揭书，第４９７页。
同上，第３６０页。
同上，第３６０页。
同上，第３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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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因而它不追求精确而追求严格。精确的思想以思兑现和实现出来的 “成果”和现实性来验证

和检验自己，而存在之思作为最严格的思，恰恰不以它的成果和现实性来经验，而以对存在的应答和

归属为检验标准。只要思想听到了存在的召唤，并且在这种召唤之际而响应存在、归属存在、与存在

“同一”就是本质之思。本质性的思应答的是存在的要求，是存在把自身交付给思，使思成为可能。

同理，不是人从畏和无出发对存在提出要求，相反，正是存在从自身出发对人提出要求，要求人响应

存在，在对存在的响应中把人的本质交付给存在，以此回应存在先行的恩惠或 “恩典”，“作为这种

恩典，存在已经在思想中把自己转让给人之本质了。从而使人在与存在的关联中承担起存在之看护。

原初的思想乃是存在之恩宠的回响，在存在之恩宠中，唯一者自行澄明，并且让 ‘存在者存在’这

样一回事情发生出来”①。

第三段话是：“牺牲在居有事件之本质中有居家之感，作为居有事件的存在为存在之真理而占用

着人……”② 在这里，海德格尔为了实施存在的要求，启用了居有 （ｅｒ－ｅｉｇｎｅｔ）一词，而且在１９４９
年的第五版中直接动用了居有和占用 “ｂｒａｕｃｈｔ”这两个词来注解这种存在的要求，于是，存在的要
求便通过存在本身 （居有或本有）而降临到人身上。在马里翁看来，随着居有概念的出现，此在的

生存论所取得的成果，即由存在者出发通向存在，现在已经让位给了存在的本己发生。把无解释为存

在的主线直接来自于存在本身，无向存在的过渡完全依赖于提出要求的存在。

三、“人是无的占位者”：克服虚无主义的契机

无本质上属于存在，无向存在的过渡来自于存在的呼声和要求，存在与无同一，海德格尔对存在

与无的关系的表述与黑格尔惊人相似。黑格尔在 《逻辑学》中说 “纯粹的存在与纯粹的无是一回

事”。在海德格尔看来，黑格尔之所以把存在与无相同一，不是因为存在与无作为逻辑学的最基本概

念在其无规定性和直接性中是一致的，“而是因为存在本身是有限的，并且只有在那个嵌入无之中的

此在的超越中才自行启示出来”③。这是 《存在与时间》的思路，存在只能借助于此在，在此在的领

会中开展出来，此在的领会是基于 “在世之在”这个超越的结构才有可能，因此存在的有限性就是

无的有限性，即只能从 “存在者”（此在）出发而得到思考 （“存在者的存在不 ‘是’一种存在者”，

“无是存在者之全体的否定”）。

当海德格尔把无的本质界定为 “无之无化”，并且把无的问题制订为是形而上学的问题 （存在之

为存在）时，“海德格尔的 ‘无’，既不是存在的无 （否定性的无），也不是健康和公道的无 （缺陷

的无），更不是本体论上后于 ‘自在’的 ‘自为’的变无。隐藏在有限性和 ‘无’底下的，是关于

‘存在’本身的思想，它在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战场 （Ｋａｍｐｆｐｌａｔｚ）上力求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④。
康德曾经对无的四种类型进行过考察：１．“没有对象的空虚的概念”（理论的东西）；２．“一个概念
的空虚对象”（缺乏性的无）；３．“没有对象的空虚直观” （想象的东西）；４．“没有概念的空虚对
象”（否定性的无）。这四种无本质上是以知识的直观和概念的关系为标准而区分的，因此不能被海

德格尔所认同。海德格尔对于无的思考根本上就是关于 “存在”本身的思想，反映的就是存在本身

的某种特性 （遮蔽、隐匿和缺席），在这个意义来说，对于存在的思想和对于无的思想是等位的、同

步的。海德格尔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存在的遗忘史，其实也可以说是一部无的遗忘史。作为存在历

史的一部分的形而上学历史，把存在者作为研究主题，存在者突显出来了，存在便转身而退了，留下

的只是虚无，因此海德格尔一再强调不能把他的无混同于虚无，认为 “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属于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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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路标》，前揭书，第３６４页。
同上，第３６５页。
同上，第１４０页。
［法］皮罗：《海德格尔和关于有限性的思想》， 《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孙周兴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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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本质，是 “作为存在之天命而起作用的”，因而根本不是人的某种意识的疏忽行为。

存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缺席。存在遮蔽自身。存在保持在一种被遮蔽的状态中，这种被遮蔽状态

又遮蔽着自身……对流行的表象而言，遗忘很容易给人造成耽搁、匮乏、糟糕的印象。我们习惯于把

遗忘和健忘一味地看作一种疏忽，这种疏忽往往作为自为地被表象的人的一种状态而能够被人们所发

现。我们依然还远远没有对被遗忘状态之本质做出规定。而当我们已经看到了被遗忘状态之本质的广

度时，我们自己就很容易陷入这样一种危险：仅仅把遗忘理解为人的所作所为。①

形而上学的历史作为存在的遗忘史，就是虚无的支配史。存在的被遗忘状态不断侵袭着存在的本

质，而且实际上属于 “存在之实事本身”。不过，“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赎”，当海德格尔把无的

问题制订为形而上学的问题之后，对 “形而上学是什么？”和无的追问就提供了一个契机，即经受形

而上学本身就是经受存在 （无）的被遗忘状态，只有经受才能朝向形而上学的本质，从而克服形而

上学，换言之，经受形而上学才能克服形而上学，经受无才能克服虚无主义。

对海德格尔来说，无不是虚无，不是虚幻的东西，更不是存在者的否定，无本质上归属于作为在

场的存在，因此我们不该拒斥无、否定无，而应当进入无、占有无， “人是无的占位者 （Ｐｌａｔｚｈａｌｔｅｒ
ｄｅｓＮｉｃｈｔｓ）”：“这话是说：人为那个与存在者完全不同的东西保留位置，以至于这个位置的敞开状态
中可能有某种类似于在场 （即存在）的东西。这个不是存在者、但又 ‘有’（ｅｓｇｉｂｔ）的无，并不是
虚幻的东西。这个无归属于在场。存在与无并非相互并列地有 （ｅｓｇｉｂｔ）。两者在一种亲缘关系中相
互支持，而对于这种亲缘关系的丰富本质，我们几乎尚未予以深思。”② “存在存在着”、“无无着”，

两者皆 “有”，只要我们去追问这个最源始的 “有”，这个 “有”中那个匿名的它 （ｅｓ），我们就能
去深思存在与无的本质统一，然而 “这里 ‘给出’（ｇｉｂｔ）的 ‘它’（Ｅｓ）指的是什么？它在何种给
出 （Ｇｅｂｅｎ）给出呢？那个通过对这种 ‘有存在和无’（ＥｓｇｉｂｔＳｅｉｎｕｎｄＮｉｃｈｔｓ）呢？我们不假思索地
说：有 （ｅｓｇｉｂｔ）。存在与无一样很少 ‘是’（ｉｓｔ）。但两者皆有 （Ｅｓｇｉｂｔ）。”③ “存在与无一样很少
‘是’”，一旦 “是”出来，存在与无就降格为存在者，降格为我们借助于概念 （谓词）而表达的对

象性，无和存在一样，都是源源不断地 “有”、显现和给出 （ｇｉｂｔ）。唯一的区分只在于，存在与无的
“给出”或 “有”并不是 “并列的”，也就是说，存在就是 “给出”的它 （Ｅｓ），存在的 “给出”优

先于无的 “给出”，存在在让予 （Ｇｅｌａｓｓｅｎｈｅｉｔ）中给出自身，存在的 “让予”要比无的 “给出”更

加的源始，正是在存在的 “让予”中才有无的 “给出”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无也是存在的

所让者，无只是存在的伴生物。对海德格尔来说，无主要在作为基本情绪的 “畏”和 “深度无聊”

中给出自身，故后人多指责海德格尔的思想风格阴冷消极。其实，海德格尔也提及另一种给出方式即

爱：“这种启示 （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ｕｎｇ）的另一种可能性包含在那种欢乐中，即在对某个被爱之人的此在———
而非单纯的人格———的当前现身的欢乐中。”④ 不过，海德格尔对爱如何启示出存在者整体、进而经

验无却惜字如金、言语不详，没有进一步的展开论述。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与畏和深度无聊

“启示”出存在者整体而让我们经验到无一样，爱也可以 “启示”出存在者整体而让我们经验到

“无”（深爱，失爱，爱的撕心裂肺、无法自拔）。在个体的私爱、情爱、小爱这个意义上讲，爱上一

个人不仅是 “给出你所有”，更是 “给出你所无”，而在普世的博爱、大爱的意义上来说，爱就是

“存在”至高的 “让予”。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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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路标》，前揭书，第４９２页。
同上，第４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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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里达对胡塞尔本质直观问题的处理

余君芷

【摘要】胡塞尔认为作为本质的观念之物通过直观来把握，德里达则认为本质的把握必须借助符号。德里

达的观点是基于对胡塞尔本质直观问题的困难的深入思考，这种困难涉及胡塞尔直观主义在理念问题和符

号问题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胡塞尔的文本已经显露出来。德里达对胡塞尔的文本的 “解构”尽管偏

离了胡塞尔的原意，却准确指出了胡塞尔本质直观问题的困难，并试图提供出解决困难的方案。但由于德

里达式的辩证法也未能成功地被主题化，并且德里达对于延异如何把各个层面的非直观和非当下的要素贯

通起来以及对于生成运动缺乏必要的阐述，所以德里达用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方式是不令人满意的。

【关键词】观念之物；本质直观；符号；理念；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１６－０７

作者简介：余君芷，广东韶关人，（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一

观念之物 （ｔｈｅｉｄｅａｌ）在胡塞尔处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作为精神的构想和想法的观念，如 《观

念》著作群中作为标题的 “观念”；二是指 “理想”，是近代自然科学理想化方法的产物；三是指

“本质”、“一般对象”①。作为本质的观念之物是胡塞尔的主要研究对象，这种观念之物具有先天的

明见性以及超经验的普遍有效性，这种普遍有效性的根基在于一般之物在经验性的杂多中所保持的同

一性。对胡塞尔来说，对作为本质的观念之物的把握是认识的前提，所以认识如何可能、科学如何可

能的问题，最终可归结为本质如何被把握的问题。尽管胡塞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

现出进路、深度、清晰度、严格性等变化，但他的一个总观点没有改变，即作为本质的观念之物是通

过直观来把握的②。所以，德里达在 《声音与现象》中对胡塞尔的解读是惊人的。对德里达来说，胡

塞尔的文本显示了，对于观念对象的直接直观把握恰恰是不可能的。观念之物必须通过符号才能得到

把握或者说构造。本文旨在说明，德里达通过对胡塞尔的文本的分析而达成这个结论，并对胡塞尔相

关理论存在的根本困难有深刻理解，然而，德里达自己用以克服这个困难的方式却是不令人满意的。

本文第二部分展示德里达在 《声音与现象》中试图表明，胡塞尔文本已把符号当作把握观念之

物的中介线索，但这与本质直观理论显然相悖。虽然 《声音与现象》并未直接讨论本质直观，但德

里达对此有着深入思考。第三部分试图表明德里达在 《胡塞尔 〈几何学的起源〉引论》 （以下简称

《引论》）中对本质直观的讨论的确指出了胡塞尔的根本困难，并且认为这个困难的解决在于语言。

第四部分通过把 《声音与现象》中的基本论点和胡塞尔处透露出这种倾向的文本进行比对，指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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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２２９—２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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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里达对胡塞尔本质直观问题的处理

言在观念对象的构造或把握中的作用在德里达处被普遍化和根本化了，而胡塞尔在相关问题上阐述不

充分为德里达的这种动作留下空间。德里达在 《声音与现象》和 《引论》中的努力是一致的，即指

出胡塞尔在把握观念之物问题上的疑难，并试图用自己的 “延异”概念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第五

部分对延异概念作简要阐述，指出德里达对于延异概念的论述并不足以使其成为解决问题的满意方

案。

二

在 《声音与现象》中，德里达把胡塞尔现象学论证为语音中心主义和在场形而上学，并从胡塞

尔的文本中找出超越传统形而上学范式的线索。德里达所说的在场形而上学 （ｌａｍéｔａ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ｄｅｌａ
ｐｒéｓｅｎｃｅ）中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就是ｐｒéｓｅｎｔ这个法语词的两个意思：呈现的和当下的。也就是说，
在场形而上学就是一种把对象向主体当下呈现作为本原的形而上学。显然，胡塞尔的基于意识意向性

理论的含义理论，是在场形而上学的一个典型：含义的作用就是把含义所指的对象召唤到当下的意识

中。那么，为什么这种在场形而上学支撑上的含义理论，乃至在场形而上学本身是成问题的呢？这是

因为，符号的可能性恰恰植根于非当下的再现 （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中，而在场形而上学把非当下和不在
场视作当下在场的变异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直观和在场的形而上学由此将会导致符号的 “被抹去 （ｅｆ
ｆａｃｅｍｅｎｔ）”①。而符号的被抹去是成问题的，是因为对符号的抹去将会掩盖一种更为本源的关系，这
种关系便是我与我的死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比在场本身更为本源的、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延异

（ｄｉｆｆéｒａｎｃｅ）关系②。这种关系本源性是如何被展示出来的呢？德里达认为，在胡塞尔文本内部所存
在的一些张力恰恰表明了这点。所以，对于本源的延异的揭示，德里达并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在胡塞

尔的文本当中清理出诸多的重要线索。

德里达在 《声音与现象》中是如何达到这点的？具体地说，他对胡塞尔原先建立好的理论结构

在三个层面 （这三个层面分别是：实在话语与表象话语的区分、观念性／含义理论、内时间意识）上
进行翻转，在翻转的同时完成了一种重新构成 （这种重新构成并不意味着建立起一个新的系统，而

是用一种所谓 “更本源”“更古老”的关系来超越胡塞尔乃至传统形而上学的两难困境），从而达成

自己的解构。但是这种翻转和构成并不是德里达凭空添加的，在胡塞尔的文本中实际上已经蕴含了翻

转的杠杆，这就是胡塞尔的一个术语：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德里达列出了语言当中所涉及
的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三种含义，即一般意义上的表象、作为体现 （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重复与
再造的再现 （也就是作为体现的变异的当下化）、作为另一种表象的替代者的代表③。我们要考察的，

是观念性／含义理论层面的翻转。
在胡塞尔处，表达所区分于指号的地方在于表达具有含义，这种含义是在含义意向中被构造起来

的，含义意向通过赋予表达以意义来激活表达。但是，“意指的本质并不在于那个赋予意义的体验，

而在于这种体验的 ‘内容’，这个体验内容是同一的、意向的统一”④。作为观念之物的含义在无限杂

多的个体表达体验之中维持为同一的，这种同一性并非出于一种形式上的约定或规定，而是出于直观

的明见性⑤。并不是对个别杂多之物的直观，而是对一般对象的直观，因此含义的观念同一性是种类

的同一性⑥。“我明见到，我在重复的表象行为、判断行为中所意指的或所能意指的是同一个东西。”⑦

德里达认为，这种观念性完全依赖于重复行为的可能性，它是被重复行为构造起来的，绝对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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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Ｌａｖｏｉｘｅｔｌｅｐｈéｎｏｍèｎｅ，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１９６７，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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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２卷第１部分，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４０６页。
同上，第４０９页。
同上，第４１０页。
同上，第４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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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性相关于无限重复的可能性①。对此，也许可以理解为：同一性总是两个及以上的东西之间进行比

较和认同才建立起来的，因此同一性总是被建构的，没有一个事先的现成的同一性摆在那里②。尽管

胡塞尔的确把可重复性视为观念之物的一个属性，然而在胡塞尔处，观念的同一性并非是无限重复的

可能性的结果，而是其原因。如是，同一性的根源从胡塞尔的 “一下子”观念直观把握偏离成了在

无限个构造观念的个别活动中的重复。

与这种偏离相应，德里达认为纯粹的直观不可能把握观念之物。他通过对第一研究的解构试图表

明，符号不仅不可还原为对对象的直观，而且是对对象的直观的构成性条件，是一种把握观念对象的

必要中介。他把第一研究中的内心独白称为现象学的声音，也就是不发出到实在世界、在内心中自听

自说的声音，是一种不具有可外感知的外壳的符号。这种声音由于还原了一切外在性而成为把握观念

对象的最佳媒介，“观念化与声音之间的共谋关系是永存的”，“一个观念对象是一个其展示可以无限

被重复的对象……恰恰是因为它摆脱了世界的空间性，它使我能够不经过世界而表达的意向对象”③。

“现象不断成为声音的对象……对象的观念性显得取决于声音并且在声音之中成为绝对可支配的。”④

在德里达看来，符号和直观是同样本源的，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本源的，不能通过一方被还原成另一

方而消解这种差异。这种差异的两个方面之间是一种 “延异”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对观念之物的

单纯直观的把握是不可能的。

《声音与现象》的整个解构策略的实施，在论证的严密性上不免遭到诟病。ＣｌａｕｄｅＥｖａｎｓ认为德
里达的解读扰乱了胡塞尔文本本身的一致性，并且歪曲了胡塞尔的理论意图⑤。而钱捷看到的是德里

达对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操之过急的运用⑥，并且 “在胡塞尔的论证结构中占有极重要地位的有关范畴

直观的部分，在德里达的解读中只字未提”⑦。《声音与现象》中德里达确实未与本质直观理论正面交

锋，但实际上他并非对本质直观问题毫无考虑。相反，德里达对这个问题有着非常深刻的思考，胡塞

尔尤其在后期对于范畴的思考给德里达提供巨大灵感，下文对 《引论》的考察将表明这点。

三

《引论》成书时间是１９６１年，早于 《声音与现象》。《引论》的目的与其说是把读者引向胡塞尔

的 《几何学的起源》，不如说是通过德里达自己对胡塞尔的激进解读和思考把读者引向现象学的边界

之处。之所以说是现象学的边界之处，是因为在 《引论》中，德里达把 “超越论的历史性”、 “理

念”、“目的 （ｔｅｌｏｓ）”、“语言”等概念串联起来，勾勒出一个使含义和本质以及超越论的现象学得以
可能的源初领域。这个领域作为视域，作为背景和目的，作为一种康德式的理念，是一切意识构造的

条件。然而这个领域自身的明见性是被胡塞尔简单假定而没有言明的⑧，而这种没有言明不是偶然

的，而是本质上不可能的，因为 “理念不可能被亲身给予，它不可能在明见性中得到确定，因为它

只不过是明见性的可能性以及对 ‘看’本身的开启而已”⑨。也就是说，这个领域不能作为直观的对

象，反而是直观得以可能的条件。现象学不能以作为 “原则的原则”的直观来考察它自己的根源。

实际上，德里达在 《引论》中直接讨论本质直观的文字并不多，只集中在第十章的其中一段。

在这里，他比较了两种观念化 （ｌ’ｉｄéａｔｉｏｎ），一种是构造几何学对象的理想化 （ｌ’ｉｄé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另

８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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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捷：《Ｖｏｕｌｏｉｒｄｉｒｅ：创意还是误读？》，《哲学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同上。

［法］德里达：《胡塞尔 〈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２页。
同上，第１５３页。



论德里达对胡塞尔本质直观问题的处理

一种是本质直观 （Ｗｅｓｅｎｓｓｃｈａｕ）。前者构造几何学对象，而后者只是对于已构造好的对象的再次把
握，所以前者反而比后者更为本源，它是本质直观的条件①。由于理想化也对应着康德的理念，所以

这个论证就汇入到 “理念是意识构造的条件，是直观的条件”这个总论证。然而，理想化是本质直

观的源头这点，在胡塞尔处仅对几何学对象这种基于理想化的观念对象是适用的，因为胡塞尔早就区

分了精确的本质 （数学和几何学的对象）与不精确的本质 （例如红的本质），后者并没有涉及精确性

和理想化，但涉及描述上的严格性，所以对于这两种本质的处理方法构成了数学等先天本质科学与作

为本质科学的现象学的区别②。只要联系 《引论》的整个理路去看待这段文本，就会发现德里达对这

个问题的思考非常深刻，因为他确实准确地指出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一种根本张力，即存在论与目的

论的张力。这种张力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是因为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是彻底地存在论

的，使得目的论的维度得不到支撑。

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的目标在于 “奠基”。无论是在学科上试图建立一种其原则统摄其他科学的

“元科学”，抑或是在意向分析中找寻一切现象的根源和基础所在，“奠基”始终是向被奠基者的先天

的可能性条件即其根源的回溯。在 《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明确把奠基关系规定为存在上类似捆绑

的关系：“如果一个α本身本质规律性地只能在一个与 μ相联结的广泛统一之中存在，那么我们要
说：‘一个α本身需要由一个μ来奠基’，或者也可以说，‘一个α本身需要由一个 μ来补充’。”与
此相应，用于揭示奠基关系的研究方法是还原，而还原的依据在于直观。无论是本质还原、现象学还

原还是超越论还原，在操作上实际都是存在论关系上的加减法 （尤其是减法，这也是Ｒｅｄｕｋｔｉｏｎ一词
的固有意涵），操作的可行性和结果都是通过直观来得到确定的。这是非常单纯的存在论规定。

当然，胡塞尔的研究也是目的论的，这至少体现在三方面：１．用还原的方式来揭示出各存在领
域在超越论主体性中的根源，最终是为了使这些领域的科学有一个稳固的根基；２．在意向分析的视
野中，不仅是建立在含义意向和直观意向上的认识论的意向活动，具有一种达到明见的充实的目的，

而且整个意识生活一方面是时间意识中的前摄期待不断被充实的过程，另一方面呈现出一种理性通过

按照奠基顺序从低级到高级的意识活动来实现自身的目的论运动；３．人类历史的目的论在胡塞尔后
期的研究中被主题化，并导向一种超越论的历史学的，即历史如何在超越论的主体性中得到构成的研

究。这三个方面有根本联系，而直观作为首要的方法始终贯穿其中。然则直观的局限体现在哪里？德

里达指出，理念是不可直观的。理念是没有具体规定的一种 “无定限”，却对超越论的构成活动及构

成内容提供出一种统一性，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具有一种范导性的作用。这种统一性并不以可见的以及

完全的方式给出，它始终是未完成的、被期待的，却是始终以肯定的方式被预设的③。它作为目的干

预着意识活动中的每一步的导向，但这个作用因子是不可直观因此没法给予明见的规定。这就导致直

观在动态生成的分析中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在静态结构分析中的作用，它能够回答 “怎么样”的问题，

却不能回答 “为什么”的问题，无论是动力上还是意义上的 “为什么”。

直观方法的这个局限也破坏着胡塞尔对把握观念之物问题的阐述，因为他在论述本质直观是如何

发生的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困难。早期胡塞尔把本质直观视为一种与感性的直观类比的 “看”的体

验，普遍对象的非实在性并不妨碍它向意识的自身当下给予。到 《经验与判断》时期，胡塞尔对于

本质直观的描述更加精微。在对象上，胡塞尔把知性对象性 （“是”以及诸关系模态等范畴）和普遍

对象性 （诸本质，如红的本质等）依据其不同的被构造方式作出区分；在操作上，知性对象性的构

造分成被动阶段和主动阶段 （在被动接受性的阶段，对象预先被直观给予；在主动性的阶段，对象

在谓词自发性中被构造出来）④，而对普遍对象的本质直观发展成基于想象的自由变更的 “本质变

换”。这些发展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一方面被动阶段和主动阶段的区分被认为只是把对范畴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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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向了意识结构的更难以阐明的深处，另一方面本质变换并不能成为本质直观的构成性步骤，因为本

质变换的可能性本身就预设了对本质的先行把握即预设了本质直观①。钱捷把这些困难的原因归结为

胡塞尔的描述性方法与明见性原则之间的冲突②，这种冲突实际上还是由意识的目的论维度与存在论

的直观方法之间的张力所造成的。目的论维度被胡塞尔有所描述，却是直观的明见性所不能通达的。

德里达从 《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开始，经过 《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到 《声音与现象》，所致

力于指出和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既然纯粹的直观无法提供出对目的论和发生学的阐明，那么现象学

的方法必须像本源地涉及直观那样本源地涉及非直观的要素。德里达认为这个要素，就是语言。

四

前面提到，德里达认为观念之物的把握需要一种不属于直观的中介也就是符号才能进行，从而反

对胡塞尔所主张的直接的直观把握。这在胡塞尔 《经验与判断》以及 《几何学的起源》已有线索。

在 《经验与判断》中，与普遍对象不同，知性对象在接受性的直观被给予性的基础上还要有一个主

动的把握，知性对象才能完整地被构造出来。 “主动”这个术语除了指有作为我思的自我的参与之

外，还指有谓词活动即语言活动的参与：“在每一个判断步骤中所发生的不仅是对先行的且已经接受

性地被把握到的原始基底的规定和进一步规定；这个基底也不仅是以常新的方式被谓词意指着并穿上

了逻辑意义的衣裳；而且，同时还预先建构起来了一种新的对象性，即事态 ‘Ｓ是 ｐ’；该事态是产
生于创造性的自发性中的。［…］在此成了一个新的判断的主词的那个对象，绝不是什么也可以在素

朴的接受性中把握的到的东西，相反，这是一个全新类型的对象，一般说来，它只是在谓词自发性的

高级阶段作为一种谓词判断作用的结果才出现。”③

而在 《几何学的起源》中，语言的作用在另一个层面上表现出来。胡塞尔试图探寻几何学的非

事实性的起源，一种基于超越论主体性的构造的先天的起源。这最终落实到一个问题：“几何学的观

念性 （正如所有科学的观念性一样）是如何从其最初的个人之中的涌现 （在这种涌现中，它表现为

在第一个发明者的心灵意识空间中的构成物）达到它的观念客观性的？”④ 随即他回答：“这是借助于

语言达到的，可以说，它是在语言中获得其语言的躯体的。”⑤ 在几何学对象的明见性的最初产生者

的意识之中，最初被产生出来的自明之物可以以回忆的方式不断被同一地唤起；而与他人的语言的沟

通则使得这种明见性被同一地传播到他人的意识之中。然而，“通过这样的在一个人身上本原产生的

东西向本原地再生产的另一个人的这种现实的传递，理念构成物的客观性上没有被完满地构成”⑥。

完满的客观性的构成意味着 “即使在创造者及其同伴并不清醒地处于这样的联系中，或完全不再存

活的时候，‘理念的对象’仍然持续存在”⑦。所以，流逝着的口头语言并不能承担起构成全时性的客

观性的任务，而文字使得几何学的理念构成物被 “沉淀”下来，使得对原初的明见性不断激活成为

可能，从而把理念构成物的客观性实现出来。

要注意的是，我们很难简单判断胡塞尔在这两个文本中的阐述是否与其观念直观理论相冲突。一

方面，尽管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都有语言行为因素的参与，但是直观行为因素在观念对象的构造中始终

是奠基性的出发点，这符合 “原则的原则”对直观首要性的规定。另一方面，在知性对象的构造中，

对知性对象的相应事态的直观并没有把知性对象原初地给予出来⑧，知性对象是在谓词作用阶段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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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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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捷：《超绝发生学原理》第１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４２、２６６页。
同上，第２６８页。
［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前揭书，第２７９—２８０页。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４３３页。
同上，第４３３页。
同上，第４３６页。
同上，第４３６页。
［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前揭书，第２９３页。



论德里达对胡塞尔本质直观问题的处理

初地被对象化，这使得 “原则的原则”在这里的适用性变成可质疑的，因为对于知性对象的相应事

态的直观并不是原初地给予着知性对象的直观，“知性对象性 ［……］原始的预先被给予性方式就是

它们在自我的谓词表述举动中的产生过程”①。这就关系到胡塞尔未能言明的符号 －含义的被给予性
问题。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中明确地把符号 －含义行为与直观行为区分开来，但对于前者的明见
性却缺乏规定。《经验与判断》赋予谓词行为在知性对象的构造中不同寻常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是

如何可能的，以及它与对于普遍对象的本质直观如何真正区别开，这两个问题仍然缺乏清晰的阐述。

《经验与判断》和 《几何学的起源》这两个文本表明，德里达把符号视为把握观念之物的必要中

介的做法在胡塞尔处确有根据，但与胡塞尔原意并不完全相符。首先，在 《经验与判断》中，谓词

仅在知性对象的构成中起必要作用，而普遍对象的构造无此需要。其次，在 《几何学的起源》中，

语言文字使在个人之中产生的几何对象的明见性超出个人之外而在人类共同体之中传播从而实现一种

客观性，使得原来产生于个人之中的几何学认识发展成为一门建立在交互主体性之上的、具有普遍性

和全时性的科学，但是语言符号并没有参与个人之中最初的几何学明见性的产生。当几何对象的明见

性仅仅出现在个人之中、其客观性还没有实现出来时，它并不会因此成为不明见的；反之，当几何对

象的客观性实现出来时，其明见性并不有所增长。几何学的明见性仍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观念明见

性，这种明见性不是因为实现出客观性而成为观念的，而是因为是它本身就是观念的，所以其客观性

的实现才是自明地可能的。所以在胡塞尔处，语言对观念对象构成的作用实际上是有限制的；而在德

里达的分析中，语言不仅成为构造观念对象的必要中介，而且是意识及其活动即主体性得以可能的条

件：意识主体的自身性并不是建立在自身意识也就是作为直观的原意识上，而是建立在一种自听自说

的 “自感触” （ａｕｔｏ－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的模式上②，即主体对自身的通达不是直接的直观，而是需要符号
（“现象学的声音”）的中介作用。符号的作用被普遍化和根本化了。这固然与胡塞尔的原意不符，但

是胡塞尔对于符号的被给予性的明见性以及符号在观念对象的构造中的作用阐明不足，在某种程度上

给这种普遍化和根本化留下空间。

五

从前面两个部分可以看出，德里达并非对本质直观问题避而不谈，而是敏锐地观察到胡塞尔的直

观主义在理念和符号两个方面的局限性，并且试图在超越直观的范式上作出自己的努力。他试图说

明，直观并不能独自作为现象学乃至哲学的全部根基，作为本原的直观需要一种非直观的补充，才能

不受他所指出的根本困难的威胁。《引论》和 《声音与现象》分别着重把理念和符号论证为直观得以

可能的条件，而理念和符号最终统一到对于 “延异”（ｄｉｆｆéｒａｎｃｅ）的论述当中。
“延异”一词为德里达所造，包含了 “延迟”和 “差异”两重意思，是一种本源的生成运动。

一方面，它以一种无法单纯地还原为当下的时间性为特征。这种时间性以胡塞尔在 《内时间意识现

象学》中包含了滞留、原印象和前摄的当下时间意识视域模型为出发点。在胡塞尔处，原印象作为

一种绝对的当下原本给予的意识，其相对于滞留和前摄的优先性是显而易见的。德里达则强调后二者

对当下的意识的构造作用。在 《声音与现象》中，滞留是一种使得当下得以显现的踪迹③，而在 《引

论》中，滞留若没有前摄则是不可能的④，延异的时间性就蕴含在滞留、原印象和前摄之间辩证的动

态关系中。另一方面，延异的运动产生差异，首先是时间性的差异 （只有通过原印象与滞留之间的

差别，原印象作为绝对当下，其同一性才能被建立起来⑤），然后是基于时间性差异的一系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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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前揭书，第２９３页。
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Ｌａｖｏｉｘｅｔｌｅｐｈéｎｏｍèｎｅ，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１９６７，ｐｐ．８８－９０．
Ｉｂｉｄ，ｐ．７５．
［法］德里达：《胡塞尔 〈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前揭书，第１５１页。
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Ｌａｖｏｉｘｅｔｌｅｐｈéｎｏｍèｎｅ，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１９６７，ｐｐ．９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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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感知与回忆的差异、直观与符号的差异、观念之物与实在之物的差异、超越论意识与未经超越论还

原的心理意识的差异、言语与文字的差异、有限与无限的差异等。延异不仅是这些差异的共同根源，

也使这些二元对立的其中一项不能以还原的方式排除另一项，所以直观、观念之物、超越论意识等无

法是纯粹的，因为其反面都对其起着辩证的生成作用①。德里达把延异的运动与语言的作用等同起

来，在这里语言仍是符号，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符号，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 “非本原的本原”②，它

的本质就是 “原文字”（ａｒｃｈｅ－éｃｒｉｔｕｒｅ）。一切意识活动，包括观念之物的构造，都脱离不了这种原
文字，即语言和符号。所以，德里达并没有试图拆解或推翻胡塞尔的整个体系，而是作了一种 “对

本源的补充”（《声音与现象》第七章标题），把延异概念嵌入到胡塞尔原本的体系的各个方面，试图

在根源处把胡塞尔所致力于作出的一切二元区分统一起来，并在生成问题上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并不能令人满意。方向红指出，德里达曾试图发展出一种以有限性、必然性、本体

性和先验性为特征的辩证法，并在 《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一书中以一条注释来把自己的辩证

法与当时流行的思潮 （海德格尔的 《存在与时间》、唐·迪克陶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区别开

来，但是这条注释后来也被他删除，辩证法这个术语在随后的著作中出现得越来越少③。但这并不必

然如方向红所推测的那样导致了德里达对辩证法的放弃，只能证明德里达没能解决把辩证法本身主题

化所产生的困难，因为德里达在这以后的著作所主题化的对象都可以追溯到他对这种辩证法的思考所

得。这种辩证法是他思想的根源所在，但是德里达并没有很好地把这个根源本身确立起来。

德里达方案的另一个问题在于，他没能运用这个辩证法在克服了胡塞尔现象学的直观主义所引起

的困难同时，为生成问题提供一个切实的回答。延异如何生成胡塞尔所指出的这些二元区分？延异的

各个层面，即原文字、非当下的时间意识、交互主体性、符号和语言、空间等，是如何在生成中贯通

起来的？我们仅在 《声音与现象》中，看到一种一气呵成、过于简洁的处理④。在德里达看来，延异

的各个层面的统一性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我们并不知道，时间意识视域中滞留、原印象、前摄

的 “晕圈”如何使得符号成为把握观念之物的必要中介。也许德里达认为他只需要在根源处作出延

异的补充，然后延异就会顺着胡塞尔原先所分析的意识构成流入各个意识层面。然而，在通过超越论

现象学这个环节通达了延异以后，对于延异的讨论如何与之前的超越论现象学融贯起来，也就是说，

延异回过头来如何 “重新获得”意识构成的分析，这是需要讨论却又缺乏讨论的。所以，尽管德里

达的延异学说指出了解决胡塞尔生成问题的困难的可能方向，德里达却没有顺着这个方向解决这些困

难。胡塞尔在生成问题上的困难是德里达思考的出发点，并且解决这个困难是德里达最初的理论意

图，他却没能切实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况。

（责任编辑　任　之）

２２１

①

②

③

④

方向红认为德里达 “在 《几何学的起源》（此处应系笔误，应该是 《引论》）和 《声音与现象》都从世间性的角度对先验性作了

瓦解”，笔者不太认同这种理解。德里达试图展示的是先验性与世间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先验性如果没有世间性便不能建立起

自身。不是先验性被世间性所瓦解，而是为了通达延异这个根本环节，胡塞尔的那种基于当下直观的超越论主体性虽然是必要的

环节，但它必须前进到一种带有理念和符号 （未来与过去、非直观）的 “替补”的模式中。这可以从德里达在 《引论》最后表

达的对于现象学的态度之中看出来：“只要历史位于现象学的可能性之后并接受现象学的合法的优先性，那么，对纯粹事实性本

身的重视就不再是向经验主义和非哲学的回返。（……）惟有现象学才能通过下面这一点为存在的历史打开含义的绝对主体性，

即在经过最彻底的还原之后使超越论的绝对主体性显现为纯粹的主动－被动时间性以及活的当下的纯粹的自身时间化，就是说，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显现为交互主体性。”“超越论就是差异。超越论就是思想的纯粹的、无休止的焦虑———思想通过超越

事实无限性走向其意义和价值的无限性的方式不遗余力地对差异进行 ‘还原’，就是说，思想通过维持差异的方式对差异进行

‘还原’。超越论就是思想的纯粹确信———由于思想只能通过迈向无限地被保留起来的起源的方式而对业已宣示出来的目的进行

期待，因此它永远知道它总是要来的”。 （参见方向红： 《生成与辩证法———德里达 〈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主旨评析》，

《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８期）；［法］德里达：《胡塞尔 〈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前揭书，第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３页。）
朱刚：《本原与延异：德里达对本原形而上学的解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７页。
方向红：《生成与辩证法———德里达 〈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主旨评析》，《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８期。
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Ｌａｖｏｉｘｅｔｌｅｐｈéｎｏｍèｎｅ，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１９６７，ｐｐ．９５－９６．



存在、状态与 “自然”

———论庄子哲学中的 “自然”

罗安宪

【摘要】庄子关于 “自然”之论，与他的人生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庄子哲学里，“自然”是一种状态，一

种人的存在状态，一种人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种情感状态。这种状态不仅是一种原初状态或不待造作的真

实状态，也是一种真美状态。庄子讲 “自然”，是将 “自然”与人的存在状态联系起来，是要让人明白人

的本然，明白本来的生活到底如何。

【关键词】庄子；自然；状态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２３－０７

作者简介：罗安宪，陕西西安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１５ＮＸＬ０３４）

“自然”作为一个概念，主要是一个道家用语，主要见于道家典籍。 “自然”一语， 《老子》５
见，《庄子》８见，《列子》６见。儒家的十三经，无一提及 “自然”。先秦儒家者中，只有 《荀子》

２见。其他重要典籍，《孙子兵法》无见；《墨子》１见，见于 《经说上》，为后期墨家著作；《国语》

无见；《战国策》１见。

一、“自然”之义

何为 “自然”？《老子》 《庄子》 《列子》只用其语，不释其意。汉以后，王充、郭象始对 “自

然”作出解释。王充曰：“天动不欲以生，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

无为也。”（《论衡·自然》）在他看来，“物自生”、“物自为”即为物之自然。“自生”、“自为”之

“自”是相对于 “他”而言的。自然之物，谓物之如此，是自己如此，而非他物使然。对此，郭象进

一步说明：“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

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

岂苍苍之谓哉！” （《庄子注·齐物论》）① 郭象指出， “自生”非 “我生”。 “自”不同于 “我”，

“我”是有意的，“自然”、“自生”之 “自”是无意的。“自然”即是 “自己而然”，这样的 “自然”

也就是 “天然”。“自然”之被称为 “天然”，是言其 “非为”也。“为”可能来自于内外两个方面：

“为”来自外在方面、外部力量，即因 “他”而为、因 “他”而如此、因外在力量而如此，就此而

言，“自然”之 “自”是相对于 “他”而言的；“为”来自内在方面、内在力量，来自内在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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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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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即因 “我”而为、因 “我”而如此、因内在力量而如此，就此而言，“自然”之 “自”是相

对于 “我”而言的。“自然”是 “自己而然”，是 “自生”；既不是 “他生”，也不是 “我生”。“他

生”即是因外在力量而生，“我生”即是因内在力量而生。“自然”既没有外在的力量，也没有内在

的力量；既没有外在的强迫，也没有内在的压力，所以是 “天然”。

因此之故，我们才能明白，在老子的思想系统中，“自然”是一个不同于 “自见”“自是”“自

伐”“自矜”的概念。

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第二十四章）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第二十二章）

“自见”“自是”“自伐”“自矜”，虽然也是 “自”，但其 “自”是有意的，是因于内在力量而

如此，因 “我”而如此。“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不同于 “自然”，更重要的是：“然”是

“非为”，而 “见” “是” “伐” “矜”是 “为”；“然”是顺向的，是无为、无意，而 “见” “是”

“伐”“矜”是逆向的，是有意、强为。“自然”是 “天然”如此，“自见”“自是”“自伐”“自矜”，

是强 “为”而如此。

过去讲 “自然”，只强调其没有外在力量的一面，没有注意到还有排除内在力量的一面。蒋锡昌

说：“古书关于 ‘自然’一词，约有二义：一为 ‘自成’，此为常语；一为 ‘自是’，此为特语……

《老子》所谓 ‘自然’，皆指 ‘自成’而言。”① “自然”非是 “自是”，亦非 “自成”。老子明确反对

“自是”，而 “自见”“自伐”“自矜”亦是 “自成”。刘笑敢说：“自然并不排斥外力，不排斥可以从

容接受的外在影响，而只是排斥外在的强力或直接的干涉。这一点对于理解自然的概念和无为的意含

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说来，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意思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完全不承认外力的存在和作

用，而是排斥直接的强制性的外力作用。简单地说，自然强调生存个体或行动主体的存在与发展的动

因的内在性，与此同时，必然地要强调外在作用和影响的间接性。”② 此说非是。“自然”的关键，正

是要排除内外的动因，不只是外部的动因，还有内部的动因。

郭象讲 “自生”非 “我生”，“自”不同于 “我”。又讲 “自然”即是 “自己而然”， “自己而

然”不是 “自己而是”。“自己而然”是顺向的，是无意、无愿、无求的，是无内在力量的；“自己

而是”是逆向的，是有意、有愿、有求的，是有内在力量的。老子讲 “自然”不同于 “自见” “自

是”“自伐”“自矜”，正是强调 “自然”是无内在力量的。老子讲 “无为”，也是强调 “自然”这一

无内在力量、无内在意愿的性质。老子提出 “自然”，甚至可以说，其重点不是排除外在力量一面，

恰恰是为了排除内在力量、内在意愿一面。

对于 “自然”一语的使用，对于 “自然”之义的把握，老子与庄子是一致的，但其思想倾向则

有所不同。老子思想的主体是社会政治论，庄子思想的主体是人生论。老子讲道，是要为他的社会政

治论寻求一个根基；庄子讲道，是要为他的人生论寻求一个根基。老子讲 “自然”，是为了明道。在

老子哲学中，“自然”是从属于 “道”的，“无为”是从属于 “自然”的。“道”是第一层次的，“自

然”是第二层次的，“无为”是第三层次的。老子要人通过 “无为”而达到 “自然”，通过 “自然”

而接近道。由 “无为”而自然，由 “自然”而与道同在，而归道、而守道，这是老子的思想逻辑。③

庄子讲 “自然”，也是为了明道。但庄子讲道、讲 “自然”，都是为了将道、将 “自然”与人的生活

状态联系起来，是要让人明白人的本然，明白本来的生活状态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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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锡昌：《老子校诂》，熊铁基、陈红星主编：《老子集成》第１４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６７页。
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详见罗安宪：《论老子哲学中的 “自然”》，《学术月刊》，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第３６—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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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状态与精神状态的 “自然”

人的最初的存在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 （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ｂｅｓ，１５８８－１６７９））
与洛克 （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１６３２－１７０４）都认为是一种 “自然状态”。不过对于 “自然状态”的描述，他

们二人不甚相同。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摄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

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①。洛克则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而

平等的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

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②。

庄子也认为人类最初的状态是一种 “自然状态”。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

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

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

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

复其初。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

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缮性》）

人类最初的状态是一个 “自然”的状态。自然状态之为自然状态，是人的自然状态；人的自然

状态，是人的精神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的人，其精神状态是一个 “淡漠”的状态。“古之人，在

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淡漠”是就人的精神状态而言的。“淡漠”二字在 《庄子》书中

还有多次出现，都是讲人的精神状态。

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

夫好知之乱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种种之机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耣

耣之意，耣耣已乱天下矣！（《紸箧》）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天道》）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

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刻意》）

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

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刻意》）

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刻意》）

无所于忤，虚之至也；不与物交，淡之至也；无所于逆，粹之至也。（《刻意》）

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刻意》）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山木》）③

“淡漠”的精神状态，是自然状态下人的精神状态，是人原始、原初的精神状态，也是人最高的

精神状态。淡漠是道德的体现，是 “天地之道”，是 “圣人之德”。“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至也。”（《天道》）“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淡然无极而众

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 （《刻意》）道本来是自然的，人遵从 “天地之道”，即是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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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９４—９５页。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５页。
本文引文的黑体部分，为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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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于淡，合气于漠”，是 “顺物自然而无容私”。“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即是

“圣人之德”。所以，在庄子看来：

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

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天地》）

“至德之世”，是最好的社会状态。当然，这种最好的社会状态，不是存在于人类的未来，而是

存在于人类的过去。统治者 “不尚贤”，老百姓 “不使能”；统治者 “如标技”，老百姓 “如野鹿”。

这就是 《老子》第十七章所说的 “太上，下知有之”。老百姓只知有统治者，而统治者不是旗帜、灯

塔、舵手，只是一个 “标枝”、一个死树干，他不过问、不干预百姓的事务，所以民众如野鹿一般，

自然而又自在地活动、生存。因此，“百姓皆谓我自然”。在这样一种自然状态，人们的行为都很端

正，却不知道什么是 “义”；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却不知道什么是 “仁”；每个人对他人都很实在，

却不知道什么是 “忠”；每个人的行为都很正当，却不知道什么是 “信”。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状态

是一个 “阴阳和静，鬼神不扰”的时代和状态。在这样的时代和状态，“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

不夭”。万事万物都不曾受到任何伤害，所有的生类都能得其天年。人虽有知，但却无所用之，这是

一个所谓 “至一”的时代和状态，是 “自然”而无为的时代和状态。 “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

然。”郭象解释说：“任其自然而已”。“物皆自然，故至一也。”① 成玄英解释说：“莫之为而自为，

无为也；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也。故当是时也，人怀无为之德，物含自然之道焉。”② 物守其本然

之道，是为自然；人守其无为之德，亦是自然。

“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知的最高境界不是 “知”的最高使用，而是 “知”的不

使用。《老子》第七十一章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③ 吕惠卿曰：“道之为体，不知而能知

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虽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则其心

庸讵而宁乎？故曰不知知，病。”④ 知 “不知”之知，进而不用 “知”，这才是 “知”的最高境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

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齐物论》）

“知”的最高境界是 “以为未始有物”，是目中无物、不用心、不用知；“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

始有封也”，“封”是界限、区分、差别。“未始有封”，是对物不作区分，不作辨别；“其次以为有

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未始有是非”，是不对事物作是非然否的区别与判断。

人类最初的状态是一 “莫之为而常自然”的状态，是 “人虽有知”，而 “无所用之”的 “至一”

的状态，是人的精神 “淡漠”的状态。“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及燧

人氏、伏羲氏为天下，德始下衰，其标志是 “顺而不一”。成玄英曰：“燧人始变生为熟，伏羲则服

牛乘马……浇淳朴之心，散无为之道。德衰而始为天下，此之谓乎！是顺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

也。”⑤ 林希逸曰：“知有理之可顺，则其纯一者已离矣，故曰 ‘顺而不一’。”⑥ “不一”是有了区分、

辨别、用知的心，而不再 “至一”如如。“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神

农、黄帝之时，德又下衰，其标志是 “安而不顺”。成玄英曰：“神农有共工之伐，黄帝致蚩尤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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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前揭书，第５５１页。
参见 ［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前揭书，第５５１页。
人们一般将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解释为：知道自己不知道，这是高明的；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是有问题的。这种解

释未解其中真意。因为虽然 “知道自己不知道”比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要高明，但 “知道自己不知道”本身并没有什么高明

之处。不留于知，不留意于知，以不知为知而不用知，才是真正高明的。

［宋］吕惠卿：《道德真经传》，熊铁基、陈红星主编：《老子集成》第２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８７页。
参见 ［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前揭书，第５５１页。
［宋］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鈞斋口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２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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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不息，兵革屡兴。是以诛暴去残，吊民问罪，苟且欲安于天下，未能大顺于群生者也。”① “安而

不顺”，是为安邦治国而不顺应民众自然纯朴之心。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

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唐尧、虞舜之时，德又下衰，兴治国化民之

术，背离自然之性，以文博为饰。成玄英曰：“离虚通之道，舍淳和之德，然后去自然之性，从分别

之心。”② 自此，“民始惑乱”。

老子提倡无为而治，庄子进而连 “治”亦反对，反对治国化民。在庄子看来：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

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

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

之。（《在宥》）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在”是自在，“宥”是宽恕。之所以提倡 “在”，是因为担心天

下之人 “淫其性”；之所以提倡 “宥”，是因为担心天下之人 “迁其德”。尧治天下，天下之人 “欣

欣焉”而 “不恬”，即不淡漠；桀治天下，天下之人 “瘁瘁焉”而 “不愉”，即不欢娱。尧与桀，其

所为相反，而其使人背离自然恬淡的本性，却是一样的。所以，当有人提出如何治天下的时候，庄子

一般是反对的。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

也，何问之不豫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

以处圹綤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

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

在庄子看来，“顺物自然”，以淡漠的情怀和心态对待一切，天下自然安宁。“古之治道者，以恬

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缮性》）治道的根本其

实不是治，而是 “养”，是养护，“以恬养知”，“以知养恬”。

“知”的使命与作为恰恰是不作为，是养护、维护原始的自然而恬淡的本性。

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曰： “我闻吾子达于至

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下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

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也，物之残也。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

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在宥》）

黄帝为天子，向广成子请教 “至道之精”，广成子认为黄帝不足以语至道。因为至道的根本是自

然，而黄帝之所作所为，却有背于自然。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

由曰：“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

（《大宗师》）

“黥汝以仁义”，“劓汝以是非”。教人以 “仁义”、“是非”，是要教人知善、为善，而仁义、是

非之观念一旦形成，就像人的脸上刻了字，人的鼻子被割掉一样，再也不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也不能

回到原来自然、纯朴的状态。 “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

民。”（《缮性》）企图通过学习与修为，以回复到原始的状态，那更是不可能的，求知、求学，只会

使人离原始状态愈来愈远。吕惠卿曰：“缮性于俗，其患常在益生而失其初，而又俗学以求复之，则

滋远矣；滑欲于俗，其患常在趣舍，以杂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则滋昏矣。”③ 人本来是自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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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前揭书，第５５２页。
参见 ［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前揭书，第５５３页。
［宋］吕惠卿：《庄子义集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３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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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通过学习而求自然、而求明，只能是愈发不自然、愈发不明。

三、情感状态的 “自然”

“自然”不仅是一种存在状态，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情感状态。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

“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

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

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

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德充符》）

作为一种情感状态的 “自然”，表面看来即是 “无情”。但此 “无情”不是无一切情，而是无

“物之情”。“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物之情”即是对于外在之物所具有的依

恋、依赖之情。庄子曰：“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不以

好恶内伤其身”，是不受外在事物的干扰，而仍继续保持情感之自然。

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

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故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

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

知与故，遁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豫谋。

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淡，乃合天德。故

曰：悲乐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恶者，德之失也。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

变，静之至也；无所于忤，虚之至也；不与物交，淡之至也；无所于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劳而不

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

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刻意》）

“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是道德的本然状态，是人精神的本然状态，也是自然的状态。能保守

这样本然而自然的状态，“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由此而 “德全”，而 “神不亏”；由此，“虚

无恬淡，乃合天德”。破坏虚无恬淡的本然而自然的状态，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悲乐者，德之

邪也；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恶者，德之失也。”庄子还曾说：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中

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

过度的情感、夸张的情感，是不自然的情感，同时也是有害的情感，是要屏除的情感。自然的情

感一方面是不夸饰的情感，是自然流露的情感，同是也是真实的情感。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

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

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

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

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

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

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伪而晚闻大道也！”（《渔父》）

真情感是内在心理的真实感受，也是其不加造作的自然感受。强与真，一是勉强，一是真实；一

是造作，一是自然。林希逸曰：“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即 ‘至诚感神’之意也。强哭、强怒、强

亲、真悲、真怒、真亲，此六名甚精切。真在内者，神动于外，言有诸中，必形诸外，神动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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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于外也……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也。”① 真是真实无伪，是不待造作而发。 “礼者，世俗之所为

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真者，无伪、无为，故其

天然、自然，“圣人法天贵真”，正因其 “自然”。

四、余　　论

《庄子》一书，“自然”一词共８见，就存在与状态而言共４见，已如前所述。其余４见，大体
非实意用法，而是虚意用法，其意大体为 “顺其然而已”“顺其自然而已”。

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

（《天运》）

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

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天运》）

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

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秋水》）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脱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

于?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

明，夫何修焉！”（《田子方》）

“应之以自然”，“调之以自然之命”，其意均是 “自然而然”的意思，“尧、桀之自然而相非”，

有因时而顺势的意思，“无为而才自然”，是不勉强的意思。这些都只是 “自然”一词的实际使用，

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

庄子关于 “自然”之论，是与他的人生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庄子论 “自然”，非是就自然而论

自然，更非就自然事物而论自然，而是就人而论自然，是就人的存在而论自然。在庄子的哲学里，

“自然”是一种状态，一种社会状态，一种人的存在状态，一种人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种情感状态。

这种社会状态、人的精神状态、情感状态，不仅是一种原初状态，是不待造作的真实状态，也是一种

真美状态。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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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鈞斋口义校注》，前揭书，第２５４页。



一篇罕见地高度评价滕文公的孟子学文献

———湛若水佚文 《吊文公词》考释

杨海文

【摘要】明代岭南思想家湛若水１５３７年途经滕县写下的 《吊文公词》，既是一篇被作者的各种文集失收的

佚文，有其自不待言的文献学价值；又是一篇罕见地高度评价滕文公的孟子学文献，在人们几乎不把评价

滕文公当作问题意识的孟子解释史中，饱含耐人寻味的思想史价值。

【关键词】湛若水；滕文公；《吊文公词》；孟子学文献；孟子解释史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３０－０４

作者简介：杨海文，湖南长沙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邹城 ２７３５００）中国
孟子研究院泰山学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孟学史”（１１＆ＺＤ０８３）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下旬至１１月上旬，笔者在孟子故里邹城面向社会大众解读 《孟子·滕文公篇》。期

间，承蒙孟子研究专家刘培桂、殷延禄先生引领，曾到滕州 （旧称滕县）姜屯镇拜谒滕国故城文王

古台，并收到当地文化学者何锡涛惠赠的 《滕国风物》一书。近日探寻滕文公在孟子解释史中的影

响问题，倍感资料奇缺。 《滕国风物》所录明代岭南思想家湛若水 （１４６６—１５６０）的 《吊文公词并

序》① （特殊情形之外，以下统称 《吊文公词》），是异常重要的史料。② 依据惯例，《吊文公词》最有

可能的文献来源是滕县地方志。

登录中山大学图书馆网页，得知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收有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

历十三年 （１５８５）刻本影印的 《［万历］滕县志》。经检阅，《［万历］滕县志》卷４《祠祀志》“滕
文公祠”条载有双行小字竖排的湛若水此文。现加标点符号，过录如下：

明尚书湛若水 《吊文公词》自序曰：昔吾友丹山赵地曹善鸣过滕县，慨滕文公故国旧迹无有存

者，志兴废而未能以书，请予表之。越二年，嘉靖丁酉春，予考绩之北，过其境，问其墓则曰志失其

传，问其祠则曰图构未遑，为之徘徊叹息久之。伟文公之志，闵其不就，遂作词吊之。适督学王君道

思巡历于此，并以告之，庶其作兴焉。词曰：当战国之末裔，风靡靡而波荡。千乘而君，万乘而王，

仁义为迂，功利为长，天德亡而王道丧矣。有滕国文公者，以蕞尔之壤、挺然之身，独当仁而不让。

闻性善之指，庶几乎天德可弘；学校、井田之制，庶几乎王道可兴；一时闻风者，莫不悦服而愿为之

氓，庶几乎王业可成。然而未能以遂然者，其天命之凝耶？人将恶其厉己而害其能耶？抑行之未至于

高大光明耶？将时势之未易以乘与？知孟氏王佐之才，而不能举国听焉，何也？然事虽不就，千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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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何锡涛编著：《滕国风物》，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２页。
因何著未注明文献来源，遂向湛若水研究专家、深圳大学教授黎业明请教。以下是其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上午的微信回复：“我查
了一下，湛若水的这首诗没有收入 《泉翁大全集》及 《甘泉先生续编大全》等诗文集，可能是集外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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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凛乎若生，真千古旷世之豪杰，万古王者之师承也已。余入斯境，履地怀贤。战国之君，惟公

一人！独彷徨而咨访，慨墓祠之不存，安得不动千古之太息而为之潸然！①

《滕县志》代有修葺。笔者见到的版本有二：一是前述的８卷本 《［万历］滕县志》。它是现存最

早的 《滕县志》，亦是古代县志的上乘之作，我们据此过录 《吊文公词》。二是１７１７年成书的１０卷
本 《滕县志 （康熙五十六年）》，原版现藏上海图书馆。②

两版对勘，仅有细微差异。其一，康熙版将 《吊文公词》单列成条，题作 《吊文公词 （并

序）》，署名 “明尚书湛若水 （甘泉）”，置于 《滕县志 （康熙五十六年）》卷９《艺文》③。其二，康
熙版不同于万历版的文字有四处：“慨滕文公故国旧迹无有存者”之 “滕”，康熙版无此字；“庶几乎

天德可弘”之 “弘”，康熙版作 “宏”；“将时势之未易以乘与”之 “与”，康熙版作 “欤”；“千百

年之下”之 “年”，康熙版作 “世”。

所谓 “越二年，嘉靖丁酉春，予考绩之北，过其境……”，表明湛若水因北上考绩之故，曾于嘉

靖十六年丁酉 （１５３７）途经滕县，并写下 《吊文公词》。查黎业明撰著的 《湛若水年谱》，湛若水写

有 《谒孟子祠文》，其小序云：“维嘉靖丁酉三月旦，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将赴上都，经过趋谒于先

师邹国亚圣孟夫子庙庭之下。”④ 黎著 “嘉靖十六年丁酉 （１５３７），七十二岁”条记述传主这次鲁南
乃至山东之行，仅此一则。这说明 《吊文公词》有必要引起湛若水研究者的关注：一是充传主行状

之实，二是补 《泉翁大全集》《甘泉先生续编大全》之缺。但是，《吊文公词》何以失收，不必做过

深的揣测。盖因佚文本是常见之事，所谓全集极少是名副其实的。据悉上海古籍出版社近期拟出版由

广东学者点校的 《湛若水全集》，《吊文公词》的文献学价值是自不待言的。

《吊文公词》既有填补湛若水研究资料之空白的文献学价值，更因其罕见地高度评价滕文公而饱

含思想史价值。众所周知，滕文公是 《孟子》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另一个习焉不察的事实是：从孟

子解释史的角度看，人们对于滕文公的恶评、嘉奖并不多见，滕文公成了可有可无、名存实亡的过

客。滕文公真的不重要吗？历史学家班固 （３２—９２）编制 《汉书·古今人表》，梁惠王、齐宣王位列

第六等 （中下），而滕文公位列第三等 （上下智人）⑤。笔者读 《孟子》，无数次深切地感到：如果不

是滕文公，孟子的思想主张与淑世情怀，在其有生之年，恐怕连一次实践的机会都未必会有；正因有

了滕文公，孟子的王道理念与仁政理想，在其有生之年，得以成就一次真正的政治伦理实践⑥。寡闻

所及，湛若水以 “战国之君，惟公一人”与赵佑 （１７２７—１８００）以 “周末第一有志向善之贤君”⑦

相赠滕文公，虽有夸大其词之嫌，却是班固千年难遇的真知音。

接受面相对广泛的孟子解释史能够朗现思想史价值，接受面较为狭小的地方文化史同样可以显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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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杨承父修、［明］王元宾纂：《［万历］滕县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３
页上栏。按，此书与 《［万历］罗山县志》《［康熙］罗山县志》《［万历］汝州志》《［崇祯］郾城县志》合为一册。

何锡涛先生微信传送了涉案内容的照片，特此致谢！

参见 ［清］黄浚监修，［清］陈际昌、王特先等编修：《滕县志 （康熙五十六年）》卷９《艺文》，第１６—１８页。按，此书系非正
式出版物。

参见黎业明：《湛若水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５页。按，《谒孟子祠文》写于邹城，但未被刘培桂的两部
文献汇编收录 （参见刘培桂编：《孟子林庙历代题咏集》，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１年；刘培桂编著：《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济
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５年）。截止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晚，登录 ＣＮＫＩ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篇名 “湛若水

（湛甘泉）” ＋主题 “孟子”或 “滕文公”检索，均无相关论文显示。由此可见，湛若水与孟子关系之研究亟待得到学术界重

视。

参见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３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９４２、９４４、９４８页。
参见杨海文：《一个义仕派知识分子的淑世情怀》，《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１４５—１４６页；杨海文：《浩
然正气———孟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６页；杨海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世界》，济南：齐鲁书
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０—３１页。
参见 ［清］赵佑：《四书温故录·孟子二》“滕文公”条，《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６６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８５
页下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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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价值。孟子解释史不重视滕文公，滕县的地方文化史是例外吗？尽管 《吊文公词》从一个侧

面给了出答案，但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这一问题，现将 《［万历］滕县志》“滕文公祠”条的全文分成

三段，并过录如下 （“……”代表 《吊文公词》，括弧内的文字原为双行小字竖排）：

本性善书院，建始元延间，用御史任居敬言，改筑列于学宫。元末，毁于兵，而比丘尼因改筑

为庵以居之。国朝成化知县马文盛始复为书院。前殿三楹祀孟子，乐正子、万章配。后更为殿三楹以

祀文公，然友、毕战配；两庑各三楹，左祀名宦奚仲、知州薛原义、知县罗斐、县丞顾俊、归需、教

谕项堙，右祀乡贤叔孙通、李竳、陆弘、李稷、寒朗、杜
"

、曹褒、王嘉宾、李元。其后，前殿与两

庑俱圯，而孟子亦废不祠；于后殿为三坛共宇，中祀文公，而左、右祀名宦、乡贤，岁随春秋上丁祭

先师毕乃祭，祭用帛一，爵三，
#

二，、簋各一，笾、豆各六。旧门在庠门内西向其后。万历三年

知县杜济时更为二门、大门，各三间丹其壁，则直为文公祠，而书院之名废。

（……训导丁鸣春谒祠诗云：“扰扰群雄事战争，独谈仁义不谈兵。凭凌齐楚今何在，赢得长存

善国名。”右一。“为尧为舜性中天，一见闻之即了然。制定三年成孝道，不虚亚圣此真传。”右二。

“阡陌开来逐利先，谁能善国重民天。卓然远识惟公在，慕①古殷勤问井田。”右三。“堂堂祠宇傍宫

墙，对越荣瞻俎豆光。学校井田垂世范，千年遗爱并甘棠。”右四。）

余按：书院之设，本以祠孟子而教邑子弟。后增祠文公，而乃附名宦、乡贤于中寝，失其书院之

义矣。其后废孟子，专祀文公。文公俨然南面殿上，而名宦、乡贤列两庑，与文公非有君臣之义、师

生之分者也。后两庑废，而升名宦、乡贤于文公共宇三坛，并南面似矣。然奚仲始封于薛者，事禹，

始造车利用，万世赖之，亦一作者之圣。在文公所当严事，乃犹称车服大夫，为其车服耶？滕不得独

祀于名宦，为其封于薛故，奈何贬其侯爵，诎于文公之下？是使文公之灵不妥，而奚公为不享也。至

于仲虺，则奚仲之后，为薛人。以其嗣封于薛，当与奚仲并列名宦；以其相汤之故，犹当首乡贤。奈

之何弃而不祀？愚意名宦、乡贤当列戟门外东西向，使得从先师以为荣，而奚仲、仲虺、文公共为一

祠，别祀之，似于礼为宜。姑记于此，俟议礼者采之。②

以上引文的第一段文字叙述了滕文公祠的由来。滕文公祠的所在地，最先是元代延年间

（１３１４—１３２０）始建的性善书院 （以下称作孟子书院）。四五十年后，书院毁于元末兵燹。原址后来

改建成尼姑庵，达数十年之久。明代成化年间 （１４６５—１４８７），书院得以恢复。所谓 “后更为殿三楹

以祀文公”以及 “其后，前殿与两庑俱圯，而孟子亦废不祠”，据 《吊文公词》说的 “问其墓则曰

志失其传，问其祠则曰图构未遑”，必然是１５３７年后的事。创建滕文公祠的具体时间已难确考，但
《吊文公词》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令湛若水始料未及的是，万历三年 （１５７５）
“直为文公祠，而书院之名废”，孟子书院被滕文公祠彻底取代。

以上引文的第三段文字反思了滕文公祠的做法。《［万历］滕县志》卷１题下标识 “邑人王元宾

撰次”③；其他各卷虽无这一标识，只是循例承前省略。所谓 “余按”，即是该书实际作者王元宾

（生卒年不详）的思考：其一，把滕文公祠建在书院之内，最终又取而代之，架空了书院的教化功

能；其二，列于两庑的名宦、乡贤，与滕文公既无君臣之义、又无师生之分，有失祭祀之体统。王元

宾主张另建一祠祭祀滕文公等人，言外之意是恢复专祀孟子的书院。从１５７５年 “直为文公祠”到

１５８５年 《［万历］滕县志》成书的短短十年之间，就有王元宾这类地方贤达反思滕文公祠的做法，

并把它写进县志，这是发人深省的。

孟子书院→孟子书院、滕文公祠并存→滕文公祠，此乃 《［万历］滕县志》“滕文公祠”条勾勒

的基本史实。兴建滕文公祠是湛若水路过滕县发出的倡议。如果没有身临其境，他会写下 《吊文公

２３１

①

②

③

引者按：原文误作 “墓”。

［明］杨承父修、［明］王元宾纂：《［万历］滕县志》，前揭书，第６２页下栏—第６３页下栏。
参见 ［明］杨承父修、［明］王元宾纂：《［万历］滕县志》，前揭书，第５页上栏。



一篇罕见地高度评价滕文公的孟子学文献

词》，并在尊孟的大前提之下高度评价滕文公吗？《吊文公词》的理论预设是孟子、滕文公并尊的双

重主体性，那么，滕县地方官员 “直为文公祠”的单一主体性是否会面临侮辱圣贤、非圣无法的指

责呢？训导丁鸣春 （生卒年不详）的四首诗达不到这一认知高度，但王元宾的 “余按”何尝不是含

沙射影之论？说到底，滕文公是否值得高度评价，又如何在与孟子的张力之间做出相应评价，正是

《［万历］滕县志》“滕文公祠”条从地方文化史角度释放出的思想史价值。

但是，地方文化史的 “滕县经验”显然没有对孟子解释史的 “滕文公问题”产生多大影响。姑

且不论其他地方并不祭祀滕文公，即使他们祭祀类似滕文公者，也很难注意到滕县地方官员与贤达富

有思想史价值的做法与反思，更不可能从其相互博弈那里获取应有的启迪。最物质的原因是：任何地

方志都是地方性的，印数少，传播范围小，外人一般看不到。最时代的原因是：人们解读孟子，几乎

不把是否要评价以及如何评价滕文公当作自身必需的问题意识。换句话说，尽管 《吊文公词》是一

篇高度评价滕文公的孟子学文献，可谓殊为难得、弥足珍贵，但它只是栖身于一版接一版的滕县地方

志，耐心地等待着 “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的历史机遇。

行文至此，需要重提 《吊文公词》之为佚文是如何确定的。第一，“四库系列丛书”收有湛若水

的十部著作 （去除重复者，实为七部），另有校订、注释陈白沙 （１４２８—１５００）的两部著作①。其中，
与本文相关的著作仅有３２卷本的 《湛甘泉先生文集》②。经检阅，该书无 《吊文公词》一文。第二，

《泉翁大全集》《甘泉先生续编大全》是现存收录湛若水作品最全的两部著作，台湾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已
出版点校本③。因中山大学图书馆暂未馆藏，笔者据数据库下载的 ｗｏｒｄ文档检测，亦无 《吊文公词》

一文。④

（责任编辑　李　巍）

３３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编：《四库系列丛书目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８８１页右栏—第８８２页左栏。
参见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５６—５７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按，又参见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全５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两者实为同一书。
参见 ［明］湛若水著，锺彩钧、游腾达点校： 《泉翁大全集》 （全４册），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２０１７年；
［明］湛若水著，锺彩钧、游腾达点校：《甘泉先生续编大全》（全２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２０１７年。
特别感谢黎业明教授给予本文的提示与帮助，但考证费力不讨好，说有容易说无难，因而战战兢兢，期盼方家不吝指教。



公孙龙子 《名实论》新诠

———以 “物”概念为线索

刘体胜

【摘要】《名实论》中，公孙龙以 “物”和 “实”为阐述其思想的初始概念，强调对 “具体可感之物的实”

的认知和推断必须满足 “位其所位”的要求。这一 “名实论”和庄子、荀子及墨家学派的皆有不同，具有

非常独特的哲学意蕴。

【关键词】《名实论》；物；实；位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３４－０５

作者简介：刘体胜，安徽六安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

公孙龙是先秦名家的代表人物，《名实论》是表述其正名思想的纲领性文献。但以往对此篇的研

究，并未注意到对 “物”概念的界定是解读文本的关键。故笔者不揣谫陋，力图在前贤研究基础上，

以 “物”概念为线索，对此篇作新的考释。

一、关于先秦语境中的 “物”

关于 《公孙龙子》中名词性 “物”的意义，不少研究者把它解释为 “事物”，意指 “所有存在

之物”。但这个界定是模糊而不准确的，容易引起误解，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实际上，在 《公孙龙

子》文本和先秦语境中，只有凭借感官而可直接感知的具体事物，才可被称为 “物”。《名实论》的

开篇就开门见山说：“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因天地都是人可直接感知到的，所以由天地而产生

的事物，当然不可能是抽象或不可观感的。公孙龙关于 “物”的这一内涵界定，亦可在其 《指物论》

篇中得到验证：意义为 “指而谓之”的 “指”，其对象必须是可感观的具体之物，否则主体无法做出

和完成 “指”的行为活动。所以，他在此篇明确说：“天下无物，谁径谓指？”《墨经》亦云：“所知

而弗能指，说在春也，逃臣，狗犬，遗者。”与公孙龙相类，墨子认为人们知道何谓春、逃臣、狗

犬、遗者，但在实际具体情境中，主体并不能当下指示出这些名称所对应的对象，因为它们是抽象性

的或不在场的。①

名词性 “物”的这一内涵界定，在先秦语境中可找到诸多例证。如 《老子》第５１章云：“道生
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万事万物皆由 “道”而生，由 “德”而畜，并因 “物”而 “形”。

王弼注曰：“何因而形？物也……唯因也，故能无物而不形。”② 《管子·心术上》云 “物固有形”，

４３１

①

②

详见刘体胜：《公孙龙 〈指物论〉篇悬解》，《学术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７期，第４７—４９页。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７０页。



公孙龙子 《名实论》新诠

《荀子·解蔽》亦曰 “万物莫形而不见”。这说明在先秦语境中，“形”是 “物”的一个基本内涵规

定，从而决定着 “物”的具体可感知性。可见，先秦语境中，名词性 “物”的一个基本意义是具体

可感之物。因而，被今人归于 “物”名义下的那些 “不可感知的”事物甚至 “抽象的”本体，实际

上都不在先秦语境中 “物”的外延范围之内。

关于名词性 “物”概念的这一内涵界定，目前有学者业已明确揭橥①，学界争议不大。较为麻烦

并引起古今 《公孙龙子》研究者争论的，乃是动词性 “物”概念的意义。究其原因，“物”作为动

词的用法在 《公孙龙子》中仅见于 《名实论》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一句。要确定其中

动词性的 “物”概念的意义，必先检讨先秦文本中 “物”作动词的相关句例和用法。较早循此诠释

理路进行研讨，并取得一定成果的是谭戒甫②，其诠释理路虽有开拓性，但未能揭示动词性的 “物”

的准确内涵及其与名词性的 “物”概念的关联。

关于动词性 “物”的用法和意义，首先要看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蔡墨所说的一段文辞，

其意甚是显豁明确，兹援引如下：

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

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

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

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 《周易》有之，在 《乾》之 《篹》曰：潜龙勿用；其 《同人》

曰：见龙在田；其 《大有》曰：飞龙在天；其 《?》曰：亢龙有悔；其 《坤》曰：见群龙无首，

吉；《坤》之 《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这段文辞的大意是：每一个事物都有与其相应的五行之官，二者关系非常密切；只有水官能修其

德而宿其业，龙才为其时之人所朝夕习见和生得，其例证是反映其时水官 “宿其业”之盛况的 《周

易》有许多对龙的描写：龙能潜游、爬行、飞翔，可在渊、在田、在天，其可群亦可战，或谦或亢；

据此进而正确地推断出潜龙勿用、利见大人、亢龙有悔、龙战于野等情形。据此可断：主体对某具体

可感之物进行正确地观察、认知和推断，这就是动词性的 “物”的意义。以谭戒甫先生所举的 “物

地”、“物马”之例去检验此概念界定，亦颇为吻合：草人之官掌管着改良土壤的专业方法，肩负着

根据土地状况而因地制宜地决定种植何种作物的职责，草人要称职无疑需要一个前提条件——— “物

地”，即他能正确地观察、认知和推断这一土地的情况；同样，校人的 “物马”亦类此。又如，《仪

礼·既夕礼》中 “冢人物土”之 “物土”类乎上述的 “物地”和 “物马”。

这个动词性 “物”的用法及意义，除上述这四则例证材料外，《荀子》《庄子》亦可见。《荀子

·天论》云：“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这句话描述了一个常见的认识现象：主体在竭

力思考某物以求能正确地观察、认识和推断它 （“物之”）时，结果常不能如其所愿，所以 “孰能理

物而勿失之也”？在荀子看来，主体要想正确地观察、认识和推断某事物，需要一个前提条件：“精

于物”。故 《解蔽》提出 “精于物者以物物”的命题：只有精通于某物者，才能正确地观察、认知和

推断此物的种种情况。这就是荀子的 “物物”观。而 《庄子·在宥》篇则明确提出， “有大物者”

不可囿于某一事物 （包括自己）的立场而误以为自己能正确地观察、认知和评判这个世界。惟有

“而不物”，即只有站在所有事物而不是某个 （类）特定事物的角度去观察、认识和评判所处世界，

才符合 “以道观物”的要求，从而保证主体的观察、认识和推断是客观正确的。在此意义上，庄子

说 “而不物，故能物物”。准诸上述，《庄子》中动词性 “物”的用法与 《左传》 《周礼》 《荀子》

是相同的，其意义是：主体对某具体可感之物进行正确地观察、认知和推断。

更进一步，据 《墨经·小取》篇，这个意义的动词性的 “物”概念，亦可转化为相应内涵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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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萧汉明：《道家与长江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７页。
参见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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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的 “物”概念：

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

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

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

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不是而然，① 或一周而一不周，或一是而一非也。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

人也；爱臧，爱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

《小取》中的这个名词性的 “物”，其意义与前文所讲的动词性的 “物”的内涵是密切关联的，

仅涉及到词性的变化而已。这个名词性的 “物”的意义是：主体关于某具体可感之物的正确观察、

认知和推断。申而言之，据上引 《墨经·小取》篇材料观之，这个名词性的 “物”包含着命题 （如

“白马，马也”）和推理 （如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这两个逻辑思维的基本形式，还涉

及推理的类型、逻辑规则及要求等。如果上述所论不误，这个 “物”概念对于中国名学的研究具有

重大的意义：“物”这个中国名辩学的专有名词，至少包含着概念、命题和推理三重内容，而之前中

国学界常用西方逻辑学的相关名词来解读名家思想理论，现在则有一个中国名学固有的专有名称来指

称它，这就是 “物”。

先秦语境中 “物”的这两种用法及其意义一旦得到确证，则 《名实论》中这个紧随 “物”之后

的 “实”概念的意义就容易界定了。《说文》所谓 “实，富也。从宀贯，贯为货物”，段注云 “以货

物充于屋下，是为实”②。所以，“实”的本义有财物充实、富足的意思。从 “实”这个本义又引申

出作为名词性的 “实”所包含的两个意涵：

第一，是具体可感之物的质料和性状。如，《管子·心术上》云：“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

（名）③ 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庄子·天道》云：“有形有名。”可见，这里的 “实”首先指的是

这个具体可感之物的 “形”。据此，谭戒甫先生主张，古人认为在具体事物的诸性状中以 “形”最为

重要，“形名家只认有物的 ‘形’”④，故 “形”与 “名”对言；当然，重视 “形”并不否认 “实”

还包括 “貌象声色”（《庄子·达生》）、 “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 （《韩非子·解

老》）等其他具体可感的性质。对此， 《尹文子·大道上》明确说： “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

白、黑之实。”“方、圆、白、黑”都被纳入到 “实”的范围。《大戴礼记·夏小正》中的 “缇也者，

其实也”一句，亦可证明。

第二，如果名词性的 “物”的意义是 “对某具体可感之物的正确观察、认知和推断”，那么构成

这个 “物”的相关具体的观念内容就是这个名词性的 “物”之 “实”。例如前文所引 《墨子·小取》

篇关于 “物”的 “乃是而然”的内容分析：“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

乘马也。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这个作为命题推

理之含义的 “物”，其每个命题的具体构成内容就都是由对这些 “实”的指称所构成。此外，“实”

还可以作动词用，有 “核实、察实”的意思。如 《尚书·吕刑》云 “阅实其罪”，这个 “实”就作

“核实、察实”讲。

二、解读 《名实论》

由上述论述，可对今本 《名实论》的重要文句疏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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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或不是而然”此五字旧脱，兹从胡适校增。参见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５７页。
［汉］许慎、［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４０页。
据王念孙校补。详见黎翔凤、梁运华：《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７７５页。
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前揭书，第５７页。



公孙龙子 《名实论》新诠

１．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
如前所述，公孙龙认为 “物”的外延包括具体可感的 “天地及其所产之物”。“物以物其所物而

不过，实也”中第一个 “物”字，明显是承接第一句 “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而言，故其含义很

明确。第二个 “物”字系动词，据前文可知其含义是：“主体对某具体可感之物进行正确地观察、认

知和推断”。顺此理路， “所物”就是指这个主体观察、认知和推断的对象 （亦在天地万物的范围

内）。“不过”就是不过分的情况。“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实也”的意思是：某物之所以能被正确地

观察、认知和推断，即对认识主体表现为一个如其所是而不过分的对象，凭借的是 “实”。如前所

述，这个 “实”的意义是：关于天地万物之质料、性状的正确性的认知内容，是主体能正确地观察、

认知及推断某具体情境中的可感之物的前提。比如，主体要正确地认知和推断此物为 “白马”，前提

是其具有 “白”“马”的观念，而且能正确地观察、认知和推断何谓 “白”、何谓 “马”以及二者的

组合。

２．实以实其所实 【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

道藏本 “所实”后原无 “而”字，兹据前一句文例而补之。

“旷”，空缺、不及之义。第一个 “实”的含义是承接上文 “物”而来的：既然主体关于某具体

可感之物的正确观察、认知和推断被称为 “物”，那构成这个名词性 “物”的具体内容就是 “实”。

如在 《通变论》中 “马”之 “实”至少包括：有尾，而不能有角；而这个 “实”，羊和牛都不满足，

“羊牛有角，马无角；马有尾，羊牛无尾”。故公孙龙推断羊和牛的集合不能被称为 “马”。前文所引

《墨子·小取》关于 “物”之 “是而然”的内容分析，亦类此。此句的第二个 “实”系动词，其含

义是 “核实、察实”。“实以实其所实 （而）不旷焉，位也”的意思是：主体以其拥有的这些关于事

物之质料、性状的正确认知观念，去核察它的认知对象而不会出现空缺不及的情形，凭借的是

“位”。

“位”就是位置的意思，即如果主体要保证自己关于某具体可感之物的观察、认知和推断是正确

的，就必须将这个关于认识对象之质料、性状的认知，正确地放到主体已有的 “实”的观念系统中，

从而使二者相吻合，这样就不会出现亏缺不足的情况。以 《白马论》为例，假设主体现在认知的对

象是一白马，要保证 “这是白马”这一观察、认知和推断 （即 “物”）是正确的，首先要应用已有

的 “白”“马”等观念 （即主观性的 “实”）去说明这匹白马身上所具有的质料和性状 （即客观性的

“实”）是什么。如果观念与对象相吻合，即 “位其所位焉，正也”或 “不旷”，“这是白马”的判断

就是正确的；反之，二者不吻合或相 “旷”，这个判断就是错误的。

因此，“位”的概念在整个公孙龙哲学中至为重要①，关乎主体观察、认知和推断的正确与否。

申而言之，在公孙龙看来，判定主体观察、认知和推断的对错标准，既不在认知对象的身上，即客观

之 “实”是客观的，本无对错；也不完全在主体这里，即某特定时空下的主体 （如人类）关于

“实”的知识观念系统本身常是自洽的，亦无所谓对错之分；只有当某客观之 “实”和主观之 “实”

相遇时，才会出现某主体观察、认知和推断的对错情形。公孙龙的这个 “名实论”，和庄子、荀子及

墨学皆不相同，具有非常独特的哲学意蕴。

３．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
其名也。

道藏本无 “以其所不正”一句，兹据谭戒甫先生的校注增补之。

公孙龙认为，要以 “正”来矫正 “不正”的情况；反之，则要以 “不正”来拟议其所 “正”。

由前文可知，公孙龙所谓 “正”或 “不正”的关键是：主体要保证自己关于某具体可感之物的观察、

认知和推断是正确的，就必须将这个关于认识对象之质料、性状的认知和推断，正确地放到主体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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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曾昭式：《基于 “位”范畴的 “白马非马”论》，《逻辑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３３—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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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实”这个知识观念系统中的相应位置上，从而使二者相吻合，此即所谓 “正其所实者，正其名

也”之意。

４．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
行。其以当，不当也，不当而 【当】，乱也。故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

唯乎此，其谓行此。其以当，而当也。以当而当，正也。故彼彼止于彼，此 此止于此，可。彼此而

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 【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

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

“谓此而行不唯乎此”，据上句文例，此句中的 “行”应为 “此”字之误。道藏本 “不当而”下

并无 “当”字，兹据谭戒甫先生的校注而增补之。

旧注：“唯，应辞也。”据上文可知，公孙龙主张 “正其名”要通过 “正其所实”而实现，具体

的形式化评判标准是 “其唯乎其彼此”。这类似 《墨经·经说下》所说的 “正名者彼此”。就此而

言，公孙龙和墨派名家在正名的一些具体规则方面可能是相同的。公孙龙认为，主体在运用自己已有

的关于具体事物之 “实”的观念知识去观察、认知和推断一个对象时，会尝试着下一个判断，然后

给出一个称谓 “彼”或 “此”。这个称谓 “彼”或 “此”是否合乎 “彼”或 “此”之 “实”，是判

定这个称谓 “彼”或 “此”正确与否的标准。所以，《名实论》提出 “夫名，实谓也”的主张，强

调的是事物名称的本质就是合乎 “实”的称谓。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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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非对 “治术”道德性的探寻

李国斌

【摘要】在整合先秦法思想的基础上，韩非尝试探寻并重建 “法”的道德基础。在他看来，虽然治术层面

的法令或律令是去道德化的，但 “法”的道德性却根植于作为整体的人类生活的道德目标。因此，法治绝

不单是一套技术化的操作方案，更蕴含了法家树立自身学说之正统性与合理性的价值诉求。

【关键词】韩非；法；道德；德性；心志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３９－０７

作者简介：李国斌，云南大理人，哲学博士，（杭州 ３１００２９）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以 “申韩之法”代表去道德化的并且是极端功利主义的治理技术，是先秦法思想研究的通见。①

但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对 “法”之道德基础的探寻与重构，表明法治不仅是治理实践中用以计

算成本效益的技术方案，法家对自身的期待也不仅限于 “统治工具”的设计者和操作者 （即 “法术

之士”），还有树立自身学说之正统性与合理性的价值诉求。而这，正是韩非思想中最具时代性与原

创性的部分，其核心则是将对 “法”的观察从 “律令”转向 “人”，尤其是人的 “德性”。由此，

“法”的道德向度就初步显露出来。当然，从韩非思想的复杂性看，他对 “德性”的理解始终在道德

性与非道德性之间摇摆。某种意义上，这恰恰呈现了韩非思考 “法”之道德基础的曲折努力。

一、人性无善恶

韩非的哲学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焦虑：将人从各式各样的伦理结构中解脱出来，并还原为他的自然

性之后，人的生活境况陷入一种彻底的危机和绝望中。这种焦虑是整体性的，上至君主，下至臣民，

无不面临因政治、社会和文化急剧变迁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和幻灭感。焦虑的发生，是由剧烈社会变迁

所导致的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人的定义从政治人演变为自然人；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从基于 “德性”的伦理关系转变为基于 “欲求”的自然关联。在韩非看来，自然人如何直面

政治生活，是他所生活时代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也是他对时代困境给出的答案。

韩非完全放弃依靠人性本身实现通往伦理生活共同体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人性就是人的生性，

本无所谓善恶，人的第一属性是他的 “自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是自然的。人

性不是其它，就是人和物因生而获得的 “德性”。早期观念和思想认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是

“天地合德”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观念和态度，集中体现在 “德者得也” （《管子·心术

上》）的表述中。韩非基本延续了这种观念，并将其作为人性论的立足点。《解老》言：“德者，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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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６页；熊十力：《韩非子评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第２２页；［美］史华兹：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６８页；梁治平：
《“法”辨》，《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６年第４期；杨一凡主编：《日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 （先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９６—１０４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建生也。”人性就是其自然本性，不应该包含任何意义上的道德预设。第二，人的自然决定了人的平

等。天的荡然公平，使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平等关系，表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人性

都是自私的，体现为各式各样的 “人情”。“人情”的 “私人性”恰恰构成了 “法治”之所以可能的

基础。① “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

（《诡使》）第四，自然人的 “社会”生活所描绘的是一种基于 “人情”的激烈争斗的状态，它是一

种 “悲惨”的状态。② 所有人都被卷入冷冰冰的权力争夺和利益算计，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

友等基本伦理关系丧失了它们应有的约束力，人缺乏一个安全而稳定的生存环境。第五，种种抽象的

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某种基于 “力量”和 “利益”的分配与交换关系，人与

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也如此。第六，统治秩序的造成，是通过 “力量”的等级化而实现的，集

中表达为君主所处之 “势”。“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难势》）第七，需要有一个统

一的、更为强大的力量，来维系整个社会秩序和道德的统一与延续，这个力量就是国家。荀子已经明

确国家的世俗权力架构，并认为国家是礼乐教化能够成为现实的基本保障，但他依然坚持儒家对于

“王道”的诉求，“王道”的实质是人能够依靠自身德性 “自然地”造成有德有序的社会秩序，因此

在人的自然性之上添加了人的伦理性，认为 “王制”才是国家的最高道德目标所在。韩非则完全放

弃了这种情怀，强调国家的本质就是权力和利益结构，完全以功用为目的。

就韩非之前的整个政治、思想和文化传统而言，“自然性”不仅是对传统治道的挑战，也是传统

在新时代所面临困境的表达。一方面，人的 “自然性”消除了人性本身种种道德属性的天然根基，

否定了人类社会可以自然地实现某种良善秩序和道德的可能性，并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一种纯

粹的权力和利益算计。君臣之间如此，“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 （《饰邪》）；父母子女之间也不例

外，“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

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外储说左上》）。五伦关系中，最重要的君臣和夫子关系尚且如此，夫

妇、兄弟、朋友也可推而见之。韩非对人社会生活境况的描述，已经非常接近西方近代思想史中关于

“自然状态”的解释，因此有学者将韩非的思想焦虑解释为一种超前的 “现代性”，并认为这种焦虑

的核心是道德的一元论与多元论之间的冲突。③ 另一方面，人需要在规则和规范之下方能有序地生

活，人的 “自然性”极大地彰显了重建社会秩序和伦理的迫切性。在礼崩乐坏的现实促逼下，儒家

尝试以 “复古”的方式重建 “周礼”，然而这种努力被证明是失败的。在韩非看来，儒家之所以失

败，并非情感上的偏颇或方法上的失误，而是因为他们回避了政治和社会剧变背后的一个根本性问

题：个体德性与政治道德之间如何实现统一？或者说，能否直接通过政治方式塑造人的德性，使得个

体德性从属于整个秩序的伦理，从而保证整个政治秩序是 “有德”的？

在儒家的经典表述中，政治秩序的发生，是以 “圣人”创制立业，从而确立人间秩序即 “人道”

为标志。在这一思想路径中，人的政治生活开始于某种已有的、由圣人所创立的政治秩序和道德，通

过 “教化”方式被纳入政治秩序中，因此人的 “德性”与政治道德之间是高度统一的。政治的权威

及其合法性源于政治秩序自身的历史性与道德性的统一，它有效避免了 “自然状态”下的人如何造

成良善政治秩序的难题④。在这样一种观念和制度的主导下，个人与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中介，政

治是直接的、切身的，政治生活对人而言是基础的、本原的。对政治生活中的个体而言，“政治”的

直接形象就是君主及其领导下的官吏，他们不仅是统治者，而且是政治道德的践行者，还是百姓学习

和效法的对象。那么，君主和官吏的 “德性”便成为一个政治秩序好坏的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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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冯国超：《人性论、君子小人与治国之道———论 〈韩非子〉的内在逻辑》，《哲学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５期。王中江明确指出：
“人情论”和 “因循论”在黄老学中的重要地位，构成了法律统治的 “自然法”基础，并以人情的合目的性为基本的诉求。参见

王中江：《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３９—４５５页。
参见李猛：《自然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１７８—１８８页。
参见白彤东：《韩非子与现代性———一个纲要性的论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１８８页；李猛：《自然社会》，
前揭书，第９０页。



论韩非对 “治术”道德性的探寻

这种观念存在一个巨大的隐患：人的 “德性”从属于主导的政治道德，本身并不是一个自然事

实，而是儒家 “政治”定义直接的推论：贤能之所以能够治理百姓，是因为他们的德性更加接近圣

人之德，并且优于百姓。因此，“统治”的本质，是以德性的优劣高下为基础构造的等级序列。人间

秩序为圣王 “制作”，本就已经蕴含了 “德性”与 “政治”之间天然的矛盾，体现为官吏和君主必

然面临自身的意志及德性与整个统治秩序的道德和伦理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使得 “政治”自身

就面临 “德性”与 “技艺”的统一性难题。就其身份和角色而言，政治结构中的官吏显然带有很强

的技术性，因此在总体上， “为政”是一门 “技艺”。由此，如何协调 “为政者”身上 “技艺”和

“德性”之间的矛盾，便成为古典政治哲学最为基础的课题之一。儒家强调 “政者正也” （《论语·

颜渊》），试图将 “修身”与 “为政”完美结合起来，以 “教化”方式达成善治的目标。但 “身教”

的最大弊病是非常容易走向 “空疏化”，从而演变为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① “德性”与 “技艺”之

间的矛盾是根源性的，根植于 “政治”自身的属性，因此根本无法消除。在韩非那里， “技艺”与

“德性”之间的矛盾被彻底激发出来，由此走向分裂。最终的结果是二者被完全对立起来，并且围绕

各自的观念、逻辑和历史，演变为一场激烈的冲突和斗争。对置身政治生活核心的君主和官吏而言，

这种矛盾和冲突将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带入一个十足的困境中：“技艺”和 “德性”各自都能造成一种

“合理的”统治秩序，并且它们在道德上是相互背离的。从 “技艺”出发，功用、效用、有用性、可

行性及精密性等，成为现实统治秩序最直接的诉求，代表性的是商鞅的 “法治”思想；而从 “德性”

出发，自私、权术、算计、戒心及阴谋心等，被认为是维系君主权威，从而保障统治稳定的根本，代

表性的是申不害的 “术治”理路。它们之间的矛盾被导向如康德所说 “二律背反”境地。

导致社会生活呈现 “二律背反”现象的根源是 “德性”，它的实质在于：政治秩序自身是否存在

儒家意义上的 “政德”，从而使个体德性与政治共同体道德之间达成统一？如果从人的 “社会”生活

经验出发，这样的共同体道德是不存在的。政治生活中的国家和个人，永远处于一种 “分裂”的状

态，并且国家相比个人并不具有任何的道德优越性。另一方面，将人纳入某种秩序整体中，削弱甚至

于消除人与人之间因权力和利益争夺所造成的困苦状态，使重塑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成为一个非常复杂

却又十分紧要的难题。

二、心志的 “渊薮”

由 “德性”所导致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难题，是人的 “心志”的复杂性，体现为个体意志和情感

的多变性，从而造成 “我”的动机对于 “他者”而言难以捉摸，反之亦然。换句话说，一个人的

“心志”与他的 “行动”之间，并不具备天然的统一，我们无从知晓某一行为背后的动机，自然也无

法通过外在经验窥测行为的动机和目的。 “狂者东走，逐者东走，其东走则同，其所以东走之为则

异。”（《说林上》）人类存在一些稳定的行为模式，比如对美食、美色、美味、音乐、权力、财富、

知识、爱、荣誉、成就等的追求，又比如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等，韩非称之为 “人情”。

但这些行为模式不仅没能弥合上述矛盾，反而彻底撕裂人的身心。在韩非看来，人类稳定的行为模

式，本质上是基于历史经验的生活样式，这些经验在冷峻而理性的权力和利益算计面前，造成人情与

人的意志和情感之间的分离。最终的结果是个体身心之间、社会道义与个人私心之间、政治共同体道

德与自然人情之间，都走向分裂和对立。人类社会的有序，仅限于对 “人情”的节制和引导，它根

本无法触及人的内在的意志和情感。

在 《说难》篇中，通过剖析行为、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韩非深刻展现了 “德性”的个

体取向与社会取向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墨子·小取》）说的是

语言、逻辑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故，所得而然也。”（《墨子·经下》）“说”本为 “达意”，“辞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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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洪兵：《论先秦身教政治的演变》，《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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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矣”（《论语·卫灵公》），其过程是两个意志主体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困境的发生，恰恰就是因为

彼此独立的两个主体之间，在动机、意志和道德等方面面临冲突和矛盾。“心”在整个困境中占据核

心地位。在荀子那里，“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不仅是认识活动的中心，也是道德实践的发

起者，更是道德生活的主导者。“心”的最大难题是 “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

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荀子·解蔽》）除 “蔽”的办法就是心术修炼，“通过精神修炼建立起道德自我和道德理性”“化

‘客观之道’为 ‘道德自我’，并通过道德自我来调节人的性情，以建立起社会秩序和道德价值理

想”①。这一观念同样面临巨大困难：社会秩序和道德理想的建立，需要以 “道德德性”的养成为基

础，以认识心和智性来解释 “心”，那么人的道德根基应该落在哪里？② 韩非干脆放弃从人性自身寻

求道德根基的努力，将人还原为自然个体，进而将道德理解为完全外在于人性的规则和规范系统。在

他看来，通过心术修炼实现 “自然人”向 “道德人”的转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

在社会生活中，“心”的呈现方式就是 “心志”，是人发起一项行动的动机和意志，这些动机和意志

复杂多样，毫无规律可言，就像是一个个深不可测的 “渊薮”。

君主 “势”重，“心志”的复杂性所造成的矛盾和压力，便因此显得更为突出。 《喻老》言：

“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主抱法处势，不仅独占势位以显权威，“明君贵独道之容” （《扬权》）；

还要以 “虚静”“静退”“不可见”（《主道》）的方式示人；更要牢牢掌握驾驭臣民的 “术”，使其

与 “渊深”的势位一样深不可测、无从揣摩，是谓 “术不欲见”“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藏之于胸

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定法》）。“术”隐秘性的另一面，是其无序性和随意性。换句话

说，君主对刑、德 “二柄”的使用，没有一套客观的标准，它在提升君主权威的同时，也使君主处

于一个更加孤立的地位。

在多变且无序的 “心志”面前，因 “德性”而来的秩序和道德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心志的

“渊薮”，使得对恒定 “德性”的追求成为遥不可及的目标，至于作为最终道德目标的 “人的生活样

式”则根本无法企及。人的内在世界是一个完全无法捉摸，故而毫无规律可循的 “渊薮”。那么，

“法”的范围便局限于人的外在行为，是一个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经验世界的流变性，使得法、

律、令沦为应对各种具体事件的工具，却不能解决如下问题：如果 “法”只是 “治术”，那么如何才

能为人寻得一种合理良善的生活方式？法治国家的基本形态是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它意味着

“法”不能仅仅作为惩恶扬善的工具，还要为人的道德生活提供价值引导；与之相应，“吏”的角色

并非简单按章办事，还要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将 “明法” “循法” “奉法”的良好形象展现出来，

作为百姓效法的对象。也就是说，作为 “治术”的 “法”，远远不能满足秩序和道重建对 “法”所

提出的要求，与功用、功效和功利为主的 “治术”相比，重建 “法”的道德根基成为一个更为迫切

的难题。

韩非深刻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肃性。它作为法家思想的原生性难题，渗入到与 “法治”相关的

所有问题。因而，韩非需要总结和批判之前的法家思想，在此基础上为 “法”寻求全新的道德根基，

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定法》篇中，韩非分别批评了申不害和商鞅，认为申不害 “徒术而无法”，商

鞅 “徒法而无术”，“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申不害将 “法”等同于 “治术”，进而将 “治术”等

同于君主的 “心术”，以君主的智能和好恶作为法令依据，“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 “利在新故相

反，前后相悖”，朝令夕改成为 “常态”。最终的结果是以君主的一己之智能讦奸，不仅不胜其能，

而且使奸邪之徒愈发纵恣。商鞅重法，但其所重之 “法”，是一套客观化、标准化的规则和规范，其

施行过程被简化为简单的 “数值计量”，将战场杀敌斩首的数量作为晋爵封官的唯一依据，“官爵之

迁与斩首之功相称”。然而斩首凭借的是勇力，治官则需要依靠智能，商鞅的做法最终导致 “官不当

其能”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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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江：《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第５３、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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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非看来，“法”和 “术”都是 “帝王之具”，二者缺一不可，它们的含义及形式都属于 “治

术”层面，并没有触及 “治术”背后的道德。慎到的观念触及了 “法”的根本问题，即恒定秩序的

来源及维系，认为 “法”根源于自然的秩序和分理，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和神圣性，最好的治国

方式便是 “法”，“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人》）；“任法”的具体方式是 “因

循”，因天之道，因人之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慎子·因循》）。在慎到看来，法令的

背后有一个更为根本的 “道”，它构成 “法”的道德基础，这也是 《威德》篇所说 “势位足以为治”

的依据。慎到面临的最大困难仍然是 “德性”的私人性，“法”与 “人”是完全的对立关系，“法”

作为秩序和规范力量的提供者，“法治”的意义只是强力和规范，而非法律共同体的建立。

韩非对人之社会心理的描述和反思，开启重新理解 “法”的新视野。如果说此前关于 “法”的

使用和理解，都与 “律” “令”混杂在一起的话，那么到了韩非这里， “法”获得独立且尊崇的地

位。通过利用来自申不害、商鞅和慎到的思想资源，韩非重建 “法”的道德基础：对自然秩序的关

切只是 “法”的本义，在法治国家中，“法”最重要的意义是 “治人”，既包括对人的外在行为的引

导和规范，也包括对人的内在意志、动机及情绪的节制和规约。在法治国家，人的内在世界不是一个

封闭的独立王国，而应成为 “法”所可能的范围，通过塑造一种良善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的身心、

内外之间的和谐。

三、“法”之道德基础的建立

在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各式各样的 “复古”被证明是失败的，集权国家被证明是政治和社会

发展的必然结果①，而 “法治”是集权国家能够建立并长久维系的唯一有效手段。

韩非之前的法家，基本将君主作为 “法”的根源，认为 “法”就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工具。《管子

·君臣上》言：“有道之君，善命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君据法出令，有司奉法而行事，百姓顺上

而成俗。”《任法》言：“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

民也。”《商君书·君臣》言：“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

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

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简言之，“法”的来源是 “圣

人”制作，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及相应的道德正当性。通过叠加 “法”之历史与当下的情势之后

获得的 “法律令”，即 《商君书》开篇所说的 “更法”“变法”。既然 “法”可变，那么 “变法”的

实质，其实就是君主本人意志的表达。因此，在商鞅那里， “法”毫无疑问以君主的意志为准绳，

“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商君书·权修》），意思就是指君出令而臣奉法。这样，“法”在很大程

度上成为君主意志和智力的直接表达，它不仅缺乏公共性，而且很容易演变为实现君主个人意志的工

具，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法律的朝令夕改。《管子·法法》言：“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

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慎子看到这种危机：“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

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

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慎子·君人》）言下之意，“法”应该具有超越君主个人意志

和智力的独立性。

韩非将 “术”和 “法”分开，并且将 “术”的含义及使用范围限定于君主本人，本质上是为了

重新安排君主与 “法”之间的关系。抬高 “术”的地位，可以有效保障君主权威和地位的稳定性，

因为就一个统一的国家而言，君主无疑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在韩非看来，君主无时无刻不处于

危机中，“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外储说右上》），“主上不神，下将有因”（《扬权》），《八奸》

《十过》 《奸劫弑臣》 《亡徵》等篇目所列君主所面临的危机，可谓是不胜枚举。因此，君主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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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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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道”，而实现 “主道”的方式便是 “执术”。君主所执之 “术”，韩非将其简化为 “刑”、 “德”

所谓 “二柄”，“明主之所治其臣者，二柄而已矣”，“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二柄》）。① 另一

方面，君主 “执术”构成对 “主道”之现实性的 “外在化”，而 “道”构成 “法”在总体上保持一

个统一的目标和道德的根本所在。表面上看，韩非似乎将 “术”的地位提到无与伦比的高度，使其

与 “法”绝对地悬绝开来，君主 “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庆赏爵禄生杀予夺的权柄，却不直

接作为 “法”的制定者和发布者，所谓 “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 （《外储说右下》）。君主

“执术”而不擅改法令，理想的君主更是将 “道”作为最高的 “术”，“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

物定，名倚物徒，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扬权》）。这就给 “法”留下非常广阔

的空间，它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法”不是君主根据个人智力和意志所发布的 “法令”，而是有着

一个更为深远的起源，这一起源构成了 “法”的道德基础所在。

关于 “法”的起源，《管子》一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管子·侈靡》言：“故法有常

守，尊礼而俗变，上信而贱文，好缘而好驵，此谓成国之法也。”言下之意，“法治”的主要目标在

于维系一种基于 “习俗”的良善的生活方式，因此 “法”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所谓仁义礼乐者，

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也”。因此，在更多场合使用的不是 “法”的抽象含义，而是具体的

“法令”。《管子·任法》言：“法者，不可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从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

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古之法也。”也就是说，“法令”有非常明显的目标性和现实性，是君主

实现治国目标的手段，“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 （《管子·法

法》）。但 “法令”之本，不能由某些具体的功利性目标构成，而必须有一个更为基础的来源。“法古

之法”，是指 “法令”只能作为应变之方，“古之法”则构成 “法令”直接取法的依据。至于 “古之

法”究竟为何，《管子》书并没有给出更多说明。将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在 《管子》书中，“法”的

来源有两个：其一，是效法天道的 “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 （《管子

·七法》），它们代表的是某种恒定不变的自然秩序和自然规律，是 “法”字的本义。 《管子·正》

言：“如四时之不贷，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曰法。”其二，是由 “道”

而来的针对人类社会治理的 “法”。 《管子·枢言》言： “法出于礼，礼出于知，法、礼，道也。”

《心术上》言：“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礼也者，明分

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礼，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乎不得不然者也。” 《礼记

·礼器》云：“礼，时为大。”因此，“法”不是一些教条化的律令，而应该是带有很强时效性和功能

性的礼法，它需要兼顾人情和义理，却能在总体上合于 “道”的要求。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关于

“礼”、“法”和 “理”、“义”的观念，带有很强的儒家思想烙印，只不过将其含义限定在 “法治”

的框架之下，故而沾染了几分法家的色彩。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管子》一书，杂糅了 “道”

“理”“义”“礼”“法”等观念，却没能非常清晰地呈现 “道”与 “法”之间的关系。

这一难题通过黄老道家获得非常好的解决。《黄帝四经·经法》言：“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

绳，而明曲直者 （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 （也）。法立而弗敢废 （也）。故能自引以绳，然

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道”的形态是 “虚无形”，由 “道”直接产生的 “法”，所体现的是

“道”的特征，具体而言， “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蓄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

“道”囊括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秩序所有恒定性的规律、规范、法度和道德。“法”的含义是 “引

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言下之意，“法”是衡量事物成败的标准所在，然而它仍然是抽象，必须

具体化为 “刑 （形）名”，才能如规矩准绳一般直接衡量和评价事物。“必有刑 （形）名，刑 （形）

名立，则白黑之分已”，“刑 （形）名已定，物自为正”（《黄帝四经·经法》）。“大道无形，称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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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非的说法是当时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看法。《尹文子·大道上》言：“庆赏刑罚，君事也。”《管子·君臣上》言：“是故人君

者，因其业，乘其事，而稽之以度。有善者，赏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有过者，罚之以废亡之辱，戮死之刑，

而民不疾也。”《商君书·君臣》言：“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禁使》言：“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赏罚也，赏

随功，罚随罪。”



论韩非对 “治术”道德性的探寻

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 “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于事物，无所隐其理

矣。”（《尹文子·大道上》）“形名”不仅标示着事物的客观性，而且表明该事物在经验层面具有现

实性。曹峰强调，“形名”是 “道”的体现，本质是 “名分系统”和 “规则系统”。在 《黄帝四经》

中，“名”的重要性超过 “法”，只有在 “名”确立之后，“法”才有可能发挥作用，这是黄老道家

比法家更为深刻的地方。① 然而 “形名”毕竟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困境，简单地说，就是其自身的正当

性并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结果。尽管研究者强调 “道”之于 “形名”的根源性，但仍然没能有

效解决这一困难。《管子·心术上》言：“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者也。”《经法》强调：“凡事无

小大，物自为舍，顺逆死生，物自为名，名形已定，物自为正。”但 “名”的正当性，最终来还是源

于君主本人。毫无疑问，在 “形名”观念中，“名”具有非常高的客观性和规范性，与 “理”甚至

是可以互换的。《法经·名理》言：“循名厩 （究）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灾。”诸如 “审查

名理”、“见正道循理”、“循名究理”、“得名理之诚”，其要义无外乎 “主执度，臣循理”，说的都是

人事之理，是作为治术的名分和刑名。“主执度”强调君主在最终的意义上构成 “名”和 “理”的

正当性的来源；它从另一层面表明，“道生法”的表达仍然存在一个潜在的危机，即 “法”可能最终

只是获得它的形式，其正当性必须由君主来给予，正如 “形”之于 “名”的关系一样。我们所期望

的 “法”具备超越个人意志之上的客观性和道德正当性的目标，并没有在这里实现。

也就是说，“法”无论如何都存在着两个层面的根源：一个是它的 “自然”基础。简单地说，

“法”来自 “天道”。《管子·形势》言： “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

也。”《韩非子·大体》也有类似表述：“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

所行，云布风动……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

另一个则是它的 “道德”基础。既然用于国家治理的 “法”必须由人来制定，那么立法者就必须是

“圣人”，因为 “圣人”的本义就是 “聪明人”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所立之法不仅合于 “天道”，

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而且能很好地用于国家治理，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具有公共性和正当性。简

言之，这就是 《黄帝四经》所说 “道生法”与 “主执道”的统一。在韩非看来，无论是 “法”的公

共性、客观性还是普遍性、道德性，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突破个体的 “私欲”和 “私心”，如 《诡

使》言 “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可见 “圣人”除了 “主

道”、“执术”和 “无为”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 “无私”。而这正是 “法”的道德基础所在，也是

法治国家整体的道德诉求所在。

不可否认，这种道德诉求与君主操持权术的非道德性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矛盾。从逻辑上讲，作

为 “法”之道德基础的君主，本应该是道德上的圣人，然而韩非消解了 “德”本身的道德性，使君

主成为表面上 “无为无思”、实际上深谙权术并操持生杀赏罚大权的 “术士”。另一方面，韩非强调

“法治”的本意是希望以一种客观统一的规则来治理国家，使整个统治秩序能在总体上保持其秩序性

和规范性。基于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尽可能将 “法”客观化，使它成为能被直接把握的准则和规范。

因此，越是强调 “法”的客观性和公共性，就越需要去除 “法”所具有的历史性和道德诉求，以至

于不得不求助于道家，将 “法”还原为自然意义上的客观秩序，却同步消除了 “德”对人的基础性，

因为 “德”字的含义和结构本身决定了它必然导向某种 “特殊性”，即通常所说的 “德性”无法化

约为一个客观统一的目标。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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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曹峰：《出土文献视野下的黄老道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参见顾颉刚：《“圣”、“贤”观念和字义的演变》，王元化主编：《释中国》第２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７１５
页。



游侠之风与晚清道德重建

———以谭嗣同、章太炎为中心

吕存凯

【摘要】晚清士人社会中有一股强烈的游侠之风。在这一时代风潮中，谭嗣同和章太炎起到重要的引领和

推动作用。他们通过梳理学术史，将历来处于边缘地带的游侠重新纳入主流视野之中，并以之作为重建道

德、革新政治的重要手段。晚清盛行的暗杀风潮作为游侠精神的一种激烈表现，与他们的提倡及其自身的

烈士形象有密切关系。而游侠的尚义轻生所指向的，则是他们重建生死观、重新理解个体与他者关系的理

论努力。

【关键词】谭嗣同；章太炎；游侠；道德重建；生死观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４６－０９

作者简介：吕存凯，河北衡水人，（北京１００８７１）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根据相关研究，侠兴起于封建制度逐渐瓦解的春秋战国，盛行于两汉。这段历史时期的侠依赖于

地域、乡党、宾客等社会基础，多为集团活动的任侠、豪侠，拥有很强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唐宋以

后，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侠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基础，大多变成一种以个人活动为主的 “游侠”。这

成为后世所理解的侠的基本形象①。

尽管侠在上述两个发展阶段有诸多不同，但都被目之为侠。这是因为他们具备两个最基本的特

征：一是恪守其独有的道德意识，如司马迁所说的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

赴士之
!

困”②；二是游离于政治统治之外，与政治权威处于对抗地位，如韩非所批评的 “侠以武犯

禁”③、班固所说的 “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④。由于第二点，游侠始终受到政治权力的严厉打击

和压制，难以进入主流话语体系，这也是汉代以后的正史中不见 “游侠传”的原因。而由于第一点，

游侠多以传奇形象在世俗文化中广为流传，在民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侠”自东汉起就

开始突破武的领域，抽象化为一种超越精神，并首先进入儒生文士的道德意识之中⑤。因此，游侠作

为一种象征性意象，在历代士人的精神世界中绵延不绝。

对于晚清士人而言，他们所处的无疑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面对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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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３２０—３７１页。
［汉］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３１８１页。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五蠹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４４９页。
［汉］班固：《汉书·游侠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３６９９页。
参见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前揭书，第３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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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提出政治革新要求的同时，也担负着道德重建的任务。在这种时代主题之下，传统的任侠／游
侠①精神被重新发现并加以弘扬。晚清士人不仅著文褒奖，而且身体力行，形成一股强烈的游侠之

风，对晚清的革命进程和社会道德产生极大影响。在这一风潮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谭嗣同和章太炎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学界目前对晚清游侠风潮的研究并不多见，而且尚未对谭、章二人在其

中的作用予以专门关注。因此，本文将以两人的相关论述为主要考察对象，尝试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

一风潮进行探究。

此外，在以往的近代思想史研究中，谭嗣同与章太炎一般被认为分属改良派和革命派，或今文经

学派和古文经学派，因而显示出较大的差别；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两人在行为和思想上的相似之处。

就笔者所见，仅有张灏先生曾关注谭、章思想的相似性②。然而，谭、章二人的相近不仅体现在思想

方面，而且体现在对于晚清士风的表率和引领方面。因此，本文效颦汪荣祖先生的 “康章合论”，进

行 “谭章合论”的初步尝试。

一、学术与政治：游侠形象的重塑

游侠虽然多以急公好义、锄强扶弱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印象中，但也有 “以躯借交报仇”的一

面。换言之，他们虽然有其固持的道德标准，但多是与个人恩怨相关的私德，未必与晚清的时代主题

自觉相符。另一方面，游侠 “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始终处于政治权力的对立面。这种对抗性

格当然与晚清激进人士的目标有一致之处，但如何规范其狂放不羁的性格、将其引导到政治变革的轨

道上，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游侠尽管在民间影响广泛，但并非一个有着明确界定的政治

或学术派别，因而始终被摒除在传统学术主流之外。如何改变其在学术史上少人问津的边缘地位，重

新引起士人的关注，也需要有所发明。

在晚清思想史上，谭嗣同并非最早表彰游侠的思想家③，但或许是影响最大的一位。在其著作

《仁学》的 “自叙”中，他明确提到游侠，认为其源出于墨家之一派：“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

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④ 以任侠出于墨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墨家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担当意识和 “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无畏精神，与任侠颇为相像。

这让谭嗣同倾心不已，并以墨子 “摩顶放踵之志”自任。

任侠的精神，被谭嗣同概括为 “仁”。表面上看，他所提倡的任侠之风的根本精神与传统任侠相

同，即仁 （义）。不过，他对 “仁”的内涵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在谭嗣同这里，“仁”的价值追求背

后是他的 “以太－仁－通”的宇宙论，“仁”是宇宙根本精神的体现。具体到伦理原则方面，“仁”
并非传统儒家的主流观点强调的 “爱有差等”，而是以墨家 “兼爱”以及理学中 “万物一体”思想

为内涵的无差别的普遍之爱。以这种无差等之爱为前提标准，尊卑等级分明的 “三纲五伦”遭到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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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任侠”与 “游侠”的区别，前人多有讨论，如方以智、钱穆、余英时等都认为任侠为养士结客、为人所依附者，具有明

显的社会集团性质；游侠则指单人或少数的侠客、剑客。以上诸位先生从历史考证的角度分析两者的区别，当属可信。不过，自

唐宋以后，“侠”失去原有的社会基础，主要成为一种个人行动，“任侠”与 “游侠”不再有明显区分，因而 “任”常被解释为

“保任”、“放任”之意。晚清士人多用 “游侠”，但谭嗣同、梁启超等也间或使用 “任侠”。在晚清的语境中，将两者作同义理

解应该没有问题。因此，本文主要使用 “游侠”一词，但在具体行文中则随论述对象而有所变化。（参见余英时：《侠与中国文

化》，前揭书，第３２５—３２７页；汪涌豪：《中国游侠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０—５１页。）
张灏先生指出，谭嗣同与章太炎的世界观同样具有 “无我同一”的精神性主题。参见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

序与意义》，高力克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４８—２６２页。
郑观应是较早表彰任侠精神的思想家。他曾仿前人 《剑侠传》而辑录 《续剑侠传》一书，与原书合刊于世。其序言曰：“余悯世

宙之箏鍃，慕仙人之神妙，而剑侠一流于今为宜于用为切。苟有其人，何患乎异端，何虑乎强敌！”提倡以剑侠用世。参见汪涌

豪：《中国游侠史》，前揭书，第１５２页。
谭嗣同：《仁学自叙》，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 （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２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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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批判，取而代之的是以 “朋友”原则为核心的、以自由平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伦理规范。

在传统的 “三纲五伦”中，君臣关系是最不平等的一种。在谭嗣同看来，“二千年来君臣一伦，

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①。因此，他寻求一种激烈的政治变革方式来改变

君主专制的局面，而以 “仁”为己任的游侠无疑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认为西汉之 “内和外威”与

日本之变法自强，都与游侠风俗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在中国当时所处的乱世中，也应该提倡游侠，

从而提振民气，倡导和培养一种勇敢无畏的社会道德，进而 “鼓更化之机”，为反抗君权、伸张民权

准备社会基础。

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

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

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

也。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

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

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②

可见，谭嗣同所提倡的任侠，与传统游侠形象相比有很大转变。游侠所从事的不再是局限于私德

私恩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改变世风士气甚至世运国运密切相关的公共行为。将狂放不羁的游侠作为

“拨乱之具”，实际上是将私德 “收编”进公德之中。古代游侠的道德水准和政治主张不一定得到所

有人的认同，但谭嗣同所提倡的游侠精神与反对君权、伸张民权的政治理念直接相关联，与近代政治

和社会变革的根本趋势相符合，其行为就具有了天然的正义性。因而，游侠成为挽救衰世、革新政治

的重要手段。

谭嗣同对游侠形象的重塑，在章太炎的 《儒侠》一文③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呼应④。与 《仁学》认

为游侠出于墨家不同，《儒侠》开篇便明确指出游侠出于儒家：“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根

据 《韩非子·显学》的记载，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一派为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

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⑤ 其坚忍仗义与游侠颇为契合。章太炎提出 “侠出于儒”之说，

将游侠与儒家联系起来，其目的一方面是要以游侠的尚武精神弥补儒家重文轻武的不足，改变儒家的

柔弱形象；另一方面是要以儒家扶危拯溺、心系天下的忧患意识引导和规范游侠放纵不羁的性格，将

其纳入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⑥。因此，他指出游侠立身行事的原则与儒者 “杀身成仁”、“除国之大

害，捍国之大患”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而那些为国奔走、乃至舍生取义的大侠往往也是大儒。

从学术史看，“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岂惟儒家摈之，八家亦摈之”⑦，始终被排除在传统的学

术派别之外。在现实中，游侠则发挥着重要作用：“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⑧ 章太炎将游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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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增订本）》下册，前揭书，第３３７页。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增订本）》下册，前揭书，第３３４页。
《儒侠》主要有三个版本，分别收于 《絛书》的初刻本、重订本以及 《检论》，均收于 《章太炎全集 （三）》（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三个版本的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没有大的改变。本文以 《絛书》重订本的 《儒侠》为主要文本。

《儒侠》最早发表于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年）九月一日出版的 《实学报》第四册，之前尚有 《后圣》《儒道》《儒兵》《儒法》

《儒墨》诸篇，共同构成章太炎对先秦学术史的梳理。值得留意的是，章氏１８９７年任职 《强学报》时，曾因宋恕得见谭嗣同

《仁学》手稿，但认为其 “怪其杂糅，不甚许也”。章氏早期文章颇有回应谭嗣同之意，最明显者为发表于１８９９年的 《儒术真

论》及 《视天说》 《菌说》等。其作 《儒侠》，或许也有回应谭嗣同 《仁学》之意。 （参见 《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

“光绪二十三年”条，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５页。）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显学》，前揭书，第４５８页。章氏 《儒侠》也引用该文作为论据。

如他说：“然则任侠岂异于儒哉！独其睚臶报仇为非，以儒兼侠，自无逾轨之事矣。”（章太炎：《?汉三言·?汉昌言》，上海：

上海书店，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２页。）
章太炎：《絛书重订本·儒侠》，《章太炎全集 （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４０页。
同上，第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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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大类：一是所谓 “大侠”，如侯生、北郭子以及平原君、信陵君等人，他们利及朝野，为国之辅

弼，是当之无愧的 “侠士”；二是 “击刺之萌”，即聂政、荆轲等刺客之流，章太炎高度评价 “击刺

者，当乱世之时，则辅民，当治世则辅法”①。当乱世可以击杀暴虐百姓的统治者，以灭除天下之弊，

“为国民发愤”；当治世之时，若法律无法对奸邪之徒施行应有的惩罚，则需要侠客采取行动，维护

社会正义。尽管 《儒侠》是一篇学术史论文，但显然是借此呼唤一种 “以儒兼侠”的儒侠人格的出

现。

为提倡 “儒侠”，章太炎特别表彰 《礼记·儒行》篇，认为该篇所载十五儒 “皆刚毅特立者”。

直到晚年，他仍不遗余力加以提倡，指出其中 “大氐坚苦卓绝、奋厉慷慨之士”② “皆以气节为

尚”③，甚至提出将其作为 “新四书”之一以教人。这不仅有改变 “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的边缘

地位之意，更重要的是在近代危局中，以之作为儒侠人格的典范，对治当时道德堕废、民气不振的现

实局面。故而，他明确表示 “救弊之道，必以儒侠相附”④ “今日宜格外阐扬者，曰以儒兼侠。故鄙

人近日独提倡 《儒行》一篇”⑤。

当然，就实际历史情况而言，无论认为游侠起源于墨家还是儒家，都是不够准确的。根据现有研

究，游侠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起源于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游侠的精神与儒家、

墨家乃至道家都有相通之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游侠起源于某个学派的结论。⑥ 不过，谭嗣同、章太

炎立论的主要目的，不是从学术角度探讨游侠的学派归属，而是以学术史为方法，将数千年来为正史

和各学派摈弃不载的游侠重新纳入主流视野之内，通过阐发和提倡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以此作为重建

道德、革新政治的重要手段。在这一重新阐发中，狂放不羁、纵情任性的游侠被吸纳和整合到救治国

家、人民这一整体目标之中，与政治和社会变革建立起明确关联，借助其仗剑行侠的破坏作用，为推

翻旧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建设一种新的制度准备必要条件。

二、作为刺客的游侠：晚清的暗杀风潮

在人类历史上，暗杀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长期存在。大致而言，刺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以刺客为职业者，或是权贵政客所豢养之死士，或是为金钱利禄而奔走之杀手，其行事完全依照主人

或雇主之要求，并不区分善恶对错，没有独立的道德操守和主体意识；另一类则如 《史记·刺客列

传》所载诸人，往往特立独行，无所倚傍，有其所坚持的道德准则，或为国事，或报恩仇，无论其

行为本身如何，皆有合于道德者。这两类刺客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往往判若云

泥。因此，就实而言，游侠与刺客不能等同视之。司马迁在 《史记》中虽然对二者均有所褒奖，但

分立两传，正是由于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但从道德角度来看，游侠与上述第二类刺客又有不少相似之

处。实际上，游侠为抵抗强权，往往会击杀政治人物，以振奋人心、救国救民，此时游侠就同时具有

刺客的身份。章太炎在 《儒侠》中所举的聂政、荆轲等 “击刺之萌”，就是典型的作为刺客的游侠。

在晚清的政治变局中，有一股强劲的暗杀风潮，在很大程度上与游侠精神相关联。梁启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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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１４１页。
章太炎：《〈儒行〉大意》，原载 《国学商兑》１９３３年第１卷第１期；参见章太炎讲演，诸祖耿、王謇、王乘六等记录：《章太炎
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２２页。
章太炎：《国学之统宗》，原载 《制言》月刊第５４期，前揭书，第１页。
章太炎：《?汉三言·?汉昌言》，前揭书，第１０３页。
章太炎：《与张季鸾》，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５８页。
参见彭卫：《游侠与汉代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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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中，在所引 《仁学》段落的 “任侠”二字之后自注曰 “暗杀”①。这一细节透露出

刺客与游侠的结合在晚清社会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晚清的暗杀事件，相当一部分为革命派人士所为。

据学者统计，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和暗杀预谋不下五十余起②。一般认为，晚清革

命派的暗杀风潮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为俄国虚无党的暗杀活动，二为中国传统的游侠刺客刺杀

统治者的行为③。就第二点而言，当时的革命派曾公开呼唤 “游侠魂”，并宣言 “共和主义、革命主

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④，明确将暗杀与游侠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

是，革命派的暗杀活动与谭嗣同、章太炎等人对游侠精神的褒奖实有相互呼应之效果，从而共同推动

了这一激进风潮。

以晚清两起著名的革命派暗杀事件为例。１９０５年９月，吴樾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谋炸准备出洋
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事败而死。１９０７年４月， 《民报》临时增刊 《天讨》刊载其遗书。在其遗书

《暗杀时代》的 “暗杀主义”一节中，吴樾开篇就直接引用谭嗣同在 《仁学》中提倡游侠的文字，

为其所提倡的暗杀主义张目：

谭嗣同有言曰：“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

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又曰：“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

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至哉言乎！可谓明于时事者矣。⑤

谭嗣同虽然并未明确提到刺客或暗杀，但他所提倡的任侠精神实已暗含此意。更为重要的是，他

在戊戌政变时拒绝出走，甘愿以死明志，并倡言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

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⑥ 可以说，谭嗣同的主动就义对于当时的

士人产生了笼罩性的道德感召力，激励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为其理想信念而献身⑦。正如梁启超所

说，他是 “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⑧。吴樾引用其文字作为暗杀主义的证明，并非无由。

此外，吴樾给素昧平生、当时正因 《苏报》案而身陷囹圄的章太炎写信，表达仰慕之情，申言

自己愿 “死此不自由”以为诀别⑨。我们不能确定吴樾是否读过 《儒侠》一文，但章太炎、邹容在

《苏报》案时主动投狱、欲以死鼓动革命之 “尚侠轻生”的无畏精神，无疑激励了包括吴樾在内的诸

多青年，二人的道德高度一时无两，不逊于戊戌殉难的谭嗣同，成为革命青年新的道德楷模。这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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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９４页。
参见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７７８页。
参见戴学稷：《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暗杀活动》，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选 （１９４９－１９７９）》上册，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１年，第５１８页。
壮游：《国民新灵魂》，原载 《江苏》第五期，１９０３年８月；参见张鰓、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１卷下册，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７年，第５７４页。
吴樾：《吴樾遗书·暗杀主义》，《民报》临时增刊 《天讨》，１９０７年４月２５日，《吴樾遗书》第８页。
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全集 （增订本）》下册，前揭书，第５４６页。
谭嗣同的就义不仅深深震撼了康、梁、唐 （才常）等人，而且对革命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邹容曾题谭嗣同遗像曰：“赫赫谭

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陈天华在 《猛回头》中也称赞谭嗣同是 “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他的

影响超越了后来形成的保皇派与革命派的对立，成为不同政治派别人士共同推崇的志士。１９０３年 《苏报》案之后，邹容、章太

炎成为革命派志士的新代表，此后更是接连涌现出各种烈士人物，但谭嗣同的影响并未因此衰退。１９１０年，上海国学扶轮社出
版 《章谭合钞》，辑录章太炎和谭嗣同两人的部分著作，合为一集，体现出时人对谭的评价。谭嗣同之死所造成的影响，参见李

喜所：《谭嗣同评传》第８章，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８２—２９６页。
梁启超：《仁学序》，《谭嗣同全集 （增订本）》下册，前揭书，第３７２页。
吴樾：《吴樾遗书·与章太炎书》，《民报》临时增刊 《天讨》，《吴樾遗书》第２８—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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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炎出狱东渡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盛况可见一斑①。

又如，１９０７年７月，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并发动起义，旋即失败被杀。章太炎在同年１０月
所作 《祭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文》中将他们比作古代击杀人主的刺客：

专诸、聂政，死二千年。刺客之 《传》，郁堙弗宣。泰山有士，曰张文祥。睚眦报仇，新贻是

创。期死虽勇，未登明堂……韩良狙击，乃中副车。豫让漆身，禜刀割虚。渐离飏目，庆卿断股。剑

术粗确，卒何云补？未若君曹，风行霆举。铅丸部发，踣僵胡虏。二十一代，勇夫消沮。剥床斯复，

今乎反古。浙虽海滨，实兴项楚。其亡其亡，系于三户。谁云黄鹄，谶书无语？呜呼，哀哉！尚

飨。②

章太炎以豪健之笔，高度赞扬了四人的行为。他不仅称赞徐锡麟等人暗杀成功，较之历史上大多

数刺客为善，而且将他们视为湮灭二千余年的刺客精神的复兴。祭文结尾更提到秦末项氏一族起兵反

秦的历史事件，将他们的暗杀行为与排满兴汉的民族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其足以作为满清覆亡的先声

与标志。以章太炎的文笔所具有的感染力与影响力，他对徐锡麟等人的颂扬无疑会进一步激励知识青

年投入到革命与暗杀的事业之中。

之所以晚清的革命者以暗杀相号召能群起响应，蔚然成为一股特异之风潮，原因在于他们将暗杀

作为革命的一种手段。如当时蔡元培、宋教仁等著文宣称，革命之道有二：一为暗杀，一为暴动③。

由于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异族政府，拯救国家民族，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暗杀作为 “革命之道”

自然成为一种道德的行为。这与经过谭嗣同、章太炎阐发的游侠精神，无论在为国为民的道德方面，

还是在激烈破坏的行为方面，都是相一致的。

需注意的是，从事暗杀活动的革命者大都是 “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而非专业刺客。上文

提到的吴樾、徐锡麟都是当时积极办学、办报的新型知识分子，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和思想主张，与

蔡元培、陈独秀、刘师培等都是当时 “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成员。这些人的暗杀知识往往只是

通过非专业的训练获得，因此行动多以失败告终。但这不仅没有吓退后来者，反而感召了更多志士前

赴后继地投入暗杀和革命中，形成一种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的循环。在晚清的时代语境下，作为刺客的

游侠被赋予强烈的道德性，造成了这一轰轰烈烈的时代风潮，不仅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且成就

了个人精神的光辉。由本节的分析可见，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谭嗣同和章太炎实际上早已以自己的言

论和行动，对当时的士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开启并推进了这一潮流。

三、生死与道德：生死观的重建

有学者指出，在对游侠的诸多赞美中，“最令晚清志士倾心的，其实是其 ‘尚侠轻生’（译成儒

家语言是 ‘杀身成仁’）”④。的确，崇拜流血、渴望牺牲，这种烈士诉求在晚清志士中是普遍存在的

心态。怀生畏死本是人之常情，晚清志士却纷纷视死如归。这种奇特现象的出现，不仅是 “舍生取

义”的传统信念在晚清时代的彰显；在谭、章等人那里，还指向了一种新的生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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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民报》第六号刊载民意 《纪七月十五日欢迎章炳麟枚叔先生事》，记载了当时的盛况：“章枚叔先生于六月二十九日出狱，即夜

偕本报社特派员二人东渡。留学生闻之，乃于七月十五日，为会于神田锦町锦辉馆，以欢迎之。是日至者二千人。时方雨，款门

者众，不得遽入，咸植立雨中，无惰容。迨九时许，先生至，人人致其诚款。先生居狱中三年矣，社会情状，无足慰者。与先生

同入狱者，有邹君容，今恫不可复见，惟能致爱于先生。且吾人托足异国，始得为会于此，若在内地，将并此不能。此情尤足念

也。”（参见 《民报》第六号，１９０６年７月２５日，第１１９页。）
章太炎：《祭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文》，《民报》第十七号，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２５日，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参见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前揭书，第７６８页。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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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英勇就义成为他短暂一生中最为光辉的时刻，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烈士传

统。对他而言，主动就义行为的背后有一种并不复杂但很明确的生死观作为理论依据。在 《仁学》

所阐发的世界观中，以太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其本身是不生不灭的。谭嗣同将张载、王夫之

的 “气一元论”嫁接到近代自然科学的物质学说，指出物质界的一切生灭现都只是以太之聚散，并

非真正的生灭。同理，生死现象也是如此。他将个体生命分为体魄和灵魂两部分，并指出：

匪直其精灵然也，即体魄之至粗，为筋骨血肉之属……皆用天地固有之质点粘合而成人。及其既

敝而散，仍各还其质点之故，复他有所粘合而成新人新物。生固非生，灭亦非灭。又况体魄中之精

灵，固无从睹其生灭者乎。①

谭嗣同虽然兼论体魄与灵魂，但其重点显然是后者。他指出灵魂 “自无始来，死生流转，曾无

休息”②，乃是不生不灭的。他还从孔、佛、耶各家学说中寻找证据，如耶教之 “灵魂”、 “永生”，

佛教之 “轮回”，孔教之 “原始反终”、“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等。在他看来，灵魂而非体魄才是

生命的本质。于是，克服死亡恐惧的方式获得新的哲学论证：死亡之所以不再可怕，不仅由于名节比

生命更有价值，可以通过名垂青史的方式实现不朽；更重要的是，肉体虽灭，灵魂却不会消亡，死亡

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对灵魂的强调，一方面是为了破除世人好生恶死的瞢惑之见：既然灵魂不死，仍有来世，则既可

以促使人们心生敬畏、改过迁善，又可以克服畏死心理，激励人们成仁取义：

今使灵魂之说明，虽至躢者犹知死后有莫大之事，及无穷之苦乐，必不于生前之暂苦暂乐而生贪

着、厌离之想。知天堂地狱，森列于心目，必不敢欺饰放纵，将日迁善以自兢惕。知身为不死之物，

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

?。③

另一方面，灵魂可以超越时空与个体生命的限制，实现普遍的感通，这是以太 “通天地万物人

我为一身”的体现。因此，谭嗣同极为推崇墨家之兼爱，认为 “惟兼爱一语为能超出体魄之上而独

任灵魂，墨学中之最合以太者也”④。由此推论，个体并非局限于体魄躯壳中的 “小我”，在 “万物

一体”的普遍感通中，无一物非我。于是，不以 “我之一身”为可私可爱，有我之见得以破除，从

而能够 “舍其身以为众生之牺牲，以行吾心之所安”⑤。正如他自述其志曰：“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

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⑥ 梁启超阐扬其亡友之

精神曰 “大仁之极，而大勇生焉”⑦，可谓最为精准凝练的写照。谭嗣同对生死的理解，实际上可以

引申出克服小我之私、成就大我之公的含义。此后，梁启超按照这一理路更为明确地阐发出 “无我

以建立群体”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 《苏报》案中，章太炎坐以待捕，其本意是要主动流血牺牲、为革命造势。他自陈道：“吾辈

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

万人矣。”⑧ 章氏的引颈待戮与谭嗣同的主动就义形成时代呼应。不过，他当时或许仅是激于 “致命

２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增订本）》下册，前揭书，第３０８页。
同上，第３１２页。
同上，第３０９页。
同上，第３１２页。
梁启超：《仁学序》，《谭嗣同全集 （增订本）》下册，前揭书，第３７３页。
谭嗣同：《仁学自叙》，《谭嗣同全集 （增订本）》下册，前揭书，第２９０页。
梁启超：《仁学序》，《谭嗣同全集 （增订本）》下册，前揭书，第３７３页。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２３４页。另据记载，章太炎当时
还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参见汤志钧编： 《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年，第１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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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志”之心，对生死问题未必有深入思考。而经过狱中研读佛典的思想转变期，章氏试图诉诸佛教

学说解决生死问题与道德问题。

章太炎在出狱东渡后，提倡一种革命道德。所谓革命道德，“不必甚深言之”，就是 “确固坚厉、

重然诺、轻死生”①，是 “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

夫奋矜之气”②。这正是他所提倡的儒侠精神。这种革命道德的培养，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宗教的力量。

他所采用的宗教，是在华严、法相二宗的基础上改造过的佛教：“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

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

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③ 华严宗的宗教实践，可以让人们树立普度众生的理想信

念；而法相宗的 “万法唯心”之说，可以让人们破除对一切外在之物的执着，树立无所依傍、自尊

无畏的精神。这种 “依自不依他”与 “普度众生”的宗教精神，与革命事业的需要正相符合。

法相之理与华严之行的结合，是章太炎东渡之初为革命道德寻找到的宗教和哲学依据。此后，他

进一步以唯识学贯通这两个方面，具有更强的理论色彩。他指出，真正的 “自我”，就是唯识学所讲

的阿赖耶识，“我为幻有，而阿赖耶识为真”④。常人所执之我，是末那识执持阿赖耶识而生起之 “幻

有”，并非真实之我。从根本上讲，“无我”（无生）才是真相，好生恶死之心是对幻我的虚妄执着。

章太炎的目的很明确：“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⑤ 即要以唯识宗教破除人们的畏死之心，提振

社会道德特别是革命者的无畏精神。

另一方面，章太炎所确立的自我并非一己之小我，而是真正之大我。按照他的理解，阿赖耶识并

非局限于个体，而是 “普遍众生，惟一不二”⑥ 的。这与 “灵魂”有根本不同：“阿赖耶识为情界、

器界之本，非局限于一人，后由末那执着，乃成我相。而灵魂乃个人所独有，此其分齐绝殊，不得无

辨。”⑦ 由于阿赖耶识的普遍性，自我与他者之间得以建立本质的关联，“不以一己为我，而以众生为

我”；因此，“以众生同此阿赖耶识，故立大誓愿，尽欲度脱等众生界，不限劫数，尽于未来”。章太

炎将度脱众生的行为划分为不同层次，最高者是 “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念，其教以证得涅?为的”，其

次是 “财施无畏施等，亦与任侠、宋、墨所为不异，乃有自舍头目脑髓以供众啖者”⑧。这种利他的

宗教精神落实在世俗生活中，就是他大力提倡的革命道德。

从谭、章二人所阐发的生死观来看，近代以来对生死问题的探讨与社会道德的重建直接相关。尽

管他们的言说方式和理论指向有很大不同⑨，但其核心关切是根本一致的：一方面，破除人们对生死

的执着，培养勇猛无畏的敢死精神；另一方面，将个体与他者建立起本质关联，使个体生命的意义与

民族、国家、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近代烈士精神的道德内涵，而传统的游侠精

神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新的政治和道德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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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章太炎全集 （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７７页。
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 （四）》，前揭书，第３７５页。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前揭书，第２７４页。
章太炎：《人无我论》，《章太炎全集 （四）》，前揭书，第４２７页。
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 （四）》，前揭书，第４１８页。
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 （四）》，前揭书，第４１５页。
章太炎：《人无我论》，《章太炎全集 （四）》，前揭书，第４２７页。
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 （四）》，前揭书，第４１５—４１６页。
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章太炎以唯识学建立的 “革命道德”并不能等同于谭嗣同、梁启超等所阐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章

太炎所确立的 “自识”之个体就是价值本身，因此他强烈反对 “以社会抑制个人”的 “公理”。关于梁启超和章太炎生死观的区

别，参见张志强：《生死·道德·革命———晚清 “志士”理想中的个体、社会与道德》，《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年第４期，第１８—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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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治乱之间的游侠

本文以谭嗣同和章太炎的相关论述为主，讨论了晚清的游侠之风与道德重建的关系。游侠作为一

种长期处于正史之外、为主流学术所排斥的社会和精神现象，在晚清这一剧烈变动的时代被重新发掘

出来，成为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手段，为晚清志士所提倡和践行。因此，游侠

特立独行、尚义轻生的人格形象成为中国近代烈士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直接指向一种新的生死观

和道德观。谭嗣同将游侠视为君权黑暗时代的 “拨乱之具”，把游侠的破坏作用收束于挽救国家、民

族的政治图景之中。章太炎同样将游侠作为 “天下有亟事”之时变革社会的重要选择。这是晚清志

士的普遍认同，但却未必完全符合游侠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状态。纵观历史，游侠大多活跃于政治动

荡、社会混乱之际，在政治与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的时代则沉寂无闻。某些游侠或许会被统治者收编，

但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其本质正是作为政治权威对立面的社会存在。因此，历代统治者在开创之际

多会借助游侠之力，但在夺取政权、建立统治之后总会采取各种措施对他们进行打击。

在认识到这种历史规律的前提下，章太炎在褒奖游侠 “当乱世则辅民”的同时又提出其 “当治

世则辅法”的作用，就是需要我们有所关注的。如他所言，在政治清明时代，刑罚往往偏轻，这很

容易使某些奸狡之徒逃脱法律的制裁；此时，以游侠对其施行惩罚，能补充法律的不足，使正义得到

伸张。章太炎显然希望为游侠在 “治世”的存在寻找正当性，但难免有些一厢情愿。法律作为国家

实行统治的暴力工具，是一种绝对的、排他性的权力；而游侠往往按照其所秉持的最直接明了的正义

观念而行动。无论游侠的行为是否真的符合正义，其 “冒法抵禁”的行为都在事实上侵犯了国家权

力的排他性，这是任何政治统治都无法容忍的。从国家的立场看，如果任由人们按照自己的正义观念

各行其是，政治和社会秩序必然会陷入严重混乱；因此，游侠的行为并非 “辅法”，而是 “乱法”，

是必须进行严厉打击的。章太炎特意提出这点，表明他所秉持的是一种最为直接的正义观，一如他在

《复仇是非论》中所说的 “洁白”的伦理①。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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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章太炎：《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 （四）》，前揭书，第２７２页。



现代生活视野下的儒家修身之学

———以伍庸伯为例

陈探宇

【摘要】伍庸伯的修身之学，主张修身为本，强调身心合一，同家国天下为一体。在功夫上，主张功夫要

在诚意上做，合乎儒家的固有理路，并与现代心理学相融通。儒门修身之学可以帮助现代人克服生命中的

散乱与昏昧，对于现代人解决生活问题、心理问题、修身养性、提升道德意识，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伍庸伯；诚意；修身；现代儒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５５－０５

作者简介：陈探宇，湖南长沙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法眼禅师语录研究”（１４０９００１）

《礼记·大学》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① 修身之学是儒家学问的核心，

它得之于身心体验与困知勉行，目的是充分发挥人的禀赋与潜能，建立人的自主、自如、自律、自强

的生活。对儒者而言，毫忽不能慢，斯须不可离，无终食之间可以违背，是谓学问之本、立身之基。

在现当代中国，传统居于主流的儒家思想，受到西方哲学与中国自身政治变革的双重冲击。在西

方哲学思想的冲击下，现代儒家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形上学体系，试图以儒家的术语和概念，建立可与

西方哲学相并立的理论大厦②。在政治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现代儒家希望开创自己的

政治哲学，形成所谓的 “政治儒学”③。在这样的理论发展背景下，传统儒家的身心性命之学更多地

被讲成一种哲学，而与日常生活修养紧密关联的修身之学，却并未引起相应的重视和研究。对 “安

身立命之学”确有研究，并大力弘扬修身之道的儒家哲人，典型的如马一浮先生，甚至被认为 “全

然是一个冬烘”“了无一毫新意”④。

一切学问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解决人所遇到的问题，当代社会的普通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问

题，既不是 “阐旧邦以佐新命”“解决东西方文化冲突”，也不是 “新外王”“建立儒家善政”，甚至

不是 “心灵无处安顿”“缺乏信仰”等大而化之的思想问题；而是与生活极为切近的问题，如烦躁、

失眠、愤懑、无聊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自己不能做自己的主。于是，生活常常陷于被动，落入敷

衍，流于虚浮的应付，感受不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滋味和乐趣。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儒家修身

之学提供了一条值得遵循且行之有效的路径。然而，修身之学虽广泛见于古代典籍，但毕竟世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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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８５９页。
这方面的成就，以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牟宗三诸先生之创获为代表。除各家全集之外，可参见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

新儒家学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这方面的作品，以牟宗三的 “新外王”为最突出的代表。相关著作可参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１０卷 《政道与治道》，台北：

三民书局，２００３年；干春松：《制度儒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秋风：《儒家式现代秩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美］安靖如：《当代儒家政治哲学》，韩华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李慎之：《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开放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５期，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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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古人的经验离现代人相对遥远，而且散见诸书，难成体系，指示开导也不够精详，因此往往博而

寡要，难于效法。笔者认为，在这方面，无妨学习荀子 “法后王”的精神，师法近代的儒学先贤，

从他们确有成效的修身之道中，取得当今的镜鉴。

广东番禺伍庸伯先生的修身之学，精深切要，条理秩然，可以作为近现代儒家修身之学的一个良

好范本。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伍先生的学问事迹隐而不显，但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曾

长期问学于伍先生。梁漱溟先生的人品学问、文章著述，在当代已经广为转播，为世人所钦仰。他一

生修养功夫，得自伍先生之处为多：“伍庸伯先生应该是我心里最折服的人，他在我心目中的重量更

无人能相比并，而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应该亦说是最亲近的和相当深的。”① 据笔者所知，对伍庸伯先

生及其儒家修身学的研究阐发，目前还为数不多②。伍庸伯先生作为近代广东先贤，为学精切笃实，

而且与现代生活殊胜相应，断不应长期埋没。笔者希望在这篇文章中总结分析伍庸伯先生的修身学，

并借此契机，阐述儒家修身学体系在现代人生活实践与生命体验中的特殊意义。

一、诚意与身心合一———伍庸伯修身学的进路

伍观淇 （字庸伯，１８８６－１９５２），以字行，广东番禺人，早年在北洋政府任职，俸入丰厚，为寻
求 “安心立命之道”，毅然辞去公职，断除所有生计来源而专于学问， “专心致力于寻求真理功夫，

务必得一安心立命所在……一切一切要待自己有了安心立命处再说”③。此种不顾一切追求真理的诚

意，非平常人所能有。经过五年上下求索，对古今中西各种思想加以研求比较，终于认识到儒家经典

《大学》是修身之本，并集合一批同志之士研求讲习。抗战时期，他主持广东挺进第四纵队的战斗，

以游击战的不凡战绩而闻名广东。同时，伍先生又是一位践履笃实的儒家学者。１９５０年冬到１９５１年
春，伍先生借入京访友之机，应梁漱溟、马仰乾、黄艮庸等友人之邀，以 《大学》为中心，讲习修

身之学凡１２次。此次讲学记录被梁漱溟等整理出来，并配以图表，称为 《〈礼记·大学篇〉解说》。

伍先生一生秉持 “述而不作”的宗旨，讲书而不著述。为介绍伍先生的思想，梁漱溟撰写了 《礼记

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序》及 《礼记大学篇伍氏学说综述》两篇文字。这些文章，特别是梁氏之 “综

述”，是研究伍先生修身之学的基本资料④。伍先生的传记资料则汇编为 《抗日儒将伍观淇》一书，

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⑤。

伍庸伯修身之学，致力于身心合一的体验与实践，其功夫境界完全落实于生活中。例如，伍先生

有午睡习惯，要睡一刻钟，就可以坦然睡去，按时醒来；抗战时期，领导军队作战之际，也能贯彻如

一，足见其心静气平，坦怀无累。⑥ 修身之学彻上彻下的功夫主脑，在于 “诚意”二字。伍先生认为

《大学》最重要的是 “格物致知”和 “诚意”两章。⑦ “格物致知”讲的是深入认识身心与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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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梁漱溟全集》第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７５页。
目前关于伍庸伯先生的论文，仅有李锦全：《伍庸伯和他的 〈礼记·大学篇解说〉》，《岭南文史》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第３８—４１页；
李锦全：《伍庸伯学术思想述评》，伍炽文、徐耀星主编：《抗日儒将伍观淇》，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０—５２页。
将伍庸伯与梁漱溟的思想合为一体加以评论的文章，参见王宗昱：《评梁漱溟论 〈大学〉及其对朱王的批评》，《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０年第６期，第１２０—１２５页。此外，除偶有论文或提及伍先生之学问之外，鲜有相关研究论文与著作 （例如

龚建平：《〈学〉〈庸〉工夫论概观》，《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５６—６４页）。
伍庸伯、严立三著，梁漱溟编著：《儒家修身之门径——— 〈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
２５１页。
梁漱溟将关于伍先生的这些材料集中起来，与严立三 《〈礼记·大学篇〉通释》一起，编成 《〈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

一书。此书由巴蜀书社于１９８８年出版，署名为 “梁漱溟著、编”，后编入 《梁漱溟全集》第４卷，其存续文献之功实不可没。
但以伍先生之著作归入梁先生名下，终有不妥之处。２０１５年北京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此书，恢复了伍庸伯先生之署名，以梁先
生为编著者，则于事实较为相合，其书名改为 《儒家修身之门径——— 〈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最为得体。

伍炽文、徐耀星主编：《抗日儒将伍观淇》，前揭书。

黄艮庸：《追忆伍庸伯先生 （二）》，伍炽文、徐耀星主编：《抗日儒将伍观淇》，前揭书，第２２９页。
伍庸伯、严立三著，梁漱溟编著：《儒家修身之门径——— 〈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前揭书，第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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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本末先后关系，落实于对 “修身为本”的真切信仰；“诚意”一章则指明身、心、事之间的关

系是以 “意”为枢纽的。他直指人心，以擒龙探骊之手直抉要旨，指出 “要正心修身，即须从意下

手”①。“意”是身与心的集中交汇处，发于心而形于身，是内外隐显的关键。“一个人的身心内外表

里，如影随形，相应不离，无隐微之不显现。”② “长时间种种意的积蓄下来，而整个人格以成。”③为

什么要特别地关照 “意念”？因为人的每个意念都不是凭空而来，“一念动与他念有关，一事作与其

他事有关，今天动一念，作一事，与明天后天乃至未来很远的动念作事都有影响，不会空过的”④。

从反面来说，“诚意”就是要避免 “不诚”。如果说 “诚”是表里内外如一，“不诚”则是指表

里内外不如一，并不仅指道德上的自我隐瞒或自我欺骗。道德上的不诚，是自欺而兼欺人；而 “不

诚”的基本含义，则是指身心不能合一，意志与心灵分离，从而在生活中落于被动，散漫应付。平

常人的心思是被动的，受到身体、禀赋、习惯的种种约束而不能自主，外在的表现就是三心二意、心

浮气躁。所以，日常生活中丢三落四、失眠、走神等小的表现，其实都是诚意功夫未曾做到的表现。

“常人惯有的粗心大意都是不诚，都是自欺。”⑤ “意不诚的人，在自己做人上麻麻糊糊，不认真，散

散漫漫不要强，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坏人，而不可能成功一个好人。”⑥

如何真正做到诚意而避免不诚呢？修身功夫的前提是 “信得修身为本而后精神回到身上来”⑦，

这被称为 “微明”“自家明德之用渐启”⑧，微明乍启，一片虚怀若谷之状，方可致力于诚意之道。

这里，必须有具体切实的用功方法。伍先生曾用四句话概括其修身之道： “重点在当下，方向即用

力，其道合内外，功夫有无间。”⑨重点在当下，是说精神集中在当下，自然而完整；方向即用力，是

说方向是反着的，时时留心自己；其道合内外，是说修养好的人，既不忽略内在修养，也不忽略外在

事务，譬如擦镜子，擦亮镜子和明照万物是一体之两面；功夫有无间，是说不需要刻意揠苗助长，只

要改去不良习气，回到天性本然即可。总结成一条，那就是留心自己的意念，把四面八方散落的精神

收敛回到自己内心，不散漫，不懈怠，精神逐渐凝聚为一，昭昭然当空四照。这种功夫入手极为简

易，不必打坐习静万事不理，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试行练习，虽然一开始必然会由于违逆习惯的自动

运行而令人感到难受，但久久行之，必有变易气质、熟极而化的时刻。此时，无时无刻而非学，随时

随地而有证，生命透出日常琐碎的牵绊而找到自己的进路，趋于自主、自律、自如，日益真切地体认

诚意慎独的境界。由于意念的专注、明德的朗照、志向的专一、心态的清明高远，种种外界的牵累和

羁绊全如同巨海上的浮沤泡沫，不足为意，最终将达到 “清明在躬，不为物累”的身心合一之境。

伍先生拈出 “诚意”作为功夫的总纲，然其学问既特重修身之践履，必然有其步步深入的功夫

次第。第一步，留心于身 （留心一切言动行事）；第二步，留心于隐微之意 （言动行事的先导）；第

三步，身心合一慢慢惯熟，终至功夫日密，臻于内外一如，不再有间断之时。伍先生将诚意功夫分为

两个关口：“人己关”、“内外关”。“人己关”须做到 “责己不责人”，深刻认识自己，时时责于己而

不责人，就可以算过关，但此时犹有做作的成分。随着意念逐渐更加明澈，外面一切俱收照于内心，

到 “外即是内，更无所谓外”时，则过了 “内外关”。如此，身心内外均能打成一片，时时反观内

照，神不外驰，心自精明。“内心自觉随以渐渐开大明强，耳目所接，思虑所动，以至一言一动，皆

在觉照之中……外即是内，浑无内外之分了。由此路而上，不难实证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瑏瑠

二、伍庸伯修身之学的当代意义

伍庸伯先生的修身之学，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是针对人类生命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即心思散

乱、不能善用其心而提出的一套解决之道，这对于现代人或许尤为重要。现代人心灵遇到的最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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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瑏瑠　伍庸伯、严立三著，梁漱溟编著：《儒家修身之门径——— 〈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前揭书，第６１页，
第１５２页，第５０页，第５０页，第５４页，第４７页，第１６８页，第１３６页，第１８１页，第１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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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 “有所牵，有所蔽，精神分散而不集中，生命表现无力”①。这个问题的一大病根在于身心分

离、三心二意，假若身心合一、精神完聚，生命的力量就能如源泉混混，不舍昼夜。像程朱理学那样

追求 “格物致知”，或致力于王阳明所揭橥的 “致良知”，未始不能解决问题。但对现代人而言，或

失之迂远难求 （程朱一系），或失之高峻难攀 （阳明一系）。如前所述，伍先生之学恰恰是解决现代

人心灵问题的对症之药，是古老儒学贡献给现代社会的一剂良方。它的特色是身心合一，恰恰是针对

现代人的身心分离而来的。它以 “诚意”为根本，教人把散乱的精神收摄回内心，入手极其简易方

便，任何人都可以持循；又有严密的功夫次第，依之而行，可以由生而熟、由浅入深，如登高之梯可

阶而升。伍先生的修身学，不但可以解决现代人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心灵问题，还为有志于深入研求儒

家修养功夫的人士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取径之资。

伍先生之学，也十分符合当代积极心理学的潮流。根据心理学研究，人脑中的决策系统有两个：

自动化系统和控制化系统。自动化系统主管各种情感与欲望，它的演化时间漫长，发展较为成熟，力

量极大；而控制化系统负责人的理性与意志，它的演化时间短暂，虽然是 “人之所以为人”的显著

标志，但其力量常常不足，难以与自动化系统相抗衡②。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将这两者形容为

“象和骑象人”，即一个小小的骑象人 （理性与意志）骑在一头巨大的大象 （情感与欲望）之上，认

为直接与大象对抗必定失败，应当用巧妙合适的手段去驯服它③。伍先生的修身之学，正是一种 “驯

象”的功夫。他不是一味进行道德宣教，也不凭空摹画理想化的境界，而是坦白承认平常人的生活

很容易落于自欺与不诚，并且从 “诚意”与 “微明”入手，强调从生活中调养心性，功夫上 “浅深

先后分有层次”，易于把握遵循。梁漱溟先生总结伍先生之功夫进路的优点：“刻刻鞭辟近里，随功

夫之进而明德以明；澈始澈终，一路下来，其间只有生熟，更无转换。”④ 伍先生所强调的诚意功夫，

是以真诚而充沛的情感，取代散乱而纠缠的杂念，从而达到一种当下活泼、欣悦不能自已的心理状

态。这与积极心理学、认知行为疗法等当代心理学所倡导的科学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伍先生修身之学之所以适应现代生活，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现代人的事务十分繁忙，学业、家

庭、事业占据着有限的时间资源，因此，从事日常的修养功夫，将做功夫和日常做事结合起来就显得

十分必要。在伍先生那里，“聪明不向外用，精神回到身上来”绝不是一句虚言，聪明越是向外用，

越是损耗的厉害，反而失其聪明，而精神越回到自己身上，越能够做事做得恰到好处。故而，儒家的

修身功夫不会流于枯寂孤独的清修，恰恰会在日常的做人做事上体现出来，而日常的做人做事，又随

时随地都是在修养身心。真正有儒家学问涵养的人，其在现实生活中待人、处世、应物、理事，必能

洞明练达，沉着稳密，胜于不学之人。“流俗每将做人和做事看成两截，以为人好不一定很会做事，

而做起事来很能干的，不一定是好人……其实这些观念全是错误的……真晓得做人，一定能够做事；

真晓得做事，一定能够做人。”⑤ 做事的精明觉察有赖于粗疏昏昧之气的去除，内在力量充裕完备了，

向外拓展的空间自然会变得恢廓宏大。修身之学的功夫效验，可以用 “心正身修，内外得力”“精神

完整地在当下”来概括。“心正身修，内外得力”是指人们打破了私己小我的界限，仿佛投入更大的

生命之中，到了物我浑然一体的境界；“精神完整地在当下”是说人们集中于所做的事情，不受外物

的牵累而成为真正的自己。这两层意思相反相成，类似于现代心理学中的 “心流体验”，可以带来极

高的幸福感⑥。“学者精神振作 （集中），心地光明，大有受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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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伍庸伯、严立三著，梁漱溟编著：《儒家修身之门径——— 〈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前揭书，第１６３页。
关于自动化系统和控制化系统的差异与冲突，参见 ［美］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胡晓姣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美］乔纳森·海特：《象与骑象人———幸福的假设》，李静瑶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前揭书，第２０—２４页。
伍庸伯、严立三著，梁漱溟编著：《儒家修身之门径——— 〈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前揭书，第２７页。
同上，第６７页。
心流体验 （ｆｌｏｗ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是指个人精神专注，完全融入到活动中的感觉，心流体验发生时会给人以高度的充实感和幸福感。
参见 ［美］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生命的心流》，陈秀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３—３６页。
伍庸伯、严立三著，梁漱溟编著：《儒家修身之门径——— 〈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前揭书，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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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把现代生活的所有问题一概归之于心理问题是不恰当的，而伍先生之学也不是个人主

义的自我修养，而是有深切的社会关怀。伍氏之学是体用一如的一本之学，决非如明儒王心斋之

“淮南格物”，一味强调爱身、尊身、保身，甚至认为 “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①。伍先生的学问

纯是从 《大学》而出，以修齐治平为蕲向，常称引孟子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②，强调 “格物致知”就是从思想上认识家国天下为一体，“修身为本”是要真切体认到家国天

下的 “本”就是自己，从而具有鲜明的道德意识、担当精神。伍先生的身心修养，使之在抗日游击

对敌作战时指挥若定，成为一位有德有谋的儒将。这种以儒学的生命智慧润泽自家生命，以此神清智

朗的生命完成种种有益之事业，达到治国平天下之效的人生历程，也为现代人学习和运用传统文化树

立了光辉典范。当今社会，人们遇事容易规避责任，一味责人，很少责己，人心渐趋散漫，争执不

休，误会不止，秩序观念混乱，道德日以陵替，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缺乏自己实为家国天下之本的认

识。伍氏之学从身心修养立基，不是空泛的道德说教，但其提振社会道德的价值，却从其调整人心的

功效而来，犹如为社会固本培元，其效果是长远的。

儒家之学并非和西方类似的哲学，儒家之学的 “精神陶冶”与 “心灵磨练”，体现在伍庸伯先生

的修身之学上面，更加贴近日常生活中刻刻不停、生生不息的实践。以身体锻炼为喻：终日阅读体育

书籍不能使身体变好，只有根据自己身体的状况，长期坚持合宜的体育锻炼，身体才能保持健康状

态。同理，儒者的修为不是直接从书册上拷贝下来，而是需要日日不间断地做功夫，否则便不可能收

到变易气质之功。伍先生的学问即是如此，这种不间断的功夫着落在日常生活中，又有极其简易平和

的特质。如梁漱溟先生所论，伍先生之学可谓 “起手平易，人人可以循由；不论天资，只在有志无

志；果然力行不怠，迟早有成”③。

当代的儒学研究者，于儒家修身功夫的研究颇为不足；当代儒家的学术成果可谓洋洋大观，但指

点学人用功次第的平实笃诚之作却是凤毛麟角。在不少儒学研究著作中，哲学概念与思辨框架的导

出，大多显得过于轻易。伍氏修身之学，特点在于志虑真切，践履笃实，总括而言就是 “恳切”二

字。相当一部分现代儒家学者，限于教养及学养之不足，其修养之缺欠可谓甚多。当代儒家借力于传

统文化复兴的潮流，传播虽然颇为广泛，但大多体现于一般性的道德教训与习俗仪式之中，对人的影

响只及于浅层，不能直达本源，收其全功。若能借镜于伍氏之学，将 《大学》之道落实于生活中，

则能收到知行合一、陶铸人格之效。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有其运行规律和构建准则。人们各自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和信念结构，亦有自己的选择自由。解决生活问题和心理问题，有诸多方案可以尝试，笔者不认为儒

家修身之学是唯一的灵丹妙药，也不认为它能解决现代人的一切问题。但儒家修身之学的确提供了一

种基于东方传统文化，又符合现代心理学基本规律的选择，为人生旅程开出一条平正坦荡之路，对于

中国人的修身养性，相信能提供很好的借鉴。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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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沈善洪主编，夏瑰琦、洪波校点：《黄宗羲全集》第７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第８３２页。
杨伯峻：《孟子译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１６７页。
伍庸伯、严立三著，梁漱溟编著：《儒家修身之门径——— 〈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前揭书，第２４４页。



敬 告 作 者

近期，接到作者反映，有人以我社的名义，假冒我社开办网站 （ｗｗｗｘｄｚｘｚｚｃｎ），
并通过邮件 （ｘｄｚｘｚｚｂｊｂ＠１６３ｃｏｍ）等方式，向作者索取稿件版面费、外审费等。此举
对我社及作者造成严重影响，我社已通过 “网络违法犯罪举报网站”向有关部门进行

举报。

我社特此声明：

我社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承办，没有所谓的 “官网”，

唯一使用的投稿和咨询邮箱是ｘｄｚｘ＠ｍａｉｌ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
我社不会以任何形式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

如果有作者遭遇此类情况，请注意防范、相互转告，并欢迎您向我社提供相关

线索。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４１１４９２４
邮 箱：ｘｄｚｘ＠ｍａｉｌ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
联系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１３５号中山大学锡昌堂４１８室 （邮编：５１０２７５）

现代哲学杂志社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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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ＭＥＧＡ２：马克思哲学研究 “再归基” 张一兵　１
$$$$$$$$$$$$$$

卡尔·马克思的自然科学札记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德国ＭＥＧＡ研究综述 ［土耳其］康加恩　韩许高／译　５
$$$$

重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路

———当代德国学者对ＭＥＧＡ２第二部分的研究概览 张义修　１５
$$$$$$$$$

对ＭＥＧＡ历史上三个编辑原则的比较 李乾坤　２１
$$$$$$$$$$$$$$$$

ＭＥＧＡ２与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新动态 刘冰菁　２８
$$$$$$$$$$$$$

ＭＥＧＡ２注释的技术性错误及体例局限

———以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０Ａ关于 “工厂视察员报告”的注释为例 相秀丽　３５
$$$$$

建国初期新年画运动与主流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建构 朱　斌　４２
$$$$$$$$$

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改革探索及其价值审视 韩　奇　５２
$$$$$$$$$$$$$

历史与理论：毛泽东的 《共产党宣言》阅读史透视 罗建华　６２
$$$$$$$$$$

爱与幸福

———再论柏拉图解释史上的一桩公案 樊　黎　７０
$$$$$$$$$$$$$$

成形与教化

———爱克哈特论 “神人合一” 鲍永玲　７７
$$$$$$$$$$$$$$$$$



笛卡尔 “我思”的三个发生场域 孙冠臣　８６
$$$$$$$$$$$$$$$$$$

作为主观生存处境的死亡

———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批评 严家强　李　萍　９３
$$$$$$$$$$$$

论 “实在与反阻”的意义

———从狄尔泰与舍勒关于实在性问题的共识与争论出发 王嘉新　１００
$$$$$$

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 靳　宝　１０７
$$$$$$$$$$$$$$$$

论德里达对胡塞尔本质直观问题的处理 余君芷　１１６
$$$$$$$$$$$$$$$

存在、状态与 “自然”

———论庄子哲学中的 “自然” 罗安宪　１２３
$$$$$$$$$$$$$$$$$

一篇罕见地高度评价滕文公的孟子学文献

———湛若水佚文 《吊文公词》考释 杨海文　１３０
$$$$$$$$$$$$$$$

公孙龙子 《名实论》新诠

———以 “物”概念为线索 刘体胜　１３４
$$$$$$$$$$$$$$$$$$$

韩非对 “治术”道德性的探寻 李国斌　１３９
$$$$$$$$$$$$$$$$$$$

游侠之风与晚清道德重建

———以谭嗣同、章太炎为中心 吕存凯　１４６
$$$$$$$$$$$$$$$$$

现代生活视野下的儒家修身之学

———以伍庸伯为例 陈探宇　１５５
$$$$$$$$$$$$$$$$$$$$$$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４４—１０７１／Ｂ＊１９８５＊Ｑ＊１６＊１６０＊ＺＨ＊Ｐ＊ ￥１８＊１８００＊２２＊２０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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